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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推荐

非常值得一读……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父权制、

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之

间的密切关系。

—— 《卫报》

一部开创性的作品……费代里奇已经成为……新一代

女权主义者的关键人物。

——  雷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作者

在描述对妇女发起的国家恐怖行为之可憎时，费代里

奇写下了一本真正属于我们时代的书。既不妥协，也不傲

慢。《凯列班与女巫》传达出一贯的无偏见和一位全球学者

所拥有的高尚品格。它既是有关被恢复记忆的充满激情的

作品，也是一记历史之锤。

—— 彼得•莱恩博，多伦多大学教授

本书在将猎杀女巫放入资本主义社会成长的历史过程

中，完成了对现代的资本主义祛魅化成长历程的呈现。视

角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理论在此获得了它的肉身化的表达，

不仅具有独特的性别视角，同时更让现代性的批判充满了

一种切身之痛。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正是在这一切身之

痛当中完成自身合理化的推进。

—— 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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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列班与女巫》通过对女巫问题的追溯，补上了长期

以来被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忽略的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

中缺失的女性历史的一环。费代里奇让我们明白，在现代

性的发展过程中，对女性的压迫，构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

累的血腥基础，揭开这个奥秘，才能真正为女性主义找到

一个反抗的裂隙。

——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教会对巫术的镇压与资本市场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构

建相辅相成，是现代社会崛起的基石。猎巫运动以女性主

导的社会组织力量和民间知识为打击目标，旨在规训女性

身体，将其排斥在有偿劳动之外，被困于新建的家庭空间，

从事无报酬的社会再生产劳动。猎巫、贩奴以及对自然的

剥削共同构成了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的资本原始积累真

相。《凯列班与女巫》不仅为我们展示了性别、种族、生态

和宗教等诸多范畴在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复杂交织，更

是提醒我们分析重建渗透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权力关系。

--- 倪湛舸，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副教授

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凯列班象

征着对殖民者的反抗和对命运的改变。在 1 5至 18世纪，

当有超过十万的平民女子因被指控为女巫而处死，更多的

女性站起来，通过妇女运动试图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所要求

的社会规训，重新夺回对性、身体、劳动的控制。费代里

奇向我们展示出，每一位独立勇敢的女性，在破除猎巫的

进程中，用自己的身体推动起历史的变革。

——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女 巫 祈 雨 的 木 刻 版 画 。见 乌 尔 里 希 ♦ 莫 利 托 (Ulrich M olito r),《论 女 巫 师 和 占 卜 者 》

( De lamiies etpythonicis mulieribus, 1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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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致我在妇女运动中结识的众多女巫，以及那些陪伴我超过

2 5 年的故事里的其他女巫，尽管处境艰难，她们仍然留下了不

竭的渴望去讲述，去让人们知晓，以确保她们不会被遗忘。

致我们的兄弟 Jonathan C o h e n ,他的爱、勇气和对不公正

的坚定抵抗，让我没有对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以及男人为妇女解

放而斗争的能力失去信心。

致帮助我写成这本书的人们。感 谢 George C a ffe n tz is ,我

与他讨论了本书的方方面面；Mitchel Cohen提供了出色的评论和

编辑了部分手稿，并给予这个项目热情支持；Ousseina A lidou和

Maria Sari 向我介绍了 Maryse Conde 的作品；Ferruccio Gambino

让 我 意 识 到 1 6世 纪 和 1 7世纪的意大利存在奴隶制；David

Goldstei口给了我关于女巫“药典”的材料；Conrad Herold为我在

秘鲁猎巫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帮助；Massimo de Angelis为我提供了

关于原始积累的著作以及他在《平民报》(The C o mmoner)中组

织的关于该主题的重要辩论；Willy M utunga给了我关于东非巫术

法律方面的材料。感谢Michaela Brennan和Veena Viswanatha阅读

手稿并给我建议和支持。非常感谢Mariarosa Dalia Costa、Nicholas

FaraclaSx Leopolda Fortunati^ Everet Green Peter Linebaugh^

Bene M adunaguM aria Mies、Ariel Salleh、Hakim Bey0 他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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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直是塑造《凯列班与女巫》之视角的参考点，尽管他们可

能不同意我在这里写的所有内容。

特别感谢 Jim Fleming、Sue Ann Harkey、Ben Meyers 和 Erika

B id d le ,他们为这本书付出了许多时间，尽管我无休止地拖延，

但因为他们的耐心和帮助，此书得以完成。

纽约，20 0 4年 4 月



刖 百

《凯列班与女巫》一书呈现了我从2 0世纪 7 0年代中期开始与

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利奥波迪娜•福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

合作开展的研究。我们研究项目的主题是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

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妇女。1984年，我们将第一批成果集

结成 《伟大的凯列班：资本主义第一阶段中反叛的身体史》

Grande Calibano. Storial del corpo social ribelle nella prima fase

del capitale ( Milano: Franco A ngeli) , 以下简称《伟大的凯列

班》］一书出版。

我对这项研究的兴趣源自美国女权运动发展中的辩论：究

竟什么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以及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

中应采取怎样的政治战略。当时出现了各种观点，试图在理论

和政治层面上分析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这些视角主要由妇女运

动的两大分支—— 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 一

提出。然而我认为，它们都没有对妇女遭受社会和经济剥削的

根源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反对激进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倾

向于以跨历史的文化结构为基础来解释性别歧视和父权统治。他

们推测，这种结构是独立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运作的。相比

之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妇女的历史不能与具体的剥削

制度的历史分开。他们的分析优先考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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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妇女。但是，根据我当时的理解，他们的立场的局限性在于

没有承认再生产领域是价值创造和剥削的源泉。由此，他们认

为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根本上是因为女性被排除在了资本主义

发展之外—— 这一立场再次迫使我们从文化制度来解释，性别

主 义 (sex ism )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中如何存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追溯妇女在封建主义向资

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历史的想法。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

( Mariarosa Dalia Costa ) 和谢尔玛•詹姆斯 (Selma James ) , 以

及其他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

行动者在 2 0世纪 7 0年代的系列论著启发我开展了这项研究。

这些论著在当时是非常有争议的，但它们最终重新塑造了关于

妇女、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话语。这些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是

科斯塔的《妇女与社会的颠覆》(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1971 ) 和詹姆斯的《性别、种族和阶级》(Sex,

Race and Class, 1975 ) 0
正统马克思主义 (the Marxist orthodoxy) 将妇女遭受“压

迫”和从属于男子解释为封建关系的残余。与此相反，科斯塔

和詹姆斯认为，对妇女的剥削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 ) 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妇女是最基本的资

本主义商品—— 劳动力一"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正如科斯塔

所说，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unpaid labor) 一直是剥削雇

佣工人即“工资奴隶制" (wage slavery) 的基础，也是其生产力

的秘诀 ( 1972： 31 ) o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权力差

异不是由于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积累是无关的(支配妇女生活的

严规证实了这种无关性并不存在)，也不是由于亘古不变的文化

制度。相反，它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社会生产制度的后果。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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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承认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是资本

积累的源泉。相反，这种制度将其神秘化，将其视为一种自然

资源或个人服务，同时从这个过程中的无酬劳动中获利。

科斯塔和詹姆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的剥削的根源是

性别劳动分工和妇女的无偿劳动，借此表明超越父权制和阶级

之间的二元对立是有可能的，并赋予父权制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她们还开辟了道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阐释资本主义和阶

级斗争的历史。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利奥波迪娜•福图纳蒂和我开始研究只

能被委婉描述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东西，并开始寻找学

校里没有教过我们但事实证明对我们的教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历史。这段历史不仅从理论上提供了对家务劳动的主要结构成

分的起源(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资本主义如何具体使用工资

来操控没有工资之人的劳动，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出现，妇女的

社会地位被贬低)的理解，还展现了现代女性和男性概念的谱

系—— 这一谱系挑战了后现代理论的假设，即 “西方文化”近

乎本体论地倾向于通过二元对立来刻画性别。我们发现，性的

等级制度总是为统治服务：只有不断花样翻新地分裂那些它打

算统治的人，它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项研究的成果是《伟大的凯列班》一书。该书试图从女权

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但在这一过程

中，大家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被证明是不够的。其中不

足的是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等同于雇佣劳动和“自由”劳动

者的出现。然而这隐藏并自然化(naturalize) 了再生产领域。

《伟大的凯列班》对米歇尔•福柯的身体理论提出了批评。正如

我们所论述，福柯对身体所受到的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 )



v i 凯列班与女巫

和规训 (discipline ) 的分析忽视了再生产的过程。他将女性和

男性的历史折叠成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并且对女性遭受的“规

训I” 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他从来没有提到近代身体遭受的最

可怕的侵犯之一：猎杀女巫。

《伟大的凯列班》的主要论点是：为了理解妇女在封建主义

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的历史，我们必须分析资本主义在社

会再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变

化。因此，此书研究了在16、17世纪的欧洲，家务劳动、家庭

生活、育儿、性、男女关系以及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重组。《凯

列班与女巫》承接了这一分析；然而，本书的范围与《伟大的

凯列班》的不同。因为它是依据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我们对妇女

历史日益增长的知识而写的。

在 《伟大的凯列班》出版后不久，我就离开了美国，到尼

日利亚任教，在那里待了近3 年。在离开之前，我把我的论文

埋在了地窖里，不会想到不日我将需要它们，但在尼日利亚逗

留时的环境并不允许我忘记这项工作。1984年至 1986年是尼日

利亚的转折点，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些年里，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尼日利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进行了谈判，最终通过了一个结构调整方案(a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 0 这是世界银行为全球经济复苏开出的通

用药方。

该方案宣称可以让尼日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但

很快就显示出，这涉及新一轮的原始积累以及对社会再生产的

合理化。其目的是摧毁最后残留的公共财产和社区关系，从而

强加更多形式的劳动剥削。因此，我看到在我眼前发生的，与

我在写《伟大的凯列班》时研究到的历史非常相似。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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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有土地的攻击，以及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怂恿下)对劳动

力再生产的坚决干预：调节生育率，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人

口规模，因为从尼日利亚未来要融入全球经济的角度看，这些人

口要求过高且没有纪律。除了这些恰如其名的“严惩违纪”(War

Against Indiscipline ) 的政策外，我还目睹了一场谴责妇女虚荣心

和过分要求的厌女运动在火上浇油，以及一场在许多方面类似于

17世纪"妇女之争"(querelles des femmes ) 的激烈辩论壮大发

展。这场辩论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方方面面：家庭(一夫多妻

制与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育儿，妇女的工作,

男女的身份认同和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关于过渡时期的研究有了新的意义。在

尼日利亚，我认识到，反对结构调整的斗争是反对土地私有化

和 “圈地”(enc losu re)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斗争不仅

反对公有土地的“圈地”，还反对社会关系的“圈地”。这可以

追溯到 16世纪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起源。我也意识到，资本

主义的劳动规训在这个星球上赢得的胜利是多么有限。有许多

人仍然认为自己的生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要求是根本对立

的。对于开发商、跨国机构和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曾经是，现

在也仍然是尼日利亚这种地方的问题。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

巨大的力量来源。因为它证明，在世界范围内令人敬畏的力量

依然在对抗着资本主义强加的生活方式。与尼日利亚妇女组织

( Women in Nigeria, W IN )的接触同样带给我力量。该组织是

这个国家第一个女权主义组织，它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尼日利

亚妇女为捍卫自己的资源和拒绝世界银行目前提倡并强加给她

们的父权制新模式而进行的斗争。

到 1986年底，债务危机波及学术机构，我再也无法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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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于是我离开了尼日利亚，即便我的精神与这片土地同在。

但是我会一直想到那些对尼日利亚人民发动的攻击。因此，重

新 研 究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愿望在我回到美国后一直伴随

着我。我曾以16世纪的欧洲为镜来解读尼日利亚事件。在美国，

是尼日利亚的无产阶级把我带回到了欧洲内外争取公地和反抗

资本主义规训妇女的斗争中。回到美国后，我也开始教授面向

本科生的跨学科课程。在那里，我面对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圈

地”：知识的圈地，也就是说，新的一代人日益丧失了对于我们

共同历史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在《凯列班与女巫》中，我重

构了中世纪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欧洲无产阶级抵抗资本主义到

来的斗争。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专家之外的人们了解这

些分析所依赖的证据，而且是要在年轻一代中重新唤起对漫长

的抗争史的记忆—— 这种记忆在今天有被抹杀的危险。如果我

们要找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拯救这种历史记忆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替代方案的）这种可能性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听到

这条路上前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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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克思以来，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直是社会活动家和

学者的必经之路。他们深信人类进程的首要任务是构建资本主

义社会的替代方案。毫不奇怪，每一次新的革命运动都会回到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问题上，并带来新的社会主体(social

subject) 的视角，发现新的剥削和反抗场域。। 本书就是在这一

传统中构思的。但有两点考虑特别推动了本研究。

首先，人们希望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发

展，同时避免“妇女史”与工人阶级男性的历史分离而造成的局

限。本书取自莎士比亚《暴风雨》( 1 6 1 2 )的标题《凯列班与女

巫》(Caliban and the Witch ) 便反映了这一倾向。然而，在我的

理解中，凯列班不仅代表着反殖民主义的反叛者，他的斗争在当

代加勒比文学中仍有回响，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象征。更具体

地说，他象征了以无产阶级的身体作为抵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场域

和工具。最重要的是，在 《暴风雨》中女巫的形象原本被限制于

一个遥远的背景中，而本书将其置于舞台的中央。她体现了资本

主义必须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异端分子，治疗师，不听话的妻

子，敢于独居的女人，在主人的食物中下毒并激励奴隶造反的奥

比巫女 ( obeah women ) ®o

① obeah是非洲、西印度群岛等地某些黑人中曾行使的一种巫术。(无特殊说明，以下脚

注皆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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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新的全球扩张，通常与资本主

义起源有关的一系列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回潮。其中包括新一轮的

“圈地”，掠夺数以百万计农业生产者的土地，以及通过大规模

监禁政策对工人进行大规模的贫困化(pauperization)和罪犯化

( criminalization ) , 这让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描

述的"大禁闭" ( Great Confinement )。我们还目睹了新的移民

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伴随着对流浪工人的迫害，这再

次让人想起16世纪和 17世纪的欧洲为使“流浪者”能够被就

地剥削而实行的“血腥法律”。对本书来说，最重要的是针对妇

女的暴力加剧了，包括在一些国家(如南非和巴西)，猎杀女巫

的行动重新开始了。

为什么在资本统治了 500年之后，在第三个 1000年之初，

大量的工人仍然被定义为贫民、女巫和不法之徒？掠夺土地与大

规模贫困化和持续攻击妇女有什么关系？ 一旦我们通过女权主义

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将对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

发展有什么了解？

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在这部作品中，我从妇女、身体和原始

积累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理论'— 这些概念框架是这部作品

的参考点。因此，我将在导论中首先讨论我的分析与这些不同理

论视角的关系。

“原始积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用来描述历史

进程中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前提的一个术语。这是一个有用的术

语，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我们可以

把由资本主义的出现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概念化。

但它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原始积累”被马克思当作一个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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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结构性条件。这使我们

能够把过去理解为一种留存到现在的东西。这是我在本著作中

使用该词的一个重要考虑。

但是，我的分析在两个方面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是从

男性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和商品生产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原始积

累的，而我是从原始积累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劳动力生产所带

来的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它的。2因此，我对原始积累的描述包括

了一系列马克思没有提及但对资本主义积累却极为重要的历史

现象。它们包括：（1 ） 新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迫使妇女的劳

动和妇女的生育功能从属于劳动力的再生产；（2 ） 新的父权制秩

序的构建，其基础是把妇女排除在雇佣劳动（waged-work） 之

外，使她们从属于男人；（3 ） 无产阶级身体的机械化，以及将妇

女的身体变成生育新工人的机器。最重要的是，我把 16世纪和

17世纪的猎巫放在我对原始积累分析的中心位置。我认为在欧

洲和新大陆，迫害女巫与殖民和征用欧洲农民的土地，对于资

本主义的发展同样重要。

我的分析在评价原始积累的遗产和功能方面也与马克思的

不同。尽管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凶残性一他

宣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

的”一 但 毫 无 疑 问 ，他将资本主义发展视为人类解放过程中的

一个必要步骤。他认为，它处置了小规模的财产，（以任何其他

经济制度都无法比拟的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为人类

从匮乏中解放出来创造了物质条件。他还认为，资本主义扩张

的最早阶段充斥的暴力将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而消退。因

为那时会由经济立法来规训和剥削劳动者（Marx 1909 VoLI ）0

在这一点上，他是大错特错的。原始积累最暴力的一面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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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全球化的每一个阶段(包括现在)如影随形。这说明农民

不断被逐出他们的土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掠夺，以及对妇

女的贬低，在任何时候都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

我要补充的是，如果马克思从妇女的角度来审视资本主义

的历史，他就不可能假定资本主义为人类解放铺平了道路。因

为这段历史表明，即使在男子获得一定程度的形式自由时，妇

女也总是被当作社会低等生物，受到类似奴隶制的剥削。那么，

在本书中，“妇女”不仅是一段需要被看见的隐秘历史，而且

是一种特殊的剥削形式。因此，妇女也意味着一个独特的角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

这一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女权运动开始，妇女就重新

审视了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问题，尽管她们并不总能认识

到这一点。一段时间以来，形塑女性历史的主要框架是按时间

顺序排列的。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在描述过渡时期时最常用的称

谓 是 “早期现代欧洲”。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它可以指代 1 3世

纪或 1 7世纪。

然而，在 2 0世纪 8 0年代，出现了一些采取更加批判的取

向的作品。其中包括琼•凯利(Joan K e lly )关于文艺复兴和“妇

女之争”的论文、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 的 《自

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 1980 ) 、利奥波迪娜•福图纳蒂的

《再生产的奥秘》(Z '/rca"。della Riproduzione, 1981年初版，现

已出英文版)、梅里•威斯纳(Merry W iesn e r)的 《文艺复兴时

期德意志的劳动妇女》( Working Women in Renaissance Germany,

1986 ) 和玛丽亚•米斯(Maria M ie s )的 《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和

积 累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86 ) o

这些著作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过去2 0年来重构妇女在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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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早期现代欧洲的农村和城市经济生活的许多专著，以及关于殖

民前美洲和加勒比群岛妇女生活的大量文献和档案工作。在后者

中，我特别记得艾琳•西尔弗布拉特(Irene Silverblatt) 的 《月

亮、 PH ZE ( The Moon, the Sun, and the Witches, 1987 ),

这是第一部关于秘鲁殖民时期猎杀女巫的著作；以及希拉里•贝

克 尔 斯 (Hilary B eck ies)的 《自然反叛者：巴巴多斯社会史》

( Natural Rebels. A Social History o f Barbados, 1995 ) 0 该书与

芭芭拉 •布什 (Barbara Bush ) 的 《加勒比社会中的奴隶妇女：

1650— 1838》(Slave Women in Caribbean Society: 1650—1838,

1990 ) 是关于加勒比种植园中受奴役妇女历史的主要文献。

这些学术成果证实的是，重构妇女史或从女权主义的视角

看历史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界定公认的历史范畴，并把隐藏的

统治和剥削结构暴露出来。因此，凯利的文章《妇女有文艺

复 兴 吗 ？》(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 1984 ) 挑战

了经典的历史分期理论，即将文艺复兴作为文化成就的杰出典

范。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对科学革命的社会进步性的

信念提出了挑战，认为科学理性主义的出现产生了从有机模式

( organic paradigm ) 至U 机械模式 (mechanical paradigm ) 的文

化转变，而这项转变将对妇女和自然的剥削合法化了。

玛丽亚•米斯的《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和积累》一书尤为重

要，现已成为经典之作。该书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重新审

视资本主义积累，将欧洲妇女的命运与被欧洲殖民的人们的命

运联系起来。它提供了关于妇女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中的

地位的新认识。

《凯列班与女巫》正是基于这些作品和《伟大的凯列班》(我

在前言中讨论的一部作品)中的研究才被写出来的。然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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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范围更广，因为本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晚

期的社会斗争和再生产危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把资本主义

的发展与马克思所定义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联系起来。在这

一过程中，本书解决了一些历史和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一直

是妇女史和女权主义理论争论的中心。

本书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是，如何解释近代初期数

十 万 “女巫”被处死，以及如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兴起与

针对妇女的战争同时发生。女权主义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框架,

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学者们普遍认为，猎杀女巫的目的在

于摧毁妇女对其生育功能的控制，并为发展更具压迫性的父权

制度铺平道路。也有人认为，猎杀女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兴

起后的社会变革。但是，对女巫的迫害是在什么样的具体历史

环境下发动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什么要对妇女进行种族灭绝

式的攻击，却没有得到研究。这就是我在《凯列班与女巫》中

研究的问题。我开始分析 16、17世纪的人口和经济危机以及

重商主义时代的土地和劳动政策对女巫的迫害。我在书中只是

粗略描述了为弄清楚我提到的关联—— 特别是猎杀女巫与近

代新的劳动性别分工（将妇女限制在再生产劳动中）之间的关

联 一 所 需 的 必 要 研 究 。然而，这足以说明，对女巫的迫害

（就像奴隶贸易和圈地一样）是欧洲以及“新大陆”中原始积累

和近代无产阶级形成的一个主要面向。

《凯列班与女巫》还从其他方面谈到了 “妇女史”和女权主

义理论。首先，它证实了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女权主义理论

分析的一个试验案例。我们在这一时期发现，对生产和再生产任

务以及男女关系的重新定义，都是在最大限度的暴力和国家干预

下实现的。这毫无疑问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角色是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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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我提出的分析也让我们超越了 “性别”和 “阶级”的二

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身份确实承载了特定的劳

动功能 (w ork-function),那么性别就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纯粹的

文化现实，而应该被视为阶级关系的一种具体化。从这一观点

出发，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关于是否需要将“女性”作为一个分

析范畴，并单纯地以对立的方式来定义女权主义的争论就是错

误的。我重述一遍我已提出的观点：如 果 “女性气质”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被建构为一种劳动功能，并以生物命运(biological

destiny ) 为名掩盖了其生产劳动力的作用，那 么 “妇女史”就

是 “阶级史”。这里，我们要问产生这一特定概念的劳动性别分

工是否已经被超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考虑到目前的

再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时，答案一定是否定的)，那 么 “妇女”

就是一个合法的分析范畴，与 “再生产”有关的活动仍然是妇

女斗争的重要基础，就像 2 0世纪 7 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一样。

在此基础上，女权主义运动将自己与女巫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凯列班与女巫》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过比较女权主

义者的身体分析和福柯式身体分析在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史时提供

的截然不同的视角而提出的。从妇女运动开始，女权主义活动家

和理论家就把“身体”作为理解男性统治的根源和女性社会身份

建构的关键。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对人的

能力进行等级划分并将女性定义为一种退化的肉体，在历史上有

助于巩固父权和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因此，对性、生育和母

职的分析一直是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史的中心。特别是，女权主

义者揭露和谴责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剥削系统试图约束和占有女性

身体的策略和暴力，表明妇女的身体一直是部署权力技术和权力

关系的主要目标和有利场所。实际上，自2 0世纪 7 0年代初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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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女权主义研究都探讨了对妇女生殖功能的管制，强奸和殴打

对妇女的影响，以及美如何作为（妇女）被社会接受的条件而强

加给她们。这些研究对我们这个时代关于身体的讨论做出了巨大贡

献，驳斥了学术界普遍将身体的发现归功于米歇尔•福柯的看法。

女权主义者从分析“身体-政治”出发，不仅彻底改变了当代

哲学和政治话语，而且开始重新评价身体。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既可以反对女性气质与肉身的消极联系，也可以对成为一个人的

意义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3这种重新审视有着各种形式，从追求

非二元论的知识形式，到试图（与将性别“差异”视为积极价值

的女权主义者一起）发展一种新的语言，并 “（重新思考）人类

智慧的肉身根源” 4。正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

指出的那样，被重新夺回的身体绝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生物学上

的先天赋予。尽管如此，“重新占有身体”或 “言说身体” s等

口号还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福柯式理论家的批评。他们拒绝任

何关于本能解放的呼吁，认为这是虚幻的。女权主义者则指责福

柯关于性的论述无视性别的差异，同时又挪用了女权运动中形成

的许多见解。这种批评是十分恰当的。此外，福柯对投资身体这

类权力技术的“生产性”特征非常感兴趣，他的分析实际上排

除了对权力关系的任何批判。因其将身体视为由纯粹的话语实

践所构成，并更多地描述权力如何被部署而非确定其来源，福

柯的身体理论近乎辩护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因此，身体产生

的"权力”是作为一个自足的、形而上的实体（a self-subsistent,

metaphysical entity ）出现的。它无处不在，与社会和经济关系脱

节，而且它的各种变化就像神圣的第一推动者一样神秘。

分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和原始积累能否帮助我们超越这些

选择？我认为可以。女权主义的方法的第一步应该是记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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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条件，以及在这些条件下身体如何作为一项核心要素和

决定性的活动领域建构了女性气质。沿着这些思路，《凯列班与

女巫》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体对妇女的作用就像工厂

对男性雇佣工人的作用一样：身体是妇女受剥削和反抗的主要场

所，因为女性的身体被国家和男性占有并被迫用于劳动力的再生

产和积累。因此，身体的各个方面一母职、分娩、性—— 在

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史上收获的重要地位是无可非议的。《凯列班

与女巫》也同意女权主义拒绝将身体等同于私领域，并在此基础

上讨论“身体政治”的见解。此外，它还解释了身体对妇女来说

如何既是身份认同的来源，同时又是监狱，以及为什么身体对女

权主义者如此重要，同时要划定它的价值又如此有问题。

原始积累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针对福柯理论的反例，证明福

柯的辩护中有许多明显的历史遗漏。其中最明显的遗漏是，他

在分析对身体的规训时遗漏了猎巫和魔鬼学的话语。毫无疑问，

如果将这些纳入其中，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这两者都

表明施加在妇女身上的权力是具有压迫性的，并表明福柯在描

述微观权力的动态时所想象的受害者与其迫害者之间存在的共

谋和角色反转，是不太合理的。

研 究 “猎巫”也对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 er)理论

提出了挑战，消除了福柯在描述这一制度如何出现时营造的神

秘感。福柯认为，大概在 18世纪欧洲发生了权力的转型，由一

种以杀戮权为基础的权力，转变为一种通过管理和促进生命力

(如人口增长)来行使的权力。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一转型

动力的线索。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种转型放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背

景下，这个谜团就消失了。因为促进生命力不过是源自对劳动力

的积累和再生产的新的关注。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对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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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可以与对生命的大规模破坏同时发生；因为在许多历史

情况下一例如贩卖奴隶的历史—— 这两者是互为前提的。事

实上，在一个生命从属于利润的生产体系中，劳动力的积累只

能通过最大限度的暴力来实现。这用玛丽亚•米斯的话说就是,

暴力本身成了最具生产力的力量。

总之，如果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 1978 ） 中研究了猎杀

女巫事件，而不是专注于教牧的忏悔，他就能发现这种历史不能

从一个普遍、抽象和无性的主体的角度来书写。此外，他还会

认识到，酷刑和死亡是可以为“生命”服务的，或者准确来说,

是可以为劳动力生产服务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是把生

命转化为劳动能力和“死劳动”。

从这个角度看，原始积累一直是个普遍的过程，贯穿于资本

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它最初的历史模型已经沉淀了一些策略,

这并非偶然。在每一次重大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这些策略以不

同的方式重新启动，用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并隐藏对妇女和殖民地

臣民的剥削。

19世纪对社会主义的兴起、巴黎公社和1873年积累危机

的反应就是"瓜分非洲" （Scramble for Africa ）①。同时，核心

家庭制度在欧洲建立了起来，其核心是妇女在经济上依附于男

子一一在妇女被驱逐出雇佣劳动的场所之后。这样的事情今天

也正在发生：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全球扩张正试图使反殖民主义

斗争以及其他反叛主体（学生、女权主义者、蓝领工人）的斗

争倒退—— 这些反叛者在2 0世纪 6 0年代和7 0年代削弱了劳动

的性别分工和国际分工。

① “瓜分非洲”指的是1881年至 1914年之间的新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列强入侵、占领、

瓜分和殖民非洲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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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下出现了堪比“过渡时期”的大规模暴力和奴役，

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同的是，今天的侵略者是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他们仍在向同样一群人宣扬金钱的价值。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全球列强一直在抢掠他们，使他们陷入贫

困。在计算机时代，对开发新的生殖技术的投资证实，征服女

性的身体仍然是积累劳动力和财富的先决条件。这些技术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迫使妇女沦为子宫。

此外，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伴随全球化蔓延而来的“贫困女

性化" (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因为我们看到，这是资本主

义发展对妇女生活的首要影响。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凯列班与女巫》中学到的政治教训是，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必然是忠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

视的。因为只有诋毁那些受剥削者(妇女、被殖民者、非洲奴隶

的后代、因全球化而流离失所的移民)的“本性”，资本主义才能

合理化和神秘化其社会关系中的矛盾—— 承诺自由，现实却是

普遍的胁迫；承诺繁荣，现实却是普遍的贫困。

在资本主义的核心，不仅有雇佣合同劳动和奴役之间的共生

( symbiotic ) 关系，还有劳动能力的积累和毁灭的辩证(dialectics )

关系。妇女为此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包括她们的身体、工作和

生命。

因此，我们不可能把资本主义与任何形式的解放联系起来，

也不可能把这个制度的长久性归结为它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

如果说资本主义能够自我再生产，那只是因为它在世界无产阶

级的身体里建立了不平等的网络，并且它有能力使剥削全球化。

这个过程仍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展开着，就像过去5 0 0年一样。

不同的是，今天对这一进程的抵抗也达到了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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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 关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研究历史悠久，这些研究与2 0世纪的重大

政治运动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在 2 0世纪 4 0年代和 5 0年代，苏联

政权稳固，欧洲和亚洲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崛起，以及当时看来即将

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引发了许多争论。在这个背景下，莫里斯•多

布、罗德尼• 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重

新审视了 “过渡时期， 2 0世纪 60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理论家（萨

米尔•阿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辩论新殖民主义、“欠发达”

以 及 “第一世界”和 “第三世界”之 间 的 “不平等交换”时，对

“过渡时期”进行了重新审视。

2 . 在我的分析中，这两种现实是联系紧密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中，一

代代工人的再生产和每天再生他们的劳动能力已经成为“妇女的劳

动”，尽管被神秘化了（作为一种个人服务甚至是自然资源而表现

出无偿性）。

3 . 毫不奇怪，2 0世 纪 “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几乎所有文献都在肯定身

体的价值，就像反殖民起义和受奴役的非洲人后裔所创作的文学作

品的特点一样。在这一基础上，跨越巨大的地理和文化界限，弗吉

尼亚•吴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 ）预示着艾梅•塞泽尔的

《返乡笔记》（Return to the Native Lcmd, 1938 ） 的内容。吴尔夫嘲

讽地责备她的女性读者及其背后的更广泛的女性世界，因为除了孩

子之外，女性没有成功地生产任何东西。

姑娘们，我要说……你们从未有过任何重大发现。你们从

未动摇过一个帝国，也从未率军上过战场。莎士比亚的戏剧并

非出自你们的手笔……你们有何借口呢？当然，你大可以指指

地球上的街巷、广场和森林，那里挤满了黑色、白色和咖啡色

的居民……我们手头上也另有事情要做。而没有我们的辛劳，

海面上便不再会有往来的船只，肥沃的土地也会化为沙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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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下了那十六亿两千三百万人，据统计，这就是现存人类的

全部，而或许在他们六七岁前，我们要一直养育他们，为他们

洗澡，让他们受教，即使有人相助，这也需要时间。①(Wolf

1929： 112, 98)

这种推翻堕落女性形象—— 该形象源自将妇女与自然、物质和

肉身联系在一起的建构—— 的能力，就是女权主义“身体话语”的

力量，它试图解开由男性对我们肉身现实的控制所束缚的东西。然

而，把妇女解放设想为“回归身体”是一种错觉。正如我在这部作

品中所论证的那样，如果女性的身体指涉的是一个被男性和国家侵

占的生殖活动场域，并变成了生产劳动力的工具(以及这在性别规

则和条例、审美规范和惩罚方面所带来的一切)，那么，身体就是

一个彻底的异化的场所。只有消除界定身体的工作规训，才能克服

这种异化。

这点同样适用于男性。马克思描述了只在身体机能上感到自在

的工人，该描述凭直觉印证了这一事实。然而，马克思从来没有传

达出男性身体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而受到攻击的严重程度。讽刺的

是，与米歇尔•福柯一样，马克思也强调了工人从属的权力是具有

生产力的—— 对他来说，这种生产力成为工人未来掌控社会的条

件。马克思并没有看到，工人的工业权力 ( industrial powers ) 的发

展是以他们作为社会个体的权力被侵蚀为代价的，尽管他承认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与他们的劳动，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工作产

品变得如此疏远，以至于它们像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支配。

4. Braidotti(1991) 219 .关于女权主义对身体的思考，参考Ariel Salleh's

EcoFeminism as Politics ( 1 9 9 7 ) ,特别是第 3 章到第 5 章；以及 Rosi

Braidotti's Patterns o f Dissonance ( 1 9 9 1 ) ,尤其是名 为 ^Repossessing

the Body: A Timely ProjectM 的这一节(第 219— 224 页)。

① 译文版本为贾辉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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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在这里指的阴性书写( ecriture feminine ) 是 2 0 世纪 7 0 年代在法

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理论和运动。它发展于拉康精神分析学派的

女权学生中，她们试图创造一种语言来表达女性身体的特殊性和女

性的主体性( Braidotti,同上)。

顶着一篮菠菜的女人。中世纪的妇女经常在花园里种植草药。有关草药特性

的知识是她们代代相传的秘密之一。意大利，约 1385年



第 1章

全世界都需要一次冲击

中世纪欧洲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危机

世上所有人都将受到巨大的冲击。一场比赛将会来临，

不虔诚的人将被抛下宝座，受压迫的人将会起来。

—— 托马斯•闵采尔，《对 〈路加福音〉中无神世界错

误信仰的公开批评》，1524年

不可否认，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剥削确实继续存在。

只是其形式发生了变化。当今世界霸主在各处榨取的剩余

劳动所占劳动总量的比例，并不比很久以前的剩余劳动少。

但是，在我看来，剥削条件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的是历史，是争取解放的努力……

—— 皮埃尔•多克斯，《中世纪的奴隶制与解放》,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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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们要书写“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的妇女和再生产的历

史，必须从欧洲中世纪的无产阶级（小农、手艺人、日结工）

对抗各种形式的封建权力的斗争开始。只有重新唤起这些带着

丰富的诉求、社会和政治愿望以及对立实践的斗争，我们才能

理解妇女在封建主义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也才能理解为什么资

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摧毁妇女的力量，正如长达3 个世纪的对女

巫的迫害所显示的那样。站在观察这场斗争的有利位置，我们

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从旧秩序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中

进化而来的。资本主义是封建主、贵族商人、主教和教皇对数百

年来社会冲突的反应，这种冲突最终动摇了他们的权力，真正让

“全世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资本主义是反革命的，它摧毁了反

封建斗争中的其他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一旦实现，我们的生命和

自然环境将免于巨大的破坏一而这种破坏正是全世界资本主

义关系发展的标志。我们必须强调这点，因为还有许多人认为

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进化”而来的，代表着一种更高级的

社会生活形式。

然而，如果只关注阶级斗争的经典领域一劳役、工资

报酬、租金和什一税，而忽视这些冲突产生了新的社会愿景和

性别关系的转变，我们就无法理解妇女史与资本主义发展史是

如何交叉的。这些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在反封建斗争的过程

中，我们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找到证据表明，草根妇女运动反

抗了既有的秩序并促进了另一种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反封建

斗争第一次有组织地挑战了主流的性别规范，并尝试建立更平

等的男女关系。这些有意识的社会越轨形式包含抵制抵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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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ed la b o r )和商业关系，它们不仅为封建主义，也为取代

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秩序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替代方案。这表

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让我们质问为何这些替代方案没有

实现。本章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考察男女关系和劳动

力再生产是如何在反对封建统治的过程中被重新定义的。

我们也需要铭记中世纪的社会斗争，因为它们在解放史上

写下了新的篇章。它们竭尽所能地呼吁建立一个基于财富共享、

取消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平等主义社会秩序。到今天这些仍

然是乌托邦。封建主义灭亡带来的不是天堂，而是疾病、战

争、饥荒和死亡—— 正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著名作品《启

示录》中所表现的天启四骑士一般—— 它们是新资本主义时代

的真正预兆。尽管如此，中世纪无产阶级为“颠覆世界”所做

的尝试必须得到重视；他们虽然失败了，但让封建制度陷入了

危机。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如果没

有 “对社会秩序的激进重塑”，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Hilton,

1973： 223 — 224 )。从中世纪的反封建斗争的角度来解读“过

渡时期”，也有助于我们重构那些在英国圈地和征服美洲背景下

的社会动态。最重要的是，这将帮助我们挖掘为何16、17世纪

的消灭“女巫”现象以及国家将控制权扩大到再生产的各个方

面，成了原始积累的基石。

农奴制是一种阶级关系

虽然中世纪的反封建斗争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提供了一些启示，但若我们不将其置于农奴制历史的大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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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的政治意义仍将被掩盖。农奴制是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

位的阶级关系，在 14世纪以前一直是反封建斗争的重点。

公元 5 世纪至 7 世纪，为了应对作为罗马帝国经济基础的

奴隶制的崩溃，农奴制在欧洲发展起来。这是两个相关现象的

结果。在公元4 世纪的罗马和新的日耳曼国家，地主为了阻止奴

隶反抗、防止他们逃往帝国边缘正在形成逃亡奴隶社区（maroon

communities ）的 "丛 林 "，不得不给他们拥有土地和组建家庭

的权利。। 同时，地主开始奴役自由农民。奴隶劳动的扩张和后

来日耳曼人的入侵摧毁了这些自由农民的生活。他们牺牲自己

的独立性，转而寻求奴隶主的庇护。因此，虽然奴隶制从未被

完全废除，一种新的阶级关系却形成了。奴隶和自由农业劳动

者的境况趋于一致（Dockes 1982： 151）, 所有农民皆处于从属

地位。因此在3 个世纪中（从公元 9 世纪到 11世纪），“农民”

（rusticus, villanus ）成了 "农奴" （servus ）的同义词（Pirenne,

农民在准备土壤以备播种。获得土地是农奴权力的基础。英国微型画，约

13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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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6 3 )□

农奴身份作为一种劳动关系和法律地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农奴被捆绑在领主身上，他们的身家性命都是主人的财产，他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制于庄园法令。然而，农奴制在更有利

于工人的层面重新定义了阶级关系。农奴制标志着队工劳动

( gang-labor ) 和奴工监狱(ergastula ) ?的终结，也标志着维

系奴隶制的残暴刑罚(铁项圈、火刑、十字架)的减少。在封

建庄园里，农奴受制于领主的律令，但他们的违法行为是根据

“习惯性”协议来审判的，最后甚至是由基于同侪的陪审团制度

来审判的。

从农奴制带给主仆关系的变化来看，农奴制最重要的方面是

它使农奴直接掌握了再生产的工具。农奴以他们在领主的自营地

(the demesne ) 上的义务劳动换得了一块地皮(曼苏或海得①)。

他们可以用这块土地来养活自己，并 “像真的遗产一样，只需

支付到期的继承金就可以招其传给他们的子女" (Boissonnade

1927： 134 ) o 就像皮埃尔•多克斯(Pierre Dockes) 在 《中世纪的

奴隶制与解放》(Afedfeva/ Slavery and Liberation ) 中指出的，这

种安排提高了农奴的自主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因为他们

现在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再生产，并与领主协商自己的义务范

围，而不是像私人财产一样无条件地服从。最重要的是，农奴拥

有一块能够有效利用的土地意味着他可以一直养活自己。即使在

与领主对抗最激烈的时期，他们也不会因为饥饿而轻易屈服。诚

然，领主可以把顽固不化的农奴赶出土地。但是在非常封闭的经

济中招募新劳动者是很难的，而农民斗争是集体的，这种赶走农

① 面积单位，曼苏 ( m a n s u s )大致和海得( h i d e )相当，1 海得通常相当于约0.5平方千

米。---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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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的做法很少。这就是为什么—— 如马克思所言一在封建庄

园里，对劳动力的剥削总是依赖直接的武力。3

农民从拥有土地中得来的自力更生的体验，也具有政治和

意识形态上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奴开始把他们占有

的土地看作自己的，并认为贵族限制他们的自由是不可容忍的。

“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s ) 这一要求一直回荡在2 0世

纪，从墨西哥革命、俄国革命到当代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斗争。

而中世纪的农奴肯定会认可这是他们的战斗口号。“农奴”的力

量便源自他们获得了土地。

随着农奴使用土地，他们也慢慢学会了利用“公地”(com­

mons) —— 草地、森林、湖泊、野生牧场。这些公地为农民经

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燃料用木料、建筑用木材、鱼塘、牲畜

放牧地)，并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促进了合作 (Birrell 1987：

23 ) o 在意大利北部，控制这些资源甚至为社区自治的发展打下

了基础 (Hilton 1973： 7 6 )。“公地”在中世纪农村人口的政治

经济和斗争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的记忆仍然激发着我

们的想象力。我们以此投射出对世界的愿景：在这个世界里，

物品是共享的，团结而非自我炫耀的欲望可以成为社会关系的

实质。"

中世纪的农奴社区并没有达到这些目标，我们不能将它们

理想化为社群主义的范例。事实上，它的例子提醒我们，无论是

“社群主义”还 是 “地方主义”，都不能成为平等关系的保证，除

非社群控制了它的生活资料( means of subsistence ) , 以及所有

成员都能平等地获得这些资料。封建庄园里的农奴就不是这种

情况。虽然集体劳动的形式和与领主签订的集体“合同”普遍

存在，以及农民经济都具有地方性的特征，但中世纪的村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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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平等人的共同体。西欧各国的大量文献证实，农民内

部存在着许多社会差异。这些差异将农民分化为自由农和农奴，

富农和贫农，拥有可靠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和在领主的自营地上

挣工资的无地劳动者，以及女人和男人。5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妇女继承土地并以她们的名义管理土

地，但通常还是男人分得土地并按照父系血统传承。6较富裕的

男性农民能够任职管理岗，而妇女被排除在这些职位外。从所

有方面来看，她们的地位都是次等的(Bennett 1988： 18 — 29；

Shahar 1983 ) □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女性的名字除了出现在记录

农奴违法行为的法庭登记册上，在庄园登记册中很少被提及。

然而，女农奴对其男性亲属的依赖较少，在身体、.社会和心理

上与男性亲属的区别较小。女农奴对男性需求的服从性也小于

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妇女。

在农奴社区内部，妇女对男子的依赖是有限的。这是因为

领主的权威高于丈夫和父亲的权威，领主要求占有农奴的人身

和财产，并试图控制她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工作到婚姻和性

行为。

是领主掌握了妇女的劳动和社会关系，例如，决定寡妇是

否应该再婚；谁应该成为她的配偶；在某些地区，甚至要求获

得"初夜权" (ius primae noctis )  在新婚之夜与农奴的妻子

睡觉的权利。因为土地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妇女不仅在土地上

劳动，而且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不必依靠丈夫，男性农奴

对女性亲属的权力进一步被限制。在英格兰，妻子和丈夫在土地

占有上是合伙的关系得到广泛的认可，以至于“当一对农村夫妇

结婚时，男子通常会来把土地交还给领主，然后以他和妻子的名

义共同重新占有土地" (Hanawalt 1986b： 155 )。, 此外，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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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工作是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因此，与资本

主义农场相比，其中的性别分工不那么明显，歧视也更少。在

封建村落中，商品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之间不存在社会隔离，

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维系家庭的生计。妇女除了养育孩子、做

饭、洗衣、纺纱、打理草药园外，还在田里干活；她们的家庭

活动没有被贬低，也不像之后在货币经济中那样，包含了不同

于男子的社会关系。在货币经济中，家务劳动不再被视为真正的

工作。

如果我们还考虑到在中世纪，社会集体关系比家庭关系更

重要，女性农奴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洗衣、纺纱、收割、照料

公地上的动物）都是与其他妇女合作完成的，那么性别分工并

没有把妇女孤立起来，而是为妇女提供权力和保护的来源。它

是女性坚实的社交和团结的基础。尽管教会宣扬女性要服从男

性，而且教会法认可了丈夫殴打妻子的权利，但女性还是能以

此与男性抗衡。

然而，我们不能将妇女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视为一个静态

的现实。* 因为在任何时候妇女的权力及其与男性的关系，都是

由她们的共同体与领主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在主仆关系中产

生的变化所决定的。

公地上的斗争

到 14世纪末，农民对地主的反抗已成为普遍的、大规模的

且常常配备了武装力量的反抗。然而，农民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

的组织力量是长期冲突的结果，该冲突几乎公开贯穿了整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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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教科书往往把封建社会描绘成一个静止的世界，每个庄园

都接受其在社会秩序中被指派的位置。与之相反，对封建庄园

的研究所呈现的却是一幅残酷阶级斗争的画面。

英格兰庄园法庭的记录表明，中世纪的村庄是日常战争的

舞 台 (Hilton 1966： 154； Hilton, 1985： 158 — 159 )。当村民

杀死庄园主管家或攻击他们领主的城堡时，会出现一些非常

胶着的时刻。然而更多的时候，这些战争表现为无休止的诉

讼。农奴试图通过诉讼限制领主滥用权力，明确自身的“负

担”，减少他们为换取土地使用权而应向领主供奉的诸多贡品

( Bennett, 1967 ; Coulton, 1955 ： 35 — 91; Hanawalt 1986a：

32 — 35 ) 0

农奴的主要目标是掌握剩余劳动和产品，扩大他们的经济

和法律权利的范围。这两个方面在农奴斗争中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因为农奴的许多义务是由他们的法律地位规定的。因此，

在 13世纪的英格兰，无论是在世俗的还是教会的庄园里，男性

农民经常因为声称自己是自由人不是农奴而被罚款。这种挑战

可能会导致一场激烈的诉讼，甚至上诉到王室法庭(Hanawalt

1986a： 31 ) o 农民还因拒绝在领主的炉子里烤面包，或拒绝在

他们的磨坊里磨谷子、橄榄而被罚款，因为不用领主的设施就

可以免于被征重税 (Bennett 1967： 130— 131; Dockes 1982：

176— 179 ) O 然而，农奴斗争最重要的领域是他们每周的某几

天必须在领主土地上进行的劳作。农奴的这些“劳役”是最直

接影响生活的负担。在整个 13世纪，它们是农奴斗争争取自由

的核心问题。9

庄园法庭记录中呈现了农奴对强迫劳动( c o r v e e ,劳役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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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的态度，也包含了佃户遭受的刑罚。有证据表明到了 13世

纪中叶，劳动力“大规模地罢工"（Hilton 1985： 130— 131 ）。

收割时节佃户被召唤时，自己不去也不派子女到领主的土地劳

作； 或者，他们很晚才去田里干活，结果庄稼给糟蹋了；或

者，他们工作马虎，休息很久，每个人都一副不服的样子。因

此，领主需要不断地进行严密的监督和警戒。我们可以从以下

的建议中看出这一点：

让管家和监工一直看着种田的人，确保他们把活干好、

干彻底，以及最后看看他们干了多少活儿……通常奴仆总

是工作怠慢，所以得严防他们欺诈；此外，得经常监督他

们；管家在旁边必须监督所有的人，让他们好好干活，如

果他们做得不好，就让他们挨骂。（Bennett 1967： 113）

威廉 •朗 格 兰 （William Langland ） 的寓言诗《耕者皮尔

斯》（尸ie r s尸/ow加劭，约 1362— 1370 ）也描绘了类似的情形。

在一个场景中，上午忙碌的劳动者在整个下午坐着唱歌；而在

另一个场景中，收获时节闲散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只 求 “无事

可做，喝酒睡觉”（Coulton 1955： 87 ）o

另外，战时的义务兵役制度也遭到强烈抵制。正如H. S .贝

内特报告的那样，在英格兰的村庄里征兵一直是依靠武力的，

而中世纪的指挥官很难让部下持续作战，因为入伍的人一拿到

军饷收入就会伺机逃跑。例如，1300年苏格兰战役的军饷单显

示，虽然 6 月有 16 000名新兵奉命入伍，但到了 7 月中旬，只

能征集到 7 600人。而 “这是这一波的波峰……到了 8 月，只

剩 3 000多人”。于是，国王愈发只能依靠赦免罪犯和逃犯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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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他的军队（Bennett 1967： 123 — 125 ）□

另一个冲突的根源是使用非耕地，包括树林、湖泊、山丘。

农奴认为这些土地是集体财产。“我们可以去树林里……”——

12世纪中叶一部英格兰编年史中的农奴宣称—— “拿我们想要

的东西，去鱼塘捕鱼，去森林打野味；我们将在树林、水域和

草地随心所欲。" （Hilton 1973： 71 ）

不过，最惨烈的斗争还是反抗贵族仗着自己的司法权而规

定的课税责任。其中包括马诺莫塔（manomorta, 农奴死亡时领

主征收的一种税）、美其塔（m ercheta ,农奴与其他庄园的人结

婚时增加的一种婚姻税）、赫里特（h e r io t ,已故农奴的继承人

为获得其财产权而缴纳的一种遗产税，通常包括死者最好的牲

畜），以及最糟糕的塔利税（ta l la g e ,领主可以随意决定数额的

一笔钱）。最后不能不提什一税，即农民收入的1/10要交给牧

师，但通常由领主以牧师的名义收取。

这 些 “违背自然和自由”的税收再加上劳役，是封建徭赋

中最令人发指的。农奴没有得到任何土地分配或其他补偿，这

暴露了封建权力的独断专横，因此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农奴对

邓斯特布尔僧侣的态度就非常典型，他们在 1299年宣称，“宁

可下地狱，也不愿意在塔利税上被欺负”，而 且 “经过大量的争

论”，他们赎回了自己的自由，摆脱了塔利税（Bennett 1967：

139 ）□同样在1280年，约克郡赫登村的农奴表示，如果不废除

塔利税，他们宁可去附近的瑞文森德和赫尔镇生活，“那里有欣

欣向荣的港口，而且没有塔利税”（同上：141）。这并不是虚张

声势。农奴逃往城市或城镇”永远是他们斗争的组成部分。因

此，在一些英格兰庄园，“传说有人跑了，住在邻近的城镇；虽

然已经下令把他们带回来，但城镇继续为他们提供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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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295 — 296 ）。

在这些公开的对抗形式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多方面的、

隐蔽的抵抗形式。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受压迫的农民都以

这种形式而闻名：“磨洋工、装糊涂、假顺从、佯装无知、开小

差、小偷小摸、偷运、偷猎... （Scott 1989： 5 ）o 这 些 “日

常的抵抗形式”，多年来顽强进行着并且在中世纪的村庄中普遍

存在。不考虑这些抵抗，我们就不可能充分描述阶级关系。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庄园记录中事无巨细地规定农奴的

责任：

例如，（庄园记录）往往并不只说，一个人必须犁、播

和耙领主的一英亩①土地。里面会说他必须用他的犁里的那

么多牛来犁地，用他自己的马和麻袋来耙地……劳役（也）

被详细记载了……我们要记住埃尔顿的佃农，他们承认自

己必须在领主的草地和谷仓门口空地上堆放他的干草。但

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把干草装上马车，从一个地

方运到另一个地方。（Homans 1960： 272 ）

在德意志的一些地区，农奴需要每年上贡鸡蛋和家禽。为

了防止农奴把最差的鸡交给领主，领主设计了一项测试来检验

其健康程度：

（然后）把母鸡放在栅栏或门前；如果母鸡受到惊吓，

有力气飞起来或跑过去，那么这只鸡是合格的，庄园主

① 1英亩约为4 047平方米。——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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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必须接受。同样，一只鹅如果成熟到能够拔草而不失

去平衡，也不会丢脸地坐到地上，那么它也必须被接受。

（Coulton 1955: 74 — 75 ）

这种细致入微的规定证明了中世纪“社会契约”执行的难

度，以及各种各样的场合都可以成为反叛的佃户或村庄的战场。

“习俗”规范了奴仆的义务和权利，但对习俗的阐释也是充满争

议的。"发明传统" （invention of traditions ）是领主与农民对抗

中的常见做法。双方都会试图重新定义或忘记传统，直到 13世

纪中叶领主把传统写下来时，它们才最终定调。

自由与社会分化

在政治上，农奴斗争的第一个结果是许多村庄（特别是在

意大利北部和法国）获得了 “特许权”和 “许可证” 一 ~明确

了农奴的负担，并赋予“村社经营一定的自治元素”。有时，这

为真正的地方自治提供了基础。这些章程规定了庄园法庭可以

判处多少罚款，并制定了司法程序，从而消除或减少了任意逮

捕和其他滥用权力的可能性（Hilton 1973： 75 ）0 它们还减轻了

农奴的义务兵役，废除或明确了赋税；它们常常给予农奴“摆

摊”的 “自由”，即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商品，以及更罕见的转让

土地权。在 1177年至 1350年期间，仅洛林一地，就发放了 280

个许可证（同上：83）。

然而，解决主仆冲突最重要的办法是用货币（货币地租、货

币税）折现劳役。这让封建关系建立在更为契约化的基础上。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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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一重大发展，农奴制实际上已经结束。但与许多工人的

“胜利”（仅仅实现了最初诉求的一部分）一样，折现也是将斗争

的目的为己所用，它成了社会分化的手段，促使封建村庄解体。

对于那些拥有大片土地、可以赚到足够多钱来“购买别人

的血汗”和雇佣其他劳动者的富农而言，这一定算是在经济和

个人独立的道路上的一大步；因为当佃户不再直接依赖他们的

劳动时，领主就会减少对他们的控制。但是，大多数贫农——

他们只拥有几英亩地勉强为生—— 却失去了仅有的东西。他

们被迫用金钱来支付税金，并陷入了长期的债务，只能用未来

的收成借贷。这个过程最终令许多人丧失了土地。因此，到了

13世纪，当折现的做法在整个西欧蔓延时，农村地区的社会分

化加深，部分农民经历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正如布罗尼斯瓦

夫•盖雷梅克写道：

1 3世纪物文献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无地”农民的信

息。他们设法在村庄生活的边缘以照料羊群为生…… “园

丁”越来越多，即无地或几乎无地的农民，他们通过出卖

他们的服务谋生 在法国南部，“园丁"（ brassiers ）完

全是靠“出卖” 自己手臂（bras）的力量，把自己出租给富

农或地主贵族为生的。从 1 4世纪初开始，税收登记册显示

贫农的数量显著增加，他们在这些文件中以“穷人”甚至

“乞丐”的身份出现。（Geremek 1994： 5 6） 12

将劳动折现成货币地租的做法还产生了另外两个消极后果。

首先，它使生产者更难衡量受到的剥削，因为一旦将劳役折现

成货币，农民就再也无法区分他们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和为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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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工作。折现还使现在自由的佃户有可能雇佣和剥削其他

工人。这样，“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它促进了 “独立农民财产

的增长”，把 “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变成了资本主

义的租佃者(Marx 1909： Vol. HI, 924 f f .)。

因此，经济生活的货币化并不像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所宣称

的那样使所有的人都受益。支持者欢迎它，认为它创造了一种

新 的 “公地”，取代了土地对人的束缚，并在社会生活中引入了

客观、理性甚至个人自由的标准 ( Simmel 1900 ) o 随着货币关

系的蔓延，社会价值观无疑发生了变化。甚至神职人员的价值

观也变化了，他们开始重新考虑亚里士多德有关“钱乃不应繁

殖之物”的学说 (Kaye 1998 ) , 与此同时修正了其关于面向穷

人做慈善中的救赎性的看法。这些影响是极具破坏力和分裂性

的。金钱和市场开始通过将收入差异转化为阶级差异来分裂农

民，从而产生了大量只能依靠定期捐赠生存的穷人(Geremek

1994： 56 — 6 2)O 我们必须把犹太人从12世纪开始遭受的系统

性攻击，以及当时他们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的不断恶化，归结

于货币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自基督教的竞争者取代犹太人成

为国王、教皇和高级神职人员的放贷人，神职人员对犹太人采

取新的歧视性规章(如他们必须穿特殊的服装)，并将犹太人逐

出英格兰和法国。实际上，这些事件之间存在引人沉思的关联。

犹太人被教会贬低，被基督教徒进一步隔离。他们的放贷生意

(可以从事的少数职业之一)被限制在村一级。因此，犹太人很

容易成为负债农民的攻击目标，后者经常向他们发泄对富人的

愤 怒 (Barber 1992： 7 6 )。

各阶层的妇女受到商业化的不利影响也是最多的，因为她

们获得财产和收入的机会进一步减少了。在意大利的商业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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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女失去了继承丈夫1/3财产的权利（tertia）。在农村地

区，她们进一步被排除在土地所有权之外，特别是当她们单身

或丧偶时。因此，到了 13世纪，她们带头离开农村，成为由

农村向城镇移民最多的人群（Hilton 1985： 212）。到了 15世

纪，妇女在城市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在这里，她们大多生活

条件恶劣，做着低薪工作，如女佣、小贩、零售商人（经常因

没有许可而被罚款）、纺纱者、下层行会的成员以及妓女。”然

而，和中世纪最具战斗力的人群一起生活在城市中心，让她们

获得了新的社会自主权。城市法律并没有解放妇女；也少有人

能负担得起“城市里的自由”—— 与所谓的城市生活有关的特

权。然而，在城市里妇女对男性监护的从属性降低了。因为她

们现在可以独立生活，或与她们的孩子一起作为一家之主，或

经常可以与其他妇女同居、组成新的社区。虽然妇女通常是城

市社会中最贫穷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从事了许多后

来被认为是男性工作的职业。在中世纪的城镇中，妇女可以打

铁、屠宰、做面包、造烛台、做帽子、酿啤酒、梳羊毛和做零

售 （Shahar 1983： 189—200； King 1991： 64— 67）O ”1300 年至

1500年，在法兰克福大约200种职业有妇女从事。" （Williams

and Echols 2000： 5 3 ） 在英格兰，8 5个行会中，有 7 2个行会

的成员包含有妇女。再到了 14世纪，妇女可以做学校教师、医

生和外科医生，并开始与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子竞争，有时还获

得了很高的声誉。14世纪，法兰克福市雇佣了 16名女医生——

其中有几名专门从事外科或眼科治疗的犹太妇女。法兰克福市

政府和其他城市的管理部门一样，为居民提供了公共的卫生保

健系统。女医生以及接生婆或助产士在产科中占主导地位。她

们要么由市政府支付工资，要么靠从病人那里得到的报酬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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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城墙的妇女泥瓦匠，摘自克里斯蒂娜 •德皮桑 (Christine de Pizan ) 的

《妇女之城》( The City of Women  ) , 1405年

自己。在 13世纪剖宫产手术被引进后，只有女性产科医生做这

些手术 (Opitz 1996： 370 — 371 )。

随着妇女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出场开始

被更频繁地记录下来：在牧师的布道中，她们被指责不守纪律

( Casagrande 1978 ) ; 在法庭的记录中，她们谴责那些虐待自己

的 人 (S. Cohn 1981 ) ；在管制卖淫的城市法令中(Henriques

1966 ) ; 在成千上万跟随军队的非战斗人员中(Hacke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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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新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异端分子的运动中。

后面我们将看到妇女在异端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可

以说，面对新出现的女性独立，我们看到了厌女反击的开始。

最明显的是在故事诗的讽刺中，我们发现了历史学家定义的

"马裤之争"(struggle for the breeches ) ® 的最初印记。

千禧年运动和异端运动

折现后紧跟着出现了日益壮大的无地无产阶级，正是他们

成了千禧年运动(在 12世纪和 13世纪的)的主角。在这些运

动中，除了有贫农，还有所有封建社会的可怜人：妓女、被革

职的牧师、城市和农村的日结工 (N. Cohn 1970)o 千禧年信

徒在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留下的痕迹不多。他们向我们讲述

了短暂的起义事迹，以及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发动，农民如何在

贫困和教士的煽动下也变得残暴起来。然而，农民叛乱的意义

在于它开启了一种新的斗争类型，这类斗争超越了庄园的范围，

并被彻底变革的志向鼓舞。毫不奇怪，千禧年说的兴起伴随着

世界末日预言的广为流传。他们宣布世界末日和最终的审判即

将来临，“不是作为一个静待遥远未来实现的愿景，而是当下

许多活着的人能够积极地参与进去的即将发生的事件"(Hilton
1973： 223)。

1224年至 1225年在佛兰德斯由伪鲍德温(Pseudo Baldwin )

引发的运动是千禧年说的典型。这人是一个隐土，声称自己是深

① “马裤之争”指丈夫从彪悍的妻子手里夺权。妻子压过了丈夫的权威、骑到丈夫头上被

比喻为"穿着马裤"(wear the breeche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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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民爱戴的鲍德温九世，后者于1205年在君士坦丁堡被杀。我

们无法证明这是真是假，但他对带来一个新世界的许诺引发了一

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佛兰德斯的纺织工人成了他最狂热的支

持 者 (Nicholas 1992： 155)。这些穷人(纺织工、缩绒工)簇

拥着他，相信他会带来金银以及全面的社会改革(Volpe 1922：

298 — 299 ) 0 与这一运动类似的还有牧羊人 (Pastoreaux ) 运

动。1251年左右，农民和城市工人席卷了法国北部，他们打砸

抢烧富人的房屋，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还有从意大利翁布里

亚开始的鞭笞者(Flagellants)运动。这场运动在 1260年蔓延

到几个国家。根据修道院院长弗洛拉的约阿希姆预言，这个时

间世界末日会到来(Russel1 1972a： 137)。

然而，相比于千禧年运动，流行的异端邪说(popular heresy )

才更能表达中世纪的无产阶级如何寻求封建关系的具体替代方

案，以及他们如何抵制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

异端邪说和千禧年运动经常被视为同一个主题，但是这两

种运动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分，尽管无法精确区分。

千禧年运动是自发的，并没有一个组织架构或计划。通常,

一个特定的事件或卡里斯马型的人激发了他们，但一旦遭遇武

力，他们就会溃败。相比之下，异端运动则是有意识地试图创

造一个新社会。主要的异端教派都有一个同时重新解释宗教传

统的社会纲领。不论从观点复制、思想传播，甚至是自我辩护

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有组织的。因此，尽管受到极端的迫害,

它们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且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人们对许多异端教派(清洁派、瓦勒度派、里昂穷

人派、属灵派、使徒会)所知甚少。这些教派在意大利、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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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德斯和德意志的“下层阶级”中盛行了 3 个多世纪，无疑

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反抗运动(Werner 1974； Lambert 1977 )。人

们不了解它们主要是由于它们受到了教会的凶残迫害，教会不

遗余力地抹去了它们的一切痕迹。十字军东征—— 就像针对阿

尔 比 派 的 那 一 次 —— 就是铲除异端的。他们被要求从“异教

徒”手中解放圣地。数以千计的异端分子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为了清除他们存在的痕迹，教皇建立了国家镇压史上最乖谬的

机构之一：宗教裁判所(Vauchez 1990： 162— 1 7 0 )"。

然而，正如查尔斯，H .李还有其他人在关于迫害异端的浩

瀚历史书写中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有限记

录，我们也可将他们的活动、信条以及异端抵抗在反封建斗争

中的作用拼凑成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Lea 1888 )。

尽管商人和十字军将东方宗教带到欧洲，影响了流行的异

端邪说，但与其说异端是对正统教义的偏离，不如说它是一种抗

议运动，激发着人们对于社会彻底民主化的渴望。I®对于中世纪

的无产阶级来说，“异端”与 “解放神学”无异。它提供了一个框

架，整合人们对精神重生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并通过激发对更高

层次真理的追求来挑战教会和世俗权威。它谴责社会等级制度、

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并在人们中间传播了一种新的、革命性

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在中世纪第一次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的

各个方面(工作、财产、性生殖和妇女的地位)，提出了真正普

世的解放问题。

异端运动里产生了另一种具有国际性的社区结构，使各教派

成员能够过上更加自主的生活并受益于由人脉、经院和安全屋

组成的广泛的支持网络。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这个网

络获得帮助和鼓舞。毫不夸张地说，异端运动事实上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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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期间的

鞭笞者队伍

“无产阶级国际“一 "各 教 派 （特别是清洁派和瓦勒度派）借助

商业集市、朝圣和因迫害而不断穿越国境的难民，建立了广泛

的影响力和联系。

异端邪说流行的根源是人们相信上帝不再通过神职人员言

说，因为神职人员充斥着贪婪、腐败和丑恶的行径。因此，两大

教派把自己说成是“真正的教会”。然而，异端分子的挑战主要

是政治性的，因为挑战教会意味着直面封建势力的意识形态支柱，

挑战这个欧洲最大的地主以及对农民日常受剥削负有最大责任的

机构。到了 11世纪，教会已经成为一股专制的势力，利用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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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神授权力铁腕统治，并通过无休止的勒索来充实自己的金

库。上自教皇下至乡村牧师都在出售赦罪权、赎罪券和宗教职

位。他们召集信徒到教堂只是为了宣讲什一税的神圣性，并使

所有圣礼成了市场买卖。这些现象如此盛行，以至于神职人员

的腐败在整个基督教中都成了话柄。他们堕落到只有收到报酬

才会埋葬死者、洗礼或赦免罪行的地步。圣餐甚至也成了讨价

还价的时机。“如果有人抵制了教会不公平的要求，教会就会把

那些顽固不化的人逐出去，然后人们在原本金额之上必须再支

付和解的费用。" （Lea 1961： H ）

在这种情况下，异端邪说的传播不仅顺势引导人们蔑视神

职人员，而且使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并煽动他们抵抗

神职人员的剥削。异端分子从《新约》中汲取灵感，教导群众

说，基督没有财产，教会如果想恢复它的精神力量，就应该放

弃它的一切财产。他们还教导说，圣礼在由有罪的牧师主持时

是无效的。人们应该抛弃崇拜的外部形式一一建筑、图像、符

号。因为只有内在的信仰才是重要的。他们还劝告人们不要缴

纳什一税，并否认炼狱的存在，认为发明炼狱是为了神职人员

通过付费的弥撒和卖赎罪券获得利润。

反过来，教会用异端罪来攻击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政治不服

从行为。1377年，当佛兰德斯地区伊普尔的布工拿起武器反抗

雇主时，他们不仅被当作叛乱者绞死，而且被宗教裁判所作为

异端分子烧死（N. Cohn 1970： 105 ）。还有一些记录表明，女

织工因没有及时将工作成果交付给商人或没有正确完成工作而

受到驱逐的威胁（Volpe 1971： 3 1 ）。1234年，为了惩罚拒绝缴

纳什一税的农民佃户，不来梅主教号召讨伐他们，“好像他们是

异端者一样"（Lambert 1992： 98 ）o 除此之外，异端分子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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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掌权者的迫害。从皇帝到城市贵族，他们意识到异端分子呼

吁建立“真正的宗教”是具有颠覆意义的，削弱了他们统治权力

的基础。

异端既是对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剥削的批判，也是对教士

腐败的谴责。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 (Gioacchino Volpe ) 所指

出的，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强烈的反商业情绪是这些教派的

共同要素。许多异端分子都有使徒贫困(apostolic poverty ) 的

理想 "，并希望回归原始教会的简单集体生活。有些教派，如

里昂穷人派和自由灵弟兄会，靠捐赠的施舍生活。2。还有一些

人尝试了 “共产主义”，比如波希米亚的早期塔博尔派。对他们

农民吊死了一个贩卖赦罪权

的僧侣。尼克劳斯•曼努埃

尔•多伊奇(Niklaus Manuel

Deutsch ) ,  15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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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建立平等和公有制与宗教改革同样重要。21关于瓦勒度

派，一位审讯官也报告说，“为了避免撒谎、欺诈和宣誓，他们

规避了一切形式的商业活动”，他还描述他们赤脚行走，毛衣

蔽体，身无长物，像使徒一样共享所有的东西（Lambert 1992:

64 ）0 然而，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领袖约翰•鲍尔

（John B all）的话最能表达异端的社会思想。他谴责说：“我们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却被当作野兽。”他还说：“在英格

兰……只要有绅士和农奴，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Dobson

1983： 371 ） 22

清洁派是异端教派中影响力最大的。他们憎恶战争（包括

十字军东征），谴责死刑（这促使教会第一次明确宣布支持死

刑 ）咒对其他宗教十分宽容。因此，这一派在欧洲社会运动史

上也是独树一帜的。法国南部是他们在教皇对阿尔比派发动十字

军东征前的据点，“在欧洲反犹太主义抬头的时候，这里是犹太

人的安全避难所；（在这里）恺撒和犹太思想的融合产生了犹太

神秘主义的传统--- 喀巴拉”（Spencer 1995b： 171 ）。清洁派

还拒绝婚姻和生育，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既是因为他们拒绝

杀戮动物，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不吃任何由性产生的食物，如鸡蛋

和肉类。

这种对生育的消极态度被归结为东方二元论教派对清洁派的

影响。如保罗派，他们是一群反对崇拜圣像的教徒（iconoclasts）,

拒绝以生殖的形式让灵魂困在物质世界中（Erbstosser 1984：

1 3 - 1 4 ）；以及最重要的鲍格米勒派，10世纪时他们在巴尔干

的农民中实行改教。这场流行运动“诞生在农民中间，身体的

痛苦使他们意识到事物的邪恶”（Spencer 1995b： 15）, 鲍格米

勒派宣扬可见的世界是魔鬼的产物（因为在上帝的世界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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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先），他们拒绝生孩子，以免把新的奴隶带入这个“苦难

之地” 他们的一篇小册子如此描述尘世的生活（Wakefield

and Evans 1991 ： 457 ）o

鲍格米勒派对清洁派的影响是公认的。“清洁派回避婚姻和

生育，这很可能源自他们对于生命“退化为仅仅为了生存”的拒

绝 （Vaneigem 1998： 72）, 而并非"希望死"或蔑视生命。这一

点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清洁派的反生育主义并不与贬低妇女和

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而轻视生命和身体的哲学往往是这样。妇

女在教派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清洁派对性的态度，虽 然 “完美

信徒”会禁绝性交，但其他成员则不会被要求这么做。有些人还

蔑视教会对贞操的重视，认为这意味着过分重视身体。一些异端

将性行为归结为一种神秘的价值，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圣礼，并宣

扬实践性行为而非禁欲是达到纯洁状态的最佳手段。因此，讽刺

的是，异端分子既被当作极端禁欲主义者，又被当作淫荡者受

到迫害。

清洁派的性观念显然是通过与东方异端宗教的接触而发展

并复杂化的，但其所受到的欢迎和对其他异端宗教的影响也反

映了一些更广泛的经验现实。这些现实植根于中世纪婚姻和再

生产的状况。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社会，由于土地有限以及行会对进入

手工业施加的保护主义限制，无论是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不可

能或不愿意生很多孩子。事实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社区都在努

力控制他们的孩子数量。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常用的方法是推

迟结婚，甚至在东正教徒中间，结婚都来得很晚（如果有的

话 ）。当时的规矩说“没有土地就没法结婚"（Homans 1960：

37 — 39 ）O 因此，大量的年轻人不得不实行性禁欲，或者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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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禁令。我们可以想象，拒绝生育的宗教

异端者肯定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某种共鸣。换句话说，可以想见，

在异端分子的性规范和生育规范中，实际看得到中世纪生育控

制的痕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14世纪末人口危机和劳动

力短缺严重，人口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时，宗教异端

就会被与生殖犯罪，特 别 是 “鸡奸”（即肛交）、杀婴和堕胎联

系在一起了。这并不是说宗教异端的生育观念对人口产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而是说至少在两个世纪里，意大利、法国和德意

志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任何形式的避孕（包

括 “鸡奸”）都与宗教异端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在教会控制婚

姻和性行为的背景下看待宗教异端的性学说对正统教义的威胁。

这种控制使教会能够将所有人—— 从皇帝到最贫穷的农民——

置于其监督和惩戒性的统治之下。

性的政治化

正如玛丽・康德伦在《蛇与女神》（The Serpent and God­

dess, 1989 ） 中指出的，教会对性行为的管控在欧洲历史悠久。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在基督教于4 世纪成为国教后），神职人员

就认识到性欲赋予了女性对男性的权力，并坚持试图通过将规

避女性与性爱视为圣洁的来消除这种权力。他们将妇女从所有

的礼拜时刻和圣礼的管理中驱逐出去：试图通过采用女性化的

服装来篡夺妇女赋予生命的、魔法般的力量；并将性行为作为

羞辱的对象—— 所有这些都是父权等级制试图打破妇女的力量

和情欲吸引力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性行为被赋予了新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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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它 ）成为忏悔的主题，一个人最私密的身体机能中最

微小的细节之处成为讨论的话题”，“性的不同方面被分割成思

想、语言、意图、非自愿的冲动和实际的性行为，并由此形成

一门性科学"（Condren 1989: 86 — 87 ）。重建教会性准则的一

个秘密场所是忏悔手册（Penitentials）。从 7 世纪开始，这些手

册作为忏悔者的实用指南而发行。在 《性经验史》（1978 ） 第

一卷中，福柯强调了这些手册在17世纪将性作为一种话语以

及在关于性的更多形式的认知的产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早

在中世纪，忏悔手册对新的性话语的产生就已经起到了作用。

这些作品表明，教会试图强加一种真正的性教义，详细规定了

性交时允许的姿势（实际上只允许一种），可以进行性生活的日

子，允许与谁性交，禁止与谁性交。

这种性监督在12世纪变本加厉。1123年和 1139年的拉特兰

会议对教土普遍结婚和纳妾的做法发起了新一轮的讨伐，2 5并宣

布婚姻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世界上的任何权力都不能解除它的誓

惩罚通奸。这对恋人被绑在一起，领着穿过街道。一份来自法国图卢兹的1296

年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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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此时，忏悔手册重申了对性行为的限制。K M 年后，随着

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会议的召开，教会加大了对“鸡奸”的打

击力度，这既针对同性恋者，也针对非生殖的性行为(Boswell

1981： 2 7 7 -2 8 6  ) o 教会首次谴责了同性恋(“违背自然的无节

制行为") ( Spencer 1995a： 114)o

随着这一强制性立法的通过，性完全被政治化了。这时,

天主教会对待性问题还没有后来那种病态的痴迷。但到了 12世
纪，我们已经看到教会不仅窥视其信众的卧室，而且把性行为

变成了国家事务。那么，我们必须将异端分子离经叛道的性选

择看作一种反权威的立场。异端者试图将自己的身体从神职人

员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这种反叛教廷的典型就是13世纪兴起的

新泛神教派。如阿马里克派 (Amalricians ) 和自由灵弟兄会,

他们反对教会控制性行为，宣扬上帝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因

此我们不可能犯罪。

妇女与异端

异端运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赋予了妇女很高的地位。

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所言，在教会中妇女什么都不是，但在

这里她们被认为是平等的；她们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可以

享受中世纪妇女所没有的社会生活和流动的自由(流浪、传教)

( Volpe 1971： 20； Koch 1983： 247 ) □ 在异端教派中，尤其在

清洁派和瓦勒度派中，妇女有权管理圣礼、传教、洗礼，甚至

接受司铎的委派。据传因为主教拒绝妇女传教，瓦勒度便从正

统派中分裂了出来。据说清洁派崇拜一个女性形象——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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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神 (Lady of T h o u g h t) ,后者影响了但丁对贝阿朵莉丝的构

想 (Taylor 1954： 100)。异端教派允许男女同居，即使两者没

有结婚，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必然导致乱交行为。异端男女经

常如兄弟姐妹一般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就像早期教会中的圣爱

(agap ic)®社区一样。妇女也组成了自己的团体，贝居安会修女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女信徒共同生活在一

起(特别是在德意志和佛兰德斯)，她们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

己，不受男性控制，也不服从修道院的统治(McDonnell 1954；

Neel 1989 ) 0 27

妇女在异端历史中的出场比在中世纪生活的任何其他方

面的都要多，这并不奇怪 (Volpe 1971： 2 0 ) o 按照戈特弗里

德•科赫的说法，在 10世纪，妇女已经构成了鲍格米勒派的很

大一部分。11世纪，妇女又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异端运动带来了

生机。这时的女性异端分子来自农奴中最低的阶层，她们构成

了一场真正的妇女运动，在不同异端团体的框架内发展(Koch

1983： 246 — 247 ) 0 宗教法庭的记录中也有女性异端分子的身

影。我们知道有些人被烧死，有些人则被“关押起来”在狱中

度过余生。

我们是否可以说，异端教派中大量女性的存在是异端教派

“性革命”的罪魁祸首？或者我们是否该认为，呼 吁 “自由恋

爱”是男性的计谋，目的是轻松获得女人的性青睐？回答这些

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从忏悔手册里大量提到的女性堕

胎和避孕中看出，女性确实试图控制自己的生育功能。值得注意

的是—— 考虑到未来在猎杀女巫期间，这些将被定罪—— 避

孕药被称为"不育药水"或黑魔法 (maleficia ) ( Noonan 1965 ：

①希腊基督教术语，指无条件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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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61  ）o 人们认为是妇女用了这些药。

在中世纪早期，教会认识到妇女可能出于经济原因减少生

育，因而对这些做法仍持某种宽容态度。因此，沃尔姆斯的主

教伯查德（约 1010年 ）在其撰写的《教令集》（Decretum）讨

论完仪式问题之后写道：

你们是否做了那些妇女在私通和想要杀婴时惯常做的

事：用她们的黑魔法和她们的草药杀死或堕掉胎儿，或者，

如果她们还没有怀孕，就想让她们避孕？（Noonan 1965: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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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这个罪的应忏悔10年；但也有人认为，“吃不饱饭而

不得已为之的可怜小女人和为了掩盖私通罪做这些的人，是有

很大区别的”(同上)。

然而，当妇女掌控生育似乎威胁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时，情

况开始急剧变化，就 像 “黑死病”造成的人口灾难一样,在

1347年至 1352年期间，这场世界性的瘟疫摧毁了 1 /3以上的欧

洲人口 (Ziegler 1969： 230 ) o

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人口灾难在中世纪晚期的“劳工危机”

中扮演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瘟疫蔓延之后性在迫

害异端分子的运动中变得更加突出。性被怪诞地扭曲，这也预示

了后来女巫恶魔会(the witches5 Sabbat) 将会如何被表现。到了

14世纪中叶，审讯官的报告不再满足于指控异端分子鸡奸和性

许可。异端教派开始被指控崇拜动物，包括臭名昭著的“尾巴

下的吻" ( bacium sub cauda)①，以及沉溺于群体乱交仪式、夜

间飞行和把儿童作为祭品(Russell 1972 ) 0 审讯官还报告了一

个叫作路西法的魔鬼崇拜者教派。这一过程标志着社会从迫害

异端分子过渡到猎杀女巫。与此相对应，异端分子的形象越来

越多地成了妇女。因此，到 15世纪初，迫害异端分子的主要目

标变成了女巫。

然而，这并不是异端运动的结束。1533年，它最后的高潮

来临：再洗礼派试图在德意志的明斯特镇建立上帝之城。这场

运动以血洗的方式被粉碎，随后是一波无情的报复，影响了整

个欧洲的无产阶级斗争(Po-chia Hsia 1988a： 51— 6 9 ) O

在此之前，无论是激烈的迫害还是对异端的妖魔化，都无

① 12世纪时传说撒旦以黑猫的形式出现在他的追随者面前，追随者们会在猫尾下索吻以

示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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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阻止异端信仰的传播。正如安东尼诺•迪斯泰法诺所写的那

样，开除教籍，没收财产，酷刑，火刑，对异端发动十字军东

征 -~ -这些措施都不能破坏异端邪恶（haeretica pravitatis ） 的

“巨大活力和受欢迎程度”（di Stefan。1950： 769 ）o 维特里的詹

姆斯（James de Vitry ） 在 13世纪初写道：“没有哪个市镇不存

在异端的支持者、捍卫者和信徒。”即使在 1215年针对阿尔比

派的十字军东征摧毁了清洁派的据点后，异端（与伊斯兰教一

起 ）仍然是教会必须面对的主要敌人和威胁。异端的新成员来

自各行各业：农民、下层神职人员（他们认同穷人，并将福音

语言引入他们的斗争中）、城镇市民，甚至是小贵族。但流行的

异端主要是集中在社会下层。它在农村和城市无产阶级（农民、

鞋匠和布工）中兴盛：“它向他们宣扬平等，用先知和世界末日

的预言来激发他们的反抗精神”（同上：776 ）。

14世纪 3 0年代，宗教法庭在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地区进

行了许多审判，我们可以从这些审判中窥见异端受欢迎的程度。

这些审判针对那些曾热情款待过使徒派的人，当时他们的领袖

弗拉•多尔奇诺（Fra Dolcino ）在 3 0年前曾路过该地区（Orioli

1993： 217 — 237 ）O 在他来的时候，许多人打开门给多尔奇诺

和他的追随者提供庇护。同样在1304年，多尔奇诺宣布贫穷和

爱的神圣统治即将来临，并于韦尔切莱塞（V ercellese,位于皮

埃蒙特）的山间建立了一个社区。当地正在反抗韦尔切利主教

的农民给了他支持（Mornese and Buratti 2000 ）o 在 3年的时间

里，多尔奇诺的追随者一直在抵抗十字军东征和主教对他们的封

锁—— 身着男装的妇女与男子并肩作战。最后，他们还是败于饥

饿和教会的镇压，教会所动员的讨伐部队与他们相比具有压倒性

的优势（Lea 1961： 615 — 620； Hilton 1973： 108）。在韦尔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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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教集结的部队最终战胜他们的那一天，“1 000多名异端分

子在火焰里，在河中，在剑下，被残忍地杀死”。多尔奇诺的同

伴玛格丽塔，因她不肯放弃，在他眼前慢慢被烧死。多尔奇诺

本人在山路上被慢慢地拖曳，逐渐被扯成碎片—— 这是对当地

居民的警告 (Lea 1961： 620 ) o

城镇的斗争

不仅是女人和男人，农民和城市工人也在异端运动中找到

了共同的事业。人们可能会认为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关切和

愿望，但他们之间这种共同的关注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在中世纪，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密切。许多市民之前

都是农奴，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迁居或逃往城市。在做手艺活的

同时，他们也继续在土地上劳动，特别是在收获时节。乡村生

活和他们与土地的持续关系，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欲望。

农民和城市工人也因为受制于同一政治统治者而被联系在一起。

因为到了 13世纪(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土地贵族和

城市贵族商人正逐渐同化，作为一个权力结构发挥作用。这一

情况促进了工人之间互相关注和团结。因此，每当农民反抗时，

他们发现工匠、日结工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与他们站在一

起。佛兰德斯沿海农民起义期间就是如此。起义始于 1323年，

1327年，法国国王和弗拉芒的贵族在卡塞尔击败叛军，1328年

6 月起义结束。正如大卫•尼古拉斯所写：“因为城市参与了，叛

军才能够将冲突持续5 年之久。" (Nicholas 1992： 213 — 214)

他补充说，到 1324年底，伊普尔和布鲁日的工匠也加入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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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行列：

此时，布鲁日已由一个织工和缩绒工的党派控制。他

们从农民手中接管了起义的方向……一场宣传战开始了，

僧侣和传教士告诉群众，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和

贵族是平等的。（同上：213 — 214）

另一个农民与城市工人的联盟来自图钦（Tuchins）, 它是

一个在法国中部山区活动的“土匪”运动，其中工匠加入了一

个典型的农村组织（Hilton 1973： 128）。

把农民和工匠团结起来的，正是消除差异的共同愿望。正

如诺曼•科恩所写的，这一点在各类文献中得到了证明：

从穷人的谚语中可以听到，“穷人总是在工作、担心、劳

作和哭泣，从不发自内心地笑，而富人却在笑，在唱……

从奇迹剧中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和别人

一样多的财产，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是自己的东

西。大领主拥有所有的财产，而穷人除了苦难和逆境，什

么都没有……”

■ 我们可以从最广为流传的讽刺诗中读到，“地方法官、

教士长、教区执事、市长……几乎都是以抢劫为生。他们

都利用穷人，都想掠夺他们……强者掠夺弱者……”或者

“好的劳动者会做小麦面包，但他们永远不会咀嚼它；不，

他们得到的只是玉米中的渣，酒中的糟粕，好布中的垃圾。

一切好吃好喝的东西都归贵族和神职人员……”。（N. Cohn

1970：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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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抱怨表明民众对“大鸟”和 “小鸟”“胖子”和 “瘦

子”—— 14世纪的佛罗伦萨政治俗语这样称呼富人和穷人——

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是多么深恶痛绝。约翰•鲍尔在组织1381年

英格兰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宣称：“除非我们的境况相当，否则英

格兰不会变好的。”（同上：199）。

正如我们看到的，人们向往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主要体现

在他们赞美贫困和物品共有制。然而，人们对工作的崭新态度

也体现了他们对平等主义观点的肯定，这在异端教派中最为明

显。一方面，人们有一种“拒绝工作”的策略，如法国瓦勒度

派 （里昂穷人派）和一些住院小兄弟会（方济各会、属灵派）

的成员所采取的策略，他们希望从对世俗的关注中解脱出来，

依靠乞讨和社区支持生存。另一方面，人们有一种对工作的新

的价值评定，特别是对体力劳动。它在英格兰罗拉德派的宣传

中成了最有意识的阐述，罗拉德派提醒追随者说：“贵族有漂亮

的房子，我们只有劳作和苦难，但是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劳动创

造的。" （同上；Christie-Murray 1976： 114— 115 ）

无疑，诉 诸 “劳动的价值”—— 这在军事阶层统治的社会

中是一个新事物 ——  主要是提醒人们注意封建权力的专断性。

但这种新的认识也表明，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这股力量对封

建制度的衰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劳动的价值评估反映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他们

部分由工匠和学徒组成一在工匠师傅手下工作，为当地市场

生产—— 但大部分是出口工业富商雇佣的日结工。到了 14世纪

初，在佛罗伦萨、锡耶纳和佛兰德斯，纺织业集中了多达4 000

名这样的日结工（织工、缩绒工、染工）。对他们来说，城市

的生活只是一种新型的农奴制，这次的统治者变成了布商，并



0 5 0 凯列班与女巫

实行了最严格的活动控制和最专制的阶级统治。城市的雇佣工

人不能组织任何协会，甚至被禁止在任何地方以任何理由集会；

他们不能携带武器，甚至不能携带行业的作业工具；他们不能

罢工，否则将被处死（Pirenne 1956： 132）O 在佛罗伦萨，他们

没有公民权利；与工匠不同，他们不属于任何手工行会或协会，

因此在这些商人手中受到最残酷的虐待。这些商人除了控制镇

政府外，还管理着他们的私人法庭，并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监

视、逮捕他们，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一旦看到他们惹麻烦就

将他们绞死（Rodolico 1971 ）。

正是在这些工人中，我们发现了最极端的社会抗议形式，

他们也是接受异端思想最多的（同上：56 — 59 ）。在整个 14世

纪，特别是在佛兰德斯地区，纺织工人不断地反抗，反对主教、

贵族、商人，甚至反对大的手工行会。在 1348年的布鲁日，当

大型手工行会掌权时，羊毛工人持续地反抗他们。在 1335年的

根特，本地资产阶级的叛乱被织工反叛组织推翻。工人们试图建

立 一 个 “工人民主制”（workers' democracy ） 来压制体力劳动

者之外所有的权力机构（Boissonnade 1927： 310 — 311 ）0 在一

个强大的权力联盟（包括王公、贵族、神职人员、资产阶级）击

败他们后，1378年，织工们再次尝试反抗并成功建立了（也许有

些夸张）可称作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彼

得•布瓦索纳德的说法，他们的目标是“让熟练工反对主人，让

打工者反对大企业家，让农民反对领主和神职人员。据说，他

们曾考虑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除了 6 岁的儿童”（同上：

311 ）o 直到 1382年，他们惜败于罗斯贝克（Roosebecque ） 的

一场旷野战役中，其中的26 000人丧生（同上）。

在布鲁日和根特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在德意志和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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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克雷暴动。1323年的佛兰德斯，1358年的法国，1381年的英格兰，1370年

和 1380年的佛罗伦萨、根特和巴黎，农民拿起武器起义

利，工匠和工人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奋起反抗，迫使当地的资

产阶级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在佛罗伦萨，工人在 1379年

夺取了政权，由佛罗伦萨纺织业的日结工—— 琼 皮 (Ciompi)

领导。* 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工人政府，但只维持了几个月就在

1382年遭到彻底溃败(Rodolico 1971 ) o 低地国家①的列日市

工人则更为成功。1384年，贵族和富人［他们被称为“贵人”

( the great) ］ 无力继续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对抗，于是投降了。

从那时起，“手工行会完全支配了这个城市”，成为市政府的仲

裁 者 (Pirenne 1937： 201 ) o 在 1323年 至 1328年持续的斗争

① 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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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手工业者也曾对佛兰德斯沿海农民起义给予支持。皮雷纳

将其描述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尝试”（同上：195）。在这

里 ------位同时代明显效忠于统治者的佛兰德斯人说—— “起

义之灾使人们对生活产生了厌恶”（同上：196）。因此，从

1320年到 1332年，伊普尔“善良的人们”恳求国王不要拆除他

们居住的城内堡垒，因为这些堡垒保护他们免受“平民”的侵

害 （同上：202 — 203）。

黑死病与劳工危机

黑死病是中世纪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平均有 30%至 40%

的欧洲人因它而殒命（Ziegler 1969： 230 ）o 1315 — 1322年的

大饥荒削弱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Jordan 1996 ）。紧随着饥荒

而来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人口暴跌，它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

和政治生活，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由于高发病率带来的杠杆效

应，社会等级制度被颠覆了。高病死率也破坏了社会规训：面对

突然死亡的可能性，人们不再关心工作或遵守社会和性的规章

制度，而是试着享受时光，尽可能大吃大喝，不去考虑未来。

然而，这场瘟疫最重要的后果是加剧了阶级矛盾所引发的

劳工危机；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工人变得极度匮乏，工人成本

大大增加，这坚定了人们打破封建统治枷锁的决心。

正如克里斯托弗•戴尔所指出的，流行病造成的劳动力稀

缺使权力关系往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转变。在土地稀缺的时

候，领主可通过威胁将人驱逐出去来控制农民。但在人口减

少、土地变得充裕之后，领主的威胁就不再有任何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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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自由迁徙，找到新的土地耕种 (Dyer 1968:

2 6 )。因此，当农作物腐烂、牲畜在田野里游荡时，农民和手

工业者突然翻身做主，掌握了局势。这种发展的一个表现是罢

租现象越来越多了。同时，他们可以大量流亡到荒地或城市，从

而来要挟领主。正如庄园记录简短记载的那样，农 民 “拒绝付

款" ( negant solvere )。他们还宣布“不再遵从乡规民约" (negant

consuetudines ) , 无视领主修缮房屋、清理沟渠或追赶逃跑农奴

的命令(同上：24 ) o

到 14世纪末，拒付租金和拒服劳役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

所有村庄联合起来，停止缴纳罚款、税款和佃租，不再承认劳役

折现或庄园法庭的禁令 ——  这两项是巩固封建权力的主要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数额的地租和劳役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相比

之下，更重要的是作为封建秩序基础的阶级关系被颠覆了。一位

16世纪初的作家如此总结这种情况，他的话反映了贵族的观点：

农民太有钱了……而且不知道什么叫服从，他们根本

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们希望贵族消失……他们想决定我

们的土地应该收多少租。(同上：33 )

为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封建地租的崩溃，人们试图恢

复劳役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恢复奴隶制，从而增加对劳动的剥

削。佛罗伦萨在1366年批准进口奴隶。/ 但这些措施只会使阶

级矛盾更加尖锐。在英格兰，贵族为了控制劳动成本，实施了

限制最高工资的劳工法，这导致了 1381年的农民起义。这场起

义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最后以成千上万的农民从肯

特郡游行到伦敦"与国王对话”而告终 ( Hilton 1973 ； Do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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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 o 同样在法国，1379— 1382年之间，出现了 “革命的旋

风”(Boissonnade 1927： 314)。无产阶级暴动在贝济耶爆发，

4 0名织工和鞋匠被绞死。在蒙彼利埃，起义的工人宣布：“到

了圣诞节，我们将以6 便士一磅的价格出售基督徒的肉。”卡尔

卡松、奥尔良、亚眠、图尔奈、鲁昂等地都爆发了起义。最后

1413年在巴黎，一 个 “工人民主制”团体在巴黎掌权。3。在意

大利，最重要的起义是琼皮的起义。它始于 1382年 7 月，当时

佛罗伦萨的纺织工人一度迫使资产阶级让他们进入政府，并宣

布一切雇佣劳动者的债务延期偿付。他们实质上宣告了一种无

产 阶 级 (“上帝的子民”)专 政 ，尽管贵族和资产阶级很快联合

起来将其粉碎了(Rodolico 1971 )。

“现在是时候了” —— 这句话在约翰•鲍尔的信中反复出现，

并很好地诠释了 14世纪末欧洲无产阶级的精神。当时在佛罗伦

萨，命运转盘 (wheel of fortune ) 开始出现在酒馆和工作车间

的墙壁上，象征着命运即将改变。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和手工业者斗争的政治视野和组织范

围扩大了。整个地区都有起义发生，人们组成集会、招募军队。

有时，农民成群结队，攻击领主的城堡，并摧毁保存着他们奴役

画押痕迹的档案。到了 15世纪，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对抗变成了

真正的战争，比如西班牙的雷门萨(rem ensas)起义，从 1462年

持续到了 1486年。 在 1476年的德意志，鼓手汉斯 (Hans the
Piper)®领导的阴谋开始了一轮“农民战争”。这场战争升级演变

为 1493年到 1517年之间由“农民联盟”(Bundschuch)领导的

4 次血腥叛乱，并最终在 1522年至 1525年间爆发了全面战争，

① 原名汉斯•伯姆(HansBGhm, 1458— 1476 ) , 维尔茨堡人，牧人、乐师和尼克拉斯豪

森 1476年起义的发起人。——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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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摧毁了欧洲1 /3的人口。这是欧洲历史上社会和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波及四个国家 ( Engels 1977； Blickle 1977 ) 0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起义者并不满足于限制封建统治，也不

只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讨价还价。他们的目的是要结束

领主的权力。正如英格兰农民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中所宣称的那

样，“旧法必须废除”。尽管起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溃败，领导人

也被残忍处决，但事实上到15世纪初，至少在英格兰，农奴制

或隶农制 ( villeinage ) 几乎完全消失了( Titow 1969： 58 )。

接下来便是所谓的“欧洲无产阶级的黄金时代”(Marx 1909,

Vol. I; Braudel 1967： 128ff.) , 这种描述与对15世纪的标准描绘

大相径庭。通常，15世纪被形象地描绘成一个被死亡之舞和死

亡警告 (memento m ori) 笼罩的世界。

索罗德•罗杰斯在其著名的关于中世纪英格兰工资和生活条

件的研究中，为这一时期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形象。“在任何

时候，”罗杰斯写道，“(英格兰的)工资都没有这么高过，食物

也没有这么便宜过。" (Rogers 1894： 326ff.) 有时，工人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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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的每一天都能拿工资，哪怕在星期天和大型节日他们不工

作。雇主还给他们提供食物，并按每英里①的距离付给他们从家

里来回上班的差旅费（viaticum）。此外，他们还要求以现金支

付工资，并希望每周只工作5 天。

正如将看到的那样，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富饶的程度。不

过，对于西欧的广大农民和城市工人来说，15世纪是一段拥有

了空前权力的时期。劳动力的稀缺使他们占了上风，雇主争相

要他们服务的景象也增强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并抹去了几个

世纪以来的堕落和屈从。在雇主眼中，工人要求高工资的“可

耻行为”，只有他们新表现出的傲慢才可与之比肩--他们在

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之后，拒绝继续工作（由于工资较高，他们

现在可以更快地完成工作）；他们固执己见，只把自己雇出去以

完成有限的任务，而不是长时间劳作；他们要求获得工资之外

的其他福利。当时的社会批评家抱怨，他们身穿华服，看起来

与领主无异。约翰 •高尔（John Gower） 在 《人类之镜》（M7-

o "  d e 厂。加冽e, 1378 ）中抱怨说：“奴仆现在是主人，主人则成

了奴仆。”“农民模仿自由人的生活方式，穿着自由人的衣服，

装扮成自由人的样子。" （Hatcher 1994： 17）

黑死病之后，无地者的状况也有所改善（Hatcher 1994 ）。

这不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1348年，诺曼底的教士们抱怨说，

他们找不到人去耕种他们的土地，因为没有一个农民索要的工资

是不超过14世纪初6 个奴仆的收入的。在意大利、法国和德意

志，工资翻了一倍之后又增加了两倍（Boissonnade 1927： 316 —

320 ）o 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土地上“务农每天的工资相当

① 1英里约合1 609米。一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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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头猪或一只羊的价格。这些工资率也适用于妇女，因为在

黑死病之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

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达到了直到1 9世纪都

无人能及的生活水平，而且农奴制消亡了。到 1 4世纪末，土地

上的奴役实际上已经消失了(Marx 1909, Vol. I ： 788 ) o 在任

何地方，农奴都被自由农民—— 土地的公簿持有者或租契持有

者 —— 取代了，他们只接受在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

性政治，以及国家与反革命的崛起

然而，到了 1 5世纪末，一场反革命已经在社会和政治生

活的各个层面展开。首先，政治当局努力拉拢最年轻、最叛逆

的男工，通过恶毒的性政治让他们获得自由的性爱，把阶级对

立变成与无产阶级妇女的对立。正如雅克•罗 西 欧 ( Jacques

Rossiaud ) 在 《中世纪的卖淫》(A fedieva/Pros,"〃万，1988 )

中表明的那样，在法国，只要受害者是下层妇女，市政当局几

乎就认为强奸是无罪的。在 1 4世纪的威尼斯，强奸未婚的无

产阶级妇女，即使经常是在涉及群体犯罪的情况下，面临的处

罚也最多是手腕被打一下(Ruggiero 1989： 91 — 108)o 法国大

多数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里，轮奸无产阶级妇女变得司

空见惯。犯罪者会在夜间公开大声地轮奸，他们 2 人至 15人一

组，闯入受害者的家中，或拖着受害者在街上走，完全不会隐藏

或伪装自己。从事这些“运动”的人是年轻的工匠或家庭用人，

以及富裕家庭中的穷小子，他们的目标则是贫穷的女孩。她们

靠做女佣或洗衣女工为生，却被谣传说她们被主人“包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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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siaud 1988： 22 ) 0 平均来说，城里一半的男青年在某一

时刻都参与了这些攻击行为。罗西欧将这描述为一种阶级抗议

的形式，是因经济条件而被迫一直推迟结婚的无产阶级男性拿

回 “自己的”(女人)并报复富人的方法。但它的结果对所有工

人都具有破坏性，因为有国家支持的对贫困妇女的强暴破坏了

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阶级团结。毫不奇怪，当局把这样的政策

造成的骚乱(斗殴、青年夜间在街上冒险游荡、扰乱社会安宁)

看作缓和社会紧张局势的一种小小代价。统治者痴迷于此，因

为他们很害怕城市暴动，认为如果穷人占了上风，穷人就会夺

取并共享自己的妻子(同上：1 3 )。

无产阶级妇女就这样如此随便地被主人和奴仆牺牲了，她

们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一旦被强奸，她们就不可能轻易

恢复在社会上的地位。她们的名声被毁，不得不离开城市或从

事性工作(同上；Ruggiero 1985： 99 )。但她们并不是唯一的受

害者。强奸的合法化造成了强烈的厌女氛围，这种氛围不分阶

级地贬低所有妇女。它令人们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变得麻木

不仁，并奠定了同时期猎巫行动的基础。在 14世纪末，第一次

女巫审判发生了，宗教法庭第一次记录了一个全女性的异端宗

教和崇拜魔鬼的教派。

为化解工人的抗议，皇室和市政当局开始将卖淫制度化，

公娼馆 (municipal brothel) 很快就在欧洲各地蔓延开来。这是

分化人民的性政治(divisive sexual politics ) 的另外一面。在当

时工资制度的推动下，受国家管理的娼妓被认为有效缓和了无

产阶级青年的骚动。在法国，公娼馆又名“大宅院”(la Grand
Maison ) , 以前只是年长男子的特权(Rossiaud 1988 ) , 现在也

普及到无产阶级青年中去了。公娼馆也被认为是对同性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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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出自 1 5世纪的德意志木刻版画。妓院被视为社会抗议、宗教异端和同

性恋的一种治疗措施

种治疗（Otis 1985 ）o 在欧洲的一些城镇（如帕多瓦和佛罗伦

萨 ），同性恋广泛存在且公开，但在黑死病之后，人们开始担心

同性恋会导致人口减少。32

因此，在 1350— 1450年间，意大利和法国的每一个城镇和

乡村都开设了政府管理并由税收提供支持的妓院。其数量远远

超过了 19世纪所达到的数量。在 1453年，仅亚眠就有53家妓

院。此外，所有对卖淫的限制和惩罚都被取消了。妓女现在可以

在城市的任意一个角落招揽顾客，甚至在弥撒期间的教堂前也可

以。她们不再受制于任何特定的着装规范或必须佩戴明显的标

志，因为卖淫被正式承认为一种公共服务（同上：9— 10）。

甚至教会也开始将卖淫视为一种合法活动。公娼馆被认为

是对异端教派性行为的解毒剂，是对鸡奸的补救措施，也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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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家庭生活的一种手段。

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打“性牌”（sex card） 在多大程度上

帮助国家规训和分化了中世纪的无产阶级。可以肯定的是，这

种 性 的 “新政”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

作为对社会冲突激化的反应，导致了国家的集中化，而国家是

唯一能够对抗斗争普遍化和保障阶级关系的行为主体。

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

国家成为阶级关系的最终管理者，也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监督

者一•这一职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依靠这一身份，国家官员

在许多地区立法，规定了对劳动力成本的限制（通过确定最高

工资），禁止流浪（如今被施以严厉的惩罚）（Geremek 1985：

61ff.）, 并鼓励工人再生产。

最终，日益加剧的阶级冲突使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形成了

新的联盟。如果没有这种联盟，无产阶级起义可能不会被打败。

事实上，我们很难接受历史学家常提出的论断，即这些斗争之

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他们的政治视野狭窄，他 们 “提出的要

求很混乱”。实际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目标是相当简单的。

他们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和别人一样多的东西”（Pirenne

1937： 20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与所有“一无所有的人”

联合起来，在不同的地区一致行动。尽管缺乏军事技能，但他

们并不害怕与训练有素的贵族军队对抗。

如果他们战败，那也是因为，所有封建势力（贵族、教会和

资产阶级）之间尽管一直存在分歧，但由于害怕无产阶级的反抗

而联合起来了。如今流传着资产阶级打着平等和民主的旗号常年

与贵族交战的形象，事实上这种形象歪曲了历史。到了中世纪晚

期，无论走到哪里，从托斯卡纳到英格兰和低地国家，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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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现资产阶级已经与贵族结盟，共同镇压底层阶级。3 3因为在

农民以及城市中追求民主的纺织工和鞋匠身上，资产阶级看到

了一个比贵族危险得多的敌人—— 这个敌人甚至值得市民牺牲

他们所珍视的政治自治权。尽管城市资产阶级为了让他们的市

镇获得完全的主权斗争了两个世纪，但他们还是恢复了贵族的

权力一通过自愿服从贵族的统治，而这是走向绝对国家权力

的第一步。

注 释

1 .在公元 300年左右占领高卢的巴高达人是逃亡奴隶社区的最佳例
子 （Dockes 1982： 87）。他们的故事值得铭记。这些人是自由的

农民和奴隶，罗马帝国王位竞争者之间的小规模冲突让他们吃苦受

罪。他们恼羞成怒，带着农具和偷来的马匹，成群结队地四处游荡

［因此他们的名字叫“战士队" （band of fighters, Randers-Pehrson

1983： 26）］。城镇居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组成了自治社区，

在那里他们铸造了印有“希望”的硬币，选举了领袖，并建立了司

法制度。惜败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与戴克里先皇帝共治罗马帝国）

后，他们转而进行“游击”战争。他们在5世纪卷土重来，全面发
力，成为屡次军事行动的目标。公元 407年，他们是一场“凶猛的

起义" （ferocious insurrection ） 的主角。君土坦丁大帝在阿莫里卡
（A rm orica,如今的布列塔尼）之战中击败了他们（同上：124 ）。
在这里，“反叛的奴隶和农民（已经）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国家'组

织，驱逐罗马官员，没收地主财产，将奴隶主降为奴隶，并 （组织

了）司法系统和一支军队"（Dockes 1982： 87 ）o 尽管罗马军队曾

多次试图镇压他们，但巴高达人从未被完全击败。为了制服他们，

罗马皇帝不得不与蛮族入侵者的部落勾结。君土坦丁从西班牙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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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哥特人，慷慨地给他们提供高卢的土地，希望他们能控制住巴

高达人。甚至匈人也被招募来追杀他们 (Renders-Pehrson 1983 ：

189 ) o 但我们发现巴高达人又与西哥特人和阿兰人一起对抗向前不

断逼近的匈人王阿提拉。

2 . 奴工监狱 (ergastu la)是罗马庄园中奴隶的住所。这 是 “地下监狱”，

里面的奴隶戴着铁链睡觉；据一位同时代的地主描述，它们的窗户

很高，奴隶无法够到 (Dockes 1982： 69 ) o 在罗马人征服的地区，

它 们 “几乎随处可见”，“那里的奴隶人数远远超过自由人”(同上：

208 ) o 意大利刑事司法词汇中仍在使用ergastolo这个词表示“无期

徒刑”。

3 .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比较农奴经济与奴隶经济和资本

主义经济时写的。“劳动者( 自给自足的农奴)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

得到一个超过他自己的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料的余额……取决于他的

劳动时间是按什么比例划分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地主从事徭役

劳动的时间的……在这些条件下，要能够从小农身上为名义上的地

主榨取剩余劳动，只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采取什么

形式J  (Marx 1909, Vol. I l l： 917 — 918)

4 . 关于公地和共同权利在英格兰的重要性的讨论，见 JoanThirsk( 1964)、

Jean Birrell ( 1987) J. M. Neeson ( 1993 ) □ 生态运动和生态女权

主义运动赋予了公地以新的政治意义。关于生态女权主义对公地在

妇女生活经济中的重要性的看法，见 Vandana Shiva ( 1989)。

5 . 关于欧洲农民社会阶层的讨论，见 R. Hilton ( 1985： 116— 117,

141 — 151 ) 和 J. Z. Titow ( 1969： 56 — 59)。个人自由和租佃自

由的区别尤为重要。前者意味着农民不是农奴，尽管他/她可能仍

有义务提供劳役。后者意味着农民拥有土地但并不附带农奴义务的

“负担”。实际上，这两者往往是重合的，但折现劳役的变革后这种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因为自由农民为了增加自己的财产，开始持有

附带了农奴负担的土地。因此，“我们确实发现具有自由人( liberi)

身份的农民持有隶农土地，我们也确实发现隶农(villani, nat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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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自由保有的土地，即便这两种情况都很少发生，而且都是不受

欢迎的" （Titow 1969： 56 — 57 ）0

6 . 芭芭拉 •哈娜沃特调查了 15世纪英格兰基布沃思（Kibworth ）地区

的遗嘱，发 现 “在 41%的遗嘱中男子偏爱成年儿子，而将财产留给

妻子一人或有儿子的妻子的比例是29%” （Hanawalt 1986b： 155）。

7 . 哈娜沃特认为中世纪农民的婚姻是一种“伙伴关系”。“庄园法庭中

的土地交易表明了夫妻之间更多是一种共同的责任和决策……丈

夫和妻子都出现在为子女购买或租赁土地的记录中。" （Hanawalt

1986b： 16）关于妇女对农业劳动的贡献和对其剩余产品的控制，

也可参见 Shahar （ 1983： 239 — 242 ）。关于妇女未经法律允许的对

家庭的贡献，见 B. Hanawalt （ 1986b： 12）。在英格兰，“非法拾荒

是妇女为家庭获得额外粮食的最常见方式”（同上）。

8 . 近年来，新一代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就中世纪妇女问题做了一些其他

方面的优秀研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可以理

解 ，这个领域的经验轮廓仍在重建中，研究者要提出综合性的观点

是困难的。这导致人们倾向描述性分析，侧重于妇女社会生活的主

要类别：“母亲”“工人”“农村妇女”“城市妇女”。这些分类似乎常

常脱离了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社会斗争。

9 . 正如蒂托在谈及英格兰债役农民时写道：“不难看出，为什么在农民

心目中隶农制的个人层面会被劳役问题掩盖……因身份不自由而产

生的无力只会零星地出现……劳役，特别是周工就不一样了，周工

要求一个人除了偶尔提供其他服务外，每周都要为领主工作那么多

天。" （Titow 1969： 59 ）

10 . “请看阿伯茨兰利卷宗的前几页：男子因不来收割或人数不足而被罚

款 ；他们来得晚，来了之后又干得很差或游手好闲。有时不是一个

人 ，而是一整群人都没有出现，所以领主的庄稼没有收获。有些人

即使来了也故意显出很不愉快的样子。" （Bennett 1967： 112）

11 .“城镇”（town） 和 “城市”（city） 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很清楚。就

我们的区分目的而言，城市是有皇家特许状、主教区和市场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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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而城镇是一个有固定市场的人口中心(通常比城市小)。

12 . 以下是有关 13世纪皮卡第农村贫困的统计情况：当地人和乞丐，

13%；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济不稳定，收成不好生存便会受到威胁)，

33%；有更多土地但没有役畜的农民，3 6 % ;富农，19% (Geremek

1994： 5 7)O 在 1280年的英格兰，土地不足 3 英 亩 (约 12 141平

方米，不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农民占农民总数的46% (同上)。

13 .一首纺丝者的歌谣形象地描述了城镇中非熟练女工的贫困生活：

总是在纺丝/我们永远不会穿得更好/而总是衣不蔽体又

一贫如洗/总是挨饿口渴 (Geremek 1994： 65 )

在法国的市政档案中，纺丝工人以及其他女工总是和妓女联系

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女工们独居，背后也没有家庭结构。在城镇中，

妇女不仅遭受贫困，而且失去了亲属，这使她们很容易受到虐待

( Hughes 1975： 21 ； Geremek 1994： 65 — 66; Otis 1985： 18一 20；

Hilton 1985： 212 — 213 ) o

14 . 关于对中世纪行会中妇女的分析，见 Maryanne Kowaleski and Ju­

dith M. Bennett (1989); David Herlihy (1995); and Williams and

Echols (2000)o

15 . (Russell 1972:136; Lea 1961:126-127).另外，牧羊人运动也是由一

件东方的事件引发的。1249年，埃及的穆斯林俘虏了法兰西国王路

易九世 (Hilton 1973： 100— 102 )。“出身卑微而淳朴”的人们组

织起来，要求释放国王。但很快这场运动就具有了反教派的特征。

1320年春夏，牧羊人再次出现在法国南部，并 仍 然 “直接受到十

字军氛围的影响…… (他们)没有机会在东部进行十字军东征；相

反，他们把精力用在攻击法国西南部、纳瓦拉和阿拉贡的犹太人社

区上。这些行动往往与当地领事馆共谋，直到被王室官员消灭或驱

(Barber 1992： 135 — 136)。

16 .针对阿尔比派(来自法国南部阿尔比镇的清洁派)的十字军东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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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端分子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也是对欧洲人的第一次十字军东

征。1209年后，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图卢兹和蒙彼利埃地区发动了这

场战争。在此之后，对异端分子的迫害急剧加强。1215年，在第四

次拉特兰会议上，英诺森三世在会议的教规中加入了一系列措施,

将异端分子判处流放，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们排除在公民生活

之外。后来，在 1224年，皇帝腓特烈二世加入了对异端分子的迫

害，在 《保护法令》( ad CMsezmdznw ) 中将宗教异端定义为

犯上罪 ( lesa maiestatis ) , 犯此罪者被处以火刑。1229年，图卢兹

会议规定应该把异端分子找出来，加以惩处。那些经证实是异端分

子的人及其保护者将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异端分子被发现后，其房

屋将被摧毁，所建房屋的土地将被没收。改过自新的人将被授以圣

职，而那些故态复萌的将遭受火刑。然后在 1 2 3 1 -1 2 3 3年，格雷

戈里九世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铲除异端的法庭：宗教裁判所。1252

年，在当时主要神学家的一致同意下，教皇英诺森四世授权对异端

分子使用酷刑(Vauchez 1990： 163, 164, 165 ) o

17 .安德烈•沃谢将宗教裁判所的“成功”归功于其他程序。逮捕嫌疑

人的准备工作是极为保密的。起初，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包括与政府

当局合作发起对异端分子集会的突袭。后来，瓦勒度派和清洁派被

迫转入地下，嫌疑人在没有被告知传唤理由的情况下被叫到裁判所

前。调查过程也同样是秘密的。被告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指控，而那

些告发他们的人也是匿名的。嫌疑人如果告发他们的同伙并保证对

他们的供词守口如瓶，就会被释放。因此，当异端分子被逮捕时,

他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教众中是否有人告密了(Vauchez 1990：

167— 168)。正如伊塔洛•梅鲁所指出的，罗马宗教裁判所在欧洲

文化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它制造了一种不容异己和制度性

怀疑的氛围，这种氛围至今仍在腐蚀着法律制度。宗教裁判所的遗

产是一种怀疑的文化。它依赖匿名指控和预防性拘留，将嫌疑人视

为确凿的罪犯(Mereu 1979 ) o

18 .让我们在此回顾一下恩格斯如何区分农民及手工业者的异端信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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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的异端信仰：前者是与反封建权威联系在一起的，而后者

主要是为了抗议神职人员（Engels 1977： 4 3 ）。

19.贫困的政治化加上货币经济的兴起，使教会对穷人的态度发生了决

定性的变化。直到 13世纪，教会一直将贫穷视为一种神圣的状态,

并布施穷人，试图说服乡下人接受自己的处境，不要嫉妒富人。在

主日布道中，牧师大量讲述诸如贫穷的拉撒路在天堂坐在耶稣身边,

看着自己富有却吝啬的邻居在火焰中燃烧的故事。教 会 将 “圣洁的

贫穷”（sancta paupertas ）视为崇高，是为了让富人认识到慈善是一

种救赎手段。该策略使教会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建筑和金钱的捐赠,

这些财富本来是用来分配给有需要的人的，却使教会成为欧洲最富

有的机构之一。但当穷人越来越多，异端分子开始挑战教会的贪婪

和腐败时，神职人员就否定了他们关于贫穷的颂歌，并开始吹毛求

疵 地 “区分”不同的穷人。从 13世纪开始，教会声称只有自愿贫穷

在上帝眼中才有功德，这是谦卑和蔑视物质的表现；这实际上意味

着，现在只能对“值得求助的穷人”，即贵族中的贫困成员提供帮

助，而不是帮助那些在街头或城门口乞讨的,.后者越来越被怀疑犯

了懒惰或欺诈罪。

2 0 .瓦勒度派内部对于如何正确地养活自己有许多争议。在 1218年的贝

尔加莫会议上，该运动的两个主要分支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法国

的瓦勒度派（里昂穷人派）选择了靠救济来维持生活，伦巴第的瓦

勒度派则决定必须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并着手组建工人集体或合作

社 （congregationes laborantium ） （ di Stefano 1950： 775 ）o 伦巴第

的瓦勒度派继续保有私人财产（房屋和其他形式的财产）并接受婚

姻和家庭（Little 1978： 125）。

21. Holmes 1975: 202; N. Cohn 1970: 215-217; Hilton 1973: 124,正如

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反对波希米亚地区德意志贵族的胡斯派民

族解放运动中，塔博尔派是其中的革命民主派。在他们之中，恩格

斯告诉我们，“他们的要求反映了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对结束一切封

建压迫的愿望”（Engels 1977： 44n）o H. C .李的《中世纪的宗教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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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Inquisition o f the Middle Ages, Lea 1961 ： 523— 540 ） 更

完整地叙述了他们的非凡故事。我们在书中读到，他们是农民和贫

民，具有共和主义倾向，不希望自己的队伍中出现贵族或绅士。他

们之所以被称为塔博尔派，是因为在1419年当布拉格的胡斯派第一

次受到攻击时，他们就搬到了塔博尔山。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

新的城镇，它既成为抵抗德意志贵族的中心，又成为共产主义的实

验中心。据说，他们从布拉格抵达塔博尔山后，摆出了一个个敞开

的大箱子，每个人都要把他/她的财产放在里面，这样所有的东西

都是共享的。这种集体的安排可能是短暂的，但它的精神长久流传

了下来（Demetz 1997： 152— 157 ）。

塔博尔派与更温和的圣杯派不同，因为他们的目标包括了波希米

亚的独立，并保留了他们已经没收的财产（Lea 1961： 530 ）□但是当

面对外敌时，他们在四条信仰上达成了一致，使胡斯运动团结起来：

I . 自由传讲神谕；

n .在 （酒和面包）中领受圣餐；

皿废除神职人员对世俗财产的统治，回归基督和使徒的福音

生活；

M 惩罚一切违反神圣律法的行为，无论是谁，不管是什么

情况。

团结是非常需要的。为了铲除胡斯派的叛乱，教会在 1421年

派了 15万大军对付塔博尔派和圣杯派。“5 次,”李写道，“在 1421

年期间，十字军入侵波希米亚，5 次被击退J 两年后，在锡耶纳会

议上教会决定，如果不能在军事上击败波希米亚异端分子，就应该

实施封锁来孤立和饿死他们。但这也失败了，胡斯派的思想继续向

德意志、匈牙利和斯拉夫的南部地区蔓延。1431年，10万大军又一

次向他们讨伐，同样是徒劳的。这一次，十字军一 “听到可怕的胡

斯派部队战歌”（同上）就逃离了战场，即使在战斗还未开始时。

最后摧毁塔博尔派的是教会与胡斯派中的温和派展开的谈判。

教会的外交官巧妙地加深了圣杯派和塔博尔派之间的分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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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胡斯派发动又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圣杯派与梵蒂冈的天主教男

爵勾结在了一起。他们在 1434年 5 月 3 0 日的利帕尼战役中消灭了

自己的兄弟。当天，有超过 13 000名塔博尔人死在战场上。

与所有异端运动一样，妇女在塔博尔运动中非常活跃。许多人

参加了 1420年的布拉格战役，当时有1 500名塔博尔妇女挖了一条

长长的壕沟，用石头和干草叉进行防守(Demetz 1997 ) o

1413年，约翰•胡斯在莱茵河畔的戈特利本 (Gottlieben)殉难。在他死后，

他的骨灰被扔进了河里

22.这些话—— 据历史学家R. B .多布森说“是英文史上最动人的社会

平等请求”—— 实际上是同时代的法国编年史学家、英格兰农民

起义的激烈反对者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 强加给约翰♦鲍尔，

从而让他看起来像个傻瓜的。据说约翰•鲍尔曾多次［在伯纳斯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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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 (Lord Berners ) 16世纪的译本中］讲道："啊，你们这些善良的

人，英格兰不会好的，除非大家都变得一样了，没有恶棍也没有绅

土，但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而领主不会比我们更强大。" (Dobson

1983： 371 )

23.到了 1210年，教会将废除死刑的诉求视为异端“错误”，并将其归

咎于瓦勒度派和清洁派。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教会的反对者就是废除

死刑的支持者，以至于每一个想要归顺教会的异端分子都必须申明：

“世俗的权力可以在没有弥天大罪的情况下行使血的审判，只要它

出于正义而非仇恨，以审慎而非轻率的方式进行惩罚。" (Mergivern

1997： 101 ) 正如 J. J . 默吉文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异端运动占

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迫 使 ‘正统派’讽刺性地为一种非常值得怀疑

的做法进行辩护”(同上：103)。

24.在证明鲍格米勒派对清洁派影响的证据中，有两部作品是“西欧

的清洁派从鲍格米勒派手中接过来的”。它们是《以赛亚的愿景》

( The Vision of Isaiah ) 和 《秘密的晚餐》( The Secret Supper) , 在

韦克菲尔德 (W akefield)和埃文斯 (E v a n s)对清洁派文学的评论

中被引用( 1969： 447 —465 )。

鲍格米勒派对东方教会的意义，就像清洁派对西方教会的意义

一样。除了他们奉行摩尼教和反生育主义外，最令拜占庭当局震惊

的是他们的“激进无政府主义”、公民不服从和阶级仇恨。正如长

老科斯马斯 ( Presbyter Cosmas ) 在针对他们的布道中写道：“他们

教导自己的人民不服从他们的主人，他们蔑视富人、憎恨国王、嘲

笑长老、谴责波雅尔(b o y a r s ) ,他们说上帝认为那些为国王服务的

人是卑鄙的，并禁止每个农奴为他的领主工作。”异端宗教对巴尔干

地区的农民产生了巨大而长远的影响。“鲍格米勒派用人民的语言传

教，他们的信息被人民理解……他们的松散组织，他们对邪恶问题

提出的吸引人的解决方案，以及他们对社会抗议的投入，使他们的

运动几乎坚不可摧。" (Browning 1975： 164— 166) 鲍格米勒派对

异端的影响可以从13世纪普遍使用的buggery 一词中找到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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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一开始指的是异端，然后又被用来指代同性恋 (Bullough

1976a： 76ff. ) o

25.教会禁止教士结婚和纳妾的原因，除了需要恢复其声誉外，更多是

出于保护其财产的愿望。因为一旦结婚，他们的财产就会分成许多

份。同时，他们还担心牧师的妻子可能会过分干涉教士的事务(Mc-

Namara and Wemple 1988: 93 — 95 ) o 第二次拉特兰会议的裁决加

强了 11世纪已经通过的一项决议。但在对这一革新的公开反抗中，

决议并没有得到遵守。抗议在 1061年达到高潮，一 场 “有组织的

叛乱”让帕尔玛主教当选为敌对教皇(A n tip o p e ) ,被冠以何诺二世

( Honorius I I ) 的头衔，随后他试图攻占罗马的行动失败了(Taylor

1954： 3 5 )。1123年的拉特兰会议不仅禁止了教士的婚姻，而且

宣布那些已经存在的婚姻无效，使牧师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妻子

和孩子，陷入了恐惧和贫困的状态(Brundage 1987： 214, 216 —

217)O

26 . 12世纪的教规改革命令已婚夫妇要避免性生活：在与复活节、五旬

节和圣诞节有关的三个四旬节期间，在一年中的每个星期天，在接

,受圣餐前的节日，在新婚之夜，在妻子的月经、怀孕、哺乳期间，

在做忏悔时(Brundage 1987： 198— 199 ) 0 这些限制并不是新出现

的，它们重申了许多忏悔手册中的基督教智慧。新鲜的是，这些限

制被纳入了教规法的体系，而 “教规法在 12世纪被改造成教会管

理和纪律的有效工具”。教会和教友都认识到，一个带有明确刑罚

的法律要求与忏悔师所建议的忏悔有着不同的地位。在这一时期，

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成为律师和刑罚学者的事务(Brundage

1987： 578 ) o

27 . 贝居安会修女与异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虽然她们同时代的

一些人，如维特里的詹姆斯—— 卡罗•尼尔描述他是“一位重要的

教会管理者”—— 认为她们的行动是另一种异端。她们最终在1312

年的维埃纳会议上被怀疑是异端分子而受到谴责，这可能是因为神

职人员容不下逃离了男性控制的妇女。贝居安会修女随即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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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教会的责难而被迫消失了“(Neel 1989： 324 — 327, 329, 333,

339)o

28 .琼皮是那些清洗、梳理羊毛和给羊毛涂油以便后续加工的人。他们

被认为是非技术工人，社会地位最低。“琼皮的”是一个贬义词，意

思是脏兮兮、衣冠不整，可能因为琼皮半裸着身子工作，身上总是

油腻腻的，沾满了染料。他们的起义始于1382年 7 月，起因是他们

中一个叫西蒙奇诺的人被逮捕并遭受酷刑。显然，在酷刑之下，他

被迫透露了琼皮曾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在会议期间，他们互相亲

吻对方的嘴，承诺要保护对方免受雇主的虐待。得知西蒙奇诺被捕

的消息后，工人纷纷赶到羊毛业的行会大厅(Palazzo dell1 Arte ),

要求释放他们的同志。然后在确保他获释后，他们占领了行会大厅，

在维琪奥桥上设置了巡逻队，并在行会大厅的窗户上挂上了 “小行

会 " (arti minori) 的徽章。他们还占领了市政厅，声称在那里发现

了一个装满绞索的房间，他们认为这些绞索是为他们准备的。琼皮

似乎控制了局势，他们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们成为政府的一

部分，不再因无法归还欠债而被砍手，要求富人缴纳更多的税款，

并要求用金钱罚款代替体罚。在 8 月的第 1周，他们组建了 1 支民

兵队伍，并成立了 3 个新的行会，同时为选举做了准备。在这次选

举中，琼皮的成员将首次参加选举。然而，他们的新政权只持续了

不 到 1个月，因为羊毛大亨对他们进行封锁，使他们陷入饥饿。在

他们失败后，许多人被逮捕、吊死和斩首；更多的人不得不离开

城市，这标志着佛罗伦萨羊毛业开始衰落(Rodolico 1971：书中

各处)。

29 .在黑死病之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开始谴责游手好闲的行为，并对

流浪、乞讨和拒绝工作的人进行迫害。英格兰率先在 1349年颁布

了谴责高工资和游手好闲的法令，规定那些不工作和没有任何生存

手段的人必须接受工作。1351年，法国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建议

人们不要给健康的乞丐和流浪者提供食物或住所。1354年又颁布了

一项法令，规定那些游手好闲，在酒馆里打发时间、玩骰子或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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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必须接受工作，否则将面临惩罚；初犯者将被关进监狱，只给

面包和水，再犯者将被上枷，三犯者将在额头上烙下罪印。在法国

的立法中，出现了一项新的内容，这项内容也成为现代打击流浪汉

的一种手段：强迫劳动。在卡斯蒂利亚，1387年出台的一项法令允

许私人逮捕流浪者，并无偿雇用他们1个 月 (Geremek 1985： 53 —

65 ) o

30 . 将 “工人民主制”的概念应用于这些政权形式，可能显得荒谬。但

我们应该考虑到，当今美国常被视为民主国家，但至今还没有一个

产业工人成为总统，其最高政府机关都是由经济贵族的代表组成的。

31 .雷门萨是加泰罗尼亚的奴隶农民在离开他们的土地时必须支付的赎

罪税。黑死病之后，受雷门萨约束的农民还必须缴纳一种新的税,

称 为 “五恶税" ( lo s m a lo s u s o s ) ,这种税在早先的时候曾在少数地

方实施 (Hilton 1973： 117 — 118)。这些新的税以及围绕着使用荒

地而发生的冲突，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地区战争的根源。在这场战争

中，加泰罗尼亚农民从每3 个家庭中招募1名男子。他们还通过宣

誓结社加强联系，在农民大会上做出决定，并在田地里到处竖起十

字架和其他威胁标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要求废除地租制,

确立农民的财产权(同上：120— 121; 133)。

32 .因此，公娼馆的激增伴随着一场反对同性恋的运动。这场运动甚至

蔓延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同性恋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引了各种年龄、婚姻状况和社会等级的男性”。同性恋在佛罗伦

萨如此流行，以至于妓女经常穿着男装来吸引顾客。佛罗伦萨出现

变化的迹象是当局在1403年推出了两个专项行动。当时该市禁止

“鸡奸者”担任公职，并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消灭同性恋的监察委

员会：正派办公室( the Office of Decency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

办公室采取的主要步骤是为开设新的公娼馆做准备。因此，到 1418

年，当局仍在寻找“从城市和郡县”根除鸡奸的方法(Rocke 1997：

30 — 32, 3 5)。关于佛罗伦萨政府推动公费卖淫作为应对人口减少

和 “鸡奸”的补救措施，也可参见Richard C. Trexler ( 19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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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15世纪的其他意大利城市一样，佛罗伦萨也认为，官

方赞助的卖淫活动可以打击另外两种具有巨大道德与社会影响

力的恶：男性同性恋—— 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掩盖了两性之间

的差异，从而掩盖了所有的差异和礼仪—— 以及因婚姻数量不

足而导致的合法婚生人口的下降。（第 3 2页）

特雷克斯勒指出，在 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卢卡、威尼斯和

锡耶纳，也可以发现同性恋蔓延、人口减少和政府资助公娼之间存

在同样的关联，而且妓女数量和社会权力的增长最终导致了反弹。

因此，尽管

在 15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传教士和政治家已然深信，

任何城市都不能长期忍受女性和男性看起来一样……一个世纪

后，（他们）想知道，当 （上层）妇女无法与妓院妓女区隔开

时，这个城市是否还能存续下去。（同上：65）

33.在托斯卡纳，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一程发展得出欧洲其他地区都要

快。到了 15世纪下半叶，这种趋势出现了逆转，贵族的权力得到了

恢复。这是由商业资产阶级推动的，以阻挡下层阶级的崛起。到这

时，商人家庭和贵族家庭之间已经发生了有机的融合，这种融合是

通过联姻和分享特权来实现的。这就结束了中世纪托斯卡纳城市社

会和共同生活的主要成就—— 社会阶层流动（Luzzati 1981： 187,

206 ）o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人类的堕落》（窗 1510 ）o 这个激烈的场景描绘了亚当和夏娃

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样子，反映出农民被驱逐出公共土地的情景。就在丢勒创作这幅作品时，这个情

景正在整个西欧大地上发生



第 2 章

积累劳动力与贬低妇女

在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 建 构 “差异”

我要追问，当一个人试图成为另一个人的领主时，世

间万物是否都远离了战争、流血和苦难…… 当所有人都把

地球看成共同的财富时……这种苦难是否会消失？

--- 杰拉德•温斯坦利，《新正义法》，1649年

对他来说，她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商品，她的感情和选

择很少被考虑：她的脑袋和心脏与她的背和手是隔离的,

并与她的子宫和阴道分离开。她的背和肌肉被压进田间的

劳作……她的双手被要求哺育和养育白人……她的阴道是

性快感的通道，是前往子宫的门户，也是男性资本的投资

场所—— 资本投资是性行为，而由此生下的孩子便是累积

的剩余...

芭芭拉•奥姆雷德，《黑暗之心》，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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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对封建政权危机唯一可能的反应。在

整个欧洲，大规模的公社主义运动(communalistic social move­

ment) 和反封建的叛乱为创建新的平等主义社会带来了希望。这

样的社会将建立在社会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然而到了 1525年，

它们最有力的表现，即德意志的“农民战争”或如彼得•布里

克 尔 (Peter Blickle ) 所 说 的 "平 民 革 命 "(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 a n )被镇压。। 10万叛乱者遭到了报复性的屠杀。而

后 1535年，“新耶路撒冷”，即再洗礼派在明斯特城发动的试

图将上帝的国度带到人间的运动，也以一场血腥的屠杀而告终。

首先破坏这场运动的大概是其领导人转向了父权制，他们强行

实行一夫多妻制，导致其队伍中的妇女奋起反抗。2 随着这些运

动相继失败，再加上猎巫的蔓延和殖民扩张的影响，欧洲的革

命进程走到了尽头。然而，军事力量并不足以消除封建制度的

危机。

到了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注定要面临一场持续了一个多

世纪的积累危机。我们可以推断出它的规模。一些基本的估算

表明，在 1350— 1500年间，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关系发

生了重大变化。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了 1 0 0 % ,物价下降了

3 3 % ,租金也下降了，工作日的长度减少了，社会也出现了地方

自给自足的趋势。3 当时商人和地主出现了许多悲观情绪，欧洲

各国采取措施保护垄断、压制竞争、强迫人们按规定的条件工

作，这些也是这一时期长期负积累(disaccumulation ) 的证据。

正如封建庄园的登记册中记载的那样，“他们做的工作(是)不

配吃早餐的"(Dobb 1963： 54 ) 0 封建经济不能自我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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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从中“演变”出来，因为自给自足和新

的高工资制度允许“人民拥有财富”却 “排除了资本主义财富

的可能性" (Marx 1909, Vol. I ： 789 ) o

正是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欧洲统治阶级发动了全球攻势。

在至少 3 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攻势将改变地球的历史，奠定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他们无情地占有新的财富来源，扩

大其经济基础，并将新的工人纳入麾下。

我们知道，“征服、奴役、抢劫、谋杀、短暂的武力”是这

一进程的基础(同上：785)。因此，“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概

念在很多方面都是虚构的。在 2 0世纪 4 0年代和5 0年代，英国

历史学家用它来定义大约从1450年到 1650年的这个时期。其

间，欧洲的封建主义正在瓦解，而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没有建

立起来，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要素正在形成。小过渡时期”的

概念则帮助我们思考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积累

与尚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形态共存的社会。然而，这

个词暗示了一种渐进、线性的历史发展，而它所命名的时期却

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最不连续的时期------个经历了世界

末日式变革的时期。历史学家只能用最严酷的词语来描述：亨

利 •卡门提出的“黑铁时代”(the Iron Age ), W. G .霍斯金斯的

“劫掠时代”(the Age of P lu n d e r ) ,以及劳伦斯•斯通的“鞭子

时代" ( the Age of the Whip )。那么，"过渡时期"就不能被描

绘为资本主义出现铺平道路的社会变革以及形塑这些变革的力

量。因此，在本书中，我主要是在时间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同

时我用马克思“原始积累”的概念来指代“封建反应”( feudal

reaction ) 的社会过程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尽管我同意其批

评者的观点，即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对它的解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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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提出了 “原始积累”的概

念，以描述欧洲统治阶级为应对其积累危机而发起的社会经济

改造，并 （在关于亚当•斯密的论辩中）6明确了 ：（1 ） 如果不

将资本和劳动事先集中起来，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2 ） 资本

主义财富的来源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而不是富人的节制。

因此，原始积累是有用的概念，因为它把“封建反应”与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确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和逻

辑条件。“原始”（“起源”）既表明资本主义关系存在的先决条

件，又标志了时间上的具体事件。7

然而，马克思几乎完全从工业中受雇的无产阶级的视角来

分析原始积累：在他看来，原始积累是他那个时代革命进程的

主角，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在他的论述中，原

始积累主要包括从欧洲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和形成“自由的”独

立工人，尽管他承认：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

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群岛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

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些是……原始积累

的主要因素…… （Marx 1909, Vol. I ： 823 ）

马克思还认识到，“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

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同上：829 —

830 ）o 相比之下，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资本

主义在劳动力再生产和妇女社会地位方面带来深刻变革的提法。

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也没有提到16世纪和 17世 纪 的 “大

猎巫”（Great Witch-Hunt）, 尽管这场由国家支持的恐怖运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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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败欧洲农民的核心力量，促使欧洲农民被驱逐出曾经共同拥

有的土地。

在本章和后面的章节中，我讨论了这些发展，特别是在欧

洲地区的发展。我将论证：

1 . 剥夺欧洲工人的生活资料以及在“新大陆”的矿区和种

植园里奴役美洲土著和非洲人，并不是全球无产阶级形

成 和 “积累”的唯一手段。

2 . 这个过程要求把身体变成工作机器，要求妇女屈服于劳

动力的再生产。最重要的是，它要求摧毁妇女的权力，

在欧洲和美洲，这是通过消灭“女巫”来实现的。

3 . 那么，原始积累不只是可被剥削的工人和资本的积累与

聚集。它也是工人阶级内部差异和分化的积累，借此，

建立在性别、“种族”和年龄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成为阶

级统治和现代无产阶级形成的构成因素。

4 . 因此，我们不能像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资本主

义积累与工人（无论男女）的解放相提并论，也不能把

资本主义的出现看作历史进步的时刻。恰恰相反，资本

主义创造了更加残酷及阴险的奴役形式。因为它在无产

阶级的身体里埋下了深刻的分化，这些分化起到了加剧

和掩盖剥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强加

的分化，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分化，资本主义的积累继续

破坏着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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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积累与欧洲的劳动力积累

马克思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

血和肮脏的东西 (1909, Vol. I ： 834 ) o 事实上，当我们看到

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时，我们有置身于一个巨型集中营的感觉。

在 “新大陆”，我们有土著居民被米塔 (m ita )和库阿特尔奇

勒 ( cuatelchil) s政权征服。在这种政权下，大量人被迫在万卡

维利卡和波托西的矿区挖银和汞。在东欧，我 们 有 “第二农奴

制”，将以前从未被奴役过的农民捆绑在土地上。 在西欧，我

们 有 “圈地运动”和 “猎巫”，以及给流浪汉和乞丐打上烙印、

鞭打他们，把他们监禁在新建造的工棚和教养所里■— 未来监

狱制度的雏形。奴隶贸易开始兴起，而在海上，船只已经在把

签订契约的奴隶和罪犯从欧洲运到美洲。

我们可以从这一情景中推断出，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武

力是主要的杠杆和经济力量;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欧洲

统治阶级占有的财富和受其指挥的工人数量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换句话说，原始积累包括劳动力的巨大积累■— 赃物形式的

“死劳动”(dead la b o r )和可供剥削的人的“活劳动”( living

labor ) —— 要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在其存在的前3 个世纪里，趋向

于把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作为主要的工作关系强加到

人的身上，这种趋势只是受到了工人反抗和劳动力耗尽的限制。

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美洲殖民地。到 16世纪，以强迫劳动

为基础的经济正在形成，在欧洲也是如此。稍后我将考察奴隶劳

动和种植园制度在资本主义积累中的重要性。在这里我想强调的

是，在 15世纪的欧洲，从未完全废除的奴隶制也得到了复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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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历史学家萨尔瓦托雷•博 诺 （Salvatore Bono ）对意大

利的奴隶制历史进行了最深入的研究。他发现，16世纪和 17世

纪，地中海地区有许多奴隶。在勒班陀战役（1571） 之后，不

但对穆斯林世界的敌对升级了，奴隶的人数也增加了。据博诺计

算，那不勒斯地区有1万多名奴隶，整个那不勒斯王国有2.5万

名奴隶（占人口的1%）。意大利其他城镇和法国南部在奴隶数量

上也达到了类似水平。在意大利，一种公共奴隶制出现了：成千

上万被绑架的外国人—— 今天无证移民工人的祖先—— 被市政

府雇佣来建造公共工程，或者被私人雇佣从事农业。许多人被

安排当桨手，而大量雇佣他们的就是梵蒂冈船队（Bon。1999：

6 — 8 ）o

奴 隶 制 是 “主人始终努力追求的（剥削）形 式 "（Dockes

1982： 2 ）。欧洲也不例外。我们需要强调这点来消除将奴隶制与

非洲联系在一起的假设。’2但在欧洲，由于不存在发展奴隶制的

物质条件，奴隶制仍然是一种小范围的现象，尽管雇主对奴隶制

的欲望一定相当强烈（比如直到18世纪英国才宣布奴隶制非法）。

大部分地区复辟农奴制的企图也失败了，除了在东部地区，那

里人口稀少使地主占了上风。"在西部，农民反抗阻止了农奴制

的复辟，并最终爆发了 “德意志农民战争”。这 场 “平民革命”

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的组织范围广泛，遍及 3 个国

家 （德意志、奥地利、瑞士），各个领域的工人（农民、矿工、

工匠，包括德意志和奥地利最优秀的艺术家）”都加入了这场

革命。它就像 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震慑了权贵

的内心，使其认为这场革命与再洗礼派占领明斯特是勾结在一'

起的并证实了他们的恐惧：一个国际阴谋正在推翻他们的政权。

“在它失败之后，即征服秘鲁的那一年，丢勒创作了《战败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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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Vanquished Peasants ) ( Thea 1998 ：

65; 134— 135) 来纪念这场革命。而此时，权贵们开始无情地

复仇。“从图林根到阿尔萨斯，在田野上，树林中，成百上千

被拆除、被烧毁的城堡的沟渠里，成千上万的尸体躺在地上”，

“他们被谋杀、折磨、刺穿、处死”(同上：153, 146 ) 0 但倒退

是不可能了。在德意志各地和处于“战争”中心的其他领土上，

习惯权利(customary rights ) 甚至领土政府(territorial govern­

m ent) 的形式都保留了下来。16

上述的复仇是一个例外。统治者无法击破工人对再次为奴

的抵抗，他们只好征用农民的土地，并实行强迫的雇佣劳动。那

些试图独自出租自己或离开雇主的工人会受到监禁的惩罚，如果

是累犯，甚至会被处死。欧洲直到18世纪才发展出一个“自由”

的雇佣劳动市场，但即使在那时，合同制的雇佣劳动也要以激

烈的斗争来争取，最终只有有限的劳动者(大多是男性和成年

人)才能获得。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无法恢复的事实意味着，

中世纪晚期的劳动力危机在欧洲一直持续到了 17世纪，.而最大

限度剥削劳动力的运动又危害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加深了

这一危机。这一矛盾一■至今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在美洲殖民地爆发得最为剧烈。在征服美洲后的几十年里，工

作、疾病和纪律惩罚灭绝了 2 /3的美洲土著人口。I"这也是奴隶

贸易和剥削奴隶劳动的核心。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因中央航路

和种植园中的恶劣生活条件而死亡。除了纳粹时期，欧洲对劳

动力的剥削从未达到如此灭绝性的程度。即便如此，在 16世纪

和 17世纪，美洲也出现了普遍的贫困、死亡和激烈的社会反抗。

这些都是由土地私有化和社会关系的商品化(领主和商人对其

经济危机的反应)引发的，并可能使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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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展开“自由”之旗

我认为，这就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妇女和再

生产的历史背景；资本主义的出现给妇女（无论是欧洲还是美

洲 ）的社会地位带来了变化—— 特别是对无产阶级而言。这些

变化主要是由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以及新的劳动力管理和分工

形式所决定的。



丢勒，《战败的农民纪念碑》（ 1526）。这幅画表现的是一个农民高坐在他日常

生活的一系列物品上。这幅画的含义十分模糊。它可以暗示农民被背叛，也

可以暗示他们应该被当作叛徒对待。因此，这幅鱼已被解释为讽刺造反的农民，

抑或是向他们的道德力量致敬。可以肯定的是，丢勒对 1525年发生的事件深

感不安。作为一个坚定的路德宗教徒，他一定是追随路德谴责叛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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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印证这一说法，我追溯了影响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的

主要发展 土地私有化和价格革命 ( the Price Revolution ),

认为这两者都不足以产生一个自我维系的无产阶级化进程。然

后，我概括性地考察了资产阶级为规训、繁衍和扩大欧洲无产

阶级而实行的政策，它始于对妇女发动的攻击，这建立了新的

父权秩序。我把它定义为“工资的父权制”(patriarchy of the

w age)o 最后，我审视了殖民地种族和性别等级制度的产生，探

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形成土著、非洲和欧洲妇女之间，以

及妇女和男子之间对抗或团结的地带。

欧洲的土地私有化、稀缺性的产生

和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

资本主义伊始，工人阶级就在战争和土地私有化中贫民化

了。到 16世纪中叶，欧洲商人占有了加那利群岛的大部分土

地，并把它们变成了甘蔗种植园。最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和

圈地过程发生在美洲，到 17世纪初，西班牙人根据赐封制度

( encomienda ) 占用了 1 /3的土著共有土地。土地的丧失也是在

非洲掠夺奴隶的后果之一，它让许多社区失去了最优秀的青年。

欧洲的土地私有化始于15世纪末，与殖民扩张并驾齐驱。

私有化采取了多种形式：驱逐租户、提高租金和增加国家税收，

这些导致许多人负债并出售土地。我把所有这些形式都定义为

对土地的剥夺( land expropriation )。因为即便这个过程中没有

使用武力，失去土地也违背了个人或社区的意愿，损害了他们

的生存能力。这里必须提到两种剥夺土地的形式：战争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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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者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被用作改变领土和

经济安排。

“在 1494年之前，欧洲的战争主要是短暂且不规律的小战

役。" ( Cunningham and Grell 2000： 95 ) 这些战役往往发生在

夏季，以便让农民即构成军队的主要人群有时间播种庄稼；军

队之间长期对峙，却没有什么行动。但到了 16世纪，战争变得

更加频繁，出现了新的战争类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技术

革新，但主要原因是欧洲国家开始转而以征服领土来解决经济

危机，富裕的金融家也投入其中。军事战役变得更加漫长。军

队规模增长了 10倍，并越发地长期化、专业化。”军队雇用了

大量雇佣兵，他们与当地居民没有任何联结；战争的目标变成

了消灭敌人，因此战争留下了荒芜的村庄、遍野横尸、饥荒和

流行病，就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天启四骑士》( 1498 ) 中

描绘的那样。2 0众多的艺术作品都表现了这一现象对民众的创伤

性影响。它改变了欧洲的农业面貌。

新教改革的开端是上层阶级对土地的大规模掠夺。在这一

过程中，教会的土地被没收，许多租佃合同也被废除。在法国,

对教会土地的共同渴求最早团结了新教运动中的下层和上层。

工匠和日结工“怀着由痛苦和希望而生的激情”要求争夺教会

土地。新教运动在动员时也承诺他们能得到自己的那份土地。

但从 1563年开始拍卖土地时，他们的期望就被出卖了(Le Roy

Ladurie 1974： 1 7 3 -1 7 6  ) O 同样，那些为了摆脱什一税而成为

新教徒的农民也被欺骗了。当他们坚持自己的权利，宣 称 “福

音书承诺土地自由并赋予了他们公民权”时，他们被当成煽动叛

乱者而受到野蛮的攻击(同上：192)。 在英格兰，许多土地也

以宗教改革的名义转手。W. G .霍斯金斯 (W. G. Hoskins) 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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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克 •卡 洛 (Jacques Callot ) ,《战争的惨状》( Hozvss 版 ,，1633 ) , 版

画。被军事当局绞死的人之前是士兵，后来成了强盗。1 7世纪欧洲道路上拥

挤不堪的流浪汉和乞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开除的士兵

描 述 为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格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转让”，

或者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场“大劫掠”。22然而在英格兰，土地

私有化主要是通过“圈地”来完成的。这种现象已经与剥夺工人

的 “共同财富”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当下，“圈地” 一词被反资

本主义的活动家作为每一次(资本主义)攻击社会权益的标志。"

在 16世纪，“圈地”是一个专业术语，它表明英格兰领主

和富农用来消除公有土地财产和扩大土地占有量的一套策略。24

"圈地"主要是指废除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 ) , 即村民在没

有被篱笆围住的田里拥有不相邻土地的安排。圈地还包括用栅

栏围住公地，推倒贫农的房屋。这些贫农虽然没有土地，但可

以生存，因为他们拥有习惯权利。”大片土地也被封闭以建立鹿

园，整个村庄则被抛下成为牧场。

尽 管 “圈地” 一直持续到 18世 纪 (Neeson 1993 ) , 但即

使在宗教改革之前，也有 2 000多个农村社区被这种方式摧毁



0 8 8 凯列班与女巫

(F ry d e l9 9 6： 185 ) o 村庄的消亡如此严重，以至于在 1518年

和 1548年王室再次要求进行调查。但是，尽管任命了几个皇家

委员会，王室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种趋势。相反，

一场激烈的斗争开始了，在无数次起义中达到高潮。同时，还伴

随着一场关于土地私有化利弊的漫长辩论。今天这场辩论仍在

继续，世界银行对地球最后公地的攻击使它重新活跃起来。

简言之，“现代化者”从各种政治角度提出的论点是，圈地

提高了农业效率，虽然也造成了混乱，但这些混乱会被农业生

产力的显著提高充分补偿。他们宣称土地资源大量减少了。在

此基础上，穷人掌握土地，生产就会停滞(后世的加勒特•哈丁

提出了类似观点即“公地悲剧”论)力而富人接管土地，则使

土地得以休息。该论点认为，在农业创新的加持下，圈地提高

了土地的生产力，扩大了粮食供应。从这一观点出发，任何对

土地公有制的赞美都会被视为“对过去的怀念”，因为它的假设

是农业公有制是落后和低效的，为其辩护的人犯了过度依赖传

统的错误。27

然而，这些论点并不成立。尽管市场上和出口的粮食增加

了，土地私有化和农业商业化并没有增加平民的粮食供应。对

工人来说，它们开启了两个世纪的饥荒。就像今天，即使在非

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肥沃的地区，由于公有土地使用权的破

坏和世界银行结构调整计划强加的“不出口就灭亡”政策，营

养不良也很普遍。英格兰引进的新农业技术也没有弥补这种损

失。相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农村人口的贫困化“携手共

进 " (Lis and Soly 1979： 102)。土地私有制带来了许多痛苦的

一个证明就是，在农业资本主义出现后不到一个世纪，就有 60
个欧洲城镇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援助或者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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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同上：8 7）。人口增长可能

促成了这个趋势的发展；但它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我们应该对

人口增长加上时间的限定。到 16世纪末，欧洲几乎所有地方的

人口都在停滞或下降，只不过这次工人并没有从这种变化中得

到任何好处。

人们对于农业中敞田制的有效性也有一些误解。新自由主

义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浪费，但即使是像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 ） 这样的土地私有化支持者也承认，共同使用农田有许多

好处。它保护了农民，使他们免于歉收，因为每个家庭可以使

用的地块种类是丰富多样的。它还方便人们安排和管理工作时

间 （因为每块地块需要关注的时间点是不同的）; 它鼓励建立在

自治和自力更生基础上的民主生活方式，因为所有的决定一

何时种植或收获、何时排干田地、允许多少牲畜进入公地——

都由农民大会做出。贫

同样的考量也适用于“公地”。在 16世纪的文献中，公地

被贬低为懒惰和无序的根源。但公地对于许多小农或佃农的再

生产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只是因为他们

可以在草地上养牛，或在树林里采集木材、野生浆果和草药,

或在采石场、鱼塘和空地上聚会。除了鼓励集体决策和合作外,

公地是发展农民团结性和社会性的物质基础。2 9公地的社会功

能对妇女尤为重要，因为她们拥有的土地较少，社会权力较小,

其生存、自主性和社会性更多地依赖于公地。沿用爱丽丝•克

拉克关于前资本主义欧洲市场对妇女的重要性的论述，我们可

以说，公地对妇女来说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她们召开会议、

交换消息、听取意见的地方，也是妇女可以对社会事件形成自

己的观点而非依赖于男人观点的地方（Clark 1968：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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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宴席。农民社区的所有节日、游戏和聚会都在公地上举行。1 6世纪丹尼

尔•霍普弗 (Daniel Hopfer ) 的版画

这种被R. D .托尼称为封建村落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合

作关系网，在敞田制被废除、公共土地被圈走的时候就崩溃了

( Tawney 1967 ) o 当土地私有化、个人劳动合同取代集体劳动合

同时，农业中的劳动合作消亡了，农村人口之间的经济差异也

因为寮屋贫民增多而加深了，这些贫民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头牛，

什么都没有了，只 能 “卑躬屈膝”去乞求一份工作(Seccombe
1992 ) „ 此时，社会凝聚力崩溃 3。，家庭解体。年轻人离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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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加入日益增长的流浪汉或流动工人的行列—— 这很快成为

当时的社会问题—— 老年人则被留在村子里自谋生路。老年妇

女的处境尤其艰难。子女不再赡养她们，她们成为穷人，靠借

钱、小偷小摸和赊账生存。农民越发两极分化，这一结果源自

不断加深的经济不平等，也源自仇恨和怨恨的网络，后者在猎

巫的记录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众多指控当中显示了和帮助相

关的争吵、动物的入侵或未付的租金”。

圈地也损害了工匠的经济状况。在 16世纪和 17世纪，商

业资本家利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来打破城市行会的权力，

破坏工匠的独立性。这像极了当下跨国公司利用被世界银行侵

占了土地的农民来建设“自由出口区”，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商

品。纺织业的情况尤其如此，它被改组为农村家庭手工业，并

以"包出制" ( putting out system ) 为基础，该制度是今天“非

正规经济”的雏形，二者都建立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之上。32但

纺织工人并不是唯一充当廉价劳动力的。所有的工人一旦失去

了土地，都会在中世纪陷入一种当时并不普遍的受制于人的状

态。因为他们没有土地，雇主便有权力削减他们的工资和延长

工作时间。在新教地区，这种情况是在宗教改革的幌子下发生

的，宗教改革取消了圣日，使工作年限延长了一倍。

意料之中的是，随着土地被掠夺，工人对工资的态度也发

生了变化。虽然在中世纪，工资可以被看作自由的工具(与劳

役的强迫性相比)，但一旦人们不再有机会获得土地，工资就开

始被看作奴役的工具(Hill 1975： 181ff. )。33

掘地派的领导人杰拉德•温斯坦利 (Gerrard Winstanley ) 表

达了工人对雇佣劳动的憎恨。他说：“如果一个人为了工资而工

作，那么无论是生活在敌人手下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兄弟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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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任何区别。”这就解释了在圈地（广义上包括所有形式的

土地私有化）之后，“流浪者”和 “无主者”的人数增加了。他

们宁愿走上街头，冒着被奴役或死亡的危险—— 正如针对他们

的 “血腥”立法所规定的那样一也不愿为挣工资而打工。”

这也解释了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不被掠夺而进行的艰苦斗争，

无论土地的面积有多小。

在英格兰，反圈地斗争始于15世纪末，并持续到 16世纪

和 17世纪。当时铲平圈地的树篱成为“最常见的社会抗议”和

阶级冲突的象征（Manning 1988： 311 ）o 反圈地的暴动往往

变成了大规模的起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凯特叛乱（Kett、

Rebellion ）o 这场叛乱发生在1549年的诺福克郡，以领导人罗

伯特•凯特命名。在高峰期，叛军规模达到了 16 000人。他们

拥有大炮，并击败了 12 000人的政府军，甚至占领了当时英格

兰第二大城市诺维奇。”他们还起草了一个方案，该方案一旦实

现，将遏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消除国内所有封建权力的

残余。它包括了凯特作为农民与皮匠向护国公提出的29项要求。

第一项是“从今往后，任何人不得再圈地”。其他条款要求将租

金降低到6 5年前的水平，“所有的土地终身保有者和公簿持有

者都可以获得所有公地的利润”，以 及 “所有被奴役的人都可

以获得自由，因为上帝用宝贵的鲜血给了人类自由"（Fletcher

1973： 142— 144）0 这些要求被付诸实践了。在整个诺福克，

围地的篱笆被连根拔起。直到另一支政府军攻击时，叛军才被

制止。数百人受伤了。凯特和他的兄弟威廉在诺维奇的城墙外

被绞死。

然而，反圈地的斗争一直持续到雅各布时期。那时，妇女

的人数明显增加。然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大约 10%的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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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中都有妇女参加，有些则是全部由女性发起的抗议。例如，

1607年，37名妇女在“多萝西队长" ( Captain Dorothy ) 的带领

下，袭击了在约克郡的索普摩尔(Thorpe M o o r)公地工作的煤

矿工人。妇女将该地称作农村公地。1608年，4 0名妇女在林肯

郡沃丁厄姆一个被圈的土地上“推倒了栅栏和篱笆”；1609年，

在沃里克郡邓彻奇的一个庄园里，“15名妇女，包括妻子、寡妇、

老处女、未婚女儿和奴仆，在晚上集合起来，挖掉篱笆，平整沟

渠”(同上：9 7 )。同样，1624年 5 月在约克，妇女们破坏了一个

栅栏并因此入狱一据说她们“在壮举之后享受了烟草和啤酒”

(Fraser 1984： 225—226)o 然后在 1641年，一群人闯入了巴克

登的一个圈地栅栏。这些人主要是妇女和一些协助她们的男孩

(同上)。而这些仅仅是一些妇女对抗的事例。当生计受到威胁

时，她们手持干草叉和镰刀，抵制对方圈禁土地或将沼泽排干。

人们将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强力表现归结为女性是凌驾于

法律之上的，其丈夫是她们在法律上的“掩护”。我们听说，当

时男人在推倒栅栏的时候，也要穿得像女人一样。但这一情况

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政府很快就取消了妇女这一特权，并开始

逮捕和监禁参与反圈地暴动的妇女。T 此外，我们不应假定妇女

在抵抗掠夺土地方面没有自己的利益。情况恰恰相反。

与折现劳役的变革一样，当人们失去土地和村社分崩离析

时，妇女是受害最深的人。这里面部分原因是，她们更难成为

流浪者或流动工人。因为在游牧生活中，她们更容易面临男性

暴力，特别是在厌女情绪不断升级的时候。由于要怀孕和照顾

孩子，她们流动性也较小。而许多学者忽视了这一事实，他们

往往假定(通过移居和其他形式的游牧)逃避奴役是典型的斗

争形式。妇女也不能成为有报酬的士兵，尽管有些妇女加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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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成为厨师、洗衣工、妓女和妻子；38但到了 * 世纪，这种选

择也消失了，因为军队被进一步整编，过去跟随军队的女性群

体被赶出了战场（Kriedte 1983 ： 5 5）。

妇女受到圈地的负面影响也更大，因为一旦土地被私有化，

货币关系开始主导经济生活，她们就会发现她们比男人更难养

活自己。在这种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被彻底贬低的时候，她们越

来越被限制在再生产领域里。我们将看到，这一现象伴随着从

自给自足到货币经济的转变，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

它可以被归结为几个因素。然而很明显，经济生活的商业化为

它提供了物质条件。

当前资本主义欧洲盛行的自给自足经济消亡后，生产和再生

产的统一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为了使用而生产（production-

for-use ）的社会，其一大特性就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而生产

和再生产分离后，这些活动成为不同社会关系的载体，并且在

性别方面对人进行区隔。在新的货币制度中，只有为市场服务

的生产被定义为创造价值的活动。而工人的再生产从经济角度

来看开始被认为是无价值的，甚至不再被认为是工作。人们为

主人阶级服务或在家庭之外进行再生产劳动时，也能获得报酬

（尽管是以最低的标准）。但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劳动力再生产

的经济重要性以及它在资本积累中的功能变得不可见。再生产

劳动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使命，并被贴上“妇女劳动”的标签。

此外，妇女被排除在许多雇佣职业之外，即使她们被雇佣，与

男性的平均工资相比，她们的收入也微不足道。

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在19世纪随着全职家庭主妇的产生而达

到顶峰，它们重新定义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与男性的关系。

由此产生的性别分工不仅将妇女固定在再生产劳动上，而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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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她们对男性的依赖，这使国家和雇主能够利用男性工资作

为控制妇女劳动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商品生产与劳动力再

生产的分离，也使资本主义得以利用工资和市场作为无偿劳动

的积累手段。

最重要的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妇

女阶层，她们和男人一样被剥夺了财产，但与她们的男性亲属

不同，在一个日益货币化的社会中她们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工资，

因此被迫陷入长期贫困、经济依赖中。她们同样作为工人，却

是不可见的。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再生产劳动的贬值和女性化对男性工

汉 斯 •塞巴尔德 •贝 汉 姆 (Hans Sebald B e h a m ,约 1530年 )的 这 幅 画 题 为 “妇

女和男仆”(W o m e n  and Knaves )。它展示了过去跟随军队前往战场的妇女队

伍。这些妇女包括妻子和妓女，负责照顾士兵的再生产。注意看画里那个戴

着口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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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因为再生产劳动的贬值不可避免地贬低

了其产品：劳动力。但毫无疑问，在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

过渡”中，妇女遭受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退化过程，这是资本积

累的根本，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同样鉴于这些发展，我们不能说工人与土地的分离和货币

经济的出现帮助中世纪农奴摆脱了奴役。土地私有化解放的不

是工人—— 男性或女性。它 “解放”的是资本，因为土地现在

可 以 “自由”地作为积累和剥削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

段。被解放的是地主，他们现在可以把大部分的再生产成本推

卸给工人，而工人只有在直接受雇时才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

当没有工作或没有足够的利润时，如在商业或农业危机时期,

工人反而会被解雇，挨饿也无人搭理。

工人与他们的生活资料分离以及他们开始依赖货币关系，也

意味着实际工资被削减了。男子的劳动被货币操纵，妇女的劳动

也因而进一步贬值了。然后一旦土地开始私有化，两个世纪以

来处于稳定的食品价格就会开始上涨，这并不是一种巧合。39

价格革命和欧洲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这 种 “通货膨胀”现象，由于其破坏性的社会后果而被命

名为价格革命（Ramsey 1971）。同时代的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

（如亚当•斯密）将其归因于黄金和白银自美洲抵达，并 “（通

过西班牙）以巨大的流量涌入欧洲"（Hamilton 1965： v i i）o 但

有人指出，这些金属开始在欧洲市场上流通之前，物价就已经

上涨了。“°此外，黄金和白银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可以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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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例如制作珠宝和黄金屋顶以及绣衣服。如果金银可以调

节价格，甚至可以把小麦变成贵重商品，那是因为它们被安置

在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

口 —— 在英格兰占1/3 ( Laslett 1971： 53 ) —— 无法获得土地，

不得不购买他们曾经生产的食物。同时，统治阶级已经学会利

用货币的神奇力量来削减劳动成本。换句话说，价格上涨是因

为国家和国际市场体系的发展鼓励了农产品的进出口，也是因

为商人囤积居奇。1565年 9 月，在安特卫普，“当穷人真的在街

上挨饿时”，一个仓库因为装了太多粮食而被压塌了(Hackett

Fischer 1996： 88 ) o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美洲的财富引发了大规模的财富

再分配和新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好价格上涨毁了小农，他们在收

成不再能养活自己时，不得不出卖土地去购买粮食或面包。同

时，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家阶层崛起了，他们通过投资农业和放

贷积累财富，而在当时拥有金钱对许多人来说生死攸关。2

价格革命还引发了历史性的实际工资暴跌，与我们当下众

多亚非拉国家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结构性调

整”的情况相当。到 1600年，西班牙的实际工资与1511年相

比，已经降低了 30%的购买力 (Hamilton 1965： 280 ) , 而其

他国家的下跌也同样严重。食品价格上涨了8 倍，工资却只增

加了 3 倍 (Hackett Fischer 1996： 74 ) o 这不是市场这只看不

见的手的作用，而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它阻止劳动者组织起来，

同时在定价和货物流动方面给予商人最大的自由。可以预见，

在几十年内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下降了 2 / 3 ,正 如 14世纪和 18

世纪之间英国木匠日工资(以千克粮食表示)的变化所显示的

( Slicher Van Bath 1963：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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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粮 食 (千克 )

1351 — 1400 121.8

1401 — 1450 155.1

1451 — 1500 143.5

1501 — 1550 122.4

1551 — 1600 83.0

1601 — 1650 48.3

1651 — 1700 74.1

1701 — 1750 94.6

1751 — 1800 79.6

欧洲的工资经过几个世纪才恢复到中世纪晚期的水平。情

况急剧恶化，以至于在英格兰，到 1550年，男性工匠必须工

作 4 0周才能达到该世纪初他们工作15周的收入。在法国，(见

第 101页图表 )1470年至 1570年间工资下降了 60% ( Hackett
Fischer 1996： 7 8 ) O 彘工资骤降对妇女而言尤其具有灾难性。

在 14世纪，妇女干同样的工作，得到的报酬是男人的一半；但

到了 16世纪中叶，她们只能挣到被削减后的男性工资的1/3o

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制造业，她们都无法再靠雇佣工作来养活

自己。这无疑是这一时期卖淫现象大规模蔓延的原因。"4接下来

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一现象如此广泛和普遍，以

至于在 1550年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工人被简称为

“穷人” O
工人的饮食变化就是这种广泛贫困化的证据。肉类从他们

的餐桌上消失了，只剩一些猪油渣，啤酒和葡萄酒、盐和橄榄

油也消失了(Braudel 1973： 127ff.； Le Roy Ladurie 1974 ) 0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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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到 18世纪，工人的饮食基本上由面包组成，这是他们

预算中的主要开支。与中世纪晚期典型的丰富肉食相比，这是

一个历史性的倒退(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饮食规范的变迁)。彼

得•克里特写道，在那个时候，“每年的肉类消费已经达到了每

人 100千克，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

字。而到了 19世纪，这一数字却下降到不足2 0千克 "(Kriedte

1983： 52 ) o 布劳德尔也谈到了 “肉食欧洲”的终结，他援引斯

瓦比亚人海因里希•穆勒 (Swabian Heinrich Muller ) 的证词，

穆勒在 1550年评论说：

……过去他们在农民家里吃的东西是不同的。那时，

每天都有大量的肉和食物；乡村集市和宴席上的桌子被它

们压得陷下去了。今天，一切都真的变了。这几年来，我

们实际经历的是多么灾难性的时代，多么高的物价啊！即

便是那些过得最好的农民，他们吃得还不如之前的日结工

和男仆。(Braudel 1973： 130)

不仅肉类消失了，粮食短缺也变得很普遍，粮食歉收的时

候，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稀少的粮食储备使粮食价格暴涨，城

市居民都陷入饥饿之中(Braudel 1966, Vol. I ： 328 )。这就是

16世纪 4 0年代到 5 0年代的饥荒情况，8 0年代到 9 0年代这几

十年也是如此。那是欧洲无产阶级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同时

出现了普遍的动乱和大量有记录可查的女巫审判。但在平常时

期，营养不良问题也很严峻，因此食物作为社会等级的标志获

得了很高的象征价值。穷人对食物的渴望空前绝后，激发了人

们有关庞大固埃式的狂欢(Pantagruelian orgies ) 的美梦，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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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在《巨人传》( 1552) 中描写的那样。同时，这使得人们

对某些事有种噩梦般的执迷，例如(意大利东北部的农民)认定

女巫会在夜间的乡村里游荡，吃他们的牛(Mazzali 1988： 73 ) 0

欧洲正准备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世界推动者，人们认为它

可能将人类带到新的技术和文化高度。但事实上，欧洲是一个

人们永远吃不饱饭的地方。人们强烈渴望着食物，以至于穷人

被认为是为了食物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在欧洲收成不好

的时候，农村以橡子、野根或树皮果腹。许多人在农村哭泣和

哀号，“他们饿得要吞掉田里的豆子”(Le Roy Ladurie 1974);

或者他们侵入城市，重新分配粮食或攻击富人的房子和粮仓，

而富人赶忙拿起武器、关闭城门，把饥饿的人赶出去 (Heller

1986： 56 — 63 ) o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启了欧洲工人漫长的饥荒时期—— 这

个时期可能是因为殖民带来的经济扩张而结束的。以下事实也证

明了这一观点：在 14世纪和 15世纪，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是要

求 “自由”和减少工作，而到了 16世纪和 17世纪，他们的斗争

主要是由饥饿引发。他们攻击面包店和粮仓，发起暴动来反对出

□当地农作物。"当局将参与这些袭击的人描述为“一无是处”

或 “贫穷”和 “卑微的人”，但其中大多数是勉强糊口的工匠。

食物暴动通常是由妇女发起和领导的。伊夫-玛丽•贝尔塞

( Ives-Marie BercC ) 研究了 17世纪法国的3 1次食物暴动，其

中有 6 次完全是由妇女组成的。在其他的暴动中，女性的参与

度也非常高以至于贝尔塞称其为“女性暴动”。 希拉•罗博特

姆 (Sheila Rowbotham ) 在评论 18世纪英格兰的这一现象时总

结说，女性在这种类型的抗议中非常突出，因为她们是家庭的

照顾者。但妇女的生活是被高物价影响最深的，因为她们比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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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革命和实际工资的下降，1480— 1640年。价格革命引发了实际工资的历

史性暴跌。在数十年内，实际工资的购买力降低了 2 /3。直到 19世纪，实际

工资才恢复到15世纪时的水平 (Phelps-Brown and Hopkins,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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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表揭示了价格革命的社会后果。它们分别显示了 1490年 至 1650年期

间英格兰粮食价格的上涨，1566年至 1602年期间(英格兰)埃塞克斯价格伴

随着财产犯罪的上涨，以及 1500年 至 1750年期间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

和西班牙以百万计的人口下降(Hackett Fischer,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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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难获得金钱和工作，她们的生存更依赖廉价的食物。这就

是为什么尽管她们处于从属地位，但当食物价格上涨或者有谣

言说粮食供应将被从城里运走时，她们会迅速走上街头。这就

是 1652年科尔多瓦起义时的情况：起义开始于“清晨……一

个贫困妇女抱着她饿死的儿子的尸体，在贫民区的街道上哭泣”

( Kamen 1971: 364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645年的蒙彼利埃,

当时妇女走上街头“保护她们的孩子不被饿死”(同上：356 ) O

在法国，当妇女确信粮食将被侵吞或发现富人买走了最好的面

包而只剩下分量较轻或较贵的面包时，她们就会围攻面包店。

这时，成群结队的贫困妇女会聚集在面包师的摊位前，要求得

到面包，并控诉面包师把供货藏了起来。在粮食市场的广场上

或在运载玉米的马车沿途，以 及 “在河岸，可以看到船夫在装

麻袋的地方，也爆发了暴动。在这些场合，暴动者用干草叉和

棍棒伏击马车……男人扛走麻袋，女人尽可能多地往裙子里装

粮食 "(Bercd 1990： 171 — 173 ) o

争夺食物的斗争还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如偷猎，从邻居的

田地或家里偷东西以及袭击富人的房子。在 1523年的特鲁瓦,

有传言说穷人把富人的房子烧了，准备入侵他们(Heller 1986：

55 — 56 ) O 在低地国家的梅赫伦，愤怒的农民用血标在投机者

的房子上做标记(Hackett Fischer 1996： 88 )。"食物罪" (food

crimes ) 在 16世纪和 17世纪的惩戒程序中占了很大比重。巫师

审判中反复出现的“恶魔宴会" ( diabolical banquet) 主题就是

一个典型。这 表 明 “平民”举办宴会吃烤羊肉、白面包，喝葡

萄酒被认为是一种邪恶行为。但是，饥肠辘辘的身体是穷人在

生存斗争中可用的主要武器。在饥荒时期，成群结队的流浪者

和乞丐包围着有钱人，因为饥饿和疾病，他们看起来半死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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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抓住有钱人的胳膊，把伤口暴露在他们面前，迫使他们生

活在感染和暴乱的恐惧之中。“一个威尼斯人在16世纪中叶写

道，走在大街上或在广场上逗留而没有一群人围着你乞讨是不

可能的：你看他们的脸上写着饥饿，眼睛像没有宝石的戒指，

他们形容枯槁，只剩下皮包骨。”(同上：88) 一个世纪之后的

佛罗伦萨情况也差不多。1650年 4 月，一个叫G .巴尔杜奇的人

抱怨说：“听弥撒是不可能的。礼拜总是会被那些赤身裸体、脓

疮遍布的可怜人打搅。" (Braudel 1966, Vol. II： 734 — 735 ) 47

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干预：

济贫与“工人阶级”的罪犯化

争取食物的斗争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关系扩张的唯一战线。各

地的人民群众都在抵制资本主义对之前生活的破坏，.他们与土地私

有化、废除习惯权利、征收新税、工资依赖(wage-dependence)、

军队持续在他们附近驻扎做斗争。人们非常憎恨军队这种做法，

急忙关闭城镇的大门，防止士兵在他们中间定居。

在法国，16世 纪 3 0年 代 到 17世 纪 7 0年代之间发生了

1 000次 “骚动”(起义)。有许多次全部省份都牵涉其中，引来

了军队的干预(Goubert 1986： 205)。英格兰、意大利和西班

牙也有类似的情况48, 这表明前资本主义的乡村世界即便被马克

思 以 “乡村愚昧"(rural id io c y )的名义否定，也可以发生高水

平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激烈程度与工业无产阶级的无异。

在中世纪，移民、流 浪 和 “侵犯财产罪”的兴起都是人们

对贫穷和掠夺的一种抵抗；这些现象已经声势浩大、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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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的家庭o 卢卡斯，范莱登(Lucas vanLeyden ) 的版画，1520年

如果我们相信同时代当局的抱怨，那么那个时候流浪者挤满并

改变了城市。他们跨越边境，睡在干草堆里或挤在城镇的入口。

大量的人处在自己的大迁徙中，几十年来都在当局的控制之外。

据报道，1545年仅在威尼斯就有6 000名流浪者。“在西班牙，

道路上充斥着流浪者，他们在每个城镇停留。" (Braudel, Vol.

n ： 7 4 0 )" 从英格兰开始(在这些事上英格兰总是先锋)，各个

国家通过了新的、严厉得多的反流浪者法律，规定了可以奴役

流浪者并对累犯处以死刑。但镇压没有起效，16世纪和 17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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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欧洲的道路仍然充满了大流动和冲突。在这些路上有逃避迫

害的异端分子、退伍军人、工匠和其他寻找工作的“老百姓”，

然后是外国工匠、被驱逐的农民、妓女、小贩、小偷、职业乞

丐。最重要的是，在欧洲的道路上讲述着发展中的无产阶级的故

事、传说和经验。同时，犯罪率也在上升。其比例之高，使我们

可以认为，百姓正在大规模地夺回和再度占用那些被富人窃取

的公共财富。50

今天，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的这些方面可能看来（至少对欧

洲来说）是过去的事情。或者，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 1973：

459） 中所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先决条件”将被更成熟的

资本主义形式克服。然而这些现象与我们眼下的全球化新阶段

的社会后果如此相似，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贫穷、叛 乱 和 “犯

罪”的升级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因素，因为资本主义必须

将劳动力从其再生产的资料中剥离出来，以强加自己的统治。

到 19世纪，在欧洲的工业化地区，最极端的无产阶级的苦

难和叛乱已经消失了，但这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带来的苦难消

失了。无产阶级的苦难和叛乱并没有结束，只是工人受到的超

级剥削减轻了。这最初是靠奴隶制的制度化达到的，后来是通

过殖民统治的持续扩张。

“过渡”时期在欧洲仍然是一个激烈的社会冲突时期。这一

时期为一系列国家举措提供了舞台。从效果来看，这些举措有三

个主要目标：（1 ） 创造更有纪律的劳动力；（2 ） 分散社会抗议；

（3 ） 将工人固定在强加给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让我们依次来看。

首先，在追求社会规训的过程中，统治者攻击了所有形式

的集体社会行为和性活动，包括体育运动、游戏、舞蹈、饮酒、

节庆和其他团体仪式，这些都是工人之间联结和团结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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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被鞭打着穿过街道

大量法案支持了这些管制：在英格兰，1601年至 1606年期间就

有 25项管理酒馆的法案(Underdown 1985： 47—4 8 )。彼得•伯

克 ( 1978 ) 在对此的研究中，认为这是一场反对“大众文化”

的运动。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问题是将劳动力再生产去社

会 化 (desocialization)或去集体化(decollectiv ization),以及

让人们的闲暇时光更有生产性。在英格兰，这一过程随着内战

( 1642— 1649 ) 后清教徒的上台而达到高潮。当时，统治者害

怕社会上无法无天的人，便禁止了所有无产阶级的集会和欢闹。

但 “道德改革”在非新教地区同样激烈，同一时期，宗教游行

取代了在教堂内外举行的跳舞和唱歌。甚至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也被私有化了：在新教地区是个人与神之间直接关系的建立；

在天主教地区是个人忏悔的引入。教堂本身作为一个社区中心，

除了针对邪教的活动外，不再主持任何社会活动。结果，社会

的隔离放大了土地私有化和圈禁公地造成的物理围墙。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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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从露天场地转移到家中，从社区转移到家庭，从公共空

间(公地、教堂)转移到私人空间。"

其次，在 1530年至 1560年的几十年间，至少有6 0个欧洲

城镇引入了公共援助制度，其中包括当地市政府的行动和中央

国家的直接干预。"公共援助的确切目的仍然饱受争议。虽然

关于这一主题的诸多文献认为，公共援助的引入是为了回应危

及社会控制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扬•穆利

耶 •布 唐 (Yann Moulier Boutang ) 在其关于强迫劳动的大规模

研究中坚持认为，这个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对无产阶级的“大固

定" ( The Great Fixation ) , 即防止劳动力逃跑。53

无论如何，公共援助的引入是工人与资本之间国家关系的

转折点，国家职能也因此被重新定义了。统治者首次认识到单

单以饥饿和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持续的。

国家将被重建为阶级关系的保障者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规训的

主要监督者，而公共援助则是向此方向迈进的第一步。

我们能在14世纪找到这种国家功能的先例。当时面对普遍

的反封建斗争，国家成了唯一能够对抗工人阶级的机构，此时

的工人阶级在各地区统一战线、持有武装，不再局限于对庄园

的政治经济提出诉求。1351年，英格兰通过《劳工法》，限定

了最高工资。自此，国家正式负责监管和压制劳工，而曾经行

使这一职能的地方领主不再有能力确保做好此事。但正是随着

公共援助的引入，国家开始要求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并在统

治阶级内部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使得雇主放弃对

工人再生产的任何责任。雇主确信国家无论是用胡萝卜还是大

棒都会对此进行干预，以解决不可避免的危机。随着这一创新，

社会再生产的管理也有了跃升，这导致了人口记录(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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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出生率、结婚率)的广泛实施，以及决算被用于记录

社会关系。法国里昂贫民局管理人员的工作堪称典范：到 16世

纪末，他们已经学会了计算穷人的数量，评估每个儿童或成人

所需的食物数量，并记录死者的情况，以确保没有人会以死者

的名义申请援助( Zemon Davis 1968： 244 —246 ) o

伴随着这门新的“社会科学”的出现，一场关于公共援助

管理的国际辩论也在展开，预示着当代关于福利的争议。社会

是只能支持那些无法工作的人，即所谓的“值得救助的穷人”

( deserving poor ) , 还是同样应该帮助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健

全”劳动者？为了不影响他们找工作，援助应该给他们多少钱？

从社会规训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公共援助的

一个关键目标是将工人与他们的工作联系起来。但是，在这些

问题上，人们很少能达成共识。

虽然像胡安•路易斯•比韦斯 (Juan Luis Vives ) 5 4这样的

人本主义改革者和富裕的市镇居民代言人认识到，更自由、更

集中的慈善分配(但不超过面包的分配)在经济和纪律性方面

有益，部分神职人员却极力反对禁止个人捐赠的做法。但是，

在不同的制度和观点下，援助的管理者都是非常吝啬的，因此

造成的冲突与救济一样多。被援助者对强加给他们的羞辱性仪

式感到不满，这些仪式包括给他们戴上“臭名的标记”(以前只

有麻风病人和犹太人才戴)，或者在法国参加每年的穷人队列，

在队伍中他们必须唱着赞美诗，举着蜡烛；当施舍品没有及时

发放或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会强烈抗议。针对这种情

况，一些法国城镇在分发食物或要求穷人以工换食物时设立了

围 栏 (Zemon Davis 1968： 249 ) o 在英格兰，随 着 16世纪的

发展，公共援助(包括儿童和老人)的条件是将受助者监禁在



1 1 0 凯列班与女巫

“济贫院”(w ork-house)中。在那里他们成为各种工作计划的

实验对象。”因此，这场源自圈地运动和价格革命的对工人的攻

击，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罪犯化。一个庞大

的无产阶级形成了，他们要么被监禁在新建的济贫院和教养院

里；要么在法律之外寻求生存，与国家公开对立—— 离鞭子和

绞索总是只有一■步之遥。

从组建辛勤的劳动力队伍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失

败。而 16世纪和 17世纪政治界对社会规训问题的持续关注显

示，同时代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此外，这种普遍的社会叛乱引发了许多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在

16世纪下半叶因新的经济衰退而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西班牙美洲在被征服后人口急剧下降，以及殖民地经济的萎缩。

人口下降、经济危机以及对妇女的规训

哥伦布登陆美洲大陆后，殖民者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美梦

(呼应了探险家对美洲森林中有“无尽的树”的估计)不到一个

世纪便破灭了。

欧洲人把死亡带到了美洲。虽然关于殖民入侵引发的人口

暴跌存在不同的估算，但学者们几乎一致地将其影响比作“美

洲大屠杀“。根据大卫•斯坦纳德 (David Stannard, 1992 ) 的

说法，征服美洲后的一个世纪，整个南美洲的人口减少了 7 500

万，占其居民的95% ( 1992： 268 — 305 ) 0 这也是安德烈•贡

德•弗兰克的估计，他写道：“在一个多世纪内，墨西哥、秘鲁

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印第安人人口减少了 90%甚至95%。”(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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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o 在墨西哥，人口 “从 1519年的 1 100万下降到 1565年的

650 万，再降到 1600 年的约 250 万”(Wallerstein 1974： 89n)。

到 1580年，“疾病……加上西班牙人的残暴行为，已经杀死或

赶走了安的列斯群岛和新西班牙的低地、秘鲁和加勒比海沿岸

的大多数人"(Crosby 1972： 3 8 )。它很快在巴西消灭了更多的

人。神职人员将这场“大屠杀”合理化为上帝对印第安人“兽

性”行为的惩罚(Williams 1986： 1 3 8 ) ;但大屠杀造成的经济

后果难以忽略。到 15世纪 8 0年代，西欧的人口也开始下降，

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德意志，人口下降达到顶峰，1 /3的
人口流失了。"

这是黑死病 ( 1345 — 1348 ) 之外另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危

机，而可怕的统计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死亡的大多是“穷人”。

当瘟疫或天花席卷城镇时，患病的大多数都不是富人，而是工

匠、日结工和流浪者(Kamen 1972： 32 — 33 ) o 他们死伤众多，

尸体遍布街道。当局谴责说这是一场阴谋，煽动民众追捕罪犯。

但统治者也将人口下降归咎于低出生率和穷人不愿意生育。这

种指控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很难讲，因为在 17世纪之前，人

□记录是参差不齐的。但我们知道，到 16世纪末，所有社会阶

层的结婚年龄都在提高，而且在同一时期，弃儿------种新的

现象—— 的数量开始增加。还有一些牧师在讲坛上指责年轻人

因为养不起孩子就选择不婚不育。

人口和经济危机的高峰期是17世纪 2 0年代和3 0年代的几

十年。欧洲和殖民地都面临着市场萎缩、贸易停摆、普遍失业。

有一段时间，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很可能崩溃。殖民地和欧

洲经济已经高度融合，危机的相互影响迅速加快了经济崩溃的

进程。这是第一次国际经济危机。正如历史学家所称，这是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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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危机" ( Kamen 1972： 307ff.; Hackett Fischer 1996： 91 ) o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口和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成

为政治辩论的焦点，并由此出现了许多针对性的政治策略。这

些策略便是人口政策和“生命权力”体制的最初元素。57我们这

里不该被一些粗糙的概念和国家的残酷手段迷惑，这些概念将

众 人 (populousness)与人口 (population)混为一谈" ，而国

家正是借此开始惩罚任何阻碍人口增长的行为的。我认为，16

世纪和 17世纪的人口危机而非18世纪欧洲饥荒的结束(如福

柯所言)，使生育和人口增长成为国家事务和知识话语的主要内

容。我进一步认为，迫 害 “女巫”的加剧和国家针对妇女的刑

罚也应追溯到这场危机。在这一时期，为管理生育和剥夺妇女

对生育的控制权，国家采取了许多新的规训方法。这一论点的

证据是间接的，而且应该承认有其他因素使得欧洲掌权者决心

愈加严格控制妇女的生育功能。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必须将财

产和经济关系的日益私有化囊括进来，这种私有化使得资产阶

级内部开始焦虑父权和妇女的行为问题。同样，那时有许多指

控说女巫把孩子献给了魔鬼—— 这是 16世纪和 17世 纪 “大猎

巫”的一个关键主题。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出对人口减少的关

注，而且可以读出有产阶级对从属阶级的恐惧。他们尤其害怕

底层妇女，她们以奴仆、乞丐或医女的身份，有很多机会进入

雇主家中从而给他们带来伤害。然而，恰恰在人口减少的时候，

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它强调劳动在经济生活里的中心

地位，同时欧洲的法典也引入了严厉的刑罚措施，以惩治犯有

生育罪的妇女。这些不可能单纯是一个巧合。

许多证据表明，人口危机、扩张主义的人口理论以及出台

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是一起发展出来的。到 16世纪中叶，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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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决定国家财富的观念已经成为某种社会公理。法国政治思

想家和恶魔学家让•博丹写道：“在我看来，人们永远不应该害

怕有太多的臣民或太多的公民，因为联邦的力量在于人。”(。。昨

monwealth, Book VI)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瓦尼•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 1533 — 1617) 有一个更复杂的方法，他认为人口数量

和生存手段之间应该平衡。不过，他还是宣称：“一个城市的伟

大并不取决于它的实际规模或它的城墙有多长，而是完全取决

于它的居民数量。”亨利四世说：“国王的力量和财富在于其公民

的数量和财富。”这句话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人口思想。

我们在新教改革计划中也可以发现这种对人口增长的关注。

改革者摒弃了传统基督教对贞洁的推崇，他们给婚姻、性行为

甚至妇女的生殖能力划定价值。路德承认，“人类的增加需要”

妇女，并 表 明 “无论她们的弱点是什么，妇女拥有一种可以抵

消所有弱点的美德：她们有一个子宫，她们可以生育 "(King

1991： 115 ) 0

对人口增长的支持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59而达到高潮，后

者认为大量人口的存在是一个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关键。重商主

义经常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为粗暴的思想体系，因为它假定国家

的财富与劳动力及货币的数量成正比。重商主义者十分渴求劳

动力，为了强迫人们工作，他们使用了许多残暴的手段。这也

是他们声名狼藉之处，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希望维持资本主义

是促进自由而非强制的假象。正是重商主义阶级发明了劳教所，

追捕流浪者，将 罪 犯 “流放”到美洲殖民地，投资奴隶贸易。

他们同时宣称“贫穷的效用"(utility of p o v e r ty ) ,并 断 言 “懒

惰”是一种社会瘟疫。因此人们没有认识到，重商主义者的理

论和实践最直接地表达了原始积累的要求，以及提出了首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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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解决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资本主义政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政策有其“强力”的一面，包括强加一个极权主义政权，

利用一切手段从每个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劳动力，而不论他

的年龄和状况如何。但它也有“广泛的一面”，即努力扩大人口

规模，从而扩大军队和劳动力的规模。

正如伊莱•赫克歇尔指出的：“在 17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

盛行的时期，所有国家都流行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增加人口的愿

望。" (Heckscher 1966： 1 5 8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关于人的新概

念，把人想象成只是国家的原材料、工人和饲养员 (Spengler

1965： 8 ) o 但是，甚至在重商主义理论的全盛时期之前，法国

和英格兰就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这与公共救济

相结合，形成了资本主义生育政策的雏形。新的法律愈发重视

婚姻而惩罚独身主义，仿照的是罗马帝国后期为此目的所采取

的法律。家庭作为提供财产传承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机构被

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同时，人们也开始记录人口。国家对性行

为、生育和家庭生活的监督干预也随之而来。

但为了恢复理想的人口比例，国家采取的主要举措是对妇

女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这显然是要打破她们对自己身体和生

育的控制。正如本书后面提到的，这场战争主要是以猎巫的形

式发动的。猎巫将任何形式的节育和非生育的性行为都妖魔化

了，同时指控妇女将孩子献给魔鬼。但它也依赖对什么构成生

殖犯罪的重新定义。因此，从 16世纪中叶开始，当葡萄牙船只

从非洲运回第一批人类货物时，所有的欧洲政府都开始对避孕、

堕胎和杀婴实施最严厉的刑罚。

杀婴在中世纪得到了一些宽恕，至少对于贫困妇女是这样；

但现在它被变成了一种死罪，而且其惩罚比大多数的男性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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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严厉。

在 1 6世纪的纽伦堡，杀害婴儿的母亲会被淹死；在

1580年，3 个被判杀婴罪的母亲的头颅被钉在脚手架上以示

众，那一年，杀婴的惩罚改为了斩首。（King 1991： 10） 6。

为了确保孕妇不终止妊娠，国家采取了新的监控形式。在

法国，1556年的一项皇家法令要求妇女对每次怀孕进行登记。

当婴儿被秘密分娩却在受洗前死去，该母亲无论是否被证实有

任何不法行为，都会被处死。1624年和 1690年，英格兰和苏格

兰也通过了类似的法规。国家还建立了一个间谍系统来监视未

婚母亲，并剥夺她们所有的支持。甚至接待未婚孕妇也被定为

非法，因为担心她们逃避公众监督；而那些与她结交的人则会

受到公众的批评（Wiesner 1993： 51— 52； Ozment 1983： 43 ）o

结果是，妇女开始被大量起诉，在 16世纪和 17世纪的欧

洲，因杀婴而被处决的人比因为其他罪行被处决的人要多——

除了巫术，巫术的指控也聚焦于杀害儿童和其他违反生殖规范

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杀婴和巫术这两种情况取消了限制妇

女法律责任的法规。因此，妇女第一次以自己作为合法成年人

的名义走进欧洲的法庭，被指控为女巫和杀童者。此外，这一

时期产婆受到的怀疑—— 导致男医生进入产房—— 更多来自当

局对杀婴的恐惧，而不是对产婆所谓的医术不精的担忧。

随着产婆被边缘化，妇女失去了对生育的控制权，在分娩

过程中沦为被动的角色，男医生则被视为真正的“生命赐予者”

（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术土的炼金术梦想）。伴随着这种转变，一

种新的医疗实践也盛行起来：在发生医疗紧急情况时，胎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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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优先于母亲的生命。这与由妇女掌控的分娩习俗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之前，未来母亲的床边聚集了一个妇女群体。为了

实现对妇女生育的控制，统治者必须将妇女群体赶出产房。产

婆必须被医生监视，或者成为管制妇女的角色。

在法国和德意志，产婆如果想继续执业就必须成为国家的

间谍。她们要报告所有的新生儿，发现非婚生子女的父亲，并

检查疑似秘密生育的妇女。当在教堂的台阶上发现弃婴时，她

们还必须检查一些可疑妇女是否有哺乳的迹象(Wiesner 1933：

52 ) o 亲戚和邻居也被要求进行类似的间谍行为，在新教国家和

城镇，邻居们应该监视妇女，并详尽报告有关的性细节：比如

一个女人在她丈夫不在的时候接待了一个男人，或者她和一个

男人一起进屋并关上了身后的门( Ozment 1983： 42 — 4 4 )。在

德意志，支持生育的运动高涨：如果妇女在分娩时没有做出足

够的努力或者对其后代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就会受到惩罚

(Rublack 1996： 92 ) o

这些政策持续了两个世纪(在18世纪末，欧洲仍有妇女因

杀婴而被处决)，其结果是妇女被生育奴役。虽然在中世纪妇

女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避孕药具，并无可争议地掌控生育过程,

但从现在开始，她们的子宫变成了由男人和国家控制的公共领

地，生育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

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妇女的命运与美洲殖民

地种植园的女奴隶类似，特别是在1807年奴隶贸易结束后，美

洲的女奴隶被主人强迫来繁殖新工人。这种比较显然有很大的

局限性：欧洲妇女没有公开受到性侵犯—— 尽管人们强奸无产

阶级妇女可能免受惩罚；她们也不必忍痛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带

走并在拍卖台上出售；她们从强迫生育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也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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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女奴隶的状况最明确地揭示了资

本主义积累的真相和逻辑。尽管存在差异，但在这两种情况下,

女性的身体都被变成了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的工具，被当作天

然的繁殖机器，以妇女无法控制的节奏运作。

马克思的分析中没有提到原始积累的这一面向。除了在

《共产党宣言》中评论资产阶级家庭内部妇女的作用—— 作为保

证家庭财产传承的继承人的生产者一马克思从未承认生育既

可以成为剥削的地带，也可以成为抵抗的场所。他从未想象过

妇女可以拒绝生育，也从未想象过这种拒绝可以成为阶级斗争

的一部分。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973： 100）中，他认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人口数量无关，因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资本所剥削的劳动力相对于“不变资本”（投资于机器和

其他生产资料的资本）而言不断减少，从而决定了 “剩余人口”

的产生。但是，这种机制，即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即"加，Vol. I ： 689ff.）, 是有前提

条件的。只有当生育是一个纯粹的生物过程或对经济变化自动

做出反应的活动时，以及在资本和国家不需要担心“妇女罢工

反对生育”的情况下，它才可能盛行。事实上，这就是马克思

所假设的。他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人口增加，其中的

原因他偶尔会讨论。但是，和亚当•斯密一样，他认为这种增加

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多次将

“乘馀人口”的计算与人口的“自然增长”进行对比。为什么生

育应该是“自然的事实”，而不是有不同利益和权力关系投入的

由历史决定的社会活动？这是马克思没有问的问题。他也没有

想到，男人和女人在生育上可能有不同的利益。他把这项活动

当作一个不分性别的、无差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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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生育和人口变化与自动或“自然”相去甚远。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国家不得不采取监管和强制的手

段以扩大或减少劳动力。这在资本主义起飞的时候尤其明显,

当时工人的肌肉和骨骼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但即使在后来——

直到现在—— 国家也不遗余力地试图从妇女手中夺取对生育的

控制权，并决定哪些孩子应该出生，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出

生，或者出生多少。因此，妇女常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

生育。她们与自己的身体、“劳动”甚至孩子疏离。她们对这种

疏离的体会比任何其他工人的都要深(Martin 1987： 19 — 21 ) o

事实上，没有人能描绘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的身体与自己对抗时

所遭受的痛苦和绝望。而当妇女违背自己的意愿怀孕时，这种

情况必然发生。当妇女在婚外怀孕并遭受刑罚时，当妇女因为

生孩子而更容易被社会排斥甚至面临死亡时，情况尤为如此。

对妇女劳动的贬低

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被认定为犯罪，对于这一现象，无论

是从它对妇女的影响还是从它对资本主义工作组织产生的后果

来看，我们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据记载，中世纪的妇

女拥有许多避孕手段，其中大部分是将草药制成药水和“药膏”

来加速妇女的月经，引起流产或造成不孕。在 《夏娃的草药：西

方避孕史》(Eve's Herbs: A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 in the West,

1997 ) 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里德尔 (John R id d le )列

出一份广泛的目录，囊括了最常用的物质及其药效。61避孕的人

罪化从妇女身上剥夺了这种代代相传的、她们从中获得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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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自主权的知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知识似乎并没有丢失，

而只是转入地下；然而，当控制生育再次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时，

避孕手段不再为女性所用，而是专门为男性而造。虽然我参考

了里德尔的作品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这种转变带来了哪些人口

方面的后果，我暂时不去追究。在这里，我只想强调，通过剥

夺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国家剥夺了她们身心完整的最基

本条件，并将怀孕降格为强迫劳动。此外，国家还将妇女限制

在先前社会未知的再生产劳动中。然而，强迫妇女违背自己的

意愿生育，或 者 （正如 2 0世纪 7 0年代的一首女权主义歌曲所

唱的那样）强迫她们“为国家生孩子” ％ 只是部分地界定了妇

女在新性别劳动分工中的职能。另一个与之互补的方面是它将

妇女定义为非劳动者（non-worker） 0 这是一个被女权主义历史

学家大量研究的过程，它到 17世纪末几乎已经完成。

这时，妇女甚至在曾经是她们独有的工作方面也失去了地

位，如啤酒酿造和助产。她们的就业受到了新的限制。特别是

无产阶级妇女发现，她们很难获得任何其他工作，除了那些地

位最低的：家庭用人（1 /3的女性劳动力）、农场工人、纺纱

工、编织工、刺绣工、小贩、奶妈。正如梅里•威斯纳所言，

这样的假设正在逐渐深入人心（在法律、税收记录和行会条例

中），即妇女不应外出工作，只能以帮助她的丈夫为目的而从事

“生产”。甚至有人认为，妇女在家里做的任何工作都是“非工

作”，即使是为市场做的工作也是毫无价值的（Wiesner 1993：

83ff.）。因此，如果一个女人缝制一些衣服，那 就 是 “家务劳

动”或 “料理家事”，即使这些衣服不是为家庭准备的。而当一

个男人做同样的工作时，则被视为“生产”。对妇女劳动的贬低

就是这样，城市政府告诉行会忽略妇女（尤其是寡妇）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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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生产，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妇女只是为了摆脱

公共救济才需要这些工作。威斯纳补充说，妇女接受了这种杜

撰，甚至为要求工作而道歉，以她们需要养活自己为由恳求工

作 (同 上 ：84 — 8 5)。很快，所有女性的工作，如果是在家里

做的，都被定义为“家务”，即使是在外面做的，报酬也比男性

工作的低，而且这些工作的报酬从来都不够女性维持生计。现

在，婚姻被视为妇女的真正职业。妇女无法养活自己被认为是

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当一个单身妇女试图在一个村庄定居时，

即便她赚到了工资，也会被赶走。

伴随着掠夺土地，这种雇佣劳动带来的权力丧失导致了卖

淫的大规模扩大。正如勒罗伊•拉杜里报告的那样，法国妓女数

量的增长随处可见：

从阿维尼翁到纳博讷再到巴塞罗那，“放荡的女人”

( femmes de debauche ) 在城市的入口、红灯区的街道...

以及桥梁上驻扎。到 1594年时，“可耻的交易”空前繁荣。

( Le Roy Ladurie 1974： 112— 113 )

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情况也类似，在城市里，每天都有从农

村来的贫困妇女甚至是工匠的妻子以这种工作来添补家庭收入。

1631年，马德里政治当局发布的一项公告谴责了这个问题，公

告抱怨说现在有许多流浪妇女在城市的街道、小巷和酒馆中徘

徊，勾引男人与她们一起犯罪 (Vigil 1986： 114— 115)o 但

是，当卖淫成为大量女性人口的主要生存方式时，政府机构对

它的态度就变化了。在中世纪晚期，它被官方接纳为一种必要

的恶，妓女们从高工资制度中受益。而在 16世纪，情况发生了



妓女和士兵。妓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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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在以新教改革和猎杀女巫为代表的强烈厌女情绪下，卖

淫首先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后入罪。1530年至 1560年间，各地

的城镇妓院被关闭，妓女尤其是街头流浪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被放逐、鞭打，受到其他残酷的惩罚形式。其中有“浸水椅”

( ducking stool) 或阿卡布萨德(acabussade )   尼基•罗伯茨

描述它是“一部残酷的戏剧”—— 受害者被捆绑起来，有时她

们被迫进入一个笼子，然后被反复浸入河或池塘里，直到她们

几乎被淹死 (Roberts 1992： 115 — 116)0 同时，在 16世纪的

法国，强奸妓女不再是一种犯罪。 在马德里，当局也判定不允

许女性流浪者和妓女在街上与城市的门廊下逗留和睡觉。如果

被抓到，她们应该被抽100鞭子，然后在 6 年内被禁止进入城

市，此外还要剃光头和眉毛。

如何解释这种对女性劳动者的猛烈攻击？妇女被排除在社

会认可的工作和货币关系领域之外，这与强加给她们的强迫生

育以及同时代的大规模猎杀有什么关系？

在资本主义对妇女进行了4 个世纪的规训之后，现在来看

这些现象，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妇女的雇佣劳动、家

务劳动和(有偿)性工作仍然经常被孤立地研究，但我们现在

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妇女在雇佣劳动中遭受的歧视直接源于她

们在家庭中作为无酬劳动者的职能。因此，我们可以将禁止卖

淫和从有组织的工作场所中驱逐妇女，与创造家庭主妇和重建

家庭作为生产劳动力的场所联系起来。然而，从理论和政治的

角度来看，基本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这种对妇女的降格是可

能的，什么社会力量促进了这种降格或与之共谋？

这里的答案是，贬低妇女劳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手工业者

从 15世纪末开始发起的运动。他们将女工排除在工作车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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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概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商人的攻击，因为资本家

正以更低的工资雇用妇女。工匠的努力留下了大量的证据。64无

论是在意大利、法国还是德意志，工匠都向当局请愿，不允许

妇女同他们竞争，禁止妇女进入他们的队伍。当禁令未被遵守

时，他们就进行罢工，甚至拒绝与同妇女一起工作过的男人共

一个妓女正在遭受阿卡布萨德的折磨。“她将被淹没在河中数次，然后遭到终

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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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看起来工匠对于将妇女限制于从事家务劳动也很感兴趣，

因为他们经济困难，“妻子谨慎地料理家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成

为避免破产和保持小店独立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格丽德•布劳纳

(上述引文的作者)谈到了德意志工匠对这一社会规则的重视

( Brauner 1995： 96 — 97 ) o 妇女试图抵抗这一冲击，但面对男

工的恐吓，她们失败了。那些敢于走出家门，在公共空间为市

场工作的妇女被描绘成淫荡的泼妇，甚至是“妓女”和 “女巫”

(Howell 1986： 182— 183 ) 0 6 5 的确，有证据表明，到 15世纪

末，厌女症的浪潮在欧洲各城市愈演愈烈，这反映在男性执迷

于 “马裤之争”和不听话的妻子性格上—— 在流行文学中，她

们被描绘成殴打丈夫或骑在他们背上的形象。厌女症也源于这

专横的妻子挑战了性

的等级制度，并且会

殴打丈夫。与 “马裤

之争” 一道，这一形

象是 1 6世纪和 1 7世

纪社会文学最喜欢的

靶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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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适得其反的)将妇女赶出工作场所和市场的企图。

另外，很明显，如果当局不与之合作，这一企图就不会成

功。但他们显然看到，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除了安抚

反叛的工匠之外，从手工业中驱赶妇女，为她们固定从事再生

产劳动和在家庭手工业中作为低工资工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妇女：新的公地和失地的替代品

手工业者和城市当局之间的这种联盟，加上土地的持续私

有化，塑造了一种新的性别劳动分工。或者用卡罗尔•帕特曼

(Carol Pateman, 1988 ) 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性契约"66——

妇女被母亲、妻子、女儿、寡妇等词语定义，她们作为工人的

身份被隐藏了，同时男人得以免费获得妇女的身体、劳动，以

及她们孩子的身体和劳动。

根据这种新的社会-性别契约，无产阶级妇女对男性工人而

言，成了男人在圈地中丧失的土地的替代品，成为他们最基本

的再生产资料，成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和使用的公共物品。

“普通妇女”(Karras 1989 ) ，7这一概念呼应了一种“原始占有”

(primitive appropriation ) o 在 16世纪，这个概念是指那些卖淫

的人。但在新的工作组织中，每个女人(除了那些被资产阶级

男性私有化的女人)都成了公共物品，因为一旦妇女的活动被

定义为非工作，妇女的劳动就开始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出现——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就像呼吸空气和饮水一样。

这对妇女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挫败。随着她们被逐出手工

业和再生产劳动的贬值，贫穷变得女性化了。为了使男人对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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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劳动强制进行“原始占有”，一个新的父权秩序被构建起来,

使得妇女陷入了双重依赖：对雇主的和对男人的。因为在前资

本主义时代的欧洲，由于妇女可以使用公地和其他公共资产,

妇女对男性的从属得以缓和。而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

本身也成为公地，因为她们的劳动被定义为自然资源，并处于

市场关系之外。

工资的父权制

在这一情况下，家庭内部发生的变化尤为显著。这一时期，

家庭开始从公共领域分离出来，并具备了作为劳动力再生产中

枢的现代意涵。

家庭是市场的对应物，社会关系私有化的工具，也是传播

资本主义规训和父权统治的工具。在原始积累时期，家庭也成

为占有和掩盖妇女劳动的最重要机构。68

在研究工人阶级的家庭时，我们尤其能看到这一点。然而

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以前的讨论更多关注了有产

者的家庭，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提到的那个时代，它是父母和

婚姻关系的主导形式和模式。人们对作为政治机构的家庭比作为

工作场所的家庭更感兴趣。于是，人们强调在新的资产阶级家庭

中，丈夫代表国家，负责约束和监督“从属阶级”。16世纪和 17

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例如让•博丹)认为从属阶级包括男人的妻

子和他的孩子(Schochet 1975)。于是，家庭被确立为一个微型

国家或微型教会，当局则要求单身工人生活在主人的屋檐和统治

之下。还有人指出，妇女在资产阶级家庭中丧失了很多权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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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常被排除在家族生意之外，其职能被限制在监督家务事上。

在上层阶级中，正是财产赋予了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力。

但是，这幅图景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男性通过将妇女排除在工

资之外的方式，也得到了类似的权力。

这种趋势的典型是包出制中的家庭工人( cottage worker) o

男性家庭工人非但没有逃避婚姻和组建家庭，反而依赖婚姻，

因为妻子可以“帮助”他们为商人工作，同时照顾他们的身体

需要，并为他们生孩子。这些孩子从小就可以在织布机上工作

或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因此，即使在人口减少的时候，家

庭工人显然也在继续繁殖；他们的家庭规模十分庞大。一位 17

世纪的奥地利人看到村里的人时，描述他们挤在家里像麻雀挤

在椽子上。这种安排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妻子与丈夫并肩工

作，她也为市场生产，但现在丈夫领走了她的工资。其他女工

结婚后也是如此。在英格兰，“已婚男子……在法律上有权获得

他妻子的收入”，即便她的工作是看护或哺乳。因此，当堂区雇

佣妇女做这些工作时，记 录 “经常隐藏(她们)作为工人的存

在”，显示以男子的名义收款。“付给丈夫还是妻子全凭书记员

的心情。" (Mendelson and Crawford 1998 ： 287 )

这一政策使得妇女不可能有自己的钱，为她们屈从于男性

和男性工人占有她们的劳动创造了物质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谈到了工资的父权制。69我们还必须重新思考“工资奴隶

制" (wage s la v e ry )的概念。如果在新的雇佣劳动制度下，男

性工人确实只是在形式上获得了自由，那么在向资本主义过渡

的过程中，最接近奴隶处境的工人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妇女。

，同时，鉴于雇佣工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妇女为繁衍家庭所

做的家务必然是有限的。无论是否结婚，无产阶级妇女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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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多份工作来赚一些外快。此外，家务劳动还需要一些再生

产资本：家具、器皿、衣服、买食物的钱。但雇佣工人的生活

很差，“夜以继日地苦干”（正如 1524年纽伦堡的一位工匠所谴

责的那样），只是为了养家糊口（Brauner 1995： 9 6 ）。大多数

人勉强有片瓦遮风。人和牲口一起住在小屋里，没有任何卫生

可 言 （即使条件较好的人也很难讲卫生）；他们衣衫褴褛，最多

只能以面包、奶酪和蔬菜果腹。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在工

人阶级中看不到全职家庭主妇的典型形象。只是到了 19世纪，

为了应对第一波反对工业劳动的激烈斗争，工人阶级中才普及

了以全职家庭主妇的无偿再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现代家庭”。这

一现象首先出现在英国，而后在美国。

它的发展（在 《工厂法》限制妇女和儿童就业之后）反映

了资产阶级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第一次长期投资，而不仅仅

是追求其数量上的扩张。这是在叛乱威胁下的一种妥协，即给

予工人更高的工资（能够养活“不工作”的妻子）和更密集的

剥削率。马克思将其称为从“绝对剩余”到 “相对剩余”的转

变。也就是说，剥削从基于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时长并降低工

资，转变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速度来弥补高工资和短工时。

站在资本家的角度出发，这是一场推翻了长期“低工资”制度

的社会革命。它源自工人和雇主之间达成的新的协议，同时这

场变革再次建立在从工资制度中排除妇女的基础上—— 她们在

工业革命早期获得的雇佣也走向了终结。这也标志着新的资本

主义财富—— 它是两个世纪以来剥削奴隶劳动的产物，很快又

被新阶段的殖民扩张所推动。

相比之下，在 16世纪和 17世纪，人们尽管十分关注人口

规 模 和 “有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 ）的数量，对劳动力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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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实际投资却极低。因此，无产阶级妇女从事的大部分再

生产劳动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她们雇主的家庭或

市场。在英格兰、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平均有 1 /3的女性

人口做女佣。因此，在无产阶级中，延迟婚姻和家庭解体是大

势所趋（16世纪的英格兰村庄每年有50%的人员流动）。经常

的情况是穷人甚至被禁止结婚，当时人们担心他们的孩子会沦

落到依赖公共救济金。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孩子就会被从

家人身边带走，出租给堂区充当劳动力。据估计，欧洲农村有

1/3或更多的人口保持单身；在城镇，这一比例甚至更高，特别

是在德意志的妇女中，有 80%是 “老处女”或 寡 妇（Ozment

1983： 41— 42 ）o

尽管无产阶级妇女所做的家务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她

们必须始终为市场工作，但在过渡时期的工人阶级群体中，我们

已经看到了性别分工的出现，它将成为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典

型。它的核心是男性和女性劳动之间的日益分化，女性和男性

执行的任务变得更加多样化，并将成为不同社会关系的载体。

男性工人可能既没钱也没权，但他们仍然可以从妻子的劳

动和工资中获益，或者他们可以购买妓女的服务。在整个无产

阶级化的第一阶段，妓女经常为男工履行妻子的职能，除了为

他们提供性服务外，还为他们做饭、洗衣。此外，卖淫人罪化

惩罚了妇女，却几乎没有触及男性顾客，反而加强了男性权力。

现在，一个男人想要摧毁一个女人，只需宣布她是一个妓女,

或者到处说她已屈服于他的性欲。妇女不得不恳求男人“不要

夺走她们的名誉”（名誉是社会留给她们的唯一财产）（Cavallao

and Cerutti 1980： 346ff. ）o 她们假定自己的命运如今掌握在男

人手中，他 们 （像封建领主一样）可以对自己行使生杀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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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服妇女并重新定义女性与男性气质：

妇女是欧洲的野蛮人

鉴于这种对妇女的劳动和社会地位的贬低，“过渡时期”的

文学和社会政策将妇女不服从以及“驯服”妇女的方法作为主

题 (Underdown 1985a： 116— 136 ) 70, 也就不足为奇了。妇女

作为工人的价值被完全贬低，她们相对于男性的自主权也被剥

夺，这和她们经历的一个激烈的社会贬低过程是同步的；事实

上，整个 16世纪和 17世纪，妇女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丧

失了优势。

这方面变化的一个关键领域是法律。在这一时期，我们可

以看到妇女的权利被不断削弱。, I妇女失去的主要权利之一是作为

独立女性(femme so les)单独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在法国，她

们失去了签订合同或在法庭上代表自己的权利，被宣布为法律

上 的 “低能者" ( imbecile )。在意大利，她们开始越来越少出

现在法庭上来谴责针对妇女的虐待行为。在德意志，当一个中

产阶级妇女成为寡妇时，她需要指定一名监护人来管理她的事

务。德意志妇女还被禁止单独生活或与其他妇女生活在一起。

对于贫困妇女，她们甚至被禁止与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因

为人们认为她们不会受到适当的控制。总之，在经济和社会贬

值的同时，妇女经历了一个法律上的幼儿化( infantilization )

过程。

新的空间性别分化也显示着妇女丧失了社会权力。在地中

海国家，妇女不但被赶出许多有偿劳动的领域，还被赶出街

道 —— 在那里，一个落单的妇女有可能被嘲笑或性侵(Davis

1998 ) o 在英格兰也是如此(在一些意大利游客的眼中，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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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女性天堂”）, 妇女在公共场合露面开始被人诟病。英格兰

妇女被劝阻不要坐在家门口或待在窗边；她们还被指示不要和

自己的女性朋友在一起（在这一时期，“八卦” 一 词 一 女 性 朋

友 一 开 始 包 含 贬 义 ）。甚至有人建议妇女婚后不应经常探望

父母。

学术界和大众文学就女性美德和恶习的性质展开了广泛的

辩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性别分工如何重塑了男女关系。

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这是于意识形态上重新定义性别

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这场辩论从早期开始就被称为“妇女之

争”。从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主题有了新的好奇

心。这表明旧的规范正在被打破，公众开始意识到性政治的基

本要素正在被重新构建。我们可以在这场辩论中发现两种趋势：

一方面，新的文化准则被建构起来，最大限度地放大了男女之

间的差异，创造了更多女性和男性的原型（Fortunati 1984 ）；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女性天生就比男性差，如过于情绪化、淫

荡和无法管理自己，因此必须置于男性的控制之下。正如人们

共同谴责巫术一样，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跨越了宗教和知

识的界线。从讲坛、书本到人文主义者、新教改革者、反改革

的天主教徒，各方都在合作，不断执着地诋毁妇女。

妇女被指责为不可理喻、虚荣、野蛮、浪费。女性的舌头

尤其受到指责，被视为妇女反叛的工具。但坏女人主要是不听

话的妻子，她 与 “骂街泼妇”“女巫”和 “妓女” 一起，是戏剧

家、通俗作家和道德家最喜欢攻击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莎

土比亚的《驯悍记》（ 1593 ）是那个时代的宣言。无数厌女的

戏剧和小册子呼吁和赞美对不服从父权权威的女性的惩罚，伊

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时期的英格兰文学也是大量欣赏此类主题。



第 2 章 积累劳动力与贬低妇女133

一个泼妇被套上“辔头”在

社区游街。这是一个铁制

的装置，用尖锐的舌片惩

罚妇女。重要的是，欧洲的

奴隶贩子在非洲也使用类似

的装置来制服他们的俘虏,

并将他们带到船上

这一类型的典型是约翰•福特的《可惜她是个妓女》( Tis a Pity

She's a Whore, 1633 ) , 该作品的结局说教式地暗杀、处决和谋

杀了 4 个女性角色中的3 个。其他关注管教妇女的经典作品有：

约瑟夫•斯维特南 ( Joseph Swetnam ) 的 《对淫荡、懒散、乖戾

和不忠诚女性的传讯》( The Arraignment of Lewd, Idle, Froward, In­

constant Women, 1615 ) ; 以及《妇女议会》(The Parliament of Wom­

en, 1 6 4 6 ) ,这是一部主要针对中产阶级妇女的讽刺作品，将她们

描绘成忙于制定法律来将丈夫踩在脚下的人。”同时，为了控

制妇女在家庭内外的行为，新的法律和酷刑形式被引入，这证

实文学对妇女的诋毁是一个精确的政治计划，旨在剥夺妇女的

所有自主权和社会权力。在理性时代的欧洲，被指责为泼妇的

女人像狗一样被戴上□套游街示众；妓女被鞭打，或被关进笼

子遭受假溺，而对被判通奸罪的妇女则处以极刑(Under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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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a： 117ff. ）o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征服美洲大陆之后关于这一主题的

文学中，妇女受到的敌意和疏远感与“印第安野蛮人”相同。

这种对照关系并不是随机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学和文化上

的诋毁都是为掠夺计划服务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妖魔化美

洲原住民是为了证明奴役他们和掠夺其资源是合理的。在欧洲,

攻击妇女为男人占有她们的劳动力和将她们对生育的控制权定

罪提供了理由。抵抗的代价始终是灭亡。如果没有恐怖运动的

支持，这些针对欧洲妇女和殖民者的战术都不会成功。就欧洲

妇女而言，在构建她们新的社会功能和贬低她们的社会身份方

面，猎杀女巫发挥了主要作用。

妇女被妖魔化并遭到残暴的对待和凌辱，这在女性的集体

心灵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感知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各个

角 度 来 看 一 社 会 、经济、文化、政治—— 猎巫是妇女生活中

的一个转折点；它相当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 1884 ）中提到的作为母权制世界衰落原因的历史性失败。

因为猎巫行动摧毁了整个女性实践、集体关系和知识体系的世

界。这些是前资本主义欧洲妇女权力的基础，也是她们在反封

建斗争中进行抵抗的条件。

这次失败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女性模式，即理想的妇女和妻

子—— 被动、顺从、节俭、少言寡语、永远忙于工作、贞洁。

这一变化始于 17世纪末，此前妇女已经遭受了两个多世纪的

国家恐怖主义。妇女被击败后，在 “过渡时期”构建的女性形

象就被作为一个不必要的工具而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顺

从的新形象。在猎巫时，妇女被描绘成野蛮的生命，智力薄弱，

精力旺盛，叛逆，不服从命令，无法控制自己。而到了 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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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准则已经被颠覆。妇女现在被描绘成被动的无性生命，比

男人更顺从、更有道德感，能够积极地影响他们的道德。甚至

她们的非理性现在也拥有了价值，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培尔

尔在他的《历史与批判辞典》（ 1740） 中意识到的那样，他赞扬

《妇女议会》（1646）的正面插图。这是一部典型的反妇女的讽刺作品，并在

内战时期主导了英格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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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女子“母性本能”的力量，认为它应该被看作一种真正的神

赐。母性确保了妇女尽管在生育和养育孩子上面临了不利因素,

也能够继续繁衍。

殖民、全球化与妇女

在欧洲，统治者对人口危机的反应是让妇女屈从于生育。

而在殖民时期的美洲，殖民毁灭了 95%的原住民人口，欧洲统

治阶级对此的反应是以奴隶贸易获取大量的劳动力。

早在 16世纪，大约有 100万非洲奴隶和原住民工人在美洲

殖民地为西班牙生产剩余价值。他们遭受的剥削比率远远高于

欧洲工人，并推动了欧洲经济部门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Blaut

1992a： 45 —46 ) O 73到 1600年，仅巴西出口的糖，其价值就

是英格兰同年出口所有羊毛的两倍(同上：4 2 )。黄金和白银在

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巴西进口的

黄金重新激活了欧洲的商业和工业(DeVries 1976： 20 ) o 到

1640年，进口的黄金达到了 17 000多吨，这使当地的资产阶

级在获得工人、商品和土地方面具备了特殊优势(Blaut 1992a：

38 — 40 ) o 然而真正的财富是由奴隶贸易而积累起来的劳动力，

它让一种无法在欧洲施行的生产模式成为可能。

现在已经确定，种植园制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正如

埃里克•威廉斯 (Eric Williams ) 所论证的那样。他指出，在利

物浦和布里斯托，没有一块砖不是用非洲人的血砌成的( 1944：
61— 6 3 )。但若没有欧洲对美洲的“侵吞”，以及两个世纪以来

从种植园流向欧洲的“血汗”，资本主义甚至可能不会起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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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奴隶制对资本主

义历史的重要性；以及为何当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系统性地

受到重大经济危机的威胁时，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启动一个“原

始积累”的过程，即大规模殖民和奴役。我们当下目睹的过程

正是如此（Bales 1999 ）0

种植园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积累了

大量剩余劳动力，还由于其建立了劳动力管理、出口导向型生

产、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的模式，这一模式将成为资产阶级

关系的模板。

种植园集中了大量的工人，其俘虏的劳动力背井离乡，无

法依靠当地的支持。它不仅预示着工厂，也预示着后来利用移

民和全球化来削减劳动力成本的做法。特别是，种植园是形成

国际分工的关键一步，它 （通过生产“消费品”）将奴隶的劳动

纳入欧洲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使受奴役的工人和雇佣工人在

地理上和社会上保持割裂。

糖、茶、烟草、朗姆酒和棉花，这些与面包一样是欧洲劳

动力生产中最重要的商品，直到 17世纪 5 0年代以后，在奴隶

制被制度化和欧洲工资开始（适度）上涨之后，它们的殖民生

产才大幅提高（Rowling 1987： 51, 76, 85 ）o 然而，这里有一

点必须提及，当这些产量确实大幅提高时，有两个机制被引入，

从国际层面极大重组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一方面，全球生产线

的建立降低了在欧洲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的成本，并将奴工

和雇佣工人联系起来。这预示了资本主义目前对亚洲、非洲和

美洲的工人利用以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廉价”消

费品 （由于敢死队和军事暴力而变得廉价）。

另一方面，奴工生产的商品以大都市的工资为载体进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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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奴役劳动的产品的价值由此得以实现。这样一来，就像女

性的家务劳动一样，受奴役的劳动力被进一步纳入大都市劳动

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工资被进一步重新定义为积累的工具。

也就是说，工资成为一种杠杆，不但调动了由它购买的劳动

力，还调动了它隐藏的劳动力，因为奴工的工作条件是没有工

资的。

欧洲的工人是否知道他们购买的是由奴工生产的产品？如

果他们知道，他们是否反对？这是一个我们想问他们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茶叶、糖、朗姆酒、

烟草和棉花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作为原材料或奴隶贸易的交

换手段推动了工厂制度的兴起。然而它们的历史远比我们从它

们对工厂制度的贡献中推断出的要重大得多。因为随着这些

“出口产品”而来的不仅是奴隶的鲜血，还是一种新的剥削科学

的种子，以及工人阶级的新分化。通过这种分化，雇佣劳动不

是奴隶制的替代品，而是延长劳动时间的那无酬部分（如女性

无酬劳动）的手段。

美洲奴工和欧洲雇佣劳动者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

加勒比群岛，奴隶可以分到一块土地（“供应地”）自用。分配

给他们多少土地，给他们多少时间耕种，都与世界市场上的糖

价成正比（Morrissey 1989： 51 — 5 9）—— 这似乎是由工人工

资和工人再生产的斗争动态来决定的。

然而，如果我们断定，由于奴隶劳动融入了欧洲雇佣无产

阶级的生产中，欧洲工人和大都会资本家对廉价进口商品便有

着共同的愿望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那将是错误的。

实际上，和征服美洲一样，奴隶贸易对欧洲工人来说是一

个划时代的不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奴隶制（就像猎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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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来传入欧洲的劳动控制方法的一个主要实验场所。奴隶制

还影响了欧洲工人的工资和法律地位；因为只有在奴隶制结束

后，欧洲的工资才有了巨大的增长，欧洲工人才获得了组织权，

这不可能是一种巧合。

也很难想象欧洲的工人从征服美洲中获利，至少在其最初

阶段是如此。让我们记住，正是激烈的反封建斗争刺激了小贵

族和商人寻求殖民扩张，而征服者来自欧洲工人阶级最讨厌的

敌人。同样重要的是，征服美洲为欧洲统治阶级提供了金银财

宝来雇佣军队击败城市和农村起义；而且，在阿拉瓦克人、阿

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被征服的同一时期，欧洲的工人被驱逐出家

园，像动物一样被打上烙印，被当作巫婆烧死。

因此，我们不应认为欧洲无产阶级总是掠夺美洲的帮凶，

尽管个别无产阶级无疑是这样。贵 族 对 “下层阶级”的合作期

望是很低的，因此最初西班牙人只允许少数人登船。在整个 16

世纪，只有 8 000名西班牙人合法地移民到美洲，神职人员占了

17% ( Hamilton 1965： 299； Williams 1984： 38—4 0 )。甚至后

来，人们被禁止独立在海外定居，因为统治者担心他们会与当

地人勾结。

对大多数无产者而言，在 17世纪和18世纪，要进入“新大

陆”只能靠契约仆役( indentured servitude ) 和 "流放 "。为了

惩罚罪犯、政治和宗教异见者以及因圈地而产生的大量流浪汉

和乞丐，英国当局便将他们发配到新大陆。正如彼得•莱恩博和

马库斯•雷迪克在《多头蛇》( The Many-Headed Hydra, 2000 )

中指出的，殖民者恐惧不加限制的移民是有原因的。面对欧洲

普遍悲苦的生活条件，关于新世界的报道对人们产生了强大的

吸引力。这些报道将新世界描绘成一片神奇的土地，人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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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没有劳苦和暴政，没有主人和贪婪，没有你我之分，所有

东西都是公共的(Linebaugh and Rediker 2000； Brandon 1986：

6 — 7)。新世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所提供的新社会的愿景显

然影响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使得一种新的“自由”概念出

现了。自由被认为是“不受制于人" (masterlessness ) 的象征，

这是欧洲政治理论中之前没有的思想 (Brandon 1986： 23 —

2 8 )。毫不奇怪，一些欧洲人试图完全沉浸在这个乌托邦世界

中，正如莱恩博和雷迪克有力指出的，他们可以重建失去的公

地经验 (2000： 24 ) 0 尽管那些来到美国殖民地定居的人受到许

多限制，但还是有人在印第安部落生活了多年。而一旦被抓到，

这些人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逃跑的人会被当作叛徒处死。这就

是弗吉尼亚州一些年轻英格兰定居者的命运，他们跑去和印第

安人一起生活，万一被抓到，就会被殖民地的议员们判处“火

刑、马车碾死……绞刑或枪决"(Koning 1993： 61 ) o 莱恩博

和雷迪克评论道：“恐怖制造了边界。”(2000： 3 4 ) 然而，直到

1699年，英格兰人仍然很难说服被那些印第安人迷住的国民远

离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

辩论、恳求和眼泪 (一位同时代人说 )……都无法

说服人们离开他们的印第安朋友。另一方面，印第安儿童

在英格兰人中间接受了精心的教育，衣食无忧。但他们中

没有一个会留下来。最终，他们还是回到自己的族群中

(Koning 1993： 6 0)。

至于那些签了卖身契或被判刑来到新大陆的欧洲无产者，

他们经常与非洲奴隶并肩工作，其命运在一开始与非洲奴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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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区别。他们对主人的敌意同样强烈，因此种植园主将他

们视为危险的群体。17世纪下半叶，种植园主开始限制雇佣他

们，并推动立法将他们与非洲人隔离开来。但直到 18世纪末,

种族之间的界限才被不可逆转地划定(Moulier Boutang 1998 ) o

在此之前，不论在国内还是种植园里，欧洲统治阶级想象白人、

黑人和原住民之间结盟是可能的，而他们也一直对这种团结保

持恐惧。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描绘了

由本地造反者、女巫之子凯列班以及远洋的欧洲无产者特林鸠

罗和斯丹法诺策划的一场阴谋，暗示了被压迫者之间大联盟的

可能性，并戏剧性地对应了普洛斯彼罗用魔法抚平统治者之间

的矛盾的做法。

在 《暴风雨》中，这个阴谋以耻辱的方式结束，欧洲无产

者被证明不过是小贼和酒鬼，凯列班则向他的殖民地主人乞求

宽恕。因此，当战败的叛军被带到普洛斯彼罗与他以前的敌人

西巴辛斯和安东尼奥(现在与他和解了)跟前时，他们受到了

嘲笑，并引发了对所有权和分化的思考：

西巴辛斯 哈哈！这些是什么东西，安东尼奥大人？可以

不可以用钱买的？

安东尼奥大概可以吧；他们中间的一个完全是一条鱼，

而且一定很可以卖几个钱。

普洛斯彼罗各位大人，请瞧一瞧这些家伙身上穿着的东

西，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好东西。这个奇丑的恶汉

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法力的女巫，能够叫月亮都听她的

话，能够支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这三个家伙

做贼偷了我的东西.；这个魔鬼生下来的杂种又跟那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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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东西商量谋害我的生命。那两人你们应当认识，是

你们的人；这个坏东西我必须承认是属于我的。®

（《暴风雨》，第五场，第一幕，第 265 — 276行 ）

然而，在舞台之外，这种威胁仍在继续。“在百慕大和巴巴

多斯，白人仆役都被发现与非洲奴隶密谋，因为在17世纪 50年

代，成千上万的罪犯从不列颠岛屿运往那里。" （Rowling 1987：

5 7 ） 在弗吉尼亚州，黑人和白人仆从之间的结盟在1675— 1676

年的培根叛乱中达到顶峰，当时非洲奴隶和不列颠的契约仆役

联合起来，密谋反对他们的主人。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从 17世纪 4 0年代开始，在南美殖民

地和加勒比海地区，无产阶级奴隶的积累伴随着种族等级制度

的建立，从而阻碍了这种联合的可能性。新的法律剥夺了非洲

人从前被赋予的公民权利，如公民身份、携带武器的权利，以

及在法庭上取证或为所受伤害寻求补偿的权利。黑奴处境的转

折点是奴隶身份成了世袭的，奴隶主被赋予了殴打和杀害奴隶

的权利。此外，“黑人”和 “白人”的通婚也被禁止了。美国独

立战争之后，白人契约仆役被当作英国统治的残余而遭到废除。

结果到了 18世纪末，美国殖民地已经从“一个存在奴隶的社会

变成了一个奴隶制社会" （Moulier Boutang 1998： 189）, 非洲

人和白人之间团结在一起的可能性被严重破坏。在殖民地，“白

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特权的标志—— “1650年之前被

用于称呼‘基督徒‘，之后用来指代‘英格兰人‘或 ‘自由人

（同上：194） ―还是一种道德属性，一种将社会霸权自然化

① 译文版本为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下同。——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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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相比之下，“黑人”或 “非洲人”成了奴隶的同义词，

以至于自由的黑人一在 17世纪早期的美洲仍然规模庞大——

后来要被迫证明他们是自由的。

殖民地的性别、种族与阶级

如果凯列班的阴谋是由女性发动的，结果会不同吗？如果

煽动者不是凯列班，而是他的母亲西考拉克斯，那位莎士比亚

隐藏在背景中的强大的阿尔及利亚女巫呢？如果不是特林鸠罗

和斯丹法诺，而是在征服美洲的同一时期烧死于欧洲火刑柱上

的女巫姐妹，又会是怎样？

这个问题是一个修辞性的反问，但它有助于我们质疑殖民

地的性别劳动分工的性质，以及欧洲妇女、原住民妇女和非洲

妇女凭借共同的性别歧视经历可能建立的联结。

在 《我，提图巴，塞勒姆的黑女巫》(/, Black Witch

of Salem, 1992) 中，玛丽斯•康德(Maryse Condg ) 描述了提

图巴和她的新主人—— 清教徒塞缪尔•帕里斯的年轻妻子一一

如何一开始就相互支持，共同反对塞缪尔对妇女的仇视与杀意，

这让我们深入了解了可能产生这种联系的情形。

加勒比地区的例子更加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里，低

等英格兰妇女作为囚犯或契约仆役被从英国“流放”，成了糖厂

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产阶级的白人男性认为她们不适合结

婚，也没有资格从事家政服务”，因为她们不识礼数、脾气暴

躁。“失去土地的白人妇女被解雇，她们在种植园、公共建筑工

地和城市服务部门从事体力劳动。在这些地方，她们与奴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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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黑奴男子密切交往。”她们在此建立家庭，并与这些男人生

了孩子 (Beckies 1995： 131 — 132)O 她们还在销售农产品或赃

物时与女奴合作或竞争。

然而随着奴隶制的制度化，白人工人负担减轻了，欧洲过

来的白人妇女也越来越少是种植者的妻子。在这一背景下，妇

女的情况便发生了巨变。不论白人妇女的社会出身如何，只要

她们的地位上升，或嫁人白人的权力机构内部，并且一旦自己

也成为奴隶主，她们通常雇佣女性做家务(同上)。74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与性别歧视一样，

种族主义也需要立法并依靠强力执行。我们必须看到，许多禁

令都明令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或发生性关系。与黑奴结婚的白

人妇女会被谴责，而这种结合所生的孩子也是终身为奴。17世

纪 6 0年代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通过的这些法律，足以证明一个隔

离的、种族主义的社会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而 “黑人”与 “白

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定非常普遍，否则不会动用终身奴役来

禁止这种关系。

就像遵循猎巫行动的剧本一样，新的法律将白人妇女和黑

人之间的关系妖魔化。当这些法律在17世纪 6 0年代通过时，

欧洲的猎杀女巫行动即将结束，但在美洲，围绕女巫和黑魔鬼

的所有禁忌都在恢复 —— 这一次是以黑人为代价的。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 u le )也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的一种

官方政策。在此之前的一个时期，殖民者在数量上的劣势使得他

们更加开放地对待不同种族间的关系，以及与当地酋长联姻。但

是在 16世纪 4 0年代，随着混血儿数量的增加破坏了殖民者的特

权，“种族”被确立为财产传承的关键因素。种族等级制度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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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从而区分了土著人、梅斯蒂索人（mestizo） ①和穆拉托人

（mulatto ）, 并将他们与白人人口分开（Nash 1980 ）。" 有关婚姻

与妇女性行为的禁令也相当于实施了社会排斥。但在西班牙统

治下的美洲，种族隔离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在移民、人口

下降、原住民起义的背景下形成了白人无产阶级。他们没有发

家致富的可能，从而更加认同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而非白人

上层阶级。因此，在加勒比海的种植园社会中，欧洲人和非洲

人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然而在南美殖民地，人

口 “重组”成为可能，尤其在底层欧洲人、混血儿和非洲妇女

之间。非洲妇女除了经济上不稳定外，也同样遭受了双重标准

的法律带来的不利因素，这使她们容易受到男性的虐待。

我可以从18世纪墨西哥的宗教裁判所为消除魔法和异端信

仰而进行的调查记录中找到这种“重组”的迹象（Behar 1987：

3 4 -5 1  ）o 这项调查是无法完成的，宗教裁判所也很快对此失去

了兴趣，因为他们相信民间的魔法不再能威胁政治秩序。但它所

收集的证词显示，妇女之间密切交流着有关施法治病和情感治

疗的问题。在当时，非洲、欧洲和本土魔法传统的相遇创造了

一个新的文化现实。正如露丝•贝哈尔所写：

印第安妇女把蜂鸟送给西班牙医士好勾引他们，穆拉托

妇女教梅斯蒂索混血妇女如何驯服丈夫，一个洛巴（loba ）

女巫把科约塔（coyota） 介绍给魔鬼。这种"民间”信仰体

系与教会的信仰体系并行不悖，并且像基督教在新大陆一

样迅速传播。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无法区分什么是

①有西班牙和美洲土著血统的拉丁美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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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 “西班牙人”或 “非洲人” 了。76(同上)

在宗教裁判所眼中，她们统统属于“没有理性”的人。而

露丝•贝哈尔描述的这个多姿多彩的女性世界则有力地说明，妇

女可以跨越殖民和肤色界限建立联盟，她们可以凭借共同经历

和分享传统的知识与实践，来控制她们的生育和抗击性别歧视。

同基于“种族”的歧视一样，这不仅仅是殖民者从欧洲带

来长矛和马匹时带来的文化包袱。就像是资本主义先前对社区自

治的破坏，这一策略同样是由具体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资本主义经

济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总是根据手头的任务进行调整。

在墨西哥和秘鲁，面对人口减少，西班牙当局为了让女性

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而引入了一种新的性别等级制度，剥夺了

土著妇女的自主权，并给予她们的男性亲属更多的权力。根据新

的法律，已婚妇女成了男人的财产，并被迫(违背传统习俗)跟

随丈夫回家。当局还建立了一个教父母(compadrazgo ) 体系巴

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权利，把对孩子的授权放在男性手中。此

外，为了确保土著妇女能在矿区繁育出做米塔劳役的工人，西班

牙当局立法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将丈夫和妻子分开。这意味着妇

女无论是否愿意，都要被迫从夫，她们甚至要跟随丈夫到遭受

采矿污染的死亡营区(Cook Noble 1981： 205 — 206 )。77

在 17世纪中叶的加拿大，法国耶稣会会士对管教和训练

因努人的干预揭示了性别差异是如何积累的。已故人类学家埃莉

诺 •利科克在她的《男性统治的神话》(Myths of Male Dominance,

1981)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她研究了其中一位主角保罗・勒琼

①天主教仪式中产生的教父教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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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遭受烙刑的女奴。在欧洲的女巫审判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魔鬼在妇女身

上打下烙印作为完全征服的象征。但实际上，真正的魔鬼是白人奴隶贩子和

庄园主，他们(就像这张图片中的男人一样)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奴役的妇女

当作牲口

(Paul L e Je u n e )神父的日记。他是一名耶稣会传教士，以典型的

殖民主义方式加入了一个法国贸易站，目的是让印第安人加入基

督教并把他们变成“新法国”的公民。因努人是印第安的游牧民

族，他们在拉布拉多半岛东部狩猎、捕鱼，生活非常和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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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琼到来的时候，欧洲人的入侵和毛皮贸易的蔓延破坏了他们

的社区。于是，一些渴望与欧洲人达成商业联盟的男性，愿意让

法国人来决定他们应该如何管理自己(Leacock 1981： 39ff.)o

法国人被因努人的慷慨、合作意识和对地位的漠视打动，

但对他们“缺乏道德”感到震惊；法国人看到因努人没有私有.

财产、权威和男尊女卑的概念，他们甚至拒绝惩罚他们的孩子

(Leacock 1981： 34 — 38 )。这种情况在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接

触时经常发生。耶稣会会士决定改变这一切，于是开始向印第

安人传授文明的基本要素，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变成

可靠的贸易伙伴。本着这种精神，他们首先教导原住民，“男人

是主人”，“在法国，妇女不会管她们的丈夫”。而夜间求爱，按

夫妻任何一方的意愿离婚，以及配偶双方在婚前或婚后的性自

由都是需要被禁止的。勒琼与一个因努男性关于这方面的对话

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告诉他，一个女人爱上了丈夫之外的其他人是不光彩

的，允许这样的恶存在于他们中间，他自己也将无法确定在

场的儿子是不是亲生的。他回答说：“你没有道理。你们法国

人只爱自己的孩子；但我们爱部落里所有的孩子。”看到他

用马和骡子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我笑了。(同上：50)

在新法兰西总督的支持下，耶稣会会土成功说服因努人自

己成为首领，并 让 “他们的”妇女服从秩序。通常情况下，他

们的招数就是暗示那些过于独立和不服从丈夫的妇女是魔鬼的

产物。许多因努族妇女对于男性要制服她们是很愤怒的，于是

便逃跑了。这时，耶稣会会土会劝说男人去追赶他们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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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囚禁威胁她们：

这种正义的行为—— 勒琼在一个案例中自豪地评论

道—— 在法国不会引起大惊小怪，因为以这种方式行事是

很平常的。但在这些人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从出生起

就像大森林中游荡的野兽一样自由……看到他们服从一个

强制性的命令，或者实施任何严厉或正义的行为，都令人

惊奇，或者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同上：5 4 ）

然而，耶稣会会土最大的胜利是说服因努人殴打他们的孩

子。他们认为“野蛮人”对后代的溺爱是他们传教的主要障碍。

勒琼的日记记录了首例女孩被公开殴打的情况，她的一个亲戚

向旁观者讲述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让人不寒而栗，他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体罚自己的族人……”（同上：5 4 - 5 5 ）

因努人之所以得接受男性至上的训练，是因为法国人想向

他们灌输私有财产的“本能”，从而让他们成为毛皮贸易中的可

靠伙伴。种植园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在那里，劳动性别分工是

直接由种植园主对劳动力的要求以及奴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

场上的价格所决定的。

正如芭芭拉•布什和玛丽埃塔,莫里西（Marietta Morrissey）

所记录的那样，在废除奴隶贸易之前，妇女和男子都受到相同

程度的剥削；种植园主发现，让奴隶干活并将其“榨干”比鼓

励他们生育更有利。因而，性别分工和性等级制度在这时是不

明显的。非洲男人对他们的女伴和亲属的命运没有发言权；至

于女人，她们根本没受到什么特别照顾。妇女被期望像男人一

样在田里工作，特别是在糖和烟草需求量大的时候，她们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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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孕时也会受到同样残酷的惩罚（Bush 1990： 42 — 4 4 ）O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奴隶制中妇女似乎“实现了”

与同阶级男子的大致平等（Momsen 1993 ）。但她们与男子的待

遇从来都不是一样的。妇女获得的食物往往更少；与男人不同，

她们容易受到主人的性侵犯。她们实际上受到了更残酷的惩罚，

因为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外，她们作为女性还必须承受性的羞辱，

以及怀孕时对她们胎儿的伤害。

此外，1807年后奴隶贸易被废除，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的

种植园主采取了 “繁殖奴隶”（slave breeding） 的政策。由此，

新的一页展开了。正如希拉里•贝克尔斯指出，就巴巴多斯岛

而言，种植园主从17世纪起就试图控制女奴的生育模式，按照

田间劳动的需求，“（鼓励）她们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少生或多

生”。但只有当非洲奴隶的供应减少时，管制妇女的性关系和生

育模式才变得更加系统和强烈（Beckies 1989： 9 2 ）。

在欧洲，强迫妇女生育导致避孕被判处死刑。而在种植园，

奴隶正成为一种珍稀商品的地方，转向繁育后代的政策使妇女更

容易受到性侵，尽管它“改善” 了妇女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

间、建造卧房、提供助产士协助分娩、扩大社会权利（例如，旅

行和集会）（Beckies 1989： 99— 100； Bush 1990： 135 ）o 但这

些变化并不能减少田间劳动对妇女造成的伤害，也不能减少妇

女因缺乏自由而产生的痛苦。除巴巴多斯外，种植园主试图通

过 “自然繁殖”扩大劳动力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种植园的出生

率仍然“异常地低" （Bush 1990： 136— 137; Beckies 1 9 8 9 ,同

上 ）。这种现象究竟是公然反抗奴隶制延续的结果，还是因为受

奴役的妇女在恶劣条件下已经身体虚弱，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

问题（Bush 1990： 143ff.）。但是正如布什所言，我们有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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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相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妇女拒绝生育。因为只要奴隶制

被根除，即使妇女经济条件在某些方面恶化了，在被解放的奴

隶社群中人口也开始增长（Bush 1990）。加

妇女拒绝成为奴隶制的受害者也重塑了劳动性别分工。例

如在加勒比海岛屿上，受奴役的妇女把自己变成了半自由的市

场商贩，出售她们在"份地" （provision g ro u n d s ,在牙买加称

为 polinks） 上种植的产品。种植园主把这些土地交给奴隶，以

便她们能够养活自己。种植园主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节省繁衍

劳动力的成本。但是，进 入 “份地”对奴隶来说也是有利的；

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流动性，并有可能利用分配给他们的耕作时

间从事其他活动。生产可食用或出售的小农作物也增强了他们

的独立性。妇女是为份地的收获付出最多的，她们标记不同的

作物，在种植园制度内重新使用和繁殖它们一这也是她们在

非洲的主要职业之一。因此，到 18世纪中叶，加勒比地区的女

奴在种植园经济中为自己开辟了一席之地，并为岛屿食品市场

的扩大（如果说不是创造的话）做出了贡献。她们既是奴隶和

白人所消费的大部分食物的生产者，也是自己所种农作物的销

售者和市场小贩，辅之以从主人的商店拿出来的货物—— 或与

其他奴隶交换，或由主人交给她们出售。

正是在这种身份下，女奴也与白人无产阶级妇女产生了联

系。这些白人妇女往往是从前的契约奴仆，在脱离队工劳动并

获得解放之后依然与女奴联系。她们之间的关系有时是敌对的：

欧洲无产阶级妇女也主要通过种植和销售粮食作物来生存，她

们有时会偷窃女奴带到市场的产品，或试图阻碍其销售。但这

两类妇女也合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买卖关系网络，逃避殖民当

局的法律，后者时常担心这些活动会使奴隶脱离他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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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立法阻止她们出售或限制她们出售的地点，但被奴

役的妇女继续扩大她们的销售活动，并在她们的份地上继续耕

种 （她们把这些地看作是自己的）。于是到 18世纪末，她们形

成了一个农业的雏形，并实际上垄断了岛屿市场。因此，根据

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早在解放前，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制实

际上就已经结束了。排除万难的女奴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力

量。尽管当局多次试图限制她们的权力，她们还是以自己的决

心建立了奴隶社区，并发展了岛屿经济。

加勒比女奴隶也对白人的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

是她们作为治疗师、预言家、魔法专家，以及其对主人的厨房

和卧室的“统治”影响了白人妇女（Bush 1990）o

毫不奇怪，她们被视为奴隶社区的核心。游客们对她们的

歌声、头巾和衣服，以及放肆的说话方式印象深刻。而现在，

这些被理解为她们讽刺主人的一种手段。非洲和克里奥尔妇女

影响了贫困白人女性的习俗。一位同时代人把她们描绘成像非

洲人一样，把孩子绑在屁股上走路，同时把装有货物的盘子平

衡着顶在头上（Beckies 1989： 81 ）。但她们的主要成就是发展

了一种以生存策略和女性网络为基础的自力更生的政治。这些

实践和与之相关的价值观，被罗莎琳•特伯格•佩恩（Rosalyn

Terborg Penn）认定为当代非洲女权主义的基本信条，它们重新

定义了离散的非洲社区（第 3 — 7 页）。它们不仅为新的非洲女

性身份创造了基础，也为一个新的社会奠定了基础：新的社会

反对资本主义将匮乏和依赖作为生活的结构性条件的企图，致

力于重新征用和集中在妇女手中的基本生活资料，包括土地、

食物生产，以及知识和合作的代际传递。



上：一个奴隶家庭（局部图）。被奴

役的妇女努力继续她们在非洲进行的

活动，如销售她们种植的产品。这

使她们能够更好地养家糊口，并获

得一些自主权（摘自芭芭拉•布什，

1990）

下：西印度种植园里的节日聚会。

妇女是这种聚会的核心，因为她们

是奴隶社区的核心，并坚定捍卫了

从非洲带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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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劳动的性别分工

正如这段关于妇女和原始积累的简史所显示的，资本主义

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构建新的父权秩序，使妇女成为男性

劳动力的奴仆。

在此基础上，新的劳动性别分工得以确立。它不仅区分了

妇女和男性应该执行的任务，而且区分了他们的经验、生活，

以及他们与资本及工人阶级其他部门的关系。因此，与国际劳

动分工一样，性别分工首先是一种权力关系，是劳动力内部的

分工，同时也大大推动了资本积累。

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人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带来的劳动

生产率提升仅仅归因于工作任务的专业化。实际上，资产阶级

从农业与工业劳动的分化以及工业劳动内部的分化中取得的优

势 —— 亚当•斯密对制针的歌颂中赞扬了劳动分工的贡献一

与它从妇女的工作和社会地位的降格中取得的优势相比，是微

不足道的。

正如我所论证的，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以及以自然的劣势

为由掩盖妇女的无偿劳动，使资本主义能够极大地扩大“工作

日的无酬部分”，并利用（男性的）工资来积累妇女的劳动；在

许多情况下，它们还促使将阶级对立转移到男女对立上。因此，

原始积累首先是差异、不平等、等级与分化的积累，它使工人

不但与彼此疏离，甚至与自己疏离。

正如我们看到的，男性工人往往与这一过程同流合污，因

为他们试图通过贬低和管教妇女、儿童以及资产阶级殖民的人

口来维持他们与资本相关的权力。男性凭雇佣劳动机会，及其

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公认贡献而得以对女性行使权力。但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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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自我异化、个人与集体权力的“原始负积累”(primitive

disaccumulation) 为代价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讨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

三个关键方面以进一步研究这一负积累的过程：将无产阶级的

身体作为工作机器；把妇女视为女巫进行迫害；在欧洲和新大

陆创造“野蛮人”和 “食人者”。

注 释

1 . 彼得•布里克尔反对“农民战争”(peasant w a r )这个概念。因为这

场革命的社会构成也包括了许多工匠、矿工和知识分子。农民战争

中的意识形态是十分杂糅的，表现在叛军提出的十二项“条款”中

以及强大的军事组织上。这十二项“条款”包括：拒绝奴役、减少

什一税、废除偷猎法、确认采集木材的权利、减少劳役、减少地租、

确认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以及废除死亡税 (Bickle 1985： 1 9 5 -

201 ) o 叛军的非凡军事才能部分源自职业军人参与起义，包括国土

雇佣兵 (Landsknechte ) -著名的瑞士士兵队伍，他们在当时是

欧洲最精锐的雇佣兵部队。国土雇佣兵运用他们的军事专长领导农

民军，并在不同场合拒绝对叛军采取行动。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

由是他们也来自农民，而且他们在和平时期依靠农民来维持生计。

当他们显然不能被信任时，德意志贵族动员了从更偏远地区抽调的

斯瓦比亚联盟军来击破农民的抵抗。关于国土雇佣兵的历史和他们

对农民战争的参与，JAL Reinhard Baumann, I  Lanzichenecchi (1994:

237-256)o

2 . 再洗礼派在政治上代表了 “中世纪后期社会运动和由宗教改革引发

的新的反教会运动”的融合。与中世纪异端分子一样，他们谴责经

济上的个人主义和贪婪，并支持基督教的公社主义。农民战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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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占领了明斯特。当时动乱和城市叛乱从法兰克福蔓延到科隆和

德意志北部的其他城镇。1531年，手工业者控制了明斯特市，将其

更名为新耶路撒冷。他们受到荷兰移民者的再洗礼派的影响，在该

市建立了一个基于货物共享的共同政府。正如夏伯嘉所写，新耶路

撒冷的记录被销毁了，我们只能从它的敌人口中听到它的故事。因

此，我们不应假定事件的发展与叙述一致。根据现有的记录，妇女

起初在该市享有高度的自由；例如，“她们可以与不信教的丈夫离婚

并缔结新的婚姻”。随着 1534年改革后的政府决定实行一夫多妻制，

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在妇女中激起了 “积极的反抗”。据推测，她

们在镇压中受到监禁甚至处决(Po-Chia Hsia 1988a： 58 — 5 9)。我

们并不清楚为什么她们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鉴于手工业在“向资

本主义的过渡”中分裂了妇女，这段插曲值得进一步调查。事实上,

我们知道手工业者在一些国家开展了运动，将妇女排除在有偿工作

场所之外，同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反对过迫害女巫的行径。

3 . 关于英格兰实际工资的上升和物价的下降，见 North and Thomas

(1973： 74 ) 0 关于佛罗伦萨的工资，见 Carlo M. Cipolla ( 1994：

206 ) 0 关于英格兰产出价值的下降，见 R. H. Britnel ( 1993： 156-

171 ) o 关于一些欧洲国家农业生产的停滞，见B. H. SlicherVanBath

( 1963： 160-170)。罗德尼•希尔顿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 “农村

和工业经济的萎缩……可能首先是由统治阶级感受到的……统治

者的收入和工商业利润开始下降……城镇叛乱扰乱了工业生产，农

村的叛乱加强了农民抵制支付租金。租金和利润因此进一步下降”

( Hilton 1985： 240 — 241 )。

4 . 关于莫里斯•多布和关于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辩论，见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23-69o

5 . 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批评者包括萨米尔•阿明( 1 9 7 4 )和玛

丽亚•米斯 ( 1986)。阿明关注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米斯则强调

马克思对妇女的剥削视而不见。扬•穆利耶 •布唐 ( 1998 ) 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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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批评意见，他指责马克思的学说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欧

洲统治阶级的目标是将自己从讨厌的劳动力中解放出来。布唐强调，

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掠夺土地的目的是将工人固定在他们的工作岗

位上，而不是鼓励流动。资本主义—— 正如布唐所强调的—— 主

要关注的一直是防止劳动力逃跑(第 1 6 - 2 7 页)。

6 . 正如迈克尔•佩罗曼指出的：“原始积累” 一词实际上是由亚当•斯

密创造的，而马克思拒绝了这一用词，因为斯密的用法是去历史化

的。“为了强调他与斯密的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部

分专门探讨原始积累的标题前加上了贬义的‘所谓‘一词。马克思

在本质上否定了斯密的神话般的‘从前的‘积累，以唤起人们对实

际历史经验的关注 (Perlman 1985 ： 25 — 26 )

7 . 关 于 “原始积累”的历史和逻辑维度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当今政治

运动的影响，参考 Massimo De Angelis, “Marx and Primitive Accu­
mulation. The Continuous Character of Capital 'Enclosures' " , In
The Commoner: ; Fredy Perlman, The Con­

tinuing Appeal o f Nationalism. Detroit: Black and Red, 1985 ； 以

及 Mitchel Cohen, uFredy Perlman: Out in Front of a Dozen Dead
Oceans” (未发表的手稿，1998 )。

www.commoner.org.uk

8 . 关于赐封、米塔和卡提奎制度的描述，见 AndM Guilder Frank
(1978 ) 45； Steve J. Stern ( 1982)和 Inga Clendinnen ( 1987 ) o 正
如贡德•弗兰克所描述的：“在赐封制度下，印第安人社群的劳动权

利被授予给西班牙地主J 但在 1548年，西班牙人“开始用劳役摊

派(在墨西哥称为卡堤奎，在秘鲁称为米塔)取代赐封，它要求印

第安人社群的酋长每月向西班牙的分配法官(juez repartidor ) 提供

一定天数的劳动……西班牙官员反过来将这些劳动力供应分配给合

格的、有进取心的劳动承包商，由这些承包商支付劳工一定的最低

工资”( 1978： 45 ) o 关于西班牙人如何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各阶段殖

民化过程中捆绑劳动力，以及原住民灾难性灭绝对它的影响，参见

Gunder Frank (同上：43 — 49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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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关 于 “第二农奴制”的讨论，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 1974 ) 和

Henry Kamen ( 1971 ) o 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被奴役的农民现在是在

为国际粮食市场生产。换句话说，尽管强加给他们的劳动关系似乎

很落后，但在新政权下他们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资本主

义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

10 .我在这里呼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说法：“暴力……本

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 1909： 8 2 4 )但马克思的附带观察远没有

那么有说服力。他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

婆「 (同上)首先，助产婆给世界带来了生命，而不是毁灭。这个

比喻还表明，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世界的怀抱孕育的力量中“进化”

出来的—— 这是马克思本人在讨论原始积累时反驳的假设。把暴力

比作助产婆的生成能力，也给资本积累过程蒙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

暗示着必然性、不可避免性，以及最终的进步。

11 . 奴隶制在欧洲从未被废除。它在一些地方幸存了下来，其中主要是

女性作为家庭奴隶。但到 15世纪末，葡萄牙人又开始从非洲进口奴

隶。强制推行奴隶制的尝试在英格兰一直持续到16世纪，结果(在

实行公共救济后)劳教所和教养院建立了起来。在这点上，英格兰

是整个欧洲的先驱。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 Samir Amin ( 1974)。强调欧洲奴隶制在16世

纪和 17世纪(及以后)的存在也很重要，因为这一事实经常被欧洲

历史学家“遗忘”。根据萨尔瓦托雷•博诺的说法，这种自我遗忘是

“瓜分非洲”的产物，它被合理化为终止非洲大陆的奴隶制。博诺认

为，欧洲的精英们不能承认欧洲这个所谓的民主摇篮雇佣了奴隶。

13 . Immanuel Wallerstein (1974), 90-95; Peter Kriedte (1978), 69- 70.

14 .保罗•西娅 (Paolo Thea, 1998 ) 有力地重构了站在农民一边的德意

志艺术家的历史。

在新教改革期间，一些 16世纪的顶级德意志艺术家离开

了他们的实验室，加入农民的斗争中……他们起草了 一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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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些文件的灵感来自福音派关于贫穷、共同分享物品和重

新分配财富的原则。有时……他们会为了支持这一事业而拿起

武器。在 1525年 5 月至 6 月的军事失败后，大量艺术家被施

以酷刑。其中还包括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关押在斯图加特普福

尔茨海姆的约尔格•拉特盖特、被斩首的菲利普•迪特曼和被肢

解的蒂尔曼•里门施奈德—— 后面两人都在维尔茨堡，马蒂亚

斯•格吕内瓦尔德被赶出他就职的美因茨宫廷。小霍尔拜因也

被这些事件困扰着，因此逃离了巴塞尔这个被宗教冲突撕裂的

城市。（我的翻译）

此外，瑞士、奥地利和蒂罗尔的艺术家也参加了农民战争，包

括像卢卡斯•克拉纳赫（即老克拉纳赫）这样的著名艺术家以及无

数不甚知名的画家和版画师（同上：7 ）。西娅指出，艺术家们对农

民事业的深度参与也表现在同时期的16世纪德意志艺术重新评价

了描绘农民生活的农村主题一一跳舞的农民、动物和植物（同上：

12— 15; 73、79、80）。“农村已经变得生动起来……它在起义中

获得了值得被表现的个性。”（同上：155） （我的翻译）

15 .正是透过农民战争和再洗礼派，欧洲政府在整个16世纪和 17世纪

阐释并镇压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和法国

再洗礼派革命的回声依旧能被听到，它们激发了人们对合法当局的

任何挑战的高度警惕和严厉态度。“再洗礼派”成了一个被诅咒的

词，一种耻辱和犯罪意图的标志，就像 2 0世纪 5 0年代美国的“共

产主义者”和今天的“恐怖分子” 一样。

16 .在一些城邦的腹地，村庄的权力和特权得以维持。在一些邦国，农

民 “继续拒绝交税和服劳役”；“他们让我大声吆喝，却什么也不

给我。”舒森里德的修道院院长在提到自己土地的工人时抱怨道

（Blickle 1985： 172 ）o 在上斯瓦比亚（Upper S w ab ia ,德意志西南

部 ），尽管农奴制没有被废除，但农民对继承权和婚姻权的一些主

要申诉意见随着1526年 《梅明根条约》（Treaty of Memmingen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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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世纪早期的德意志版画，表现了对再洗礼派物品公有化信仰的斥责

通过而被采纳。“在莱茵河上游，一些地区也达成了对农民有利的

协议。”（同上：172— 174 ）。在瑞士的伯尔尼和苏黎世，农奴制被

废除了。在蒂罗尔和萨尔茨堡，“平民”的命运得到了改善（同上：

176— 179 ）。但是，“真正的革命之子”是 1525年后在上斯瓦比亚

建立的领土议会（territorial assembly ）o 它为直到19世纪仍然存在

的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1525年后出现的新领土议会，“以更弱的

形式实现了 1525年的一项要求：平民应该与贵族、教土和城镇一

起成为领地的一部分”。布里克尔总结道：“无论这一事业在哪里取

胜，我们都不能说领主的军事征服带来了政治上的胜利，（因为）贵

族的统治仍然需要获得平民的同意。直到后来，在绝对国家（abso­

lute state） 的形成过程中，贵族才成功地摆脱了这种同意。”（同上：

181 — 182）

17.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梅拉苏（Clau加 Meillassoux ） 在 《少女、饮食

和金钱》（做 戊 Meal and Money, 1981 ）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令

全世界日益贫困。他认为这种矛盾预示着资本主义未来的危机：“最

终帝国主义—— 作为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 正将资本主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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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场重大危机，因为即使世界上还有数百万人……他们不直接参

与资本主义就业……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混乱、饥荒和战争，

有多少人仍能维系自己的生活、养活自己的孩子？”( 1981： 140)

18 .“哥伦布大交换”造成的人口灾难程度仍然存在争议。不同人对后哥

伦布时代第一个世纪南美洲和中美洲人口减少的估计悬殊，但当代

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其影响力相当于美洲大屠杀。安德烈•贡德•弗

兰克写道：”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印第安人的人口减少了 90%,

在墨西哥、秘鲁和其他一些地区甚至减少了 95%。”( 1978： 4 3 ) 同

样，诺贝尔•大卫•库克认为：“起初，或许有 900万人居住在现在

秘鲁境内。欧洲人入侵安第斯世界后一个世纪，剩下的居民大约是

入侵开始时的 1/10。”(Cook 1981： 116)

19 .关于现代早期欧洲战争性质的变化，见 Cunningham and Grell

(2000), 95 — 102； Kaltner ( 1998 ) o 坎宁安和格雷尔写道：“在 15

世纪 9 0年代，一支大型军队由20 000人组成，到 16世纪 5 0年代，

这个数字翻倍了，而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主要国家的野战军

接近 150 000 A o " (2000： 95 )

20 .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版画并不是表现“四骑士”的唯一作品。其

他的还有老克拉纳赫1522年和马特乌斯•梅里安 1630年的作品。

无数关于战场的再现描绘了对土兵和平民的屠杀，火光冲天的村庄，

一排排悬挂的尸体。战争可能是16世纪和 17世纪绘画的主要主题，

它渗入了每一幅作品中，甚至是那些表面上关注神圣主题的作品。

21 .这一结果揭示了宗教改革的两个灵魂：一个是大众的灵魂，一个是

精英的灵魂，它们很快就沿着相反的路线分裂。宗教改革的保守派

强调工作和财富积累是一种美德，大众派则要求建立按照“上帝之

爱”、平等和社区团结来运行的社会。关于宗教改革的阶级维度，

参见 Henry Heller ( 1986 ) 和 Po-Chia Hsia ( 1988 ) O

22 . Hoskins (1976), 121-123.在英格兰，宗教改革前的教会拥有该国

25%— 30%的不动产。在这些土地中，亨利八世出售了 60% (Hoskins

1976： 1 2 1 - 1 2 3 ) o 那些从没收中获得最大利益并更热衷于圈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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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乌斯♦梅里安，《天启沔疆士》（Four Horsemen o f the Apocalypse, 1630）

获得土地的人不是旧贵族，也不是那些依靠公地维持生计的人，而

是乡绅和“新贵”（new m en）, 尤其是律师和商人，这些人在农民

的想象中代表着贪婪（Cornwall 1977： 22 — 2 8 ）。农民容易针对这

些 “新贵”发泄愤怒。克里特（ 1983： 6 0 ） 在其书中（表 15）, 简

要而精确地统计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土地大转移中的赢家和

输家。它显示，教会丧失的土地中有20% — 25%成为乡绅的财产。

以下是最相关的条目。

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社会群体的土地分布

[ * 不包括威尔士]

1436 年 * 1690 年
大业主 15 — 20 15— 20
乡绅 25 45 — 50

男爵/自由人 20 25 — 33
教会和王室 25 — 33 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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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格兰宗教改革对土地使用权的影响，也可参见克里斯托

弗•希尔，他写道：

我们不必将修道院理想化为宽容的地主，也不必承认当代

的一些指控是真实的，即新的购买者缩短了租约，收取租金并

驱逐租户…… “你们不知道吗，”约翰•帕尔默对他正在驱逐的

一群公簿持有者说，“皇恩浩荡，已经将所有的僧侣、修士和修

女的房子都拆掉了，因此现在是我们绅士要拆掉这些穷鬼房子

的时候了 J  （Hill 1958： 41 ）

23 . 见 Midnight Notes （ 1990 ）；也见 The Ecologist （1993 ）；以及《平

民报》中 关 于 “圈地”和 “公地”的持续辩论，特别是 第 2 期

（2001年 9 月 ）和第 3 期 （2002年 1月 ）。

24 .起初，“圈地”是 指 “用树篱、沟渠或其他障碍物将一块土地围起

来，使人和动物无法自由通行，树篱是专属所有权和土地占有的标

志。因此，圈地废除了集体土地的使用（后者通常伴随着某种程度

的公共土地所有权），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所有权和单独占有”（G.

Slater 1968： 1—2 ）0 在 15世纪和 16世纪，废除集体土地的使用

有多种方式。法律途径有：（1 ） 由一个人购买所有的地产及其附属

的共同权利；（2 ） 由国王颁发特别许可证来圈地，或由议会通过圈

地法案；（3 ） 大法官颁布裁决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协议；（4 ） 根据《默

顿法》（Statutes of Merton, 1235 ） 和 《威斯敏斯特法》（Statutes

of Westminister, 1285 ） 的规定，由领主对废弃土地进行部分圈定。

然而罗杰•曼宁指出，这 些 “法律方法……经常掩盖了武力对待、

欺诈和恐吓佃户的情况”（Manning 1998： 25 ）o E. D .弗里德也写

至I J ,大规模驱逐往往是借由“长期骚扰佃户，一旦有机会就诉诸法

律驱逐他们”和身体暴力实现的。这 在 “1450— 1485年的混乱时

期 （玫瑰战争时期）”尤为明显（Fryde 1996： 186）。托马斯•莫尔

的 《乌托邦》（1516） 表现了这些大规模驱逐所产生的痛苦和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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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羊群已经成为充满野性的巨大的吞噬者，“它们把人都吃光吞

尽了“。“羊”—— 他补充说—— “消耗、破坏和吞噬全部田野、房

屋和城市。”

25 .在 《资本主义的诞生》(2 0 0 0 )中，迈克尔•佩罗曼强调了 “习惯权

利”(如狩猎)的重要性，指出它们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决定

了是勉强维生还是彻底贫困(第 3 8页之后)o

26 . 哈丁关于“公地悲剧”的文章 ( 1968 ) 是 2 0世纪 7 0年代支持土地

私有化的意识形态运动中的支柱之一。根据哈丁的说法，当霍布斯

式的利己主义作为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时，“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在他看来，在一个假想的共同体内，每个牧民都想使自己的收益最

大化而不考虑他的行动对其他牧民的影响，因此，“在每个人都追求

自己的最大利益时，大家共同走向了毁灭" ( In Baden and Noonan,

eds., 1998： 8 — 9 )。

27 .用 “现代化”来替圈地辩护由来已久，但它从新自由主义中获得了

新的能量。它的主要倡导者世界银行经常要求非洲、亚洲、拉丁

美洲和大洋洲的政府将公有土地私有化，以作为接受贷款的条件

( World Bank 1989 ) o 哈里特 ・布 拉 德 利 (Harriett Bradley 1968,

最初发表于1918年 ) 对圈地带来的生产力收益进行了经典的辩护。

最近的学术文献采取了一种更公平的“成本/收益”法，G .明盖

(G. E. Mingay, 1 9 9 7 )和罗伯特・ S .迪普莱西 (Robert S. Duples­

sis, 1997： 65 — 7 0 ) 的作品就是例子。关于圈地的争论现在已经跨

越了学科的界限，文学学者也参与了进来。理查德•伯特 (Richard

Burt) 和约翰•迈克尔・阿切尔(John Michael Archer ) 于 1994年

主编的《圈地法案：早期近代英格兰的性、财产和文化》(珈 c/。-

sure Acts: Sexuality, Proper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 n ­

gland) 就是一个跨越学科边界的例子。特别是其中詹姆斯・R .西蒙

( James R. Siemon ) 的文章《地主而非国王：农业变迁和相互勾连》

( "Landlord Not King: Agrarian Change and Interarticulation^^ ) 和

威廉・C .卡罗尔 (William C. Carroll) 的文章《乞丐的温床：都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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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时期的圈地、流浪和暴乱》( “ 'The Nursery of Beggary,:

Enclosure, Vagrancy, and Sedition in the Tudor-Stuart Period” )。卡

罗尔发现，在都铎时期，圈地阶级的代言人对圈地进行了生动的辩

护并且批判公地。根据这一论述，圈地者鼓励私人企业，这反过来

又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公地则是“小偷、流氓和乞丐的温床和收

容所 "(Carroll 1994： 37 — 38 )。

28 . De Vries (1976), 42-43; Hoskins (1976), 11-12.

29 .公地是大众节日和其他集体活动的场所，如体育、游戏和会议。当

它们被围起来的时候，村庄共同体所特有的社会性便被严重破坏了。

“祝祷游行"(Rogationtide perambulation ) 便是圈地所终止的仪式

之一。这是每年在田地中进行的游行，旨在祈祷庄稼丰收，但田地

的围栏阻止了这种游行( Underdown 1985 ： 8P )O

30 . 关于社会凝聚力的崩溃，见其中之一的大卫•昂德当(David Under­

down) 1985年的作品，《狂欢、暴动和叛乱：英格兰的大众政治和

文化, 1603 — 1660》(Revel, Riot and Rebellion: Popula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England, 1603-1660 ) , 特别是第3 章，其中还描述了老

贵族为了与新贵族区隔开所做的努力。

31 . Kriedte (1983), 55; Briggs (1998), 289-316.

32 . 家庭手工业是农村庄园工业的延伸，资本主义商人对其进行了重组，

以便利用圈地后解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包出制由此诞生—— 资本

主义商人给农村家庭分发用于纺纱或织布的羊毛或棉花，通常还包

含工作工具，然后取走成品。整个纺织业—— 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

段最重要的行业—— 正是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从这一事实可以

推断出包出制和家庭手工业对英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家庭手工业

对雇主来说有两个主要的优势：规避了 “兼并”的风险；降低了劳

动成本，因为以家庭为基础的组织为工人提供了免费的家庭服务，

以及孩子和妻子的协同作业，他们被当作帮手，并获得低廉的“辅

助”工资。

33 . 雇佣劳动与奴隶制是如此相像，以至于平等派将雇佣工人排除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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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权之外。他们认为受雇的劳动者没有充分独立于雇主，因此无法

投票。埃德蒙•斯宾塞1591年的作品《哈伯德妈妈的故事》(诙 而

er Hubbard's Tale｝中 的 “狐狸”角色问道：“为什么一个自由人要

让自己成为奴隶？”而掘地派的领袖杰拉德•温斯坦利则宣称，如果

一个人为了工资而工作，那么无论是生活在自己的敌人手下还是自

己的兄弟手下，都没有任何区别(Hill 1975 )o

34. Herzog (1989), 4 5 -5 2 .关于流浪者的文献非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

最重要文献包括：A .贝尔 (A. Beier ) 1974年的作品与B .盖雷梅克

1994年所著的《贫穷的历史》(Povefty, A History ) o

35. Fletcher (1973), 64-77; Cornwall (1977), 137-241; Beer (1982),

82-139.在 16世纪初，许多圈地暴动都有小绅士参与，他们利用民

众对圈地、侵占和帝国的仇恨来解决他们与贵族的恩怨。但在 1549

年之后，“乡绅在圈地纠纷中的领导地位下降了，小农户或工匠和佃

农更有可能主动领导农业抗议活动”(Manning 1988： 312)。曼宁

将圈地暴动的典型受害者描述为“圈外人”(the outsider)。“那些

试图通过购买而成为地主阶级的商人特别容易受到圈地暴动的影响。

租地农民也是如此。在 7 5个星室法庭(Star C ham ber,译者注：15

世纪至 17世纪英格兰最高司法机构)的案件中，有 2 4个案子里的

新业主和农民是圈地暴动的受害者。一个密切相关的类别包括6 个

缺席的绅士。" ( Manning 1988： 50 )

36. Manning (1988), 96-97,114-116, 281; Mendelson and Crawford

(1998).

37. 越来越多的妇女出现在反圈地暴动中，因为她们受一种流行观念的

影响，即妇女是“无法无天的”，可以肆无忌惮地铲平篱笆(Men­

delson and Crawford 1998 ： 386— 387 ) o 但星室法庭不遗余力地打

消了人们的这种想法。1605年，在詹姆斯一世的巫术法颁布1年后，

它裁定：“如果妇女犯了擅入领地、暴动或其他方面的罪行，并且她

们和她们的丈夫被提起诉讼，那么他们(丈夫)应支付罚款和赔偿

金，即便丈夫对入侵或犯罪行为不知情(Manning 1988：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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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其中之一的Maria Mies (1986)O

39.到 1600年，西班牙实际工资的购买力相对于1511年已经损失了

30% ( Hamilton 1965: 280 )。厄尔• J .汉密尔顿 (Earl J. Hamilton )

1965年的经典作品《美洲的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 —

1650》(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特别研究了美洲金银对价格革命的影响；大卫•哈克

特•费舍尔 1996年 的 《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研究了从

中世纪到现在的物价上涨—— 特别是第2 章 (第 66— 113页 )；以「

及彼得•拉姆齐 (Peter Ramsey ) 1971年编辑的书《16世纪英格兰

的价格革命》(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 o

40. Braudel (1966),Vol. 1, 517-524.

4 1 . 正如彼得•克里特 ( 1983 ) 总结的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

危机使收入和财产的差异愈发明显。贫穷化与无产阶级化

和财富积累的增长并行不悖……关于剑桥郡奇彭纳姆的研究表

明，(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庄稼歉收引发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 1544年和 1712年之间，中型农场几乎全部消失了。同时，

9 0英亩以上的财产比例从3% 上升到14%；没有土地的家庭从

32% 上升到 63%。(Kriedte 1983： 54 — 55 )

42. Wallerstein (1974), 83; Le Roy Ladurie (1928-1929).资本主义企

业家对放贷的兴趣越来越大，这也许正是 15世纪和 16世纪欧洲

大多数城市和国家驱逐犹太人的动机。这些城市和国家包括帕尔马

( 1488 )、米 兰 ( 1489)、日内瓦 ( 1490)、西班牙 ( 1492) 和奥地

利 ( 1496)。驱逐和集体迫害持续了 1个世纪。在 1577年鲁道夫二

世扭转局势之前，犹太人在西欧大部分地区生活都是非法的。放贷

一旦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便由之前的为基督徒所不齿到被正

名。正 如 1521年左右在德意志被匿名写作的一段农民与有钱市民

( burgher ) 之间的对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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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民 我为什么要来找你？为什么呢，我是想看看你平时在做什么。

市民.我应该做什么？我坐在这里数我的钱，你看不出来吗？

农 民 告诉我，城里人，谁给了你这么多钱，让你把时间都花在数

钱上？

市 民 你想知道谁给了我钱？我告诉你。一个农民来敲我的门，要

我借给他1 0或 2 0古尔登。我问他是否有一片好的牧场或一块

好的田地。他说：“是的，城里人，我有一片好的牧场和一块好

的田地，这两块价值100古尔登。"我回答说：“太好了！把你

的牧场和田地抵押给我。如果你答应每年支付1古尔登的利息，

你就可以得到20古尔登的贷款。”农民听到这个好消息很高兴，

回答说：“我向你保证。"我 又 说 ：“如果你不能按时支付利息，

我将占有你的土地，把它变成我的财产。”这并没有让农民担

心，他继续把他的牧场和田地转让给我，作为他的抵押品。我

把钱借给他，他准时支付了一两年的利息；然后他歉收了，很

快他就拖欠还款。我就没收他的土地，把他赶走，牧场和田地

就是我的了。我不仅对农民如此，对工匠也是如此。如果一个

商人有一栋好房子，我就借给他一笔钱，过不了多久，房子就

属于我了。通过这种方式，我获得了很多财产和财富，这就是

为什么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数我的钱上。

农 民 我还以为只有犹太人在放高利贷呢！现在看来基督徒也这

样了。

市民 高利贷？谁在说高利贷？这里没有人放高利贷。债务人所支

付的是利息。(G. Strauss： 110— 111 )

43.在提到德意志时，彼得•克里特写道：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 16世纪的前3 0年里，巴伐利亚奥

格斯堡的一名建筑工人能够用他的年收入养活他的妻子和两个

孩子。从 1566年到 1575年，以及从 1585年到三十年战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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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他的工资已经无法支付其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 (Kriedte

1983： 51 — 52)0 欧洲工人阶级因圈地和价格革命而致贫，参

见 C. Lis & H. Soly (1979), 72-79。正如他们所写，在英格兰，

“1500年 至 1600年之间，谷物价格上涨了 6 倍，而工资上涨了

3 倍。弗朗西斯•培根把工人和农夫说成不过是‘家庭乞丐'，

这毫不奇怪”。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农夫和雇佣工人的购买力

下降了 45%。”在新卡斯蒂利亚……雇佣劳动和贫穷被认为是

同义词。”(同上：72 — 7 4)

4 4 . 关于 16 世纪卖淫业的发展，见 Nickie Roberts, Whores in History:

Prostitu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992)O

45. Manning (1988); Fletcher (1973); Cornwall (1977); Beer (1982);

Berce (1990); Lombardini (1983).

46. Kamen (1971), Berce (1990), 169-179; Underdown (1985).正如大

卫•昂德当指出的：

经常可以看到女性(食物)暴动者的突出角色。1608年的

南安普顿，一艘装满粮食的船'只准备前往伦敦，公司正为了如

何处理它争论不休。一群妇女拒绝等待，她们登上了这艘船并

扣押了货物。1622年，在韦茅斯发生的事件中妇女被认为是可

能的暴乱者，而 1631年在多尔切斯特，一群人(其中一些是

救济院的囚犯)拦住了一辆马车。他们误以为里面是小麦；其

中一个人抱怨当地的一个商人“把这片土地上最好的水果，如

黄油、奶酪、小麦等，都送到了海外”( 1985： 117)。关于食

物暴动中的妇女，也可参见萨拉•门德尔松 (Sara Mendelson )

和 帕 特 里 夏 •克 劳 福 德 (Patricia Crawford ) 1998年的作品。

她们写道：“妇女在英格兰粮食骚乱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例如，

“ 1629年在马尔登，100多名妇女和儿童登上船只，阻止粮食

被运走"。他 们 由 “安・卡特船长(Captain Ann Carter )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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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因在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被判处绞刑”。(同上：

385 — 386)

47 .在 1630年的饥荒中，意大利贝加莫市的一位医生也有类似的评论：

一群半死不活的人在街上、广场上、教堂里、街边的门前

向所有来者散发着的憎恨和恐怖，让人无法忍受。此外，他们

身上还散发出恶臭以及不断出现死亡的景象……没有经历过的

人无法相信。(引自 Carlo M. Cipolla 1993： 129)

48 . 关于 16世纪和 17世纪欧洲的抗议活动，见 Henry Kamen, The Iron

Century (1 9 7 2 ) ,特别是第 10章，“ 1550— 1660年间的民众叛乱”

(第 331— 385页)。正如卡门所写：“1595 — 1597年的危机在整个

欧洲爆发。英格兰、法国、奥地利、芬兰、匈牙利、立陶宛和乌克

兰都受到了影响。在欧洲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民众叛乱

同时发生。" (第 336页 ) 1595年、1620年和 1647年，那不勒斯发

生了叛乱(同上：334 — 335, 350, 361— 363 )„ 在西班牙，1640

年在加泰罗尼亚，1648年在格林纳达，1652年在科尔多瓦和塞维

利亚都爆发了暴乱。关 于 16世纪和 17世纪英格兰的暴动和叛乱，

见 Cornwall(1977); Underdown (1985) and Manning (1988)O 关于西

班牙和意大利的叛乱，也见Braudel (1976,Vol. H), 738-739。

49 .关于欧洲的流浪罪，除贝尔和盖雷梅克外，见 Braudel (1976), Vol.

II, 739-743; Kamen (1972), 390-394„

50 . 关于价格革命后财产犯罪的兴起，见 Richard J. Evans(1996), 35;

Kamen (1972), 397-403; Lis and Soly(1984)„ 利 斯 和 绍 伊 写 道 ：

“现有的证据表明，在伊丽莎白时代和斯图亚特时代早期的英格兰，

特别是在 1590年 至 1620年间，总体犯罪率确实明显上升。”(第

218 页 )

51 . 在英格兰，由于失去空地和公地而终止的社会性和集体再生产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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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中有春天举行的为田地祈福的游行----- 旦田地被围起来就不

能再举行了 —— 以及五月一日围绕五朔节举行的舞蹈(Underdown

1985 )。

52 . Lis and Soly (1979), 9 2 .关于公共援助制度参见盖雷梅克的《贫穷

的历史》( 1994), 第 4 章 “慈善改革”(第 142 — 177页)。

53 . Yann Moulier Boutang, De L 'esclavage au salariat (1998), 291-293.

布唐称，贫民救济金与其说是回应土地掠夺和价格上涨所产生的苦

难，不如说是一项旨在防止工人外逃从而创造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措

施 ( 1998), 我只是部分地同意他的观点。如前所述，布唐过分强

调了被剥夺财产的无产阶级的流动程度，因为他没有考虑妇女的不

同处境。此外，他还低估了援助作为一项斗争结果的程度，这一斗

争不能被简化为劳动的斗争，也包括袭击、大批饥饿的农村人对城

镇的入侵(在 16世纪中期的法国，这是一个持续的特征)和其他形

式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凯特叛乱的中心诺维奇在其失败后不久

就成为济贫改革的中心和典型，并不是巧合。

54 . 西班牙人本主义者胡安・路易斯・比韦斯对佛兰德斯和西班牙的贫

困救济制度颇有研究，他是公共慈善事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他

1526^fi^J (De Subvention Pauperum ) 中，他认为“世

俗当局而不是教会应该负责对穷人援助"(Geremek 1994： 187)O

他还强调，当局应该为身体健康的人找到工作，坚持认为“应该让

那些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偷鸡摸狗和游手好闲的人从事最艰苦的

工作，而且报酬最差，以便这样的例子可以对其他人起到震慑作用”

(同上)。

55 .关于济贫院和教养院兴起的主要著作，是达里奥•梅洛西 (Dario

Melossi) 和马西莫•帕瓦里尼 (Massimo Pavarini) 1981年 的 《监

狱与工厂：监狱系统的起源》( The Prison and the Factory: Ori­

gins of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o 作者指出，监禁的主要目的是

打破穷人的认同感和团结感。另见 Geremek (1994), 206- 229。关

于英国企业主计划将穷人监禁在堂区，见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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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卷 （ 1909： 793 ）0 关于法国的情况，见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 1965 ）, 特别是第2 章：“大禁闭”（第 38 — 6 4页）。

56 . 哈克特•费舍尔把17世纪欧洲人口的下降与价格革命的社会影响联

系起来（第 91 — 92页），彼得•克里特则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情况，

认为人口下降是马尔萨斯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结合。在他看来，

这种下降一方面是对16世纪早期人口增长的反应，另一方面是对地

主侵占大部分农业收入的反应（第 6 3页）。

迪普莱西（ 1997）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支持了我关于人口

下降和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之间的联系。他写道，17世纪人口危机

后的恢复远比黑死病后的恢复要快得多。在 1348年的流行病之后，

人口花了一个世纪才开始增长，而在 17世纪，增长过程在不到半个

世纪的时间里就重启了（第 143页 ）。这一估算表明，17世纪欧洲存

在的更高的出生率，可能是由于对所有形式的避孕措施的猛烈打击。

57 .“生命权力”是福柯在 1978年 的 《性经验史》中使用的概念，用于

描述在 19世纪欧洲专制的政府形式转变为更加分散的、以 “培养生

命权力”为中心的政府。“生命权力”表达了在国家层面对于个人身

体的卫生、性和刑事的控制，以及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及其对经济

领域的影响的日益关注。根据这一范式，生命权力的兴起与自由主

义的兴起并驾齐驱，标志着法制和君主制国家的结束。

58 .我在做这个区分时，考虑到了加拿大社会学家布鲁斯 ♦柯蒂斯

（Bruce Curtis ）对福柯的“人口”和 “生命权力”概念的讨论。柯

蒂斯将 16世纪和 17世纪流行的“众人”概念与 19世纪成为现代

人口学基础的“人口”概念做了对比。他指出，“众人”是一个有机

的、分层次的概念。当重商主义者使用它时，他们关注的是社会主

体中创造财富的部分，即实际或潜在的劳动者。后来 的 “人口”概

念是一个原子论的概念。“人口由这么多分布在抽象空间和时间中的

无差别的原子组成”—— 柯蒂斯写道—— “有自己的规律和结构。”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是连续的，因为在重商主义和自由资本

主义时期，人口的概念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言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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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重商主义的全盛时期是在17世纪下半叶，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

位与威廉•配第 ( 1623 — 1687) 和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部长让•巴蒂

斯特•柯尔贝尔的名字有关。然而，17世纪末的重商主义者只是将

16世纪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理论系统化或应用。法国的让・博丹和意

大利的乔凡尼•博特罗被认为是原重商主义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经

济理论的最早系统表述之一，见于托马斯•孟1622年的《英格兰得

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 o

60 .关于立新法反对杀婴的讨论，见其中的 John Riddle (1997), 163-

166; Merry Wiesner (1993), 52-53;Mendelson and Crawford (1998),

他们写道：“单身妇女比社会上任何其他群体更可能犯下杀婴罪。对

17世纪初杀婴案的研究表明，在 6 0位母亲中，有 5 3位是单身，6

位是寡妇。”(第 149页)统计数据还显示，因杀婴受惩罚甚至比

因巫术受惩罚还多。玛格丽特•金 (Margaret K in g )写道，纽伦堡

“在 1578年至 1615年期间通过该罪行处决了 14名妇女，但只有一

名女巫。鲁昂议会从 16世纪 80年代到 1606年起诉的杀婴案和巫

术案几乎一样多，但对杀婴的惩罚更严厉。在受加尔文教影响的日

内瓦，杀婴的处决率远远高于巫术的；从 1590年到 1630年，11名

被指控的妇女中有9 名因杀婴而被处决，而 3 0名巫术嫌疑人中只

有 1名被处决”(第 10页)。梅里•威斯纳也证实了这些估算，她写

道：“例如在日内瓦，1595— 1712年期间，3 1名被指控杀婴的妇女

中有2 5名被处决，而 122名被指控使用巫术的妇女中有19名被处

决。”( 1993： 5 2 ) 在欧洲，妇女因杀婴而被处决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18世纪。

61 . 关于这一主题，罗伯特•弗莱彻 (Robert Fletcher) 在 1896年发表了

一篇有趣的文章-《女巫药典》( "The Witches Pharmacopeia")。

62 .这里指的是一首1971年的意大利女权歌曲《国家堕胎》( “Abort。

di Stato" ) o

63 . Margaret L. King, Women o f the Renaissance^ 1991), 7 8 .关于德意

志妓院的关闭，见 Merry Wiesner, Working Women in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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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尸加。町(1986), 194-209 o

64 . 关于妇女被逐出手工业的地点和年份的广泛记录，见 David Herlihy,

Women, Family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Historical Essays.

Providence: Berghahan, 1978-1991 o BJAL Merry Wiesner (1986), 174-

185O

65 . Martha Howell (1986), Chapter 8, 174-183.豪威尔写道：

例如，这一时期的喜剧和讽刺剧经常把市场上的妇女和

女生意人描绘成泼妇，不仅嘲笑或责骂她们在市场生产中的角

色，甚至经常指控她们有性侵行为。(第 1 8 2页)

66 .在对霍布斯和洛克提出的17世纪社会契约理论的彻底批判中，卡罗

尔•帕特曼( 1 9 8 8 )认为，“社会契约”是建立在一个更基本的“性

契约”之上的，它承认男人有权占有女人的身体和劳动。

67 . 露丝 ・马佐 •卡 拉 斯 (Ruth Mazo Karras, 1996) 写道：“'普通妇

女’是指所有男人都可以使用的女人；它 与 ‘普通人‘不同，‘普通

人’表示出身卑微的人，可以是贬义或褒义的，‘普通妇女’则没有

传达任何不友善行为或阶级团结的意义J  (第 138页)

68 . 关 于 “过渡”时期的家庭，见 Lawrence Stone (1977)； Andre Burguiere

and Francois Lebrun, “Priests, Prince, and Family"，in Burguiere. et al., A

History o f the Family: The Impact o f Modernity (1996). Volume Two,

95ff.o

69 .关于 17世纪父权主义的特点，特别是社会契约理论中的父权概念，

请再次参见 Pateman (1988); Zilla Eisenstein, The Radical Future o f

Liberal Feminism (1981); Margaret R. Sommerville, Sex and Subjec­

tion: Attitudes To Women In Early Modern Society (1995)O

萨默维尔讨论了契约理论给英格兰对妇女的法律和哲学态度所

带来的变化。她认为契约主义者和父权主义者一样支持妇女从属于

男人，只是以不同的理由为其辩护。他们至少在形式上奉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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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和 “主权在民”的原则。只不过他们依照这些原则为男性至

上主义辩护时，援引了妇女的“自然劣根性”(natural inferiority )

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妇女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弱点和必须依赖男人

后，会同意丈夫占有她们的财产和投票权。

70 . 见 Underdown (1985a), “The Taming of the Scold: The Enforce­

ment of Patriarchal Author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Anthony

Fletcher and John Stevenson (1985), 116-136； Mendelson and Craw­

ford (1998), 69- 71。

71 . 关于 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妇女权利的丧失，见其中之一的梅里•威

斯 纳 ( 1993 ) , 她写道：

罗马法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对近代早期妇女的民事法律地

位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既是因为法学家选择从罗马法中采纳对妇

女的看法，也是因为罗马法使得现有法律的执行更严格了。(第

3 3 页)

72 .除了戏剧和小册子，还有这一时期的法庭记录，昂德当的结论是：

“在 1560年至 1640年之间……这些记录披露了统治者对妇女——

父权制的一种明显威胁—— 给予的密切关注。妇女骂街和与邻居争

吵，单身妇女拒绝服役，妻子支配或殴打丈夫：所有这些控告似乎

都比之前或之后的时期更经常出现。人们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一时

期的巫术指控也达到了顶峰J (  1985a： 119)

73 .詹姆斯•布劳特 (James Blaut, 1 992a)指出，在 1492年之后的几

十年内，“增长和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欧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

时期”。他写道：

16世纪的殖民企业以多种方式生产资本。一是金银开采；

二是种植园农业，主要是在巴西；三是与亚洲的香料、布匹和

其他方面的贸易；四是欧洲人从美洲的各种生产和商业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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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利润……五是奴隶制。来自这些地方的积累是巨大的。

（第 3 8 页）

74 . 伊莱恩•福曼 •克 兰 （Elaine Forman Crane, 1990 ） 引用的百慕大

的案例就很典型。克兰写道百慕大的一些白人妇女是奴隶主，这些

奴隶通常也是妇女。正是靠她们的劳动，白人女奴隶主才能够保持

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权（第 231— 258页 ）。

75 .琼 •纳什（June Nash, 1980 ）写道：“ 1549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种族出身以及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成为界定继承权的一个因素。新

的法律规定，任何穆拉托人（黑人男子和印第安妇女的后代）、梅

斯蒂索人、非婚生子女都不允许在赐封地拥有印第安人……梅斯蒂

索人和私生子几乎成了同义词。”（第 140页 ）

76 . 科约塔是半梅斯蒂索和半印第安的女性。Ruth Behar （1987）, 45.

77 .汞矿是最致命的。比如万卡维利卡的汞矿，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可怕

的痛苦中因缓慢中毒而死亡。正如诺贝尔•大卫•库克所写的：

万卡维利卡矿区的工人面临着直接的和长期的危险。塌

方、洪水和因井道打滑而导致的坠落，每天都威胁着工人的生

命。中级的健康危害来自不良的饮食习惯、不通风的地下室，

以及矿井内部和安第斯山脉稀薄大气之间的巨大温差……长

期待在矿井里的工人可能遭受了最悲惨的苦难。工具击碎矿石

时，灰尘和细小的颗粒被释放到空气中。印第安人吸入了这些

灰尘，其中含有4 种危险物质：汞蒸气、碎、亚种酸酎和朱砂。

长期接触这些……便会导致死亡。这种病被称为“矿山病”

（mal de la mina ）, 晚期是无法治愈的。在不太严重的情况下，

牙龈会溃烂并被慢慢腐蚀掉…… （第 205 —2 0 6页）

78 .芭芭拉•布什（1990） 指出，如果奴隶妇女想堕胎，她们肯定知道

如何做，因为她们有从非洲带来的知识（第 141页）。



维 萨 里 的 《人 体 的 构 造 》（De  Htimani Corporis Fabrica,帕多瓦，1543）的扉

页。这再完美不过地展示了男性、上层阶级、父权制秩序通过新的解剖学剧场

取得了胜利。作者告诉我们，“由于害怕被绞死，（她 ）宣布自己怀孕了" 但在

发现她没有怀孕后，她被吊死了。后面的女性形象（也许是一个妓女或助产士）

低下了头，她可能在这一淫秽的场景及其隐含的暴力面前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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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叛者的身体斗争

生命只是肢体的一种运动…… “心脏”无非就是“发

条”；“神经”只是一些“游丝”，而 “关节”不过是一些齿

轮，使整体得以活动。®

—— 霍布斯，《利维垣》，1650年

然而，我将成为一个更高尚的生物。就当我的自然需

求使我堕落为野兽的时候，我的精神将升华翱翔，飞向天

使的怀抱。

--- 科顿•马瑟的日记，1680— 1708年

……请可怜我吧……我的朋友很穷，我的母亲病得很

重，我将在下周三早上死去，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心给我的朋

友一小笔钱买□棺材和裹尸布，把我的尸体从吊死的树上带

走 别害怕…… 我希望你能考虑到我可怜的身体，如果

这是你自己的身体，你会愿意让它从外科医生那里获救的。

—— 理查德•托宾的信，他于 1739年在伦敦被处死

① 译文参考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一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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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的木刻版画，“魔鬼对垂死之人的攻击是一个贯穿全部（中世纪）流行

传统的主题”[摘自阿方索・M .迪 诺拉（Alfonso M. di N ola）, 1987 ]

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米歇尔•福柯所定义的“对

身体的规训”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过程中间国家和教会试图

将个体的力量转化为劳动力。本章将考察这一过程在当时的哲

学辩论中是如何被认知和表达（mediated） 的，以及它对社会产

生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介入。

正是在 16世纪，在西欧那些受新教改革和重商资产阶级的

崛起影响最大的区域，我们看到各个领域（包括舞台、讲坛、

政治和哲学的想象里）都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新概念。这个概

念最理想的表现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他结

合了爱丽儿天堂般的灵性和凯列班残暴的物质性，但显露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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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达到这种灵性与物质性平衡的焦虑，这种平衡打破了 “人”

因其在存在之链中的独特地位而感到的任何骄傲。। 在击败凯列

班的过程中，普洛斯彼罗必须承认“这个坏东西是属于我的”，

从而提醒他的观众，我们人类既有天使又有野兽的某些特质确

实是有问题的。

在 17世纪，普洛斯彼罗潜意识中的预感被形式化为理性与

身体激情之间的冲突。它将经典的犹太教-基督教主题重新概

念化，产生了一种新的人类学范式。其结果使人联想到中世纪

天使与魔鬼为争夺离世灵魂的占有权而进行的小冲突。但现在，

冲突在人的体内上演，人被重构为一个战场，在那里相反的元

素为争夺统治权而对抗。一 面 是 “理性的力量”：俭省、审慎、

责任感、自我控制。另一面是“身体的低级本能”：淫荡、懒

惰、系统性地浪费自己的生命能量。这场战斗在许多战线上进

行，因为理性必须对来自肉体的攻击保持警惕，制 止 “肉体的

智慧”（路德语）腐化心灵的力量。在极端的情况下，人就成了

一个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地带：

假如在我的身体里，看不到勒班陀大战，看不到激情

对抗理性、理性对抗信仰、信仰对抗魔鬼，而我的良心对

抗所有的一切，那我就一无所是了。

（Thomas Browne 1928: 76 ）

在这一过程中，隐喻领域发生了变化，同时对个人心理的

哲学表征借用了国家身体政治中的形象。这些形象共同揭露了

一 个 包 含 “统治者”和 “反叛的主体”、“诸众”和 “暴动”、

“锁链”和 “专制的命令”，乃 至 （托马斯•布朗笔下的）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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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景观（同上：7 2 ）。2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哲学家将理性

和身体之间的冲突描述为“高级事物”和 “低级事物”之间的

激烈对抗。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巴洛克时期对于比喻的偏爱，尽

管这种偏爱后来被“更阳刚的”语言取代。3 在 17世纪关于人

的话语里，那些想象中发生在个人微观世界中的战斗，可以说

是以当时的现实为基础的。它是更广泛的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一

个面向，凭借此进程，在 “理性时代”，崛起中的资产阶级试图

依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对从属阶级进行改造。

正是在试图形塑一种新类型的个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参

与了对身体的战争，这场战争成了它的历史标志。如马克斯•韦

伯所说，身体的改革是资产阶级伦理的核心，因为资本主义把

占有作为“生命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把它作为满足我们需求

的手段；因此，它要求我们放弃一切即时的生活享受（Weber

1958： 5 3 ）O 资本主义还试图克服我们的“天性状态”，方式是

打破自然的障碍，将工作日延长到超出前工业时期设定的光照、

季节周期和身体的界限。

马克思也认为，身体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中的一个

显著特征。资本主义通过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使工人的活动

屈从于一个他们无法控制、无法认同的外部秩序。这样，劳动

过程变成了一个自我疏离的场域：工 人 “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

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

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Marx 1961： 7 2）。此外，随着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成为“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

（虽然只是形式上的），（与奴隶不同）他可以在限定的时间内

将劳动力交由买方支配。这意味着“他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

力 （他的精力、能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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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1906, Vol. I ： 186 )。,这也导致了一种人与身体的分离

感，身体被物化和简化成了一个人们无法立即认同的对象。

工人自由地异化自己的劳动，或直面自己那将作为资本交

付给价高买家的身体—— 此类形象指的是已经被资本主义工

作规训塑造的工人阶级。但只有在 19世纪下半叶，我们才能

瞥见那种温文尔雅、谨慎、负责任，以拥有一块手表为荣的

工 人 (Thompson 1964 ) o 他们能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强

加的条件看成“不证自明的自然规律"(Marx 1909, Vol. I ：

809 ) —— 这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化身，也是马克思的参照物。

在原始积累时期，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新兴资产阶级发

现，“劳动力的解放”即从公有土地上征用农民，并不足以迫使

被掠夺的无产者接受雇佣劳动。弥尔顿笔下的亚当在被逐出伊

甸园后，欢天喜地地开始了献身于工作的生活。,与亚当相反,

被没收财产的农民和工匠并没有心平气和地同意为了工资而打

工。他们更多是成了乞丐、流浪汉或罪犯。培养一群听话的劳

动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 16世纪和 17世纪，人们对雇佣劳

动的憎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无产者宁愿冒着上绞刑架的

危险，也不愿意接受新的劳动条件(Hill 1975： 219 — 239 ) 0 6

这是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第一阶

段里，这次危机比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所有商业危机都

严重得多。7众所周知，面对危机，资产阶级的反应是建立真正

恐怖的统治制度。就像之前的统治阶级把农奴束缚在土地上那

样，为了把工人捆绑在强加给他们的工作上，资产阶级对流浪

汉施行“血腥法律”，加强刑罚(特别是惩罚侵犯财产罪)，加

大处决力度。仅在英格兰，亨利八世在位的3 8年间，就有 7.2

万人被他吊死；而且这种屠杀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在 16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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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破烂的女人和流浪汉。被掠夺的农民和工匠并没有心平气和地同意打工。

他们更多是成了乞丐、流浪汉或罪犯。制图者：路易 ♦利奥波德♦波 伊 （Louis-

Leopold Boilly, 1761 — 1845）

纪 7 0年代，每年有 300名至 400名 “‘流氓’死在了某地的绞

刑架”上 （Hoskins 1977： 9 ）0 仅在德文郡，1598年一年就有

74人被绞死（同上）。

但统治阶级的暴力并不限于镇压违法者。它还希望彻底地

改造人，从而在无产阶级中根除任何不利于实施更严格工作纪

律的行为。这个维度的打击在社会立法中显而易见。在 16世纪

中叶，英格兰和法国引入了这些立法。游戏，特别是依靠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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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戏被禁止了。这些游戏除了毫无用处之外，还破坏了个人

的责任感和“工作伦理”。酒馆和公共浴场通通被关闭，裸体被

纳入刑罚，许多其他“非生产性的”性行为和社交形式也受到

惩罚。喝酒、说脏话、下诅咒全部被禁止。8

正是在这个庞大的社会工程的过程中，一个关于身体的新

概念和针对身体的新策略开始形成。它的新颖之处在于，身体

被攻击为万恶之源，然而人们却以同时代研究天体运动的同等

热情来研究它。

为什么身体在国家政治和知识论述中如此重要？人们可能

会说，这种对身体的迷恋反映了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9

这正是资产阶级或贵族感到的恐惧，他们在街上或在旅行中不

管走到哪里都会被威胁的人群包围，向他们乞讨或打劫。这也

是那些国家的管理者所感受到的恐惧，其统治的巩固一直受制

于同时也取决于骚乱和社会动荡的威胁。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不能忘记乞丐和暴乱的无产

阶级。他们迫使富人乘坐马车来躲避他们的攻击，或者睡觉时

在枕头下放两把手枪。这些乞丐和无产阶级作为同一种社会主

体，日益被认为是所有财富的来源。对于他们，重商主义者即

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批经济学家，同样不厌其烦地重复（虽然

不是没有考虑过）“越多越好”，并经常为这么多的尸体被浪费

在绞刑架上而感到惋惜。

许多年后，劳动价值的概念才进入经济思想的殿堂。而工

作 （“工业”）相比于土地或任何其他“自然财富”，更多被当

作积累的主要来源。这是在技术发展水平低下的背景下，人成

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的时候，人们清楚认识到的事实。正如托

马斯 •孟（伦敦商人之子，重商主义立场的代言人）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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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天然物品并没有像我们的

工业那样创造那么多价值…… 因为矿井里的铁与它被挖掘、

试验、运输、购买、出售、铸成军械、火枪……锻成锚、

螺栓、钉子和类似的工具，用于船舶、房屋、大车、四轮

马车、犁和其他耕作工具并由此产生的好处相比，并没有

什么价值。

(Abbott 1946： 2 )

即使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普洛斯彼罗也坚持这一重要的经济

事实。在米兰达表现出对凯列班的极度厌恶后，他发表了关于

劳动价值的小演讲：

虽然这样说，我们也缺不了他：他给我们生火，给我

们捡柴，也为我们做有用的工作。

(《暴风雨》，第一幕，第二场)

于是，身体成了社会政策的焦点。因为它不但是对抗工作

的野兽，而且是劳动力的容器，是生产资料，是主要的工作机

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在国家对它采取的策略中有很多

暴力，但也有很多利益；对身体运动和属性的研究变成那个时

代大多数理论思辨的出发点一■无论是像笛卡尔那样旨在断言

灵魂的不朽，还是像霍布斯那样研究社会治理能力的前提。

事实上，新机械哲学的核心关注点之一是身体力学 (the

mechanics of the body ) ；其构成要素 从血液循环到语言的

动态，从感官的影响到自主和不自主的运动一皆被拆开并按

其所有组成部分和可能性进行分类。笛卡尔的《论人》( " e a ”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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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 a n , 出版于1664年 )”是一本真正的解剖学手册，尽管它

的解剖学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是身体意义上的。笛卡尔研

究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在纯粹的精神领域和纯粹的身体领域之

间建立一个本体论的划分。每一种方式、态度和感官都被这样

定义下来；它们的界限被标明，它们的可能性被彻底地评估。

于是，人们觉得“人性之书”被首次打开。或者更有可能的是,

一块新的土地已经被发现，征服者们正着手规划它的道路，清

点它的自然资源，评估它的优势和劣势。

在这一点上，霍布斯和笛卡尔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代表，他

们细致地探索肉体和心理现实的细节。这在清教徒对倾向和个

帕多瓦大学的解剖课。解

剖剧场向公众展示了一具

被剥去神秘面纱、被亵渎

的尸体。摘 自 《医学汇编》

( De Fasciculo de Medicina),

威尼斯，14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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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赋的分析中再次出现，“于此便开启了资产阶级心理学，从

工作潜力和对规训贡献多少的角度明确研究(就本部分的主题

而言)人类的所有能力。解剖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发展也标

志着对身体的新的好奇心，以 及 (用 17世纪一位医生的话说)

“从前打开身体的礼仪和习俗如今发生了变化”。此前在中世

纪，它长期是地下的知识(Wightman 1972： 90 — 92； Galzigna

1978 ) o

尽管身体作为主角出现在哲学和医学的舞台上，但这些研

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身体的贬低。解 剖 “剧场” I，向公众展

示了一个被剥去神秘面纱、被亵渎的身体，它只在原则上被认

为是灵魂的场所，但实际上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现实(Galzigna

1978： 163 — 164 ) O ”在解剖学家的眼里，身体是一个工厂，

正如维萨里给他划时代的“解剖工业”著作起的标题：《人体的

构造》( 1543 )。机械哲学通过将身体类比为机器来描述它，并

常常强调其惯性。身体被认为是蛮横的物质，完全脱离了任何

理性的品质：它不知道、不想要、没有感觉。身体是一个纯粹

的 “器官集合”，如笛卡尔在 1637年 的 《谈谈方法》中所声称

的 ( 1973, vol. I ,  152 ) o 马勒伯朗士呼应了笛卡尔的观点。他

在 《形而上学与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on Metaphysics and

on Religion, 1688 ) 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身体能思考吗？”

他立即回答说：“不能，毫无疑问，因为这种延伸的所有修饰只

包括某些距离关系；很明显，这种关系不是感知、推理、快乐、

欲望、感觉，简而言之即思想。" (Popkin 1966： 280 ) 对霍布

斯来说，身体也是一个机械运动的集合体，它缺乏自主能力，

在外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运作，在吸引和嫌恶的游戏中，一切

都像在自动机械中被调节(Leviathan Part I , Chapter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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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机械哲学而言，福柯对 17世纪和 18世纪的社会

规训的看法是正确的（Foucault 1977： 137）。在这里，我们也

发现了不同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观点，后者认为身体的堕落具

有纯粹的消极功能，即寻求确立世俗快乐的短暂性和虚幻性，

以及最终需要放弃身体本身。

在机械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精神。它计

算、分类、区分和贬低身体，只是为了使其能力合理化，其目

的不仅仅是加强其服从性，而且是使其社会效用最大化（同上：

137— 138 ）。机械论者并没有放弃身体，而是试图以使其运作

可理解和可控制的方式将其概念化。因此，笛卡尔自豪（而非

同情）地坚持认为，“这台机器”（他 在 《论人》中一直称身体

为机器）只是一个自动装置，它的死亡并不比工具的损坏更值

得哀悼。15

当然，霍布斯和笛卡尔都没有过多讨论经济问题，要说从

他们的哲学中读出英格兰或荷兰商人的日常关心之事，那将是

荒谬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们对人性的思考为新兴资本主

义的工作科学提供了重要贡献。将身体视为机械物质，没有任

何内在的目的性^^■自然魔法和当时流行的迷信赋予它的“神

秘美德”—— 是为了使人理解身体是可以从属于一个劳动过程

的，这个过程愈发依赖统一和可预测的行为形式。

一旦身体的装置被解构，本身被简化为一种工具，它就可

以被打开，人们便可无限地操纵其力量和可能性。人们可以研

究想象力的弱点和极限，习惯的美德，恐惧的用途，如何规避

或中和某些激情，以及如何更合理地利用它们。在这个意义上，

机械哲学有助于加强统治阶级对自然界的控制，而这是控制人

性的第一步，也是最不可缺少的一步。正如沦为“大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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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可以被征服，（用培根的话说）“穿透她所有的秘密”，同

样地，被清空了神秘力量的身体也可以“陷入一个服从系统”，

据此它的行为可以被计算、组织、技术性地思考并具有了权力

关系（Foucault 1977： 26 ）o

笛卡尔认为身体和自然是等同的，因为两者都由相同的粒

子构成，并服从于由上帝意志设定的统一物理法则。因此，笛

卡尔式的身体不仅被矮化，还被剥夺了任何魔法般的品质；在笛

卡尔于人类的本质和偶然条件之间建立的本体论鸿沟中，身体与

人分离，实际上被非人化了。笛卡尔在他的《沉思集》（1641）

中一直坚持“我不是这副躯体”。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中，身体内

部加入了一个时钟似的物质的连续体，不受约束的意志现在可

以将其思考为受它支配的对象。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于肉身存在笛卡尔和霍布斯体现了

两种不同的研究。笛卡尔将身体还原为机械性的物质，使得自

我管理的机制得以发展，使身体成为意志的主体。相反，在霍

布斯那里，身体的机械化证明了个人对国家权力的完全服从。

然而，这两种结果都是重新定义了身体的属性，使身体至少在

理想状态下适合资本主义工作纪律所要求的规律性和自动性。"

我 强 调 “理想状态”，是因为在笛卡尔和霍布斯撰写文章的年

代，统治阶级不得不面对一种与他们的预设大不相同的肉身存

在 （corporeality ）o

事实上，“黑铁时代”的社会文献中存在着大量不服从的身

体。我们很难将这些身体与笛卡尔和霍布斯作品中时钟般的身

体形象相调和。然而，尽管这两位哲学家似乎远离了阶级斗争

的日常，但正是在他们的思考中，我们首次发现身体逐步被概

念化为工作机器一是原始积累的主要任务之一。例如，当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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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宣称“心脏 (是 )一个发条……而关节是许多齿轮”时,

我们从他的话中看到了一种资产阶级精神。据此，不仅工作是

身体存在的条件和动机，而且人们感到有必要将所有身体的力

量转化为工作的力量。

我们可以依此线索理解，为什么 16世纪和 17世纪的哲学

和宗教思考中有这么多是真正的人体活体解剖，后者被用来决

定哪些属性可以存续，哪些必须消亡。这是一种社会炼金术,

不是把廉价金属变成金子，而是把身体的力量转变成工作的力

量。资本主义在土地和工作之间引入的同一种关系，也开始操

控身体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当劳动开始被视为一种能够无限发

展的动力时，身体却被看作惰性的无生命的物质，只有意志才

能移动。这种情况类似于牛顿的物理学在质量和运动之间设定

的情景，即除非被施加一种力，否则物体便不会活动。身体必

须像土地一样被开垦以及先被打碎，它才能放弃隐藏的财富。

因为虽然身体是劳动力存在的条件，但它也是劳动力的极限,

是抵御其消耗的主要因素。因此，仅仅认定身体本身没有价值

是不够的。身体必须消亡，这样劳动力才能长存。

中世纪世界盛行的将身体作为魔力容器的观念，在现实中

已被摧毁。因为在新哲学的背景下，我们发现国家采取了大量

积极措施，将被哲学家归类为“非理性的”的事物视为犯罪。

这种国家干预是机械哲学的必要“潜台词”。“知识”只有在能

够强制执行其规定时才能成为“权力”。这意味着，如果国家没

有破坏大量的前资本主义信仰、实践和社会主体，机械的身体、

身体-机器 ( the body-machine ) 就不可能成为社会行为的典范,

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机械哲学要将肉身行为规范化的承诺相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在“理性时代”---- 怀疑论和方法上的怀疑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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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的高峰期，我们看到对身体发起的猛烈攻击，这种攻击

得到了许多新学说拥护者的支持。

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对巫术和对魔法世界观的攻击。尽管教

会做了很多努力，但巫术和魔法在中世纪的百姓中继续盛行。

魔法的基础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它不承认物质和精神之

身体是魔力容器的观念，主要源自一种将个体的微观世界和天体运作的宏观世

界对应起来的信仰，正如 1 6世纪的这幅“黄道带人 ( zodiacal m an ) 的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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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任何分离，因此把宇宙想象成一个活的有机体，由神秘的

力量填充，其中每个元素都与其他元素有“交感”关系。在这

种观点中，自然被视为一个由符号和标志组成的宇宙，标记着

许多必须被破译的隐性关系(Foucault 1970： 26 — 27 ) 0 每个

元 素 一 草 药 、植物、金属，以及最重要的人体—— 都隐藏着

它特有的品质和力量。因此，各种实践都是为了占用自然界的

秘密，使其力量适应人类的意愿。从看手相到占卜，从使用符

咒到交感治疗，魔法打开了巨大的可能性。许多人用魔法在打

牌中获胜，演奏未知的乐器，成为隐形人，赢得某人的爱，在

战争中免于伤害，哄孩子睡觉(Thomas 1971 ； Wilson 2000 ) 0

资本主义将工作合理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便是消除这些实践。

因为魔法似乎是一种非法的权力形式，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工具，

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1604)第一版的封面插图，描绘

了魔法师从其法阵的保护空间中变出魔鬼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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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实际上拒绝工作。弗朗西斯•培根曾感叹“魔法会扼杀勤

劳”，他承认没有什么比假定一个人可以用一些奇技淫巧而不是

自己的汗水来取得收获更让他反感的了(Bacon 1870： 381)。

此外，魔法是建立在对空间和时间的定性构想之上的，它

排除了对劳动过程的规范化。现代企业家如果要把规律性的工

作模式强加给无产阶级，怎么可能相信有幸运和不幸的日子，

即有的日子可以旅行，有的日子不应该离开家，有的日子可以

结婚，有的日子应该小心避开所有的正事？与资本主义工作纪

律同样不相容的是这样一种宇宙观，即把特殊的力量归于个人：

眼神催眠，隐身，灵魂出窍，下咒困住他人的意志。

深究这些力量是真实还是幻象是不会有结果的。可以说，所

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对其深信不疑，而在近代，我们看到人们

重新评价了那些在之前被谴责为巫术的实践。这里不得不提到，

人们对心理玄学 ( parapsychology ) 和生物反馈 (biofeedback)

实践的兴趣越来越大，它们甚至被用于主流医学。今天，魔法

信仰的复兴是可能的，因为它不再是一种社会威胁。至少在工

业化国家，身体的机械化成了个人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给

了信仰神秘力量一些生存空间，因为它并不会危及社会行为的

规律性。占星术也被允许回归，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星

象图最忠实的消费者也会在上班前不自觉地看手表。

然而，对于 17世纪的统治阶级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选择。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和实验阶段，他们还没有实现必要的社

会控制来消除魔法的实践，也不能在功能上将魔法吸纳进社会

生活的肌理。在他们看来，人们声称拥有或渴望拥有的魔力是

否真实并不重要，因为魔法信仰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不服从的

一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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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们普遍相信有可能借助魔法符咒找到隐藏的宝藏

( Thomas 1971： 234 — 237 )。这无疑阻碍了一个严格且自发接

受的工作纪律的建立。同样具有威胁性的是下层阶级对预言的

利用，特别是在英国内战期间(就像中世纪一样)，预言被用来

制订斗争计划(Elton 1972： 142ff.)。预言并不只是表达一种宿

命论式的顺从。从历史上看，它 们 是 “穷人”将他们的欲望外

化的一种手段，使他们的计划具有合法性，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霍布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警告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预

知他们行动的后果那样，如此有效地指导人们思考；预言很多

时候是预知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 Hobbes, "Behemot" Works

VI： 399 )

但是，不管魔法带来了怎样的危险，资产阶级必须与它的

力量做斗争。因为魔法破坏了个人责任的原则，把社会行动的

决定因素放在星象上，使其不在资产阶级的掌控之中。因此，

16世纪和 17世纪哲学思辨的特点是将空间和时间理性化，概率

计算取代了预言。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概率计算的优势在

于，在这里只有在假设系统是有规律的和不变的情况下，才能

预测未来；也就是说，只有假定未来像过去一样，没有重大变

化和革命会打乱个人决策的坐标的情况下，才能预测未来。同

样，资产阶级也必须与“有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的假设做斗

争，因为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固定，即个人的时空识别，是

工作过程的规律性的基本条件。"

魔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作纪律和社会控制的要求不相容，这

也是国家对其发起恐怖运动的原因之------这种恐怖得到了

许多目前被认为是科学理性主义创始人的人毫无保留的赞扬：

让•博丹、马兰•梅森、机械哲学家和皇家学会成员理查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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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耳以及牛顿的老师伊萨克•巴罗。18甚至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也

同意此点，尽管他一直保持距离。“至于女巫，”他写道，“我

不认为她们的巫术有什么真正的力量；但她们受到的惩罚是合

理的，因为她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行这种恶作剧，如果不加

制止的话，她们还会有意为之。" (Zevia历a” 1963 ： 67 ) 他还

说，如果这些迷信被消除，“男人就会比她们更适合于公民服

从”(同上)。霍布斯很明智。女巫和其他施展魔法者死于其

上的刑柱与酷刑被执行的房间，构成了一个实验室，用以积累

大量社会规训和获取大量关于身体的知识。这里消除了那些阻

碍个人和社会身体转变为一套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机械装置的非

理性因素。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酷刑的科学用途，因为血和酷

刑 是 “培育动物”的必要条件。这种动物能够进行有规律、同

质和统一的行为，并在新规则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 Nietzsche 1965 ： 189— 190 ) o

在这个情境下，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宣布堕胎和避孕为魔法

犯 罪 (maleficium ) , 将女性的身体 沦为劳动力再生产机器

的子宫—— 交到国家和职业医生的手中。我将在后面关于猎巫

的章节中回到这一点，在那里我主张，对女巫的迫害是现代社

会中国家干预无产阶级身体的高潮。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尽管国家使用了暴力，但在整个

17世纪和 18世纪，面对连处决都无法吓倒的强烈抵抗，对无

产阶级的惩戒是缓慢进行的。彼得•莱恩博在《反对外科医生

的泰伯恩暴动》( "The Tyburn Riots Against the Surgeons, , ) 中

分析了这种抵抗的一个典型例子。莱恩博报告说，在 18世纪早

期的伦敦，执行死刑时，死刑犯的朋友和亲属进行了一场战斗，

以防止外科医生的助手夺取尸体用于解剖学研究(Lineb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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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室。1 8 0 9年，爱德华• 马奈在约瑟夫♦拉瓦勒 (Joseph Lavallee)的 《意

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宗教审讯史》(Histoires des Inquisitions Religieuses
d'Italie, d'Espagne et de Portugal) 中的版画作品

1975 ) 0 这场斗争非常激烈，因为人们对被解剖的恐惧不亚于对

死亡的恐惧。解剖消除了死刑犯在绞刑执行不力后苏醒的可能，

后者在 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常见观点(同上：102— 104)。当

时人们中间相传着一种关于身体的神奇概念，认为身体在死后

会继续活着，并通过死亡而获得新的力量。人们相信，死者拥

有 “复活”的能力，并对生者进行最后的报复。人们还认为，

尸体具有治疗的功效，因此大批病人聚集在绞刑架周围，期

待着从死者的肢体上获得与触摸国王一样的神奇效果(同上：

109— 110)o

解剖因此作为进一步的耻辱出现，是第二种更大的死亡，

死刑犯在最后的日子里要确保他们的身体不会落入外科医生的

手中。这场意味深长地发生在绞刑架下的战斗，既表明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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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合理化的暴力，也表明了两种相反的身体概念的冲突，

以及对身体的两种相反投资。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身体的概念，

认为它即使在死后也被赋予了力量；尸体不会引起排斥，也不

会被当作腐烂的或不可还原的异物。另一方面，身体即使在活

着的时候也被看作是死的，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机械装置，可

以像任何机器一样被拆开。彼得•莱恩博写道：“在绞刑架上，

站在泰伯恩路和埃奇韦尔路的交会处，我们发现伦敦穷人的历史

和英国科学的历史相交。”这不是巧合；解剖学的进步取决于外

科医生在泰伯恩抢夺绞刑犯尸体的能力，这也不是巧合。"科学

合理化的进程与国家试图对不情愿的劳动力实行控制密切相关。

作为对身体的新态度的决定因素，这种尝试甚至比技术的

发展更重要。正如大卫•迪克森所言，新的科学世界观与生产

的日益机械化相联系，只能作为一种隐喻成立（Dickson 1979：

2 4 ）。当然，让笛卡尔和他的同时代人非常感兴趣的钟表和自

动化设备（如液压移动的雕像），为新科学和机械哲学对身体

运动的猜测提供了模型。同样，从 17世纪开始，解剖学式的比

喻从制造商的车间提取出来：手臂被视为杠杆，心脏被视为泵，

肺被视为风箱，眼睛被视为镜片，拳头被视为锤子（Mumford

1962： 32 ）o 但这些机械隐喻反映的不是技术本身的影响，而是

机器正在成为社会行为的模型这一事实。

即使在天文学领域，对社会控制的强烈需求也是显而易

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埃德蒙•哈雷（英国皇家学会秘书），

1682年出现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彗星，与此同时，他在英国

各地组织了俱乐部，以证明自然现象的可预测性，并消除人们

普遍认为彗星预示着社会动荡的看法。科学理性化的道路与社

会机体 （social body ） 的规训相交，这在社会科学中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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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 16世纪的德意志版画作品是新的身体机械观的典型例子。在这幅作品中，

农民仅仅被表现为一种生产工具，他的身体完全由农具组成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发展是以社会行为的同质化，

以及所有人都要遵循的原型个体(a prototypical individual) 的

构建为前提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一个“抽象的个人”，它

以统一的方式构建，并作为一个社会平均数被彻底地去个性化。

因此，它全部的能力只能从最标准化的方面被理解。这种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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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构建是威廉♦配第后来称之为（用霍布斯的话说）政治算术

的发展基础—— 这是一门新的科学，以数字、权重和度量来研

究社会行为的各种形式。配第的研究随着统计学和人口学的发

展而实现（Wilson 1966； Cullen 1975）, 它们在社会机体上进

行的操作与解剖学在个人躯体上进行的操作相同。因为它们解

剖人口并研究其运动一从出生率到死亡率，从世代到职业结

构^— 在最大规模和最有规律的方面。同样，从个人在资本主

义过渡时期所经历的抽象化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人体机

器”的发展是巨大的技术飞跃，是原始积累时期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一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人体—— 而非蒸汽机甚

至时钟一一是资本主义开发的第一台机器。

但是，如果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会立即碰到一个问题：

如何让它工作？从机械哲学的理论中衍生出两种不同的身体管

理模式。一方面，我们有笛卡尔的模式，从一个纯粹的机械身

体的假设出发，假设有可能发展出自律、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

的个人机制，从而能形成自愿的工作关系和基于民意的政府。

另一方面，霍布斯模式认为身体之外的理性是不可能的，因此

他将控制的功能外部化，将其置于国家的绝对权威之下。

从身体机械化开始的自我管理理论的发展是笛卡尔哲学的

重点。笛卡尔（让我们记住）不是在君主专制主义的法国，而

是在资产阶级的荷兰完成了他的理论思想。他的精神与荷兰是

如此契合，以至于他选择在那里定居。笛卡尔的学说有双重目

标：否认人类行为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如星星或天体智能）的

影响，并将灵魂从任何身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它能够

对身体行使无限的主权。

笛卡尔认为，他可以通过证明动物行为的机械性来完成这



约翰•凯 斯 (j. Case ) ,《解剖学汇编》(Compendium Anatomicum^ 1696 )。与

"机械人" ( mechanical m a n  ) 相对应的是“植物人" ( vegetable m a n  ) 的形象,

其中血管被视为从人体中生长出来的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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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任务。他在 《论世界》（Ze 1633 ）中称，没有什么

比相信动物同我们一样有灵魂更错漏百出的了。因此，为了准

备他的《论人》，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动物器官的解剖

学；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屠夫那里观察野兽的四肢。2。他甚至进行

了许多活体解剖，可能是因为他相信畜生“缺乏理性”，所以自

己解剖的动物不会感到任何疼痛（Rosenfield 1968： 8 ）o 
21

对笛卡尔来说，揭示动物的兽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相

信，在这里他可以找到有关控制人类行为力量的位置、本质和

范围的答案。他相信，在被解剖的动物身上，他可以找到证据，

证明身体只能够进行机械的、非自愿的行动；因此，它不是人

的组成部分；于是，人的本质存在于纯粹的非物质的能力之中。

人的身体对笛卡尔来说也是一个自动装置，但 使 “人”与野兽

区别开以及赋予“他”对周围世界主宰权的是心灵。

笛卡尔设想的人被放在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和身体机器中，

就像普洛斯彼罗一样可以折断自己的魔杖，不仅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而且似乎成为所有权力的中心。在脱离身体后，理性的

自我失去了与肉身存在和自然的联结。然而，它的独处是君王

式的：在笛卡尔关于人的模型中，思维的头脑和身体机器之间

没有平等的二元论，只有主/仆关系，因为意志的主要任务是主

宰身体和自然世界。那么，在笛卡尔的人的模型中，我们看到

了同一时期在国家层面管控功能的集中化：当国家的任务变为

统治社会机体，心灵在新的人格中成了最高统治者。

笛卡尔承认，心灵对身体的霸权地位不易实现，因为理性

必须面对其内部矛盾。因此，在 《灵魂的激情》（ 1650 ）中，他

向我们介绍并几乎完全以军事术语来描述灵魂的低级和高级能

力之间不断斗争的景象。他呼吁我们要勇敢，拿起合适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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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抵抗激情的攻击。我们必须准备好遭遇暂时的挫败，因为我

们的意志可能并不总是能够改变或阻止其激情。然而，意志可

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来中和它们，或者它可以限制它

们作用于身体而产生运动。换句话说，它可以防止激情转化为

行 动 (Descartes 1973, I： 354 — 355 )。

随着身心之间等级关系的建立，笛卡尔为发展中的资本主

义经济所需要的工作纪律发展了理论前提。心灵对身体的优越

性意味着意志可以(原则上)控制身体的需求、反应和反射;

它可以对身体的重要功能施加有规律的秩序，并迫使身体按照

外部规范工作，而不考虑自己的欲望。

最重要的是，意志的至高无上使权力机制得以内部化。因

此，身体的机械化对应着理性的发展，它扮演着法官、审问者、

管理者、行政人员的角色。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资产阶级主体性

的起源，即自我管理、自主权、法律、责任，以及它的记忆和

身份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我们也找到了米歇尔•福柯在批判

权力的法律-演绎模型 ( juridico-discursive model of Power ) 时

描 述 的 “微观权力”增殖的源头 (Foucault, 1977)。然而，笛

卡尔的模型表明，权力只有在重新集中于人的范围内，才能在

社会机体中去中心化和弥散，从而重构为一个微观国家。换句

话说，在其弥散的过程中，权力并没有失去它的方向，即它的

内容和它的目标，而只是在促进它们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the
S e l f )的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参考布赖恩•伊斯利提出的论点。

根据这一论点，笛卡尔二元论为灵魂不朽以及击败充满了颠覆

性的自然魔法中隐含的无神论的可能性进行了基督教式辩护，

这是其为资产阶级提供的主要好处(Easlea 1980： 132ff.)。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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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支持这一观点，伊斯利主张捍卫宗教是笛卡尔主义的核心主

题，特别是在其英文版本中，它从未忘记“没有灵魂，就没有

上帝；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同上：202）。伊斯利的论点

很有吸引力；然而该论点坚持认为笛卡尔思想中存在“保守的”

因素，这使得伊斯利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笛

卡尔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甚至在牛顿物理学消除了

人们对缺少神秘力量的自然世界的信仰之后，甚至在宗教宽容

出现之后，笛卡尔主义仍然塑造了主流的世界观？我认为，笛

卡尔主义在中上层阶级的流行，与笛卡尔哲学所倡导的自我管理

计划直接相关。就其社会意义而言，这一方案对笛卡尔同时代的

精英，与对笛卡尔二元论所合法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支配关系

一样重要。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中，自我管理（自我治理、自我

发展）的发展成为一项基本要求。在这种体系中，自我所有权

被认为是基本的社会关系，规训不再纯粹依赖外部的强制力。

笛卡尔哲学的社会意义部分在于它从知识层面将自我管理合理

化了。这样一来，笛卡尔的自我管理理论既击败也挽回了自然

魔法的积极面向。因为它用一种更有利可图的力量------种不

需要放弃灵魂的力量—— 取代了魔法师（建立在对星象影响及

与其关联的微妙操纵上的）不可预测的力量。只有通过管理和

支配自己的身体，并延伸到管理和支配其他同伴的身体才能产

生该力量。那么，我们就不能像伊斯利那样（重复莱布尼兹的

批评）说，笛卡尔主义未能将其信条转化为一套实用的规章制

度。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它未能向哲学家一还有更重要的商

人和制造商一证明他们如何在试图控制世界的物质时获益

（同上：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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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笛卡尔主义未能对它的规范进行技术转化，它仍然就

“人类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它对自我控制机制的洞

察有助于构建一个新的人的模型，其中个人将同时作为主人和

奴隶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它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工作纪律的

要求，到 17世纪末笛卡尔的学说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在

生机论生物学出现以及机械主义范式逐渐被淘汰后依然幸存了

下来。

当我们比较笛卡尔与他的英国对手霍布斯对人的描述时，

笛卡尔胜利的原因就清晰显现出来了。霍布斯的生物一元论否

定了非物质心智或灵魂的假设一笛卡尔有关人的概念的基础，

以及连带否定了笛卡尔关于人的意志可以从肉体和本能的决定

论中解放出来的假设。方在霍布斯看来，人类的行为集合了所有

遵循精确自然法则的反射行为，并迫使个人不断地争夺权力和

对 他 人 的 统 治 ）。因此，就有了（在假设的

自然状态下）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以及通过恐惧和惩罚

来维持一个绝对权力从而确保个人在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必要性。

因为各种自然法本身［诸如正义、公道、谦谨、慈爱，

以及（总起来说）己所欲，施于人］,如果没有对某种权力

的恐惧使人们遵从，便会跟那些驱使我们走向偏私、自傲、

复仇等的自然激情互相冲突。（同上：173）

众所周知，霍布斯的政治学说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成了可耻

之事，他们认为它是十分危险和极具颠覆性的。尽管霍布斯强

烈呼吁，但他从未被皇家学会接纳（Bowie 1952： 163 ）。

和霍布斯相对，当时流行的是笛卡尔模型，因为它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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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已经很活跃的趋势，即通过将霍布斯模式中完全由国家掌

握的管控功能交给个人的意志，使社会规训机制民主化。正如许

多批评霍布斯的人所言，公共规训的基础必须植根于人的内心，

因为在缺乏内部立法的情况下，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被引向革命

（引自Bowie 1951： 97 — 98 ）。“在霍布斯那里，”亨利•摩尔抱

怨说，“没有自由的意志，也就没有良心或理性的悔恨，而只剩

取悦那个拿着最长的剑的人。" （引自Easlea 1980： 159） 亚历

山大•罗斯说得更加明确。他认为“是良心的束缚限制了人们的

反叛，没有任何外在的法律或力量比它更强大……没有任何法

官比诛心更严厉，没有任何严刑拷打比它更残酷”（引自Bowie

1952： 167 ）o

同时代人对霍布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批判，显然不单单

出于对宗教的关切。人们拒绝接受他将个人视为仅由其欲望和

厌恶所驱动的机器的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消除了按照上帝形象

制造人类的概念，而是因为它消除了社会控制不完全依靠国家

铁腕统治的可能性。我认为，这里是霍布斯哲学与笛卡尔主义

的主要区别。然而，我们若坚持强调笛卡尔哲学中的封建因素,

特别是它对上帝存在的辩护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家权力的辩护,

就无法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确实把封建的笛卡尔放在首位,

我们就会错过这样一个事实：霍布斯抹除宗教因素（相信非实

体物质的存在）实际上回应了笛卡尔的自我管理模式中隐含的

民主化，而霍布斯无疑是不信任这种模式的。正如英国内战期

间的清教运动所表明，自我管理很容易变成一个颠覆性的主张。

清教徒呼吁将个人行为的管理权交给个体的良心，并将良心作

为真理的最终评判者。教徒的呼吁已经激化为对既定权威的无

政府主义式的拒绝。室掘地派和喧嚣派团体的例子，以及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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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光”的名义反对国家立法和私有财产的大量俗家传教士，

一定让霍布斯相信对“理性”的呼吁是一种危险的双刃武器。X

笛 卡 尔 “有神论”和霍布斯“唯物论”之间的冲突最终将

在它们的相互同化中解决，正如资本主义历史上一直发生的那

样，控制机制的去中心化（分散于每个个体）只有在国家权力

集中化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实现。用英国内战期间辩论的术语来

形容这个解决方案：“既不是掘地派，也不是绝对主义”，而是

两者的精心策划的混合物。据此，控制的民主化将落在这样一

个国家的肩上：它犹如牛顿的上帝，随时准备对那些在自我决

定的道路上走太远的灵魂重新施加秩序。约瑟夫•格兰维尔清楚

地说出了问题的关键，他是皇家学会的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

与霍布斯的论战中，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心灵对身体的控制。然

而，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统治阶级（卓越的思想）对身体-无产阶

级 （body-proletariat） 的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在人的内部发展自

我控制的能力。

正如福柯所证明的，身体的机械化不仅涉及压制欲望、情

感或即将被根除的行为形式，它还涉及个人新能力的发展。这

些能力将作为身体本身的他者出现，并成为改造身体的媒介。

换句话说，这种与身体疏离的产物就是个体身份的发展，它恰

恰被认为是身体的“他者”，并与身体长期对立。

这另一个自我的出现，以及心灵和身体之间历史性冲突的

确立，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诞生。它将成为资本主义

工作纪律所塑造的个人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把自己的身体作为

一个外部的现实来评估、发展和遏制，以便从它那里获得预期

的结果。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 “下层阶级”中，自我管理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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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规训而发展，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一种理论。我们可以

从以下事实判断人们对“平民”自我规训的期望有多低：直到 18

世纪，英国有 160项罪行可被判处死刑(Linebaugh 1992 ) , 每

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平民”被运往殖民地或被判处监禁。此外，

民众诉诸理性是在表达反建制的诉求，因为民众层面的自我管

理意味着拒绝既定权威，而非意味着将社会统治内部化。

事实上，直 到 17世纪，自我管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特

权。正如伊斯利所言，当哲学家把“人”说成是一种理性的存

在时，他们只提到了由白人、上层社会的成年男性组成的少数

精英阶层。笛卡尔的英国追随者亨利•鲍尔写道：“大部分人

就像是笛卡尔笔下的自动机器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理性能

力，被称为人只是一种比喻。" (Easlea 1980： 1 4 0 )洒在他们眼

中，无产阶级因恐惧而变得多疑，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巨大

的野兽”，是 “多头怪”，野性十足，声势浩大，任意妄为 (Hill

1975： 181ff.； Linebaugh and Rediker 2000 ) o 在个人层面上也是

如此，习语将大众认定为纯粹的本能生物。因此，在伊丽莎白

时代的文学中，乞丐总是“好色”的。而 “结实”“粗鲁”“头

脑发热”“目无法纪”这些词不断出现在所有关于下层社会的讨

论中。

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不仅失去了所有自然主义的内涵，而

且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身体功能，即身体成为一个纯粹关系性的

术语，它不再象征任何具体的现实，而是用来辨别阻碍理性统

治的任何障碍。这意味着，当无产阶级成为一具“身体”时，

身体也成了 “无产阶级”，特别是弱小的、非理性的女性(如哈

姆雷特所说的“我们中的女人") 或 “狂野”的非洲人。他们单

纯是被其功能上的缺陷，即作为理性的“他者”来定义的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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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从内部颠覆的行动者。

然而，反对这头“巨兽”的斗争并不仅仅是针对“低等人”

的。统治阶级在与他们自己的“自然状态”的斗争中，也将其

内部化了。正如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与普洛斯彼罗一样也不

得不承认“这坏东西是我的”，也就是说，凯列班是自己的一部

分 (Brown 1988； Tyllard 1961： 34 — 3 5)。这种意识弥漫在 16

世纪和 17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巨兽”这一用语透露了很多内

情。即使是那些不追随笛卡尔的人，也把身体看作必须不断加

以控制的野兽。它的本能被比作需要“治理”的 “臣民”，感官

被看作理性灵魂的监狱。

啊，谁能从地牢里拯救

这饱受奴役的灵魂？

安德鲁•马维尔在《灵魂与肉体的对话》( "A Dialogue be­

tween the Soul and the B ody") 中问道。

骨头的栓子在手脚上都成了枷锁。

这里一只眼瞎了，那里耳朵被打聋了。

灵魂被神经、动脉、静脉的链子吊了起来。

(引自 Hill 1964b： 345 )

欲望和理性之间的冲突是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的一个关键主

题 (Tillyard 1961： 7 5 ) ,而在清教徒中开始流行一种关于“反

基督者”(A ntichrist)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观念。同时，关于教

育 和 “人的本质”的辩论在“中间派”中围绕着身体/心灵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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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展开，并提出了关于人类是否为自愿的行动者这一关键问题。

但与身体的新关系的定义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

日常生活中开始出现的许多实践表明这一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

革：使用餐具；逐渐对裸体感到羞耻；“礼仪”出现了，试图

规范人们如何笑、如何走、如何打喷嚏、在餐桌上应该如何表

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唱歌、开玩笑、玩 乐 （Elias 1978：

129ff.）o 当个人与身体越来越不相干时，身体成了不断被观

察的对象，仿佛它是一个敌人。身体开始激发恐惧和厌恶。乔

纳森•爱德华兹说：“人的身体充满污秽。”他的态度体现了典

型的清教徒经验，在清教徒那里，征服身体是一种日常实践

（Greven 1977： 67 ）0 那些直接反映“人”身 上 “动物性”的身

体机能尤其令人厌恶。科顿•马瑟在他的日记中承认，有一天他

对着墙小便时，看到一只狗也这样做，他感到非常羞耻：

我想，“人类之子在这个凡间国家里是多么卑鄙和刻薄

的东西。我们的本能需求是多么有失身份，使我们在某种

程度上与狗同一个水平”…… 因此，我决定把它作为我的

常规操作，每当我要满足这种或那种本能需要时，就以此

为契机，在心中产生一些神圣、高尚、至高无上的思想。

（同上）

当时医学界最热衷分析排泄物一从中可以得出对个人心理

倾 向 （恶习、美德）的多种推论（Hunt 1970： 143 — 146） ■—— ■

也可以追溯到这种将身体作为污秽和有潜在危险的容器的观念

上。显然，这种对人类排泄物的痴迷部分反映了中产阶级开始

对身体的非生产性方面感到厌恶—— 在城市的环境中，这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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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因为排泄物除了作为纯粹的废物出现，

还构成了后勤问题。但在这种迷恋中，我们也可以读出资产

阶级需要调节和清洁身体机器，使其远离任何可能干扰其活动

的因素，并在劳动支出中创造“死时间”(dead tim e)。排泄

物被如此分析和贬低，因为它们是“恶气”的象征，人们认为

它们居住在身体里，人的每种不正常倾向都是因为它们。对清

教徒来说，它们成为人性腐败的显著标志，是一种必须打击、

征服和驱除的原罪。因此，人们对儿童或“被附身者”使用

净化剂、催吐剂和灌肠剂以驱除他们身上的恶魔(Thorndike

1958： 553ff. ) o

这种在最隐秘的角落征服身体的执着尝试让我们看到一

种激情。在这些年里，这种激情同样反映在资产阶级试图征

服 一 或 是 “殖民化”一 它 眼中外来的、危险的、没有生产

力的无产阶级上。因为无产者是当时伟大的凯列班，是威廉•配

第建议交给国家的“未加工和未消化的物质”，而国家出于谨

慎，“必须改善它，管理它，使它得到充分利用"(Furniss 1957：

17ff. ) o

如凯列班一般，无产阶级化身为潜藏在社会机体中的“恶

气”，首先便是闲散者和醉酒者这些讨厌鬼。在它的主人眼里，

它的生命是纯粹的懒惰，但同时也是不受控的激情和无节制的

幻想，随时会在暴乱的骚动中爆发。最重要的是，它不守纪律，

缺乏生产力，不加节制，贪图眼前的身体满足；它的乌托邦不是

劳动生活，而是安乐乡(Burke 1978; Graus 1987 ) 巴那里用糖

盖房子，河水里流淌着牛奶，不仅可以不劳而获，而且吃喝都有

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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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睡一个小时而不被惊醒就可以赚6 法郎；

酒喝得好就能得到一把手枪；

这个国家是快乐的；

做爱每天可赚1 0法郎。(Burke： 190)

把整日梦想着生活是漫长狂欢的懒汉变成一个不知疲倦的

工人，看起来一定是项绝望的事业。这实际上意味着“颠覆世

界”，但完全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在那里，对命令的怠惰将被

转化为欲望和自主意志的缺乏；在那里，情 欲 ( vis erotica ) 将

变成工作 (vis lavorativa ) ; 在那里，需求只会被体验为匮乏、

禁欲和永久的贫困。

因此，这场针对身体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的特

征，并且以不同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身体的机械化

既是新的自然哲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对象，也是国家组织中首批

实验的焦点。如果我们从猎巫转向机械哲学的思辨，并看到清

教徒对个人才能的细致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有一条线将社会

立法、宗教改革和世界的科孚理性化等看似不同的道路串了起

来。这就是尝试将人性理性化，人的力量必须被重新引导并服

从于发展和产生劳动力。

如我们所见，在这个过程中，身体越来越政治化；它被去

自然化了(denatu ralized ),并被重新定义为“他者"和社会规

训的外部边界。因此，身体在17世纪的诞生也标志着它的结束。

因为身体的概念将不再定义一个具体的有机现实，而是成为阶

级关系的政治符号，成为这些关系在人类剥削的版图上产生的

不断变化、不断重新划定的边界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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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 普洛斯彼罗是一个“新人类”。从教化的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将他

的不幸归结为对魔法书过度感兴趣。最后他放弃了魔法书回归故土，

在他的土著王国里积极生活。在那里他将不再从魔法中汲取力量，

而是从他统治的臣民中获得权力。其实早在他流亡岛屿时，他的行

动已经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权力不是通过法杖获得，而是通

过在遥远的殖民地奴役众多的凯列班获得。普洛斯彼罗对凯列班剥

削式的管理预示着未来种植园主的角色—— 他们将不遗余力地折磨

臣服者以强迫其工作。

2 . 托马斯•布朗写道：“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就像是自己的

刽子手。”帕斯卡尔也在《思想录》中宣称：“人的理智与感情之间

的内战。假如只有理智而没有感情，……假如只有感情而没有理

智，……但是既有这一个而又有另一个，既要与其中的一个和平相

处就不能不与另一个进行战争，所以他就不能没有战争了；因而他

就永远是分裂的，并且是自己在反对着自己。”( 4 1 2： 1 3 0 )［编者

注：译文版本为何兆武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 0 1 4年。］关于伊丽

莎白文学中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以及人的“微观世界”与 “身体政

治”之间的“对应关系”，参见 Tillyard (1961:75—79; 94—99)。

3 . 语言改革是 1 6世纪和 1 7世纪从培根到洛克的哲学中的一个重要

主题，也是约瑟夫•格兰维尔的主要关注点。他 在 《教条主义的虚

} ( Vanity of Dogmatizing, 1665 ) 中坚持笛卡尔主义的世界观，

并倡导一种适用于描述清晰明确实体的语言( Glanvil 1970： xxvi 一

XXX )□正如 S.梅德卡夫 (S. M e d c a l f )在他关于格兰维尔著作的导

言中总结的那样，一种适用于描述世界之墙的语言与数学具有广泛

的相似性。这种语言拥有极具概括性和明确性的词语；能够依据宇

宙的逻辑结构呈现出它的图景；能够精确区分心灵与物质、主观与

客观，并 且 “避免将隐喻作为一种认识和描述(事物)的方式，因

为隐喻假定宇宙并不是由互不相同的实体组成的，所以无法用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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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术语来完全描述……”(同上：XXX)。

4 . 马克思在讨论“劳动力的解放”时并没有区分男工和女工。然而，

描述这一过程时采取男性视角是有原因的。女性虽然从公地中“解

放”出来了，但并没有踏上前往雇佣劳动市场的道路。

5 . “我必须劳动才能得食。这有什么不好呢？懒惰原是更坏的事；我

的劳动可以养活我J —— 亚当面对夏娃即将离开时的恐惧回应道

［《失乐园》，第 1054— 1056节，第 579页。编者注：译文版本为

朱维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

6 . 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所指出，在 15世纪之前，雇佣劳动可以作为

一种被征服的自由出现。人们仍然可以使用公地，拥有自己的土地，

因此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工资。但是到了 16世纪，那些为工资而打

工的人已经被剥夺了财产；而且，雇主声称工资只是补助，并将工

资维持在最低水平。因此，打工赚钱就意味着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

人们为了逃离这种命运而拼命挣扎(Hill 1975： 220 — 222 ) o 到了

17世纪，雇佣劳动仍被认为是奴隶制的一种形式，以至于平等派把

雇佣劳动者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他们认为雇佣劳动者不够独立，不

能自由选择他们的代表(Macpherson 1962： 107 — 159 )。

7 . 1622年，托马斯•孟应詹姆斯一世的要求，调查了那场席卷该国

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他在报告的最后将国家的问题归咎于英格兰工

人的懒惰。他特别提到“普遍的道德败坏：人们吹奏管乐、饮酒、

开宴会、搞派系斗争，在无所事事和贪图享乐中浪费时间”。在他

看来，这让英格兰在与勤劳的荷兰人的商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Hill 1975： 125 )

8 . (Wright 1960: 80-83; Thomas 1971; Van Ussel 1971: 25-92; Riley

1973: Underdown 1985: 7- 72).

9 . 下层阶级(用当时的话说是“底层”和 “卑鄙之流”) 在统治阶级

中引发的恐惧可以通过《英格兰社会画报》( 1903 ) 讲述的这个故

事来衡量。1580年，弗朗西斯•希区柯克 (Francis Hitchcock ) 在

一本名为《给英格兰的新年礼物》( “New Year's Gift to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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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册子中建议将国内的穷人征召入伍，他认为：“比较穷的人……

容易参与叛乱或者加入侵略者的行列入侵这个高贵的岛屿……他们

会成为向导，将士兵或战争人员引到富人身边。因为他们可以用手

指 着 ‘在那里‘‘在那边‘和 ‘他有钱’，导致许多富人因自身的财

富而遇难……”然而，希区柯克的提议被否决了；有人反对说，如

果英格兰穷人被征召入伍，他们就会去偷船或做海盗（《英格兰社

会画报》1903： 85 — 86）o

10.伊莱 ・F .赫克歇尔写道：“在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赋税论》（Thxes

and Contributions, 1662 ）中，（威廉•配第爵士）建议用义务劳动

代替所有的惩罚，’这 将 增 加 劳 动 力 和 公 共 财 富 "为 什 么 （他

问）无偿付能力的盗贼该被罚为奴而不是判死刑？因为这样作为奴

隶，他们就能义务承担身体所能承受的大量廉价劳动。于是全体国

民里相当于增加了两个人，而非失去了一个人。" （Heckscher 1962,

D： 297）在法国，柯尔培尔劝说法院将尽可能多的罪犯送上大木

船，以 便 “维持国家所需的这支队伍”（同上：298 — 299）。

1L《论人》在笛卡尔去世12年后出版，书名为《笛卡尔的人》 施-

me de Rene Descartes, 1664 ）0 此书开启了笛卡尔的“成熟期”。

在书里，笛卡尔将伽利略的物理学应用于对身体属性的研究，试图

将所有生理功能解释为运动中的物质。“我希望你们考虑"（笛卡

尔 在 《论人》的结尾写道），”……我认为属于这台机器的所有功

能……都是自然而然……从器官的配置中产生的-恰恰就如时

钟或其他自动装置的活动是源自其配重和齿轮的排列（《论人》：

113 ）

12 .清教徒的信条认为上帝给了 “人”特殊的天赋以符合其特定的使命；

因此，人们需要进行细致的自我检查，确认我们被设计好的使命。

（Morgan 1966： 72 — 73; Weber 1958： 47ff.）

13 . 正如乔凡娜•费拉里表明，16世纪欧洲的解剖学研究引入的主要创

新之一是“解剖剧场"在那里解剖被组织为一种公共仪式，由类

似于管理戏剧表演的规定约束：



第 3 章 伟大的凯列班 215

在意大利和国外，公共解剖课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仪式化

的典礼，在专门为其准备的地方举行。如果我们考虑到它们的

某些特征，就会发现其与戏剧表演的相似性：将课程分为不同

的阶段……设立付费入场券和表演音乐来娱乐观众，引入规则

来规范参与者的行为以及关注“制作”。W. S .赫克歇尔甚至认

为，许多一般的戏剧技巧最初是以公共解剖课的表演为目的而

设计的。（Ferrari 1987： 82 — 83 ）

14 .根据马里奥•加尔济格纳（Mario Galzigna） 的说法，16世纪由解剖

学操作的认识论革命是机械论范式的诞生地。解剖学式的切割（cou-

pure） 打破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将身体作为一个独立

的现实和一个生产场所，用维萨里的话说：一个工厂（fabrica）。

15 .在 《灵魂的激情》（第六条）中，笛卡尔还将“活人与死人的身体之

区别”降到最低。

……让我们断定，活人与死人的身体之区别就如同下面

这种区别：一方是运转良好的钟表或别的自动机（automaton ）

（亦即自己能动的机器），上足了发条且自身中就包含着被设计

好的动力原则……另一方则是同样的钟表或机器，但是已经损

坏了，其运行动力不再起作用了。（Descartes 1973, Vol. I , 同

上 ）［编者注：译文版本为李涮译，徐卫翔校，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在，2020年。］

16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攻击“想象”（vis imaginativa ）。在

16世纪和 17世纪的自然魔法中，它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魔

法师可以影响周围的世界，”不仅为自己的躯体，也为他人的躯体带

来健康或疾病”（Easlea 1980： 94ff.）o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用了

一章来证明想象只是一种“衰退的感觉”。它与记忆无异，只会因

我们感知的对象被移除而逐渐削弱（第一部分，第二章）；对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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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批判也见于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医生的宗教》(加〃g 2  Medi­

ci, 1642 )□

17 .霍布斯写道：”这样说来，任何人要想象一个事物时就必须想象它是

存在于某一个地方……不能想象任何事物会全部在某一个地方，而

同时又全部在另一个地方；也不能设想两个或更多的事物一次并同

时 存 在 于 同 一 个 地 方 历 由 2： 72 )

18 .托马斯•布朗爵士是猎巫的支持者。他是一名医生，据 说 是 “科学

自由”的早期捍卫者。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他的作 品 “具有危险

的怀疑主义色彩"(Gosse 1905： 2 5 )。托马斯•布朗亲自促成了两

名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的死亡。若非他的干预，这两名妇女

本可以免于绞刑，因为对她们的指控是非常荒谬的(Gosse 1905：

147— 149 ) o 关于这次审判的详细分析，见 Gilbert Geis and Ivan

Bunn (1997)O

19 .在 16世纪的欧洲，每一个解剖学蓬勃发展的国家，当局都会通过

法规允许将死刑犯的尸体用于解剖学研究。在英格兰，“1565年，

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他们解剖重刑犯尸体的权利，医学院就这样进入

了解剖学领域" (O'Malley 1964 ) o 关 于 16世纪和 17世纪博洛尼

亚当局和解剖学家之间的合作，见费拉里 (第 59、60、64、87 —

8 8页)。她指出，不仅是那些被处决的人，而且那些死在医院里的

“最低劣”的人也被留给解剖学家。在一个案子里，为了满足学者的

要求，无期徒刑被改判为死刑。

20 . 据笛卡尔的第一位传记作者阿德里安•贝勒先生(Monsieur Adrien

B a ille t)说，1629年在准备他的《论人》时，笛卡尔在阿姆斯特丹

每天都去参观该镇的屠宰场，并解剖动物的各个部位：

……他开始通过研究解剖学来实施他的计划。在阿姆斯特

丹的整个冬天他都在致力于解剖学。他向梅森神父证明，他对

这一学科知识充满渴望，几乎每天都要去一个屠夫那里目睹屠

宰过程；他还安排人把他想解剖的动物器官带到他的住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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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更空闲的时候解剖。此后，他经常在其他地方做同样的事

情，他认为这种做法本身是无害的，而且可以产生相当有用的

结果，从个人层面没有什么可耻的或配不上他的地位。因此，

他嘲弄那些充满恶意和嫉妒的人……这些人说他是罪犯，并指

责 他 “穿过村庄去看杀猪”。(他)并没有忽略维萨里和其他最

有经验的作者关于解剖学的著作，并且还通过亲自解剖不同种

类的动物，以更可靠的方式自学。(Descartes 1972： xiii -  xiv )

在 1633年写给梅森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主要解剖各种动

物的四肢，以解释什么是想象、记忆……”(Cousin Vol. IV： 255)
在 1月 2 0 日的信中，他还详细地提到了活体解剖的实验。“在打开

活体兔子的胸部后……这样可以很容易看到主动脉的心脏部分……

为了继续解剖这只活的动物，我把它心脏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

‘尖’) 给弄出来了。”(同上，第七卷：350 ) 最后，在 1640年 6月，

笛卡尔回答了梅森的问题，即如果动物没有灵魂，为什么它们会感

到疼痛？笛卡尔向他保证，它们不会感到疼痛；因为疼痛只有在具

备理解力的情况下才存在，而这在畜生身上是没有的。(Rosenfield
1968： 8 )

这一论证成功使笛卡尔同时代的许多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对活

体解剖给动物带来的痛苦不再敏感。尼古拉斯 •方丹 (Nicholas
Fontaine ) 这样描述皇家港弥漫着的一种相信动物自动机论(autom-
atism ) 的氛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到自动机……他们对于打狗全

然无动于衷，还取笑那些怜悯动物并感同身受的人。他们说，动物

是钟表；它们被打时发出的叫声只是被触动的小弹簧发出的声音，

但整个身体是没有知觉的。他们把可怜动物的四个爪子钉在木板上，

活体解剖它们，看血液循环，这被当作一个很好的谈资J  (Rosen・
field 1968： 54)

21.笛卡尔关于动物的机械本质学说标志着中世纪以及一直到16世纪

盛行的动物观念被完全颠覆了，这种观念将动物视为有智慧、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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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的生命，有特别发达的想象力，甚至有说话的能力。正如爱德

华 •韦斯特马克以及最近的埃斯特・科恩表明，过去在欧洲的一些国

家，动物被审判，甚至有时因其所犯的罪行而被公开处决。它们会

被委派律师，整个过程—— 审判、判决、行刑一■都是走正式的

法律程序。例如，1565年，阿尔勒的市民要求将蚱蠕驱逐出他们的

城市，而在另一个案件中，侵扰堂区的蠕虫被逐出教会。最后一次

对动物的审判是在1845年的法国。在法庭上，动物可以作为免罚宣

誓的证人。一个因谋杀罪被判刑的人带着他的猫和公鸡出现在法庭

上，并在它们面前发誓他是无辜的，这个人就被释放了。(Wester.
marck 1924： 254ff.； Cohen 1986)

22 .有人认为，与笛卡尔的说法相比，霍布斯的机械论观点实际上给了

身体更多的权力和活力。霍布斯反对笛卡尔的二元本体论，特别是

反对将心灵视为非物质、无形体的实体(an immaterial, incorporeal

substance ) o 他把身体和心灵看作一元的连续体，在物理和生理原

理的基础上解释心理活动。然而，与笛卡尔一样，他也贬斥了人类

有机体的影响力，因为他否认自我运动，并将身体的变化降级为作

用-反作用机制。例如，对霍布斯来说，感官知觉便是作用-反作用

的产物，是由于感受器抵抗外部对象的原子冲动而产生的；想象是

一种衰退的感觉，理性也不过是一台计算机。与笛卡尔一样，霍布

斯将身体的运作理解为一种机械性的因果关系，受制于同样管制无

生命体世界的普遍法则。

23 .正如霍布斯在《贝希摩斯》中所感叹的那样：

在 《圣经》被翻译成英语之后，能读懂英语的每一个人

(是的，每一个毛头小子和乡下姑娘)都认为，当他们以每天读

几章的方式读完一两遍《圣经》时，他们就可以与全能的上帝

对话，能够理解上帝所说的。由于新教教会的影响，人们抛弃

了对主教和牧师的崇敬和服从，每一个人都成为宗教的裁判，

成为他自己的《圣经》阐释者。(第 190页 )［编者注：译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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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李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下同。］

他还说，“许多以往通常在工作日离开自己堂区和市镇的人，纷

纷丢下自己的职责”，去听俗家传教士布道。(第 194页)

24 .杰拉德•温斯坦利的《新正义法》是个典型的例子，其中最臭名昭

著的掘地派问道：

理性之光是否为一些人创造了土地，让他们把袋子和谷仓

塞得满满的，而另一些人便要为贫困所迫？难道是理性之光制

定了法律，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么多土地来还给债主，那么债主

就可以把这个人监禁起来，让他饿死在监狱里？难道是理性之

光制定了法律，让一部分人绞死另一部分人，只因为他们不愿

意跟随自己的步伐？ (Winstanley 1941： 197)

25 .我们很想说，这种 对 “下层阶级”人性的怀疑，可能解释了为什么

在笛卡尔机械论的第一批批评者中很少有人反对笛卡尔对人体的机

械论观点。正如L. C .罗森菲尔德 (L. C. Rosenfield ) 指出的：“这

是整个争论的奇怪之处。在最初阶段，没有一个热心捍卫动物灵魂

的人保护人体免受机械论的玷污。" (Rosenfield 1968: 25 )

26 . F .格劳斯 (F. Graus, 1967 ) 指出，“'安乐乡' ( Cockaigne ) 这个名

字最早出现在13世 纪 ［词源Cucaniensis大概源自库肯(Kucken ) ］,

而且似乎是在滑稽模仿秀中使用的”，因为它最初出现的背景是讽

刺爱德华二世时期的英格兰修道院(Graus 1967： 9 ) o 格劳斯讨论

了中世纪的“仙境”(W onderland)和现代的乌托邦概念之间的区

另％他认为：

在现代，理想世界能被建造，意味着乌托邦里一定居住着

摆脱了自身缺点的理想人物。乌托邦的居民以他们的正义和智

慧为标志……另一方面，中世纪的乌托邦愿景以人的现状为出



彼得 •勃鲁盖尔 ( Pieter Bruegel) ,《安乐乡之地》(Land of Cockaigne, 1567 )

卢卡斯•克拉纳赫,

《青春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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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寻求当下欲望的满足。（同上：6 ）

例如，安乐乡不愁吃穿。那里没有人想着去合理地“养活自

己”，而只会想着大吃大喝，就像平日里渴望做的那样。

在这个安乐乡……还有青春之泉，男人和女人从一边走进

去，在另一边出来后就变成英俊的青年和女孩。然后，人们就

如同在“许愿台”前的态度一般诉说着安乐乡的故事。这很好

地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简单看法。（Graus 1967： 7 ~ 8 ）

换句话说，安乐乡的理想并没有体现任何理性的计划或“进

步”的概念，而 是 更 加 “具体”，“非常依赖村子的环境「 并且

“描绘了一种在现代都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完美状态”（同上）。



扬 ♦卢 肯 (Jan Luyken.)o 1571年在阿姆斯特丹，安妮 ♦亨德里克斯 (A nne Hendricks ) 因巫术而被

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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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不完美的野兽，没有信仰，没有恐惧，没有常性。

——  17世纪法国关于女性的谚语

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

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

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

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

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

—— 莎士比亚，《李尔王》

你们是真正的鬣狗，用你们的皮肉诱惑我们，当愚昧

使我们进入你们的视野时，你们就跳到我们身上。你们是

智慧的叛徒，是工业的障碍……是美德的绊脚石，是驱使

我们走向所有恶习、不虔诚和毁灭的尖头棒。你们是傻瓜

的天堂，是智者的瘟疫，是大自然的大错误。

—— 沃尔特・查尔顿，《以弗所的妇人》，16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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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猎巫很少出现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中。直到今天，它仍然是

欧洲历史上被研究得最少的现象之一 或者可以扩展到世界史

上 —— 如果我们考虑到传教士和征服者把崇拜魔鬼的指控带到

“新世界”，作为征服当地居民的工具。

在欧洲，受害者大多是农妇，这可能是历史学家过去不关

心这类群体灭绝的原因。这种漠不关心近乎同谋，因为将女巫

从历史的书页中删除有助于淡化她们在火刑柱上被消灭的事实，

暗示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现象，甚至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即使是那些研究猎巫的人(在过去几乎全是男性)，也往

往是 16世纪恶魔学家的优秀继承人。在对消灭女巫表示遗憾的

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坚持把女巫描绘成受幻觉折磨的可怜的

傻瓜，这样对她们的迫害就可以被解释为“社会疗法”的过程，

有助于增强邻里之间的凝聚力(Midelfort 1972： 3 )。或者，可

以用医学术语将其描述为“恐慌”“狂热” “流行病”，所有这些

描述都为猎巫者开脱，使其罪行去政治化。

激发了 “猎巫”学术研究的厌女的例子不断涌现。正如玛

丽•戴利早在 1978年指出的那样，关于这个话题的许多文献都

是 从 “一个女人发起行动的观点”写出来的，通过把她们描绘

成社会的失败者(“不光彩”或在爱情中受挫的女人)，甚至是

喜欢用性幻想来挑逗男性审讯者的变态者，来诋毁这场迫害的受

害者。戴利引用了 F. G .亚历山大(F. G. Alexander) 和 S. T .塞

勒斯尼克 (S. T. Selesnick ) 《精神病学史》( The History of Psy­

chiatry ) 中的例子，在那里我们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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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控的女巫经常落入迫害者的手中。一个女巫

通过在公开法庭上承认她的性幻想来减轻她的罪恶感；同

时，她在男性指控者面前详细陈述所有的细节来获得一些

情欲上的满足。这些情绪严重紊乱的妇女特别容易被暗示

自己身上藏有恶魔和魔鬼，并会承认与邪灵同居。她们就

像今天受报纸头条影响的不安之人，把自己幻想成受追捧

的杀人犯。(Daly 1978： 213 )

这种指责受害者的倾向也有例外，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猎巫

学者中都有。在后者中，我们应该记得艾伦•麦克法兰( 1970)、

E. W .蒙 特 (E. W. Monter, 1969, 1976, 1977) 和阿尔弗雷

德 •索 曼 (Alfred Soman, 1992 ) o 但只有在女权运动之后，由

于女权主义者对女巫的认同，猎巫才从层层的掩盖中显现出

来，而女巫也很快被当作女性反抗的象征(Bovenschen 1978：

83ff.)0 2女权主义者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不是因为对权力结

构提出挑战，成千上万的妇女就不会被屠杀和遭受最残酷的折

磨。他们还意识到，这样一场至少持续了两个世纪的针对妇女

的战争，是欧洲妇女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妇女随着资本主

义的到来而遭受的社会地位降格过程中的“原罪”，因此，如

果要理解在今天仍然作为制度实践和男女关系的特点的厌女症，

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回到这一现象。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即使在研究“向资本主义

的过渡”时，也将猎巫行动抛之脑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似

乎它与阶级斗争的历史毫不相干。然而，屠杀的规模之大应该

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

妇女被烧死、绞死和受到折磨。3看起来同样重要的是，猎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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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与新世界的殖民化和人口灭绝、英国的圈地运动、奴隶贸

易的开始、针对流浪者和乞丐的“血腥法律”的颁布同时发生，

并且在封建主义结束和资本主义“腾飞”之间的那段时期达到

了高潮。资本主义腾飞时，欧洲的农民阶级达到了其力量的顶

峰，但也最终遭受了其历史性的挫败。然而，到目前为止，原

始积累的这一面向确实仍然是一个秘密。"

焚烧女巫的时代和国家行动

人们没有认识到，猎巫行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现代无

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对妇女发动的恐怖

运动是任何其他迫害都无法比拟的，它削弱了欧洲农民对来自

乡绅和国家的攻击的抵抗，而此时农民群体已经在土地私有化、

增税和国家控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下瓦解了。猎巫加

深了男女之间的对立，教导男人害怕妇女的力量，并摧毁了一

个由与资本主义工作规训不相容的实践、信仰和社会主体组成

的世界，从而重新定义了社会再生产的主要要素。在这个意义

上，就像当代攻击“流行文化”，以及在工作场所和教养院“大

禁闭”贫民和流浪者一样，猎巫是原始积累和向资本主义“过

渡”的一个基本面向。

稍后，我们将看到猎巫消除了欧洲统治阶级的哪些恐惧，

以及它对欧洲妇女的地位产生了哪些影响。在这里我想强调的

是，与启蒙运动所宣传的观点相反，猎巫并不是垂死的封建世

界的最后火花。众所周知，“迷信”的中世纪并没有迫害任何女

巫；“巫术”这一概念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形成，而 且 在 “黑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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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审判和处决，尽管魔法渗透到日常生

活中，并且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统治阶级一直担心奴隶用它

来进行反抗。5

在 7 世纪和8世纪，新日耳曼王国的法典中引入了魔法犯罪，

就像先前罗马法典一样。这是阿拉伯人征服的时代，自由的前景

显然令欧洲的奴隶心潮澎湃，激励他们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主

人。6 因此，这一法律创新可能是对精英恐惧“萨拉森人”——

据说是魔法专家—— 到来做出的反应(Chejne 198： 115 — 132)O

但此时在魔法犯罪的名义下，只有对人和物造成损害的魔法行

为才会受到惩罚，教会则会批评那些相信魔法的人。7

到 15世纪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个人民起义、

流行病和封建危机初现的时代，我们有了第一批女巫审判(在法

国南部、德意志、瑞士、意大利)，对巫魔会的首次描述"，以

及巫术学说的发展。巫术被宣布为一种异端，是对上帝、自然

和国家犯下的最高罪行(Monter 1976： 11 — 17 )。在 1435年至

1487年间，关于巫术的论著就有28部 (Monter 1976： 1 9 ) ,并

在哥伦布航行前夕随着1486年臭名昭著的《女巫之锤》(肱浦

Maleficarum ) 的出版而达到了顶峰。随后，英诺森八世就该问

题颁布了新的教宗诏书《最高的希望》(Summis Desiderantes,

1 4 8 4 ) ,这表明教会认为巫术是新的威胁。然而，文艺复兴时

期，特别是意大利的知识氛围仍然是怀疑任何与超自然有关的

事物。意大利知识分子，从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 (Ludovico

Ariosto ) 到乔尔丹诺•布鲁诺和尼科罗•马基雅维利都以讽刺的

眼光看待有关恶魔行径的教土故事。与这些教士故事相比，他们

(尤其是布鲁诺)强调黄金和金钱的邪恶力量。“不是魔法而是金

钱”(Non incanti ma contanti) 是布鲁诺一部喜剧中一个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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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铭，它概括了当时知识精英和贵族圈子的观点（Parinetto

1998： 29 — 9 9 ）o

16世纪中叶以后，在西班牙侵略者征服美洲人口的那几十

年里，被当作女巫审判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迫害的主动权也

从宗教裁判所转移到了世俗法庭（Monter 1976： 26 ）□猎巫在

1580年 至 1630年间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的封建关系已经让

位于商业资本主义典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正是在这个漫长的

“黑铁时代”里，那些经常相互交战的国家以近乎默契的方式成

倍增加了火刑，国家开始谴责女巫的存在并主动迫害她们。

正 是 《加洛林纳刑法典》，即天主教信徒查理五世于1532

年颁布的帝国法典，规定行巫术者应被处以死刑。在新教英格

兰，1542年、1563年和 1604年通过的三项议会法案使迫害合

法化，最后一项法案规定，即使巫术没有对人和物造成任何损

害，也要判处死刑。1550年后，苏格兰、瑞士、法国和西属尼

德兰也通过了法律和条例判定巫术为死罪，并煽动民众告发疑

似女巫者。这些法律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重新颁布，以扩大可被

处决的人的数量，并再次将巫术本身而非其可能引起的损害作

为主要罪行。

迫害的机制证实，猎巫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是一场

来自下层的统治和行政阶级必须对此做出反应的运动" （Larner

1983： l ）o 正如克里斯蒂娜•拉纳在苏格兰的案例中所表明的那

样，猎巫需要大量的官方组织和管理。°在邻居指责邻居或整个

社 区 被 “恐慌”攫取之前，国家会稳定地向人们灌输与女巫有

关的观念。当局公开表示对女巫的弥漫感到焦虑，并从一个村

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教人们辨认女巫。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携

带了写有疑似女巫者姓名的名单，威胁要惩罚那些藏匿女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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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她们的人 (Larner 1983： 2 ) 0

在苏格兰，随着1603年阿伯丁宗教会议(Synod of Aberdeen)

的召开，长老会牧师被命令在宣誓后询问他们的教民，是否怀

疑有人是女巫。教堂里放置了箱子，以便告密者保持匿名；然

后当一名妇女受到怀疑后，牧师在讲坛上劝说信徒指证她，并

禁止任何人向她提供帮助 (Black 1971： 1 3 )。其他国家同样

征求公众对女巫的告发。在德意志，这是路德教会在德意志贵

族同意下任命的"巡查员"的任务 (Strauss 1975 ： 54 ) □ 在意

大利北部，牧师和当局为人们的怀疑火上浇油，确保这些怀疑

最终演变成告发。此外，他们还确保被告者被完全隔离，强迫

她们在衣服上挂上标志，以便人们远离她们 (Mazzali 1988：

112)。

猎巫也是欧洲第一次利用多媒介手段进行宣传，让民众精

神紧张。印刷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用小册子来宣传最著名的

审判及其残暴行为的细节，以提醒公众警惕女巫所带来的危害

(Mandrou 1968： 136 ) □ 艺术家被招募来完成这项任务，其中

包括德意志人汉斯•巴尔东，正是他给女巫画出了最引人咒骂

的画像。但是，对迫害贡献最大的是法学家、法官和恶魔学家，

这些不同的角色往往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他们将论述系统化，

回答批评者的问题，并完善了法律机器。到 16世纪末，这台机

器为审判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几乎是官僚化的样式，解释了为

什么不同国家的供词是如此相似。在他们的工作中，法律工作

者可以依靠与当时最著名知识分子的合作，包括那些至今仍被

赞誉为现代理性主义之父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其中包括英国政

治理论家霍布斯—— 尽管对巫术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他还是

赞同将迫害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法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



《女巫的巫魔会》( Witches Sabbath )o 这是德意志艺术家汉斯，巴尔东从 1510
年开始制作的一系列版画中的第一幅，也是最有名的一幅。他在谴责的幌子

下以淫秽的方式利用了女性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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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让•博丹是女巫的劲敌，他对女巫的憎恨和对杀戮的呼

吁都很执着。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称他为1 6世纪的亚里士多

德和孟德斯鸠。博丹被认为是首篇关于通货膨胀的论文的作者。

他参加了许多审判，写了一卷《证明》（。的 的 加 况 1580）。

在其中他坚持认为女巫应该被活活烧死，而不是在被扔进火焰

之 前 被 “仁慈地”勒死，以及她们应该被烧灼，让她们的肉在

死前腐烂，并且她们的孩子也该被烧死。

博丹并不是个例。在 这 个 “天才的世纪”（培根、开普勒、

伽利略、莎士比亚、帕斯卡尔、笛卡尔），一个见证了哥白尼

革命的胜利、现代科学的诞生以及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

的世纪，巫术成了欧洲知识精英最喜欢的辩论主题之一。法官、

律师、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都开始关注这个“问

题”。他们撰写许多小册子和恶魔学论文，一致认为巫术是最邪

恶的罪行，并呼吁对其进行惩罚。10

毫无疑问，猎巫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initiative）0

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贬低教会在这场迫害中所扮演的角色。罗

马天主教会为猎巫提供了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的脚手架，并煽

动迫害女巫，就像它从前煽动迫害异端分子一样。如果没有宗

教裁判所，没有那么多教皇诏书敦促世俗当局寻找和惩罚“女

巫”，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对妇女的厌女运

动，猎巫是不可能的。但是，与人们的刻板印象相反，猎巫不

仅仅是教皇的狂热或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阴谋的产物。在其高峰

期，世俗法庭进行了大部分审判，而在宗教裁判所起作用的地

区 （意大利和西班牙），被处决的人数仍然相对较少。新教改革

削弱了天主教会的权力，之后宗教裁判所甚至开始克制当局对女

巫的热情，同时加强了对犹太人的迫害（Milano 1963： 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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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0 ”此外，宗教裁判所始终依赖与国家的合作来执行死刑，

因为神职人员希望免于落入流血的窘境。在宗教改革地区，教

会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在那里国家成为教会（如英格

兰 ）或者教会成为国家（如日内瓦和苏格兰，后者程度较轻）。

在这里权力的一个分支得以立法和执行，宗教意识形态公开显

示其政治内涵。

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在其他各方面都处于战争状态，却

联合起来共同迫害女巫，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猎巫的政治性。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猎巫是欧洲新民族国家的政治中首个团

结一致的领域，是宗教改革带来分裂之后欧洲统一的第一个例

子。因为猎巫跨越了所有国界，从法国和意大利蔓延到德意志、

瑞士、英格兰、苏格兰和瑞典。

是怎样的恐惧煽动了如此一致的种族灭绝政策？为什么会

发动这么多的暴力？以及为什么暴力的主要目标是妇女？

魔鬼信仰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我必须立即指出，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解释这些问题的主要障碍是，那些对女巫的指控是如此怪异和

不可思议，以至于任何动机或罪行都无法与之匹配。" 两个多

世纪以来，在多个欧洲国家，数十万妇女被审判、折磨、活活

烧死或绞死。她们被指控将身体和灵魂出卖给魔鬼，并通过魔

法手段谋杀了几十个孩子，吸他们的血，用他们的肉制作药水，

造成邻居死亡，破坏牛和庄稼，引发风暴，并做了许多其他可

憎之事。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事实？（然而即使在今天，一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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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还让我们相信，在当时信仰结构的背景下猎巫是相当合

理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受害者的观点。她们的声音

只剩下审问者风格的供词，这些供词通常是在酷刑下获得的，

无论我们如何倾听从记录的供词缝隙中透露的传统民间传说

［如卡洛•金茨堡（1991） 所做的那样］,我们都无法确定其真

实性。此外，我们不能把消灭女巫的行为简单地解释为贪婪的

结果。因为处置和没收的大多是极度贫困的妇女的物品，它们

的回报无法与美洲的财富相比。13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一些历史学家如布莱恩•莱瓦克避免

提出任何解释性理论，而只满足于确定猎巫的先决条件：例如

中世纪晚期发生的法律程序从私人到公共指控系统的转变，国

家权力的集中化，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Levack 1987 ）□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采信这种不可知论，也不必判定猎巫

者是否真的相信他们对受害者的指控，抑或他们只是玩世不恭

地将其作为社会打压的手段。如果我们考虑到猎巫发生的历史

背景、被告的性别和阶级以及迫害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得出结

论，欧洲的猎巫是对妇女抵抗资本主义关系蔓延的攻击，攻击妇

女凭借其性能力和对生殖的控制及其治愈疾病的能力而获得的

权力。

猎巫也有助于构建新的父权制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妇女

的身体、劳动、性权力和生殖权力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被

转化为经济资源。这意味着猎巫者对惩罚任何具体的违法行为不

怎么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消除普遍的女性行为方式，他们

再也无法容忍这些行为且必须让民众憎恶它们。审判中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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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提到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巫术被定为特殊犯罪（crimen

exceptum ）, 即一项依靠特殊手段（包括酷刑）进行调查的罪

行，甚至在无法证明巫术损害了人和物的情况下，女巫也要受

到惩罚。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猎巫的目标（正如其他在激烈

的社会变革和冲突时期的政治镇压一样）不是社会公认的罪行，

而是必须用恐怖和定罪将先前被接纳的实践、个人组成的群体

从社会中铲除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巫术指控的功能类似于

“叛国罪" （high t r e a s o n ,耐人寻味的是叛国罪在同一时期被引

入英格兰法典），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恐怖主义”的指控。指

控的模糊性一无法证明的事实，同时又能引发最大限度的恐

怖一意味着它可以被用来惩罚任何形式的抗议，甚至令人们

怀疑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方面。

我们可以在迈克尔•陶西格的经典著作中首次看到对欧洲猎

巫意义的类似见解。他在《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1980）

中认为，魔鬼信仰产生于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历

史时期。在这些时期，不仅生活的物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且社会秩序的形而上学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一例如，人们如何

理解价值是怎样产生的，什么产生了生命和生长，什么是“自然

的”，什么与既定的习俗和社会关系相悖，等等（Taussig 1980：

17ff. ）o 陶西格通过研究哥伦比亚农业工人和玻利维亚锡矿工的

信仰发展了他的理论。当时在这两个国家，人们眼中正在扎根的

货币关系与现存古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形式相比，似乎是致命

甚至邪恶的。因此，在陶西格研究的案例中，穷人怀疑富人是

在崇拜魔鬼。不过，他将魔鬼和商品形式联系起来提醒了我们，

猎巫的背景还包括了农村资本主义的扩张。其中涉及习惯权利

的废除，以及现代欧洲的第一波通货膨胀浪潮。这些现象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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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长了贫困、饥饿和社会混乱 (Le Roy Ladurie 1974： 208 ),

还将权力转移到一个新的“现代化推动者”的阶层手中。他们

对前资本主义欧洲典型的集体生活形式充满恐惧和排斥。正是

在这个原始资产阶级(proto-capitalist class) 的倡议下，猎巫行

动开始了。它 既 是 “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追

求广泛的大众信仰和实践" ( Normand and Roberts 2000 ： 65 ),

也是一个武器，凭借它可以击溃抵抗社会和经济重组的力量。

在英格兰，大多数女巫审判都发生在埃塞克斯，这很能说

明问题。到 16世纪，那里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被圈起来，“而在

不列颠群岛地区，土地私有化既没有发生也没有提上日程，我

们在那里也没有发现猎巫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最突出的例

子是爱尔兰和苏格兰西部高地，那里找不到迫害的痕迹。这可

能是因为这两个地区仍然盛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和亲属关系，

所以共同体割裂和与国家共谋这两个猎巫的先决条件也就被排

除了。因此，在英国化和私有化的苏格兰低地，自给自足的经

济在长老会改革的影响下正在消失，猎巫产生了至少4 000名受

害者，相当于女性人口的1 /1 0 0 ,而在高地和爱尔兰，妇女在烧

死女巫的时代是安全的。

农村资本主义的蔓延及其所有后果(土地掠夺、社会疏远

的加深、集体关系的瓦解)是猎巫背景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以

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大多数被指控的人是贫穷的农妇——

佃 农 (cottar)、雇佣劳动者，而指控她们的人是社会中富有

的、有声望的成员。这些人往往是她们的雇主或地主，也就是

说是地方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与中央政府有着密切的

联系。只是随着迫害的深入和对女巫的恐惧［以及对被指控为

巫术或"颠覆结社" ( subversive association ) 的恐惧］在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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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扎根，邻近的人也开始指控女巫。在英格兰，女巫通常是

接受公共援助的老妇人，或者是靠挨家挨户讨一点食物、一壶

酒或牛奶来生存的妇女；如果是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就是日

结工，但更多时候她们是独自生活的寡妇。她们的贫穷在认罪

时尤为凸显。正是在她们需要的时候，魔鬼出现在她们面前向

她们保证，从现在起她们“永远不再匮乏"，尽管魔鬼在这种场

合给的钱很快就会变成灰烬，这个细节也许与当时普遍的超级

通货膨胀的经历有关 (Larner 1983： 95； Mandrou 1968： 77 ) o

至于女巫的邪恶罪行，看起来不过是在村庄层面上演的阶级斗

争：“邪恶之眼”—— 乞丐的请求被拒绝后施加的诅咒、拖欠租

金、要求公共援助(Macfarlane 1970： 97； Thomas 1971： 565；

Kittredge 1929： 163 ) o 阶级斗争以多种方式促成了英格兰女巫

的产生。对玛格丽特•哈克特的指控表明了这一点，她是一个

65岁的老寡妇，1585年于泰伯恩刑场被绞死：

她未经允许就在邻居家的田里摘了一篮子豌豆。在邻

居要求其归还时，她愤怒地把它们扔了下去；从那时起，

田里就不再长梨子了。后来威廉•古德温的奴仆拒绝给她

酵母，于是古德温的酿酒台就干涸了。一个看守抓到她偷

窃主人地里的木头，把她打了一顿，那个人就发疯了。一

个邻居拒绝给她一匹马，他的马都死了。另一个人买鞋付

的钱比她的要价低，那个人后来就死了。一位绅士让他的

奴仆拒绝给她酪乳；此后他们就无法制作黄油或奶酪了。

( Thomas 1971： 556 )

在切姆斯福德、温莎和奥西斯，那 些 “提交”给法庭的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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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案件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模式。沃特豪斯修女于1566年在

切姆斯福德被绞死，她是一个“非常穷的女人”。在人们的描述

中，她为了蛋糕或黄油乞讨，并与许多邻居“闹翻” 了 (Rosen

1969： 76 — 82 ) O 1579年在温莎被处决的伊丽莎•斯蒂尔、德

韦尔修女、玛格丽特修女和达顿修女也是贫穷的寡妇；玛格丽

特修女住在戴济院。她们像她们所谓的领袖塞德修女一样到处

乞讨，估计被拒绝后也会进行报复(同上：8 3 -9 1  ) o 切姆斯

福德的女巫伊丽莎白•弗朗西斯诅咒了一个邻居，因为邻居拒绝

给她一些老酵母，后来邻居的头便剧痛起来。邻居拒绝给斯汤顿

修女提供酵母，她可疑地喃喃自语着走了，而邻居孩子的病愈发

来势汹汹了(同上：96 ) o 厄休拉•坎普于1582年在奥西斯被绞

英格兰女巫的经典形象：年老体衰，被她的动物和密友包围，但仍保持着挑

衅的姿态。摘 自 《玛格丽特和菲利普•弗劳尔斯巫术的奇妙发现》(77;e Won-

derful Discoveries o f the Witchcrafts o f  Margaret and Phillip Flowers, 1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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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她在要一些奶酪而被拒绝之后让一个公爵瘾了腿；而阿格

尼丝•莱瑟代尔的孩子拒绝给她漂洗砂，她也让这个孩子的屁股

肿了。爱丽丝•纽曼在专门向穷人收税的收税员约翰逊拒绝给她

12便士后，将其折磨至死；她还惩罚了一个拒绝给她一块肉的

男管家（同上：119）。我们在苏格兰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在

那里，被告也是贫穷的佃农，她们仍然坚守着自己初一块土地，

但勉强生存。而且她们经常引发邻居的敌意，因为她们把牛赶

到邻居的地上吃草，或者没有支付租金（Larner 1983 ）。

猎巫与阶级反叛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猎巫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发展起来的。在这个环境中，“过得好一些的人” 一直生活在对

“下等人”的恐惧中。当然，我们可以预想底层人会怀有邪恶的

想法，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们正失去一切。

这种恐惧以攻击大众魔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令人惊讶。

对抗魔法的战斗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续至今。魔法的

前提是相信世界是有生命的，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万物都有一

种力量：“水、树木、物质、文字……”（Wilson 2000； xv ii）。

因此，每一个事件都被解释为一种神秘力量的表达，这些力量

必须被破译并为人所用。一位德意志牧师于1594年对一个村庄

进行了牧民访问，随后在发出的信中可能略带夸张地描述了这

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咒语的使用非常广泛，以至于这里没有一个男人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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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开始或做任何事情时……不首先求助于一些征兆、咒

语、魔法或异教手段。例如，分娩时，抱起或放下孩子

时……在把牲畜带到田里时……他们丢失了 一件物品或没

有找到它时……晚上关上窗户时，有人生病或牛有奇怪的

行为时，他们立即跑到占卜师那里询问谁抢了他们的东西，

谁给他们下了咒，或向占卜师求得一个护身符。这些人的

日常经验表明，人们滥用迷信……这里的每个人都以文字、

名字和韵文的形式参与迷信活动。他们使用着上帝、神圣

三位一体、圣母玛利亚、十二使徒的名字……这些词既

公开又秘密地被说出来；它们被写在纸片上，被吞下，被

做成护身符随身携带。他们还做出奇怪的手势和动作，发，

出奇怪的声音。然后他们用草药、树根和某种树的树枝来

练习魔法；而所有这些实践都有自己特定的日期和地点。

( Strauss 1975 ： 21 )

正如斯蒂芬•威尔逊在《魔法的宇宙》( 7浜 Magica/ Uni­

verse, 2 0 0 0 )中指出的那样，实行这些仪式的人大多是为生存

而挣扎的穷人，他们总是试图避免灾难，因此希望“安抚、劝

说甚至操纵这些控制力量……以远离伤害和邪恶，并获得包括

生育、福祉、健康和生命在内的好处”(第 x v iii页)。但在新的

资产阶级眼里，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分子式的关于世界权力扩

散的概念是十分可恶的。为了控制自然，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

必须拒绝魔法实践中隐含的不可预测性，拒绝与自然元素建立

秘密关系的可能性，也拒绝相信存在只有特定个人才能获得的，

因此不容易被普及和利用的力量。魔法也是工作过程合理化的

一个障碍，是对建立个人责任原则的一个威胁。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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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似乎是一种拒绝工作的形式，不服从命令的形式，一种基

层抵抗权力的手段。世界必须“祛魅”，才能被支配。

到了 16世纪，对魔法的攻击已经深入人心，而妇女是最有

可能的攻击目标。即使不是专业的巫师/法师，她们也会被要求

在动物生病时为其做标记，为邻居治病，帮助他们找到丢失或

被盗的物品，给他们提供护身符或爱情药水，帮助他们预测未

来。尽管猎巫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女性实践，但妇女首先是以

这种身份—— 作为巫师、治疗师、咒语和占卜的施行者一受

到迫害的。”因为她们声称拥有魔法的力量，从而削弱了当局和

国家的权力，让穷人相信其有能力操纵自然和社会环境，并可

能颠覆既定秩序。

另外，如果不是发生在剧烈的社会危机和斗争的背景下，

那么妇女世代实践的魔法或许就不会被放大成恶魔般的阴谋。

亨利•卡门注意到社会经济危机与猎巫是同时发生的。他指出:

“正是在价格大涨的时期（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才 ）出

现了最多的指控和迫害。" （Kamen 1972： 249 ） 16

更重要的是，迫害的加剧与城市和农村起义的爆发同步。

这些是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农民战争”，包括英格兰反对“圈

地”的 起 义 （ 1549年、1607年、1628年、1631年 ），当时数

百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拿着干草叉和铁锹，开始破坏围绕公地

建立的栅栏。在法国，1593 — 1595年的克洛堪起义反对什一

税、过度征税和面包价格上涨，这一现象导致欧洲大部分地区

出现大规模饥荒。

在这些起义中，往往是妇女发起和领导了行动。一个典型

的例子是 1645年发生在蒙彼利埃的起义，它由妇女发起，她

们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饥饿。1652年发生在科尔多瓦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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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也是由妇女发起的。此外，正是妇女(在起义被镇压后，许

多男子遭到监禁或被屠杀)仍在持续进行抵抗，尽管是以一种

更隐蔽的方式。这可能也是德意志西南部发生的情况，在那里，

农民战争结束后的 2 0年里发生了一场猎巫运动。埃里克•米

德尔福特在写这个问题时，排除了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的联系

(Midelfort 1972： 68 ) 0 然而，他并没有问这其中是否存在家庭

或社区关系，就如勒罗伊•拉杜里在塞文山脉发现的那种。”在

1476年 至 1525年期间，成千上万的农民不断起兵反抗封建势

力并惨遭失败。不到 2 0年后，在同一地区和村庄大量妇女被送

上火刑架。然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德意志贵族实施的凶残

镇压，以及成百上千的农民被钉在十字架上、斩首、活活烧死，

沉淀了难以平息的仇恨和秘密的复仇计划。尤其是在老年妇女

中间，她们看到并铭记在心，并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向当地的精

英表达敌意。

对女巫的迫害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这是用其他手段进

行的阶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看到对起义的恐惧与

检察官坚信有女巫的巫魔会(Witches Sabbat or Synagogue ) 18

之间存在着联系。在这一著名的夜间聚会上，成千上万的人聚

集在一起，她们往往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我们无法确定当局

是否通过唤起人们对巫魔会的恐惧来打击实际的组织形式。但

毫无疑问，法官对这些魔鬼聚会的迷恋不仅呼应了当时对犹

太人的迫害，还让我们听到了农民在夜间，在僻静的山上和森

林里举行秘密会议来策划叛乱的回响。" 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

莎 •穆拉罗在其关于16世纪初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女巫审判的

研 究 《游戏中的女士》(乙。Signora del Gioco, 1977 ) 中写到了

这个问题：



120
― 讷穆尔

洛林

这张图显示了 1505年至 1650年期间女巫审判的动态，具体指向的是法国的讷

穆尔和洛林地区，但它也代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迫害情况。在任何地方，关

键的几十年都是从16世纪 50年代到 17世纪 30年代，当时食物的价格不断上

涨 （来自亨利•卡门，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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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耶美山谷的审判中，一名被告主动告诉法官，一

天晚上，当她和她的婆婆在山上时，她看到远处有一团大

火。“快跑，快跑，”她的婆婆喊道，“这是游戏女士的火。”

在意大利北部的许多方言中，“游戏”（gioco） 是巫魔会最

古老的名称（在费耶美山谷的审判中还提到一个指导游戏

的女性形象）……在同一地区，1525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

的农民起义。他们要求取消什一税和贡品，自由狩猎，减

少修道院，为穷人提供旅馆，每个村庄有权选举自己的牧

师……他们烧毁了城堡、修道院和神职人员的房子。但他

们被打败了，遭到了屠杀。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多年来一

直被当局报复追杀。

穆拉罗总结道：

游戏女士的火光在远处渐渐消失，前面则是起义的火

光和镇压的火堆……但对我们来说，正在准备的农民起义

和神秘的夜间集会的传说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我们

只能假设，农民在晚上秘密地围着火堆聚会，取暖并相互

交流…… 而那些知情者通过诉诸古老的传说来守护这些禁

忌聚会的秘密……如果女巫有秘密，这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Muraro 1977 ： 46 — 47 ）

在对巫魔会的描述中，阶级反抗和性越轨是核心内容。巫

魔会被描绘成一场畸形的性狂欢和颠覆性的政治集会，以讲

述参与者所犯罪行以及魔鬼指示女巫反抗她们的主人而告

终。同样重要的是，女巫和魔鬼之间的契约被称为宣誓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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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juratio ) , 就像奴隶和工人在斗争中经常签订的契约一样

( Dockes 1982： 222; Tigar and Levy 1977： 136)。在检察官的

眼中，魔鬼代表着对爱情、权力和财富的承诺，为了它，一个

人愿意出卖她或他的灵魂，也就是说，愿意违反一切自然法则

和社会法律。

食人族的威胁作为巫魔会形态的核心主题，据亨利•卡门

说，这也让人想起了起义的形态，因为反叛的工人有时会通

过威胁吃人来表示他们蔑视那些出卖血汗的人。2 0卡门提到了

1580年冬天发生在法国多菲内省罗芒镇的事情。当时起义反抗

什一税的农民宣称 “3 天后将出售基督徒的肉”，然后在狂欢

节期间，“反叛者的领袖穿着熊皮，吃着假装是基督徒肉的佳

肴” ( Kamen 1972： 334; Le Roy Ladurie 1981： 189, 2 1 6 )。

同样在那不勒斯，1585年的一次抗议面包价格过高的暴动中，

叛军肢解了负责涨价的地方官的尸体，并将他的肉块拿来出售

(Kamen 1972： 335)。卡门指出，吃人肉象征着对社会价值的

.彻底颠覆，这与女巫作为道德堕落的化身是一致的。而许多被

归结为巫术的仪式也暗示了这一点：倒着庆祝的弥撒，逆时针

的舞蹈 (Clark 1980； Kamen 1972 ) 0 事实上，女巫是“颠倒世

界”的生动象征，与颠覆社会秩序的千禧年愿望联系在一起，

是中世纪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形象。

卢西亚诺•帕里内托也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女巫巫魔会的

颠覆性与乌托邦维度，他 在 《女巫与权力》(S/reg〃e e 尸o/ere,

1998 ) 中坚持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集会进行现代解释，从发展中

的资本主义劳动规训的角度来解读其反叛性的特征。帕里内托

指出，巫魔会的夜间维度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作时间规律性的

侵犯，也是对私有财产和性正统(sexual orthodoxy )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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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夜间的阴影模糊了两性之间以及“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区

别。帕里内托还认为，逃亡、旅行是指控女巫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该被解释为对移民和流动工人流动性的攻击，这一新的现象

反映在对流浪者的恐惧上，当局在这一时期忧心于此。帕里内

托的结论是，从其历史的特殊性来看，夜间巫魔会似乎是妖魔

化了反叛主人和打破性角色所体现的乌托邦，它还代表了与新

的资本主义劳动规训相悖的对空间和时间的利用。

在这个意义上，猎巫和早期对异端的迫害之间存在着连续

性，后者也在强加宗教正统性的幌子下惩罚特定形式的社会颠

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猎巫行动首先在对异端迫害最激烈的

地 区 （法国南部、汝拉、意大利北部）发展。早期在瑞士的一

些地区，女巫被称为“异端分子”或 “瓦勒度分子”（Monter

1976： 22； Russell 1972： 34ff. ）。 此外，异端分子也被作为

真正宗教的叛徒烧死，他们被指控犯有属于巫术十诫中的罪行：

鸡奸、杀婴、崇拜动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教会一直以

来对敌对宗教提出的仪式性指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性革

命一直是异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洁派到亚当派。尤其

是清洁派，他们挑战了教会对妇女的贬低性观点，主张拒绝婚

姻甚至拒绝生育——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针对灵魂的圈套。他们

还接受了摩尼教，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也是中世纪晚

期教会对世界上存在的魔鬼越来越关注和裁判官将巫术视为反

教会的原因。因此，至少在猎巫的第一阶段，异端和巫术之间

的连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猎巫发生在一个不同的历史背

景下，这个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黑死病—— 欧

洲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造成的创伤和混乱，后来在 15世纪

和 16世纪，资本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组带来了阶级关系



约翰内斯•廷克托里斯 (Johannes Tinctoris) , 《驳斥瓦勒度异端者》( Tractatus

contra sectum Valdensium ) 中所代表的瓦勒度派异端分子。猎巫首先在对异

端者迫害最激烈的地区发展起来。早期在瑞士的一些地区，女巫经常被称为

“瓦勒度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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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变化。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即使表面上有连续性的一些

元 素 （例如夜间的淫乱宴会），它们扮演的角色也与在先前教会

反对异端的斗争中扮演的角色不同。

猎杀女巫、猎杀妇女与劳动力的积累

异端和巫术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巫术被认为是一种女性

犯罪。在迫害的高峰期即1550年至 1650年期间，情况尤其如

此。在早期阶段，男性在被告中的比例高达4 0 % ,后来继续被

起诉的人数变少，他们大多是流浪者、乞丐、流动工人以及吉

卜赛人和下层牧师。此外，到了 16世纪，魔鬼崇拜的指控已经

成为政治和宗教斗争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没有哪个主教或政治

家没在最激烈的时刻被指控为巫师。新教徒指责天主教徒（特

别是教皇）为魔鬼服务；路德本人也被指控会魔法，苏格兰的

约翰•诺克斯、法国的让•博丹以及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犹太

人也被习惯性地指控崇拜魔鬼，后者经常被描绘成有角有爪的

样子。但醒目的事实是，在 16世纪和 17世纪的欧洲因巫术罪

被审判和处决的人中80%以上是妇女。事实上，在这一时期，

除了杀婴罪之外（这一点耐人寻味），以巫术之名被迫害的妇女

比以任何其他罪行被迫害的都要多。

恶魔学家也强调巫师是女性，他们为上帝使男人免于这样

的祸害而感到高兴。正如西格丽德•布劳纳（ 1995 ）指出的，用

来为这种现象辩护的论据发生了变化。《女巫之锤》的作者们解

释说女人更容易实施巫术，因为她们“贪得无厌”。马丁 •路德

和人文主义作家则强调妇女的道德和精神弱点是这种变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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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但所有人都把妇女单独拎出来作为邪恶的存在。

对异端分子的迫害与对女巫的迫害还有一个区别：在后者

那里，对性变态和杀婴的指控起着核心作用，同时还伴随着对

避孕措施实质上的妖魔化。

避孕、堕胎和巫术之间的联系首次出现在英诺森八世

( 1 4 8 4 )的诏书中，该诏书抱怨说：

通过符咒、祷告和其他下了诅咒的迷信行为与可怕的咒

语、罪恶和罪行，(女巫)摧毁了妇女的后代……她们阻碍

男人生殖，阻碍女人受孕；因此，丈夫与妻子或妻子与丈夫

都不能进行性行为。(Kors and Peters 1972： 107 — 108 )

从那时起，生殖犯罪在审判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到了 17世

纪，女巫被指控阴谋破坏人类和动物的生殖能力，促成跑胎，

并属于一个致力于杀害儿童或将其献给魔鬼的杀婴派。在大众

的想象中，女巫也开始与好色的老妇人联系在一起，后者对新

生命充满敌意，吃婴儿的肉，或用儿童的身体来制作魔药——

这种刻板印象后来被儿童书籍普及。

为什么从异端到巫术的轨迹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换句话说，

为什么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异端分子变成了女人？为什么宗

教和社会的越轨行为被重新聚焦为主要是生殖犯罪？

2 0世纪 2 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默里在《欧洲

西部的女巫教》(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 1921 ) 中

提出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最近被生态女权主义者和“威卡教”

(W ic c a )的实践者重新提及。默里认为，威卡教是一种古老的

母性宗教，当异端被击败后，宗教裁判所开始恐惧对教义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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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受此刺激将注意力转向了它。换句话说，被恶魔学家当作

女巫起诉的妇女（在这一理论下）是古代生育崇拜的实践者，

目的是祈求生育和繁殖顺利•~■这些崇拜在地中海地区已经存

在了数千年，但教会将其视为异教徒仪式以及对教会权力的挑

战，并对此加以反对。22助产土出现在被指控的名单里，女性在

中世纪扮演着社区治疗师的角色，以及直到16世纪生育都被认

为是女性的“秘密”，所有这些因素都被引用来支持这一观点。

但这一假设不能解释猎巫发生的时间，也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

这些生育崇拜在当局眼中变得如此可恶，以至于要消灭践行古

老宗教的妇女。

一种不同的解释认为，生殖犯罪在女巫审判中的突出地位

是婴儿的高死亡率所致，由于贫困和营养不良的增加，这在 16

世纪和 17世纪很常见。人们认为，这么多儿童死亡、猝死、出

生后不久就夭折或容易患各种疾病，都要归咎于女巫。但这种

解释也不够深入。它没有说明为何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同时被

指控阻止人受孕，也没有将猎巫置于16世纪经济和制度政策的

背景下。因此，它忽略了攻击女巫与欧洲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

开始关注生殖及人口规模问题之间的重要联系，当时对劳动力

规模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见，

劳动力问题在17世纪变得特别紧迫，当时欧洲的人口又开始下

降，唤起了人口骤降的恐慌。这类似于征服美洲后几十年美洲

殖民地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似乎有理由认为，猎巫至少在

某种程度上试图将节育定为犯罪，并将女性的身体即子宫置于

人口增长与劳动能力的生产和积累的服务中。

这只是一个假设；可以肯定的是，猎巫行动是由一个关注

人口下降问题的政治阶层推动的，并由坚信数量庞大的人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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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财富这一观念所激发。16世纪和 17世纪是重商主义的全

盛时期，并见证了有关出生、死亡和婚姻的人口记录、人口普

查的开始，以及人口学本身被正式划为第一门“国家科学”。这

一事实清楚地证明了控制人口流动在煽动猎巫行动的政治圈子

里获得的战略重要性(Cullen 1975： 6ff. ) 0 23

我们还知道，许多女巫是助产土或"神婆" ( wise women ),

传统上她们是妇女生殖知识和生殖控制的保存者 (Midelfort

1972： 172)。《女巫之锤》用一整章的篇幅介绍她们，并认为她

们比其他女人都要糟糕,因为这些女人帮助母亲摧毁了子宫的

果实。作者们控告说，由于男人被排除在妇女分娩的房间之外,

女巫煮小孩。摘自弗朗切斯科 •马里亚 *瓜佐 ( Francesco Maria Gnazzo ) 的

《巫术手册》( Compendium Maleficarum ), 16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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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杀婴的阴谋变得更加容易了。2 4作者们观察到几乎每个棚屋

里都住着一位产婆，他们建议不要让妇女从事这一职业，除非

此人首先证明自己是一名“好的天主教徒”。这一建议并非无人

听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助产士要么被招募来监视妇女，例

如检查她们是否隐瞒怀孕或非婚生子女，要么被边缘化。在法

国和英格兰，从 16世纪末开始很少有妇女被允许从事产科工作o

而在此之前，这项活动一直是她们不可侵犯的秘密。然后到了

17世纪初，第一批男性助产士开始出现。在一个世纪内，产科

几乎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下。根据爱丽丝•克拉克的说法：

女性在职业中被男性取代的持续过程是一个例子，说

明由于社会拒绝给予其充分专业培训的机会，她们如何被

排除在专业工作的所有分支之外。（Clark 1968： 265）

但是，将助产士在社会层面的衰落解释为女性的去职业化

并没有把握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事实上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

明，助产士被边缘化既是因为她们不被信任，也是因为将她们

排除在职业之外削弱了妇女对生育的控制。25

正如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公共土地，猎巫也剥夺了妇女

的身体，从而将她们从阻碍她们作为生产劳动力机器的障碍中

“解放”出来。因为在妇女身体周围竖起障碍的威胁要比公地围

栏的更加可怕。

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当妇女看到自己的邻居、朋友和

亲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当她们意识到自己任何的避孕举措都

可能被视为恶魔堕落的产物，这会对她们有怎样的影响。2 6去

了解那些作为女巫被围猎的妇女和她们社区中的其他妇女是如



这幅出自小汉斯•霍尔拜因 (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 的 《死亡之舞》( "The

Dance of Death") 的画作很好地捕捉到了婴儿死亡的戏剧性。这一系列的 41

幅图样于 1538年在法国首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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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把孩子献给魔鬼o 1591年，关于阿格尼丝•桑普森 (Agnes Sampson) 甯判的

小册子中的木刻版画

何看待这场针对她们的可怕攻击的、她们有怎样的感受和结论，

“从内部”审视这场迫害［正如安妮・L .巴斯托所写的《猎巫热

潮》(少" " c r a z e ,  1994) 一样］,可以使我们避免猜测迫害者

的意图，而专注于猎巫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

看，毫无疑问，猎巫通过把妇女控制生育的方法说成邪恶的工

具而摧毁了它们，并让国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制度化—— 这是

女性从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

但是，女巫不仅是助产土、避孕的妇女，或通过从邻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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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偷一些木头或黄油来维持生计的乞丐。她也是放荡不羁的淫

乱女性—— 妓女或通奸者，以及一般说来在婚姻和生育的束

缚之外发生性行为的妇女。因此，在巫术审判中，“风评不佳”

(ill re p u te )是有罪的证据。女巫也是反叛的妇女，她顶嘴、吵

架、爆粗，在酷刑下也不哭喊。这里的“反叛”不一定指妇女

可能参与的任何具体的颠覆性活动。相反，它描述的是在反封

建权力的斗争中形成的女性人格(female personality )。特别是

在农民当中，当时的妇女一直处于异端运动的前沿，经常以女

性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对男性权威和教会构成越来越大的挑

战。•对女巫的描述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道德剧和故事诗中的女

性形象：随时准备发起行动，和男人一样好斗、好色，穿着男

性的衣服，或者手持鞭子，骄傲地骑在丈夫的背上。

当然，在被起诉的人中，有一些妇女被怀疑犯有具体罪

行。一个人被指控毒死了她的丈夫，另一个人被指控杀害了她

的雇主，还有一个人被指控迫使她的女儿卖淫(Le Roy Ladurie

1974： 203— 2 04)。但被审判的不仅是离经叛道的妇女，而

且是妇女本身，特别是下层妇女，那些引起巨大恐惧以至于教

育和惩罚的关系在她们的案件中颠倒了的妇女。“我们必须，”

让•博丹宣称，“惩罚许多人，从而在人群中散布恐怖。”的确,

在一些村庄里，很少有人能幸免于难。

此外，被告遭受的酷刑所表现出的性虐待揭示了一种历史

上绝无仅有的厌女症，而且不能以任何具体的罪行为依据来解

释。根据标准程序，被告被剥光衣服并被完全剃光毛发(有人认

为魔鬼藏在她们的头发中)；然后她们被长针刺遍全身，包括阴

道，这是在寻找魔鬼可能给他们的造物打上的标记(就像英格

兰的主人对逃跑的奴隶所做的那样)。妇女经常被强奸；所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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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查她们是不是处女------个纯洁的象征；如果她们不承认，

就会受到更残酷的折磨：她们的四肢被撕裂；她们被绑在铁椅

子上，椅子下点着火；她们的骨头被压碎。当她们被吊死或烧死

时，人们会格外仔细从而不会忽视那些从她们的结局中得到的

教训。处决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事件，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参

加，包括女巫的孩子，特别是她们的女儿。在某些情况下，她

们会在木桩前被鞭笞，在那里她们可以看到母亲被活活烧死。

因此，猎巫是一场针对妇女的战争；它是一个贬低妇女、

将她们妖魔化并摧毁其社会权力的联合进攻。同时，正是在刑

讯室和女巫死去的木桩上，资产阶级的女性和家庭生活的理想

型才得以形成。

在英格兰根西岛的市场上，3 名妇女被活活烧死。匿名版画，1 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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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猎巫行动也放大了当时的社会趋势。事实

上，针对猎巫的行动与同一时期为规范家庭生活、性别和财产

关系而出台的新法律所禁止的做法之间存在着明确无误的连续

性。在整个西欧，随着猎巫的进行，法律通过了对通奸者的死刑

处 罚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鸡奸与叛国罪一样被处以火刑）。同

时，卖淫和非婚生子女也被宣布为非法，杀婴则被定为死罪。"

同时，女性的友谊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布道坛将其谴责为颠覆.

夫妻之间的联盟，这同女巫检察官妖魔化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如

出一辙的。他们强迫她们互相指责为犯罪的同谋。“八卦” 一词

在中世纪本是“朋友”的意思，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八卦的

含义改变了并获得了一个贬义的内涵。这进一步标志着妇女的

权力和共同联系被破坏的程度。

同样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恶魔学家塑造的女性堕落形象

与当代关于“性别本质”的辩论所构建的女性形象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对应关系。28这些辩论将一个身心虚弱、生理上容易受到

恶之影响的刻板女性视为典范，实际上是为男性对女性的控制

和新的父权制秩序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猎巫和男性至上主义：驯服妇女

猎杀女巫的性政治是透过女巫和魔鬼之间的关系而展现的，

这是 1 6世纪和 1 7世纪的审判所带来的新事物之一。与圣徒的

中世纪传记或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书籍中的魔鬼形象相比，

大猎巫标志着魔鬼形象的改变。在前者那里，魔鬼被描绘成一

个邪恶的存在，但他的力量很小—— 泼洒圣水和几句圣言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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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打败他的阴谋。他的形象是一个不成功的坏人，不仅没

有让人感到恐惧，反而被认为具有一些美德。中世纪的魔鬼是

一位逻辑学家，有能力处理法律事务，有时表现为在法庭前为

自己的案件辩护(Seligman 1948： 151 — 158) 3  他也是一位

熟练的工人，可以挖矿或建造城墙，尽管收取报酬的时候经常

被骗。另外，文艺复兴时期对魔鬼和女巫之间关系的看法，总

是把魔鬼描绘成被召唤的下属，不管愿不愿意，就像一个奴仆

一样，让他按照主人的意愿来执行任务。

猎巫颠覆了魔鬼和女巫之间的权力关系。现在妇女是奴仆，

是奴隶，是肉体和灵魂的女淫妖，魔鬼则同时是她的所有者和主

人、皮条客和丈夫。例如，是魔鬼“接近那个预定的女巫。她很

少把他召唤出来"(Larner 1983： 148)。在向她透露自己的身

份后，他要求她成为他的奴仆，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将是一个主/

奴、夫/妻关系的典型例子。他在她身上盖上他的印记，与她

发生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改变了她的名字(Larner

1983： 148 ) o 此外，在对妇女婚姻命运的明确预示中，猎巫行

动引入了一个单一的魔鬼，以取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众

多魔鬼，而且是一个阳刚的魔鬼，与女性形象［狄安娜、赫拉、

"游戏女士" ( la Signora del zogo ) ］形成对比，后者的崇拜在

中世纪的地中海和日耳曼地区的妇女中传播。

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猎巫人是多么专注于肯定男性至上

主义：即便在反抗人类和神的法律时，妇女也必须被描绘成对

男人服从，而她们反抗的高潮—— 与魔鬼的著名契约一必须

被描绘成变态的婚姻契约。婚姻的类比被发挥到如此地步，以

至于女巫承认她们“不敢违抗魔鬼”，或者更奇怪的是她们在与

魔鬼的交合中找不到任何快感一■这与猎杀女巫的意识形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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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后者认为巫术是由妇女贪得无厌的情欲引出的。

猎巫不仅使男性至上的观念神圣化，还唆使男人害怕女人，

甚至把她们看成男性的破坏者。《女巫之锤》的作者们宣扬说,

女人看起来很可爱，摸起来却很脏；她们吸引男人，只是为了

损害他们；她们向男人大献殷勤，但给予的快乐比死亡更痛苦，

因为她们的恶习害男人失去了灵魂一也许还有他们的性器官

( Kors and Peters 1972： 114— 115)o 人们推测女巫可以冻结男

人的生殖能力或让他们的阴茎按照她的意愿伸缩，从而阉割男

人或令他们阳痿。3。有些女巫偷了男性的阴茎，把它们大量地藏

在鸟巢或箱子里，直到受到胁迫才把它们还给主人。31

恶魔带走了一个为他服务的女人的灵魂。木刻版画来自奥劳斯•马格努斯

(Olaus Magnus) ,《北方民族简史》(Historia de gentibus septentrionalibus, 罗

马，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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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阉割男人或使男人阳痿的女巫是谁呢？可能是每一

个女人。在猎巫的高峰期，一个只有几千人的村庄或小镇上，

有几十个妇女在几年甚至几周的时间里被烧死。没有一个男人

感到安全，并能肯定自己没有和女巫住在一起。许多人一定吓

坏了，当他们听说晚上有些妇女离开婚床前往巫魔会，并在丈

夫身边放一根棍子来愚弄熟睡的丈夫时；或是听说女人有能力

让男人的阴茎消失时，就 像 《女巫之锤》中提到的在一棵树上

藏了几十条阴茎的女巫。

这种宣传成功将女性与男性分割开来，以下事实表明了这

一点：尽管个别儿子、丈夫或父亲试图从火刑柱上拯救自己的

女性亲属，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男性组织反对迫害的记录，除

了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巴斯克地区的渔民。法国审判官皮

埃尔•朗克尔在那里进行了大规模审判，并导致可能多达600名

妇女被烧死。马克•库兰斯基报告说，参与每年蜻鱼季捕捞的渔

民一直缺席。但是，

当圣让德吕兹蜻鱼船队［（巴斯克地区）最大的船队］

的人听到他们的妻子、母亲和女儿（被 ）剥光、刺伤，许

多人已经被处决的传闻时，1609年的捕鱼提前两个月结

束。渔民回来了，他们手里拿着棍子，解放了一队正被带

到焚烧点的女巫。这一次民众的反抗就足以阻止审判的进

行…… （Kurlansky 2001： 102 ）

巴斯克渔民干预了对其女性亲属的迫害是一个特例。没有

其他团体或组织站出来为女巫辩护。我们知道，一些男人以谴

责妇女为业，任命自己为“女巫发现者”，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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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给自己的身体涂抹药膏后，崎着扫帚飞往巫魔会。16世纪的法国印

刷品，出自托马斯•埃拉斯都 (Thomas Erastus ) 的 《关于女巫力量的对话》

( Dialogues Touchant le Pouvoir des Sorcieres, 1570 )

个村庄，威胁不给钱就揭发妇女是女巫。其他男人则利用围绕

着妇女的怀疑气氛，以便摆脱不想要的妻子和情人，或减弱被

他们强奸或勾引的妇女的报复。毋庸置疑，男人没有对妇女遭

受的暴行采取行动往往是因为害怕被牵连到指控中。因该罪名

而受审的男人大多是被怀疑或被定罪的女巫的亲属。但毫无疑

问的是，多年的宣传和恐怖在男人中深埋了心理上与妇女疏远

的种子，这不仅打破了阶级团结，也破坏了他们自己的集体力

量。我们可以同意马文•哈里斯的说法，

猎巫……分散和打破了所有潜在的抗议能量。(它)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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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感到无能为力，并依附于主导的社会群体，它还为他们

提供了一个地方去发泄不满的情绪。这样一来，穷人比其他任

何社会群体都更加无法对抗教会权威和世俗秩序，也无法在财

富的再分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化中提出自己的要求。(Harris

1974： 239 — 240)

就像今天，通过压制妇女，统治阶级更有效地压制了整个

无产阶级。他们唆使那些被掠夺、被贫困化和被定罪的男人把

自己个人的不幸归咎于阉割男人的女巫，并把妇女赢得的对抗

当局的权力视为妇女会用来对付他们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

男性对女性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主要是因为教会的厌女宣传)

都被调动起来。妇女不仅被指责为使男人阳痿；甚至她们的性

欲也被变成了恐惧的对象，是一种危险的恶魔般的力量。因为

男人被教导说，女巫可以奴役他们，将他们锁在她的意志之下

( Kors and Peters 1972： 130— 132 ) o

在女巫审判中经常出现的一项指控是，女巫从事堕落的性

行为，其核心是与魔鬼交媾和参与可能在巫魔会发生的群交。

但是，女巫也被指控让男人产生了过度的性欲。因此，对于那

些陷入不正当关系的男人来说，声称自己被施了魔法是很容易

的事。或者，有的家族不认可某个女性，希望终止他们的儿子

与该女子的关系，便会指控此女子为女巫。《女巫之锤》写道：

(女 巫 )有 ……七种方法来影响.... 隹行为和子宫受

孕。第一，使男人的思想倾向于过度的激情；第二，阻碍

他们的生殖力；第三，除掉适应该行为的成员；第四，通

过她们的法术将男人变成野兽；第五，破坏妇女的生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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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引发堕胎；第七，将孩子献给魔鬼…… ( 1971： 47)

女巫同时被指控使男人阳痿和激起他们过度的性欲，这只

是表面上的矛盾。在与猎巫同时发展的新父权法典中，身体上

的阳痿是道德上阳痿的对应物；它是男性面对女性时权威受到

侵蚀的生理表现。因 为 “在功能上”，一个被阉割的男人和一个

为爱所困的男人没有区别。恶魔学家对这两种状态都持怀疑态

度。他们深信，如果女人用她们的魅力和爱情过滤器便能行使

如此大的权力，使男人成为他们欲望的淫棍，那么就不可能实

现同时代资产阶级智慧所要求的家庭类型—— 以国家为模型，

丈夫是国王，妻子服从于他的意志，全心全意地无私管理家庭

( Schochet 1975 )。

性爱的激情不仅破坏了男性对女性的权威—— 正如蒙田所

感叹的那样，除了性行为，男人可以在一切方面保持他的伪装

(Easlea 1980： 243 ) —— 它还破坏了男人的自治能力，使他失

去了宝贵的头脑，而笛卡尔哲学正是在头脑中找到了理性的来

源。因此，一个性活跃的女人是一种公共危害，是对社会秩序

的威胁，因为她颠覆了男人的责任感以及他的工作能力和自制

力。要避免妇女在道德上—— 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 毁掉

男人，就必须痛斥女性的性欲。这是通过酷刑、火刑以及对女

巫进行细致的审讯来实现的，这也是性驱魔 ( sexual exorcism )
和心理强奸的混合体。32

对妇女来说，16世纪和 17世纪确实开启了一个性压抑的

时代。审查和禁令确实开始定义她们与性的关系。考虑到福柯

的批判，我们也必须坚持认为，最能说明“权力”在现代的开

端如何使人们不得不谈论性的，并非天主教的牧歌或者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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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引诱一个女人与他达成

协议，摘自乌尔里希♦莫利托

( Ulrich Molitor ) , 《德拉米斯》

{De Lamies, 1489)

(Foucault 1978： 116 ) 0 福柯在这个时代发现的关于性的“话语

爆炸" ( discursive explosion ) , 在猎巫的刑场上表现得最为淋

漓尽致。但它与福柯想象中的妇女和告解神父之间流淌着的相

互挑逗毫无共同之处。审问者(的提问)远超任何一个乡村牧

师。他们强迫女巫说出自己性冒险的每一个细节，毫不顾忌她

们往往是老妇人，以及她们的性经历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他们

以一种近乎仪式的方式，强迫所谓的女巫解释她们在年轻时是

如何被魔鬼带走的，她们在被插入时的感受，以及她们所怀有

的不洁想法。但是，这种关于性的奇特论述所展开的舞台是刑

讯室。这些问题在吊坠刑(strappad。) 的间隙抛向已经被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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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疯的妇女。我们不用费力想象就可以认为，受尽折磨的妇女

被迫说出的乱交的话语是激起了她们的快感还是通过语言的升

华重新定位 ( re-oriented ) 了她们的欲望。在猎巫的情形下---

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Vol. I ,  1978 ) 中出人意料地忽略了

这一点—— “无休止的性话语”并非替代了镇压、审查、否认,

而恰恰是为这些服务的。当然，我们可以说猎巫的语言将妇女

"制造"成一个不同的物种，一个自成一体(suis generis ) 的存

在，在本质上更具肉欲和败坏。我们也可以说，“女性变态者”

的产生是将女性的情欲转化为工作( female vis erotica into vis

lavora tiva)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是将女性的性活动转化为工

作的第一步。但我们应该理解这个过程的破坏性，这也显示了

福柯提出的那种一般“性史”的局限性，它从一个没有内部差

异、性别中立的主体的角度来对待性，并将性视为一种对男人

和女人来说也许拥有同样后果的活动。

猎巫与资本主义对性的理性化

猎巫行动并没有为妇女带来新的性能力或升华的快感。相

反，它是走向“干净床单上的洁净性行为”以及将女性性活动

转变为工作和为男性服务与生育的漫长征程中的第一步。这一

过程的核心是将所有非生产性的、非生殖性的女性性行为视为

反社会的、近乎恶魔般的行为，并予以禁止。

老巫婆骑着扫帚飞行的神话很好地体现了非生产性的性行

为开始引发的排斥，就像她所骑的动物(山羊、母马、狗 )一

样，扫帚是一个延伸的阴茎投射，象征着无节制的欲望。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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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揭示了一种新的性规训，它剥夺了不再有生育能力的“老

而丑”的妇女性生活的权利。在创造这种刻板印象的过程中，

恶魔学家顺应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道德感，正如两位同时代的杰

出的女巫猎手所说的那样：

还有什么比看到一个老色鬼更可憎的？还有什么比这

更荒唐的呢？然而，这种情况在女人身上比在男人身上更

常见……虽然她是个老妪，是个老太婆，既看不见也听不

见，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她还是会叫唤，一定要得到一匹

种马。( Burton 1977: 56)

然而，看到那些几乎无法承受岁月之重和看起来像死

尸复活的老女人，就更有趣了。她们仍然到处说“生活很

好”，仍然在发情，在寻找伴侣……她们永远在脸上涂脂抹

粉，用镶子夹住阴毛，露出下垂、枯萎的乳房，试图用她

们颤抖的抱怨声唤起失败的欲望，同时她们喝酒，在女孩

中间跳舞，潦草涂写她们的情书。(Erasmus 1941： 42)

这与乔叟的世界相去甚远，在那里，巴斯的妻子在埋葬了

五个丈夫之后，仍然可以公开宣布：“欢迎第六个……说真的，

我才不稀罕什么节操；每当丈夫撇下我，离开这世界，他的班

很快就有基督徒来接。” ① (Chaucer 1977： 277 ) 在乔叟的世界

里，老妇人的性活力肯定了生命对死亡的抵御；而在猎杀女巫

的图腾中，老年排除了妇女性生活的可能性，污染了它，把性

① 译文参考黄杲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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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变成死亡的工具，而不是再生的手段。

在女巫审判中，无论年龄大小（但不包括阶级），女性的性

行为和兽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关联。与山羊神（魔鬼的代表

之一）的交配、臭名昭著的尾巴下的吻，以及指控女巫饲养各

种动物—— “小魔鬼”或 “妖精”—— 它们帮助她们犯罪并与

她们保持特别的亲密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动物是猫、狗、

野兔、青蛙，女巫照顾它们，并很可能用特殊的乳头给它们

哺乳。

其他动物也在女巫的生活中扮演着魔鬼工具的角色：山羊和

（夜 ）母马带她飞到巫魔会，蟾除为她提供毒药，供其调制。动

物在女巫世界中的存在，让人不得不推测它们也将被审判。33

女巫和她的“妖精”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许是指欧洲农民性

生活中的“野蛮”实践，在猎巫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

种实践仍然是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在一个开始崇拜理性

并将人与肉体分离的时代，动物也受到了极大的贬低一沦为

单纯的畜生、最终的“他者”—— 人类最恶劣本能的永久象征。

因此，没有什么罪行会比与野兽交配更令人恐惧，这是对人性

的本体论基础的真正攻击。因为此时人性越来越多地与最不物

质的方面相联系。但是，女巫生活中存在着过多的动物表明，

妇女处于男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十字路口。不但

女性的性行为与动物的类似，而且女性气质本身也与动物性相

类似。为了将这种等同关系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指责女巫改变

自己的形态，变形为动物。而最常被引用的常见动物是蟾蛛，

它是阴道的象征，并且综合了性、兽性、女性气质和邪恶。

猎巫行动谴责女性的性行为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但猎巫也

是广泛重塑性生活的主要途径：它遵循新的资本主义工作规训，



女巫和审判官之间的争论。汉斯 •布 克 迈 尔 (Hans Burgkmair ), 1514年前。

许多因巫术而被指控和受审的妇女都是又老又穷的。她们往往依靠公共慈善

机构来维持生计o 巫术----我们得知---- 是无权者的武器o 但老年妇女也是

社区中最有可能抵抗由资本主义关系蔓延而造成的共同体联系破裂的人。她

们是体现社区知识和记忆的人。猎巫行动颠覆了老妇人的形象：她们传统上

被认为是聪明的女人，现在却成了不育和敌视生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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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任何威胁到生育、家庭内部财产传承或占用工作时间和精力

的性活动都定为犯罪。

女巫审判提供了一份被禁止的“非生产性”性行为的指示

性清单：同性恋、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性行为*不同阶层

的人之间的性行为、肛交、后入式（据说会导致不育关系）、裸

体和舞蹈。同样被禁止的还有在中世纪盛行的公开集体性活

动，比如 1 6世纪仍然在欧洲各地庆祝的源于异教的春天节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比较一下P.思达布斯在《剖析陋习》

{Anatomy of Abuses, 1583 ）中对英格兰五朔节庆祝活动的描述

和有关巫魔会的标准描述。后者指责女巫总是在这些集会上跳

舞，在管乐和长笛声中上蹿下跳，并沉溺于许多集体性活动和

寻欢作乐之中。

到了五月……每个堂区、城镇和村庄的人都聚在一起，

无论男女老少……他们跑到灌木丛与树林、山丘与山脉，

在那里度过整个夜晚，进行愉快的消遣，早上他们带着白

桦树弓和树枝回家……他们带回来的最主要的珍宝是五朔

节花柱，他们怀着极大的敬意把它带回家……然后他们就

开始宴会和筵席，在花柱周围跳跃起舞，就像异教徒给神

明献礼时那样... （Partridge： JU）

我们可以类比有关巫魔会的描述和苏格兰长老会当局对朝

圣 （到圣井和其他圣地）的描述。天主教会鼓励朝圣，长老会

却反对朝圣，认为这是魔鬼的聚会和淫乱的场合。在整个这一

时期，任何潜在的越轨集会一农民集会、叛军营地、节日

和舞蹈—— 都被当局描述为事实上的巫魔会，这成为一种普遍



第 4 章 欧洲的大猎巫 269

的趋势。3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区，参加巫魔

会 被 称 为 “去跳舞”或 “去玩游戏”（a lz o g o ）, 特别是当我

们考虑到教会和国家正在发起反对这种消遣的运动（Muraro

1977： 109ff.； Hill 1964： 183ff. ）o 正如金茨堡所指出的：“一

旦我们把（巫魔会的）神话和梦幻般的外衣去掉，我们就会发

现这就是人们在跳舞和搞性乱聚会。" （Ginzburg 1966： 189）

而且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当欧洲遍地是饥荒时，大吃大喝肯定

是一种幻想。（猎巫时期阶级关系的性质是多么明显，烤羊肉和

啤酒的梦想可以让一个吃饱喝足的资产阶级看不惯，将其视为

与恶魔共谋的迹象！）然而，金茨堡沿着一条惯常的路径，将与

巫魔会有关的狂欢称为“贫穷妇女的幻觉，对她们来说，这是

一种对肮脏生活的补偿”（同上：190）。这样一来，他就把受害

者的死亡归咎于她们自身；他还忽视了一点，即不是被指控为

女巫的妇女而是欧洲的精英贡献了大量的论文来讨论这种“幻

觉”。例如，他们辩论女梦淫妖（succubi）和男梦淫妖（incubi）

的作用，或者魔鬼是否能让女巫怀孕。显然，这个问题在18世

纪仍能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Couliano 1987： 148— 151 ）。今

天，“西方文明”的历史屏蔽了这些怪诞的论述，或者干脆遗忘

了它们，尽管它们编织了一张将数十万妇女判处死刑的网。

因此，猎巫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资

本主义性学科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然而，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主要禁忌追溯到这个过

程，同性恋就是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性恋在欧洲的

一些地方依然是被完全接受的，然而在猎杀女巫的过程中它们

被清除了出去。对同性恋的迫害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有关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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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8 9年 对 切 姆 斯 福 德 女 巫 的 处 决 。其 中 一 名 受 害 者 琼 •普 伦 蒂 斯 (Joan

Prentice ) 和她的妖精在一起

记忆仍然沉淀在我们的语言中。“死基佬”(F ag g o t)①一词提醒

我们，同性恋者在那时是烧死女巫的木桩的引火柴，而意大利

语的茴香 ( finocchio) 一词指的是在火刑柱上撒上的芳香蔬菜，

以掩盖肉体燃烧的恶臭。

① fhggot有柴把、柴捆的含义，尤其用于表示焚烧异端者。——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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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表现巫魔会的作品中，宴会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欧洲饥荒频发的

时代，这是一种幻想。该局部图来自扬•齐安科(Jan Z i a m k o )为皮埃尔•德朗

克 尔 ( Pierre D e  Lancre) 的 《无常图》( Tableau de I 'inconstance, 1612 ) 绘制

的版画

特别重要的是，猎巫在妓女和女巫之间建立的关系，反映了

在资本主义重新组织性工作时妓女所经历的被贬低的过程。俗话

说，“年轻做妓女，年老变巫婆”，因为两者都只是利用性来欺骗

和侵蚀男人，伪造了一种仅仅是雇佣性质的爱情(Stiefelmeir

1977： 48 ff.)o 二者都为了获得金钱和非法权力出卖自己，女巫

(将灵魂出卖给魔鬼)是妓女(将身体出卖给男人)的放大版。

此外，(老)女巫和妓女都是不育的象征，是不具生殖性的性行

为的化身。因此，虽然在中世纪妓女和女巫被认为是为社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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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社会服务的积极人物，但随着对女巫的追捕，她们都获得了

最消极的内涵，被排斥在可接受的女性身份之外。她们在身体

上被杀死，在社会上被定罪。因为妓女只有作为女巫在火刑柱

上死了一千次之后，才会作为合法主体死去。或者好一点的情

况是，只要女巫被杀，妓女就会被允许生存（她甚至会变得有

用，尽管是以秘密的方式）：因为女巫是更危险的社会主体，是

（在审判者眼中）不那么容易控制的人；她能给人带来痛苦或快

乐，治愈或伤害，搅动各种元素，拴住人的意志；她甚至可以

仅仅通过眼神造成伤害，以一种可能会杀人的邪恶之眼。

正是其罪行的性本质和她的下层阶级地位，使女巫与文艺

复兴时期的魔法师区别开来，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迫害的影

响。高级魔法和巫术有许多共同的元素。恶魔学家将他们学到

的魔法传统主题引入对巫术的定义中。其中有一种源自新柏拉

图主义的信仰，即爱欲是一种宇宙力量，通 过 “交感”和吸引

的关系将宇宙联系起来，使魔法师能够在实验中操纵和模仿自

然。女巫也有类似的能力，据说她可以通过模仿搅动水坑来引

发风暴，或者可以行使一种类似于炼金术传统中将金属结合在

一起的“吸引力"（Yates 1964： 145ff.； Couliano 1987 ）□巫术的

意识形态也反映了《圣经》中的信条，这一信条为魔法和炼金

术所共有，规定了性和知识之间的联系。女巫通过与魔鬼交媾

而获得力量的论点，呼应了炼金术的观点，即妇女通过与叛逆

的魔鬼交媾而侵占了化学的奥秘（Seligman 1948： 7 6 ）0 然而，

高级魔法并没有受到迫害，尽管炼金术越来越被人诟病，因为

它似乎是一种无用的追求，本身是对时间和资源的浪费。魔法

师是精英，他们经常服务于贵族和其他有地位的人（Couliano

1987： 156ff.）o 恶魔学家将高级魔法（特别是占星术和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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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科学范围，从而小心翼翼地将他们与女巫区分开来。36

猎巫与新世界

因此，与典型的欧洲女巫相对应的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魔

法师，而是被殖民的美洲原住民和被奴役的非洲人。在 “新世

界”的种植园里，他们与欧洲的妇女有着相似的命运，都是为

资本提供积累所需的看似无限的劳动力。

欧洲妇女的命运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在殖民地的命运

息息相关，他们的影响更是相互的。猎巫和崇拜魔鬼的指控被

带到美洲以瓦解当地居民的抵抗，在这个世界的眼中为殖民化

和奴隶贸易辩护。反过来，根据卢西亚诺•帕里内托的说法，正

是美洲的经验说服了欧洲当局相信整个女巫群体的存在，并促

使他们在欧洲采用在美洲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灭绝技术(Parinetto

1998 ) 0

在墨西哥，“从 1536年到 1543年，苏玛拉加主教进行了 19

次审判，涉及 7 5名印第安异端分子。他们主要是来自墨西哥中

部社区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其中一些人在火刑柱上结束了生命。

修士迭戈•德兰达 (Diego de Landa ) 在 16世纪 6 0年代领导了

尤卡坦的神明崇拜审判，其中酷刑、鞭打和火刑占据了重要位

置 " (Behar 1987： 51 ) o 为了摧毁当地被欧洲人视为恶魔的神

灵崇拜，秘鲁也进行了猎巫。“西班牙人在任何地方都看到了魔

鬼的面孔：在食物中…… (在 )’印第安人的原始恶习’中……

在他们野蛮的语言中。" (de Leon 1985 I ： 33 — 34 ) 在殖民地，

也是妇女更容易被指控为女巫，尽管被欧洲人尤其蔑视为意志



2 7 4 凯列班与女巫

薄弱的女性，她们却很快成为最坚定的社区捍卫者(Silverblatt

1980： 173, 176— 179 )。

欧洲的女巫和欧洲的被殖民者有着共同的命运。在 17世纪,

巫术的意识形态和在征服与奴隶贸易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种族

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魔

鬼被描绘成一个黑人，黑人越来越被当作魔鬼，所 以 “魔鬼崇

拜和恶魔的阻挠(成为)奴隶贩子进入的非欧洲社会中被报道

最多的方面”(Barker 1978： 91 )。“从拉普人到萨摩耶人，再

到霍屯督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没有一个社会，”安东尼•巴克

( Anthony Barker ) 写道，“没有被某些英格兰人贴上受到魔鬼强

烈影响的标签。”( 1978： 9 1 ) 就像在欧洲一样，魔鬼的标志意

味着异常的欲望和性能力。 恶魔经常被描绘成拥有两个阴茎,

而关于野蛮的性行为与对音乐和舞蹈过度喜爱的故事，则成为

传教士和前往“新世界”的旅行者报告的主要内容。

根据历史学家布赖恩•伊斯利的说法，这种对黑人性能力的

系统性夸大暴露了有产白人男子对自己性能力的焦虑；白人上

层阶级男性害怕与他们所奴役的人竞争(他们认为这些人更接

近自然)，大概是因为他们由于过度自我控制和审慎推理而感到

性能力不足 (Easlea 1980： 249 — 250 ) o 但是，妇女和黑人男

子 --- 女巫和魔鬼----的过度性化 ( oversexualization ) 也必

须植根于他们在国际分工中所占据的位置，这种分工是在美洲

殖民化、奴隶贸易和猎巫的基础上形成的。黑人和女性都被定

义为兽性和非理性的标志，这与将欧洲妇女、殖民地的妇女和

男子排除在工资所隐含的社会契约之外，从而将他们受到的剥

削自然化是一致的。



16世纪对加勒比海印第安人的描述，来 自 （编纂者）托比亚斯•乔治 ♦斯莫

利 特 （Tobias George Smollett 真实而有趣的航行简编，按时间顺序摘

录... ”（摘自托比亚斯•乔治•斯莫利特，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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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治疗师与现代科学的诞生

迫害女巫的背后还有其他动机。对巫术的指控往往是为了惩

罚对财物的攻击行为，主要是盗窃。在 16世纪和 17世纪，随

着土地和农业的日益私有化，这种情况急剧增加。我们能看到，

在英格兰，乞讨或者偷窃邻居家的牛奶或酒的贫穷妇女，抑或

是接受公共援助的妇女都可能被怀疑是在施展邪术。艾伦•麦

克法兰和基思•托马斯表明，在这一时期，随着公地的丧失和

家庭生活的重组，老年妇女的状况明显恶化，家庭生活牺牲了

先前对老年人的照顾，优先考虑抚养孩子（Macfarlane 1970：
205 ）。加这些老人现在被迫依靠他们的朋友或邻居来维持生计，

或者加入济贫名单（就在新教伦理开始指责施舍是一种浪费和

对懒惰的鼓励时），而且过去照顾穷人的机构正面临解体。一些

贫困妇女可能利用她们作为女巫的名声所带来的恐惧来获取自

己所需。“坏女巫”据说会诅咒并伤害牛群，毁坏庄稼，或者导

致其雇主的孩子死亡，但受到谴责的不仅仅是她们。以巫术为

职业的“好女巫”也会受到惩罚，而且往往更加严厉。

历史上，女巫是村里的助产土、医生、占卜师或女魔法师，

她们的特权领域（正如布克哈特所写的关于意大利女巫的内容）

是含情脉脉的诡计（Burckhardt 1927： 319 — 320 ）。在费尔南

多•德罗哈斯的戏剧《塞莱斯蒂娜》（ 1499 ） 中，塞莱斯蒂娜是

是这种类型女巫的城市化身。关于她，有人说：

她有六种职业，即洗衣女工、调香师、制作化妆品的

大师和更换破损处女膜的高手、采购员和某种程度上的女

巫……她的第一种职业是其他职业的掩护。许多年轻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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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借口到她家去洗衣服……你无法想象她所进行的勾

当。她是个婴儿医生；她在一家捡起亚麻布，然后把它带

到另一家。所有这些都是她的借口，她无处不在。人们会

说 “大娘，来这里！”或 者 “能人来了！”每个人都认识她。

尽管职责很多，她还是抽出时间去做弥撒或晚祷。(Rojas

1959： 17— 18)

然而，一个更典型的治疗者是戈斯坦萨，1594年，她在托

斯卡纳的圣米尼亚托小镇被当作女巫审判。在成为寡妇后，戈

斯坦萨成了一个专业的治疗师，并很快因其治疗方法和驱魔能

力在该地区闻名。她与她的侄女以及另外两个女人住在一起，

她们也是寡妇。隔壁的邻居也是个寡妇，为她的药物提供香

料。她在家里接待客户，但也会去任何需要她的地方，给动物

做 “标记”、看望病人、帮人们报仇，或使自己摆脱医疗符咒

的影响 (Cardini 1989： 51— 5 8 )。她的工具是天然油脂和粉

末，以及通过“交感”或 “接触”进行疗愈和保护的装置。在

自己的社区中激起恐惧并不符合女巫的利益，因为她以实践她

的技艺为生。事实上，她非常受欢迎，每个人都会去找她治病、

算命、寻找失踪物品或购买爱情药水。但她并没有逃脱迫害。

特伦托会议 ( 1545— 1563 ) 之后，反宗教改革运动 (Counter­

Reformation) 对大众治疗师采取了强烈的反对立场，因为忌惮她

们的力量和在社区文化中的深厚根基。在英格兰，“好女巫”的

命运也在1604年注定了，詹姆斯一世通过的一项法规规定，凡

是使用鬼怪和魔法的人，即使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也要被判

处死刑。39

随着对民间治疗师的迫害，妇女被剥夺了她们积累下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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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相传的关于草药和治疗药方的经验知识的遗产，从而为一

种新形式的圈地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专业医学的兴起，它在

“下层阶级”面前竖起了一堵不可挑战的科学知识之墙。它自称

可以治疗，却是这些人负担不起的，而且是外来的（Ehrenreich

and English 1973 ; Starhawk 1997 ）。

医生取代民间医土/女巫，这就引发了现代科学和科学世

界观的发展在猎巫的兴衰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有两种相反的观点。

一方面，我们有来自启蒙运动的理论，它认为科学理性

主义的出现是终止迫害的关键因素。例如，约瑟夫•克莱茨

（Joseph Klaits, 1985）所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新的科学“揭示

了宇宙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直接和持续的宗教干预是没有

必要的”（第 162页），从而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了一

种新的怀疑主义。然而，克莱茨承认，到 17世纪 5 0年代为止,

给女巫审判画上休止符的法官从未质疑过巫术的实际存在。“无

论是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17世纪终结猎巫的法官都没有宣称

女巫不存在。像牛顿和当时的其他科学家一样，法官们继续接

受超自然的魔法，并认为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同上：163）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新科学具有解放的效果。伴随现代

科学兴起而出现的机械主义自然观“给世界祛了魅”，但没有证

据表明，那些提倡它的人曾经为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辩护。笛

卡尔宣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知论者；其他机械哲学家

（如约瑟夫•格兰维尔和托马斯•霍布斯）强烈支持猎杀女巫的

行为。如布赖恩•伊斯利令人信服地表明的，猎巫结束的原因是

女巫世界已经被消灭了，而胜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要求的社会

规训也已确立。换句话说，到 17世纪末，猎巫行动的结束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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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时的统治阶级对其权力愈发感到安全，而不是因为出现了

更开明的世界观。

剩下的问题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兴起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猎

巫的原因。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最有力地论证了

这一观点。该书将对女巫的迫害植根于科学革命所引发的范式

转移中，特别是笛卡尔机械论哲学的崛起。根据麦茜特的说法，

这种转移替换了将自然、妇女和地球视为养育之母的有机世界

观，取而代之的是将她们降格为“持续存在的资源"(standing

resources) 的机械世界观，并消除了剥削她们的任何道德约

束 (Merchant 1980： 127ff.)。麦茜特认为，那些被当成女巫

的妇女是作为自然“野性一面”的化身被迫害的。她们象征着

《女巫的草药园》 Witch s Herbary ) , 汉斯 •魏 迪兹 (Hans Weiditz ) 的版

画 ( 1 5 3 2 )。正如星空球 ( starry globe ) 所暗示的那样，草药的"功效”通过

适当的星体结合而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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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所有看起来无序、不可控制，因而与新科学所进行的

计划相对抗的东西。麦茜特在被誉为新科学方法之父的弗朗西

斯 •培根的作品中找到了迫害女巫和现代科学兴起之间联系的证

据。这些证据表明培根对自然科学调查的概念是以拷问女巫为

模型的，他把自然描绘成一个需要被征服、揭开和破坏的女人

( Merchant 1980 ： 168 — 172 ) o
麦茜特的论述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挑战了科学理性

主义是进步的工具这一假设，并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现代科

学于人类和自然之间建立的深刻的异化上。它还将猎巫与对环

境的破坏联系起来，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与对妇女的剥削

联系起来。

然而，麦茜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科学诞生前的欧洲,

精英所接受的“有机世界观”为奴隶制和消灭异端留下了空间。

我们还知道，对技术统治自然的渴望和对妇女创造能力的占有,

已经适应了不同的宇宙论框架。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对这些

目标同样兴趣不小40, 而牛顿物理学对引力的发现并不是归功于

机械论，而是归功于魔法的自然观。此外，当哲学机械论的风

潮走到尽头时，18世纪初出现了新的哲学趋势，这一趋势强调

“同情”“感性”和 “激情”的价值，却很容易被纳入新科学的

计戈ij中 (Barnes and Shapin 1979 ) o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支持迫害女巫的智识支架并不是直接

从哲学理性主义的书页中提取的。相反，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现

象，是在它必须完成的任务的压力下演化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

拼贴 (bricolage)。其中来自中世纪基督教的幻想世界、理性主

义的论述和现代官僚法庭程序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这就像在纳粹

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对科学和技术的崇拜与假装恢复一种古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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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由血亲和前货币时代的忠诚组成的世界图景相结合一样。

帕里内托认为猎巫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不幸的是，不是最

后一个），能说明从建立资本积累的条件来看，资本主义历史

上 的 “倒退”是一种向前迈进的手段。因为在召唤魔鬼的时候，

审判官处置了流行的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并以一种更集中的

方式重新定义了宇宙和社会权力的位置与分配。因此，矛盾的

是 （帕里内托写道），在猎巫的过程中，魔鬼作为上帝的真正奴

仆发挥了作用；他是最有助于为新科学铺平道路的操作员。魔鬼

像一个执行官或上帝的秘密代理人，给世界带来了秩序。魔鬼清

空了上帝的竞争者的影响，并重新确认上帝是唯一的统治者。他

很好地巩固了上帝对人类事务的指挥权，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内，

随着牛顿物理学的出现，上帝将能够从世界上退休并满足于从远

处守护其时钟般的运作。

因此，理性主义和机械论并不是迫害的直接原因，尽管它

们有助于创造一个致力于剥削自然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在煽

动猎巫的过程中，欧洲精英需要铲除生存的整个模式。到了中

世纪晚期，这种模式正在威胁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当这一

任务完成后—— 社会规训恢复，统治阶级看到自己的霸权得到

巩固—— 女巫审判就结束了。对巫术的信仰甚至可以成为嘲笑

的对象，被斥为迷信，同时很快被人们遗忘。

这个过程在整个欧洲开始于17世纪末，尽管苏格兰的女巫

审判还持续了 3 0年。促使猎巫活动结束的一个因素是，统治阶

级开始失去对猎巫的控制，并被自己的镇压机器攻击。他们谴

责猎巫甚至针对着自己的成员。米德尔福特写道，在德意志：

当火焰越发接近那些享有高官厚禄的人的名字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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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金术士 ”占有母性功能的欲望”很好地体现在这幅赫尔墨斯•特里斯梅格斯

(Hermes Trismegistus, 炼金术的神话创始人)腹中怀胎的图中，该图暗示了

“男性的播种作用”

官们对供词失去了信心，恐慌也随之停止…… (Midelfort

1972： 206)

在法国，最后一波审判也带来了广泛的社会混乱：奴仆指

控他们的主人，孩子指控他们的父母，丈夫指控他们的妻子。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决定进行干预，柯尔培尔将巴黎的管辖权

扩大到整个法国，以结束对女巫的迫害。新颁布的一部法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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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没有提到巫术(Mandrou 1968 ： 443 )□

就像国家开始猎巫一样，各国政府也一个接一个地采取了结

束猎巫的举措。从 17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努力抑制司法和审讯

的热情。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在 18世纪，“普通犯罪”突然成倍

增加(同上：437 ) o 在英格兰，1686年至 1712年期间，随着猎

巫行动的结束，因破坏财产(尤其是焚烧粮仓、房屋和干草堆)

和攻击行为而被捕的人数量大增(Kittredge 1929： 333 ) , 而新

的罪行则被列入法规。亵渎神明 (blasphem y)开始被视为应受

惩罚的罪行—— 法国规定亵渎者在第6 次被定罪后将被割掉舌

头一 •渎 圣 罪 (sa c r ile g e ,亵渎圣人遗物和偷盗祭品)也是如

此。毒药销售也受到了新的限制；私人用毒被禁止，销售毒药

也必须获得许可证，而投毒者将被判处死刑。所有这些都表明，

新的社会秩序到现在足以通过识别和惩罚犯罪行为进行巩固，

无须求助于超自然现象。用一位法国资深议员的话来说：

女巫和巫师不再受到刑罚，首先是因为很难确定巫术

的证据，其次是因为这种刑罚已经被用来害人。因此，为

了指控那些确定的事，人们不再为不确定的事情发起指控。

( Mandrou 1968 ： 361 )

一旦巫术的颠覆性潜力被摧毁，魔法实践甚至可以被允许

继续存在。猎巫结束后，许多妇女继续通过预言未来、出售

符咒和实践其他形式的魔法来养活自己。正如皮埃尔•培尔在

1704年报告的那样：“在法国的许多省份，在萨瓦，在伯尔尼和

欧洲的许多其他地方……所有的村庄或村落，无论村子多小，

都有人被认为是女巫。" (Erhard 1963： 3 0 ) 在 18世纪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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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中也出现了对巫术的兴趣，他们被排除在经济生产之

外，感觉自己的特权正在受到攻击，于是通过诉诸魔法来满足

他们的权力欲望（同上：31— 3 2 ）。但现在当局对检举这些行

为不再感兴趣，而是倾向于将巫术视为无知的产物或想象力的

混 乱 （Mandrou 1968： 519）。到了 18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

甚至开始为自己获得的启蒙而自豪，并自信地着手改写猎巫的

历史，将其斥为中世纪迷信的产物。

然而，女巫的幽灵继续萦绕在统治阶级的想象中。1871年，

巴黎资产阶级本能地回到它身上，将女公社社员妖魔化，指责

她们想让巴黎着火。事实上，基本可以确定，资产阶级新闻界

用来创造女纵火犯（petroleuses ）神话的淫秽故事和图像的模

型都来自猎巫行动的剧目。正如伊迪丝•托马斯所描述的，巴黎

公社的敌人声称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妇女（像女巫一样）在城

市里日夜游荡，带着装满煤油的盆子和“B. P. B.” 标 记 （“bon

pourbruler” 即 “适合火烧”）。作为伟大阴谋的一部分，她们

大概是按照指示在向凡尔赛宫推进的军队面前把巴黎变成灰烬

的。托马斯写道：“到处都可以看到女纵火犯。在凡尔赛军队占

领的地区，只要有一个衣着不整的贫穷妇女拿着一个篮子、盒

子或牛奶瓶，就足以被怀疑。" （Thomas 1966： 166— 167）数

以百计的妇女就这样被处决，媒体则在报纸上对她们进行诋毁。

和女巫一样，女纵火犯被描绘成一个年长的女人，有着野蛮的

外表和未梳理的头发。她手中拿着的容器装着用来实施犯罪的

液体。41



《女纵火犯》，贝特尔

( Bertall) 的彩色石版

画，转 载 于 《公社》

( Les C o m m u n e a u x ),

见第 2 0 期

《巴黎妇女》( "The W o m e n  of

Paris") , 木刻版画，转载于

《画报》(The Graphic), 1871

年 4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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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 正如埃里克•米德尔福特所指出的：“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对猎巫

的研究仍然是不精确的……的确，令人吃惊的是，欧洲很少有像样

的巫术调查，试图列出某个城镇或地区的所有巫术审判J  (Midel-

fort 1972： 7 )

2 . 这种认同 的一个表现是 WITCH (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 e l l ,来自地狱的妇女国际阴谋)的建立，这是一

个自治的女权主义团体网络，在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初始阶段发挥

了重要作用。正如罗宾•摩根在《姐妹情谊力量大》(Sisfe泌oodfs

Powerful, 1970) 一书中所写，WITCH于 1968年万圣节前夕在纽

约诞生，但很快在几个城市形成了 “女巫集会"(covens)。我们从纽

约女巫会写的传单中可以看出女巫的形象对这些活动家意味着什么。

该传单回顾了女巫作为生育控制和堕胎的第一批实践者，并指出：

女巫一直是敢于做勇敢、积极、聪明、不循规蹈矩、好

奇、独立、性自由、革命的女人... 女巫在每个女人身上生

活、欢笑。她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自由的那部分……只要你

是桀鹫不驯、愤怒、快乐、不朽的女性，那么你就是女巫。

(Morgan 1970： 605 — 606)

在北美的女权主义作家中，最自觉地将女巫的历史与妇女解放

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是玛丽•戴利 (Mary Daly, 1978 )、斯塔霍克

( Starhawk, 1982 ) , 以及芭芭拉•埃伦赖希 ( Barbara Ehrenreich )

和迪德丽•英格利希(Deidre English ) 合著的《女巫、.助产土和护

土：女性治疗者的历史》( Witches, Midwives and Nurses: A History

of Women Healers, 1973 ) , 这本书对许多女权主义者(包括我自己

在内) 来说是首部猎巫史入门书。

3 . 有多少女巫被烧死了？这在猎巫学术研究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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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许多审判没有记录，或者即使有记录，

也没有说明被处决的妇女人数。此外，许多可能提及女巫审判的文

件还没有被研究，或者已经被销毁。例如 20世纪 70年代，E. W .蒙

特指出，我们不可能计算出在瑞士发生的世俗女巫审判的数量，因

为这些审判往往只在财政记录中提到，而这些记录还没有被分析过

（ 1976： 2 1 ）。30年后，人们关于女巫审判的数量仍然众说纷纭。

一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被处决的女巫人数与被纳粹德国屠杀

的犹太人人数相当，但根据安妮・L .巴斯托的说法，就目前的档案工

作状况来看，在 3 个世纪的时间里大约有20万名妇女被指控有巫术，

其中被杀的人数较少，这是比较合理的估计。然而，巴斯托承认，

很难确定有多少妇女被处决或因遭受酷刑而死亡：

许多记录（她写道）没有列出审判的判决…… （或）没有

包括那些死在监狱里的人……其他被酷刑逼到绝望的人在监狱

里自杀了……许多被指控的女巫在狱中被谋杀……还有一些人

在狱中死于酷刑。（Barstow： 22- 23 ）

考虑到那些被处以私刑的人，巴斯托得出结论，至少有10万名

妇女被杀害，但她补充说，那些逃脱的人一生都被毁了”，因为

一旦被指控，“猜疑和恶意就会跟随她们到死”（同上）。

虽然关于猎巫规模的争议仍在继续，但米德尔福特和拉纳已经

提供了区域性的估计。米德尔福特（1972）发现，仅 在 1560年至

1670年间，德意志西南部至少有3 200名女巫被烧死，在这一时期，

“他们不再烧死一两个女巫，而是烧死几十个和数百个”（Lea 1922：

549 ）。克里斯蒂娜•拉纳（1981 ）将 1590年至 1650年期间苏格兰

被处决的妇女人数定为4 500人；但她也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要高得

多，因为施行猎巫的特权也被授予了当地的名人。他们不仅可以自

由地逮捕“女巫”，还可以随意记录。

4 . 两位女权主义作家—— 斯塔霍克和玛丽亚•米斯—— 将猎巫置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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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积累的背景下，得出的结论与本书中的结论非常相似。在 《黑暗

之梦》（Dreaming the Dark, 1982 ）中，斯塔霍克将猎巫与欧洲农民

的公地被剥夺、美洲黄金和白银抵达欧洲后造成的价格上涨的社会

影响以及专业医学的兴起联系起来。她也曾指出：

那个（女巫）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她的恐惧以及她

生前与之斗争的力量仍然存在。我们可以打开报纸，读到对无

所事事的穷人的同样指控……剥夺者进入第三世界，破坏文

化……掠夺土地和人民的资源。如果我们打开收音机，我们可

以听到火焰的僻啪声…… 但斗争也在继续。（Starhawk 1997：

218 — 219）

虽然斯塔霍克主要是在欧洲市场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研究猎巫

的，但玛丽亚•米斯的《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和积累》将其与殖民

化进程和对自然的日益统治—— 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特征—— 联系

在一起。她认为，在以对妇女、殖民地和自然的剥削为基础的，新

型的性与国际分工的背景下，猎巫是新兴资产阶级试图控制妇女生

产能力，以及首先是控制她们的生育能力的一部分（Mies 1986：

69 — 70; 78 — 88 ）O

5 . 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魔法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奴隶意识形态的

一部分和不服从的工具而受到怀疑。皮埃尔・多克斯引用了罗马共
和国晚期农学家科卢梅拉（Columella） 的 《农业论》（De ye rusti-

以）。他本人也引用了加图的话，大意是要控制对占星师、占卜师和

巫师的亲近程度，.因为这对奴隶有危险的影响。科卢梅拉建议管事

“在没有主人命令的情况下，不得进行祭祀活动。他不应接受占卜师

或魔法师，这些人利用人们的迷信将他们引入犯罪……他应避开熟

悉的占卜僧和术士，这两种人用毫无根据的迷信的毒药感染无知的

灵魂”（弓I 自 Dockes 1982： 213 ）□

6 . 多克斯引用了让・博丹的《国家六论》（Les Six Livres de la R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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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e, 1576） 中的以下节选：“阿拉伯人的力量只以这种方式（通过

给予或承诺给予奴隶自由）而增长。因为梅赫梅特的副官之一霍马

尔上尉一答应给跟随他的奴隶自由，他就吸引了这么多的奴隶，以

至于在几年内他们就成为整个东方的领主。关于自由和奴隶征服的

传闻激起了欧洲奴隶的热情，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首先是在781

年的西班牙，后来是在查理大帝和路易一世时期的这个王国，从当

时颁布的反对奴隶间起誓发动阴谋的法令中可以看出……这场大火

一下子在德意志爆发了，奴隶拿起武器，撼动了王公贵族和城市的

财产，甚至日耳曼人的国王路易也被迫集结所有的力量来击溃他们。

这一点点迫使基督教徒放松了奴役，并释放了奴隶，只有某些徭役

除外 …… ”（引自 Dockes 1982： 237）

7 . 《教皇教规》（。即 即 Episcopj, 10世纪）被认为是记录教会对魔法

信仰持宽容态度的最重要文本。它将那些相信恶魔和夜晚飞行的人

称 为 “异教徒”，认为这种“幻觉”是恶魔的产物（Russell 1972：

76 — 7 7）。然而，埃里克•米德尔福特通过研究德意志西南部的猎

巫，反驳了中世纪教会对巫术持怀疑和宽容态度的观点。他特别批

评了对《教皇教规》的解读，认为它真正表达的意思与它所写的内

容相反。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教皇教规》的作者攻击了对

魔法的信仰而得出结论说，教会纵容了魔法实践。根据米德尔福特

的说法，《教皇教规》的立场与教会在18世纪之前的立场相同。教

会谴责人们相信魔法是可能发生的观念，认为将神力归于女巫和魔

鬼是摩尼教的异端。然而，它坚持认为那些实施魔法的人受到了

应有的惩罚，因为他们怀有恶念并与魔鬼结盟。（Midelfort 1975：
16— 19）

米德尔福特强调，即使在16世纪的德意志，神职人员也坚持没

有必要相信魔鬼的力量。但他指出：（1 ） 大多数审判都是由世俗当

局煽动和管理的，他们并不关心神学上的争论；（2 ） 在神职人员中

也是如此，“恶念”和 “恶行”之间的区别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因为

归根结底许多神职人员建议对女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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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Monter (1976), 1 8 .巫魔会首次出现在中世纪文献中是在15世纪中

期。罗塞尔•霍普•罗宾斯 ( Rossell Hope Robbins ) 写道：

对于早期的恶魔学家约翰内斯•尼德尔(Johannes Nieder,

1435 ) 来说，巫魔会是未知的，但匿名的法国小册子《加扎拉

的错误》 Gazariarum, 1459 ) 对 “巫魔会”有详细的

描述。尼古拉斯，贾奎尔 (Nicholas Jaquier) 大约在1458年使

用了实际的“巫魔会” 一词，尽管他的叙述很粗略；“巫魔会”

也出现在1460年里昂的女巫检控报告中……到 1 6世纪，巫魔

会是巫术的一个既定部分。(1959： 415)

9 . 女巫审判的费用很高，因为它们可能持续数月，而且它们成为许多

人的就业来源(Robbins 1959： l l l ) o 除了处决的费用和把女巫关

在监狱里的费用之外，为 “服务”和相关人员—— 法官、外科医

生、施刑者、抄写员、看守—— 所支付的费用(包括这些人的饭菜

和酒)也都无耻地列入了审判记录。以下是1636年在苏格兰的柯科

迪 镇 (K irkcaldy)进行的审判的账单。

(Robbins 1959： 114)

英镑 先令 便土

10担煤，用来烧掉她们，

花费 5 马克或
3 6 8

一个焦油桶 14
制作短大衣的麻布 3 10

制衣费 8

派一个人去芬茅斯，让领主作

为法官参加她们的审讯
6

行刑者的辛苦费 8 14
他在这里的开销 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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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女巫的费用由受审者亲属支付，但 “如果受审者身无分文”，

则由镇上的公民或地主支付(R obbins,同上)。关于这个问题，见

Robert Mandrou ( 1968： 112 ) ； UI R  Christina Larner ( 1983： 115 ),

等等。

10 . H. R .特雷弗-罗珀写道：”(猎巫)由文艺复兴时期有修养的教皇、

伟大的新教改革者、反改革时期的圣徒、学者、律师和教会人士

推进……如果说这两个世纪是一个光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

至少在这个方面，黑暗时代更加文明. ( Trevor-Roper 1967：

122ff.)

11 . Cardini 1989: 13-16; Prosperi 1989: 217ff.; Martin 1989: 3 2 ,正如

鲁思•马丁在谈到威尼斯宗教裁判所的工作时写道：“P. F .格伦德勒

(P. F. G rend ler)比较了宗教裁判所和民事法庭判处的死刑数量，他

得出结论「与民事法庭相比，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展现了极大的克

制‘，‘威尼斯宗教裁判所的特点是轻刑和减刑，而不是严厉’，最

近 E. W .蒙特在其关于地中海宗教裁判所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结

论 ……就威尼斯的审判而言，既没有将处决或残害作为一种刑罚，

也很少有在船上服役的情况。长时间的监禁判决也很罕见，如果有

这种判决或放逐，往往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减刑……监狱里的

人恳求允许他们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转为软禁，这也受到了同情对

待。" (Martin 1989： 32 — 33 )

12 .还有证据表明，在对具体指控的重视程度、通常与巫术有关的罪行

的性质以及指控者和被指控者的社会构成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最重要的转变或许是，在迫害的早期阶段( 15世纪的审判期间)，

巫术主要被视为一种集体犯罪，依赖群众的集会和组织，而到了 17

世纪，它被视为一种个人性质的犯罪，一种孤立的巫师所擅长的邪

恶职业—— 这是这一时期土地使用权的日益私有化和商业关系的扩

张所带来的共同体联系破裂的标志。

13 .德意志是这种模式的例外，因为这里的猎巫行动影响了许多资产阶

级成员，包括城镇议员。可以说，在德意志，没收财产是迫害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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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何它达到了除苏格兰外其他任何国

家都无法达到的比例。然而，根据米德尔福特的说法，没收财产的

合法性是有争议的；即使在富人家庭中，被没收的财产也不超过

1/3。米德尔福特补充说，在德意志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大多数

被处决的人是穷人”(Midelfort 1972： 164 — 169 )。

14 .我们仍然缺少对土地使用权的变化—— 尤其是土地私有化—— 与

猎巫之间的关系的严肃分析。艾伦•麦克法兰首先提出埃塞克斯的

圈地和同一地区的猎巫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后来他又放弃了这种主

张 (Macfarlane 1978 ) □ 但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 2 章 )，土地私有化是妇女在大规模猎巫

的时期遭受贫困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直接地和间接地。一旦土地

被私有化，土地市场发展起来，妇女就容易受到双重掠夺过程的影

响：被富裕的土地购买者掠夺和被她们自己的男性关系掠夺。

15 .然而，随着猎巫行动的扩大，职业女巫和那些求助于她的人或从事

魔法实践而没有任何特殊要求的人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16 .米德尔福特也认为价格革命与迫害女巫之间有联系。在谈到 1620年

后德意志西南部的女巫审判增多时，他写道：

1622— 1623年见证了币制的全面混乱。货币贬值过快，

价格飙升到看不到顶。而且，食品价格不需要货币政策就能上

涨。1625年有一个寒冷的春天，从伍兹堡到符腾堡再到整个莱

茵河流域都出现了歉收。第二年，莱茵河流域发生了饥荒……

这些情况本身就使价格超出了许多劳动者的承受能力。(1972：

123 — 124)

17 .勒罗伊•拉杜里写道：“在这些疯狂的起义(原文如此)(猎巫)和大

约 1580— 1600年在同一山区达到高潮的真正的人民起义之间，存

在着一系列地理和时间上的巧合，有时还有家庭方面的巧合J  (Le

Roy Ladurie 1987 ：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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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对巫魔会（传说中的女巫集会被如此称谓）的迷恋中，我们发现

了对女巫的迫害和对犹太人的迫害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证据。作为异

端分子和阿拉伯智慧的传播者，犹太人被认为是巫师、投毒者和魔

鬼崇拜者。犹太人作为魔鬼的形象促成了围绕割礼习俗的传说，这

些传说声称犹太人在仪式上谋杀了儿童。“（在奇迹剧和小品中）犹

太人一次又一次被描述为‘来自地狱的魔鬼，人类的敌人‘ （Tra-

chtenberg 1944： 23 ）关于迫害犹太人和猎杀女巫之间的联系，也可

参见卡洛•金茨堡的《狂欢》（Ecs/asies, 1991）, 第 1章和第2 章。

19 .这里指的是"鞋会" （B undschuh,德意志农民联盟，其标志是木

屐 ）的阴谋家，他们于 15世纪 9 0年代在阿尔萨斯策划了反对教会

和城堡的活动。关于他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他们常常在

夜间到僻静的洪格贝格山上集会（Engels 1977： 6 6 ）。

20 . 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帕里内托认为，食人的主题可能是从新

世界传来的，因为在征服者和他们的教士同伙关于“印第安人”的

报告中，食人和魔鬼崇拜合二为一。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帕里内托

引用了弗朗切斯科•马里亚•瓜佐的《巫术手册》（ 1608 ）。在他看

来，欧洲的魔鬼学家将女巫描绘成食人者时，受到了来自新世界的

报告的影响。然而，早在美洲被征服和殖民化之前，欧洲的女巫就

被指控将儿童献给魔鬼。

21 .在 14世纪和 15世纪，宗教裁判所指控妇女、异端分子和犹太人为

巫师。正是于 1419— 1420年在卢塞恩和因特拉肯举行的审判过程

中，巫 术 （Hexerei） 一词被首次使用（Russell 1972： 203 ）o

22 . 近年来，在生态女权主义者对早期母系社会中妇女与自然的关系重

新产生兴趣的情况下，默里的论文又被重新提起。玛丽•康德伦便

是那些将女巫解读为古代以女性为中心的宗教的捍卫者和崇拜女性

生殖能力的人之一。在 《蛇与女神》（1989）一书中，康德伦认为，

猎巫是基督教取代古老宗教女祭司的漫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  首先

是断言她们将自己的力量用于邪恶目的，后来又否认她们有这种力

量 （Condren 1989： 80 — 86 ）„ 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伦提出的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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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主张之一是将迫害女巫与基督教牧师试图占有妇女的生殖能力

联系起来。康德伦展示了牧师如何与“神婆”进行真正的竞争。这

些女人创造生殖奇迹，让不孕妇女怀孕，改变婴儿的性别，进行超

自然的堕胎，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收养被遗弃的儿童(Condren
1989： 84 — 85 ) o

23 . H  16世纪中期，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定期收集人口统计数据。

1560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

ciardini) 惊讶于安特卫普和荷兰的许多地方在 “紧急需要”之外不

收集人口数据 (Helleneir 1958： 1— 2 )。到了 17世纪，所有正在

进行猎巫行动的国家也都在促进人口增长(同上：46 )„

24 .然而，莫妮卡•格林质疑了以下观点：在中世纪存在着严格的医疗

劳动性别分工，比如男性被排除在对女性的护理之外，尤其是在妇

科和产科。她还认为，妇女在整个医疗界都存在，尽管人数较少，

但她们不仅是助产土，而且是医生、药剂师和理发师。格林质疑一

种常见的说法，即助产土是当局特别关注的对象。同时她也质疑14
世纪和 15世纪开始的猎巫和将妇女逐出医疗行业之间的联系。她声

称，对执业的限制是由许多社会紧张局势造成的(在西班牙，例如，

由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造成)。虽然对妇女执业的限制越来

越多的现象可以记录下来，其背后的原因却不能。她承认，这些限

制背后的主要关注点是“道德”方面的；也就是说，它们与妇女的

品格有关(Green 1989： 435ff.)。

25 . J .格里斯写道：”国家和教会传统上不信任这种妇女，她的实践往往

是秘密的，即使不是巫术，也是浸泡在魔法中的，而且她肯定可以

依靠农村社区的支持。”他补充说，最重要的是要打败产婆在堕胎、

杀婴、遗弃儿童等罪行中的共谋，无论这种共谋是真实的还是想象

的 (G elisl977： 927ff.)o 在法国，16世纪末的斯特拉斯堡颁布了

第一份规范产婆活动的法令。到 17世纪末，产婆完全受国家控制，

并被国家用作道德改革运动中的反动力量(Gelis 1977 ) o

26 .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世纪被广泛使用的避孕药具在17世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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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只在卖淫的环境中生存，而当它们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时，又

被置于男性手中。除非得到男性的许可，否则妇女是不允许使用它

们的。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医学所提供的唯一避

孕药具就是避孕套。“避孕套"(s h e a th )自18世纪开始出现在英国，

最早提到它的是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的日记(引自

Helleiner 1958： 94 ) o

27 . 1556年，法国的亨利二世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任何隐瞒自己怀孕

以及孩子一出生就死亡的妇女以谋杀罪判处。1563年，苏格兰也通

过了一项类似的法律。直 到 18世纪，欧洲的杀婴行为都被判处死

刑。护国公时期的英格兰对通奸行为施行死刑。

除了攻击妇女的生殖权利，以及引入新的法律认可妻子在家庭

中对丈夫的从属地位外，我们必须加上从16世纪中期开始的卖淫

的入罪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 2 章 )，妓女们受到了残暴的

惩罚，如阿卡布萨德惩罚。在英格兰，热铁烙在她们的额头上，其

方式让人联想到“魔鬼的标记”，她们被鞭打，像女巫一样被剃头。

在德意志，妓女可能被淹死、烧死或活埋。在这里，她也被剃光头

发，因为头发被视为魔鬼最喜欢的座椅。有时，她的鼻子会被割掉，

这种做法源于阿拉伯，用来惩罚“名誉犯罪”(crimes of honor),

也用于被指控通奸的妇女。

像女巫一样，妓女可能是通过她的“邪恶之眼”来识别的。人

们认为，性侵犯是邪恶的，并赋予妇女神奇的力量。关于文艺复兴

时期的情欲和魔法之间的关系，见 Ioan P. Couliano ( 1987 ) o

28 .关于性别本质的辩论始于中世纪晚期，然后在 17世纪重新开始。

29 .在但丁的《地狱篇》中，魔鬼笑着说：“也许你没想到我是个逻辑学

家吧！ "( "Tu non pensavi ch'io loico fossi !M ) 他抢走了 卜尼法斯

八世的灵魂，后者狡猾地想通过在犯罪的过程中忏悔来逃避永恒的

火 焰 (《神曲•地狱篇》，第 2 7章，第 123行)。

30 . 破坏夫妻关系也是当时有关婚姻和分居的司法程序中的一个重要主

题，特别是在法国。正如罗伯特•曼德鲁所观察到的，男人非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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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被女人弄得阳痿，以至于乡村牧师经常禁止那些被怀疑作为“结

JL" (tying of knots, 一种据称能导致男性阳痿的装置)专家的妇女

参加婚礼 (Mandrou 1968： 81 — 82, 391ff.； Le Roy Ladurie 1974：

204 — 205； Lecky 1886： 100)。

31 .这个故事出现在一些恶魔学作品中，它总是以男人发现自己受到伤

害并强迫女巫把他的阴茎还给他而结束。她陪他到树顶，在那里她

将许多阴茎藏在一个窝里；男人选择了一个，但女巫反对：“不，那

一个是属于主教的J

32 .卡洛琳•麦茜特认为，对女巫的审讯和折磨为培根所定义的新科学

的方法论提供了模板：

(培根)在描述他的科学目标和方法时使用的许多意象都来

自法庭，而且培根把自然界视为需要用机械发明来折磨的女性。

这强烈暗示了审讯女巫时用来折磨女巫的机械装置。在一个相关

的段落中，培根说，可能发现自然界秘密的方法存在于宗教裁

判所调查巫术秘密的方法中……  ( Merchant 1980： 168 )

33 .关于对动物的攻击，见本卷第三章注释，第 217 — 218页。

34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女巫经常被儿童指控。诺曼•科恩将

这一现象解释为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反抗，特别是对父母权威的反抗

(N. Cohn 1975; Trevor Roper 2000 ) o 但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首先，多年来猎杀女巫所造成的恐惧气氛是造成指控者中出现大量

儿童的原因，这一点在17世纪开始实现是有道理的。同样重要的是

要注意到，那些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妇女，而指控

她们的儿童往往是她们雇主的孩子。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孩子被

他们的父母操纵，提出他们自己不愿意进行的指控，这无疑是塞勒

姆女巫审判中的情况。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 16世纪和 17世纪，

富人对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奴仆，尤其是他们的女仆之间的身体亲

密关系越来越关注，它看起来正在成为不守纪律的根源。随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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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崛起，中世纪存在于主人和奴仆之间的熟悉感消失了，他们

在形式上为雇主和下属之间建立了更加平等的关系(例如，通过平

等的服装风格)，但实际上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身体和心理距离。在

资产阶级家庭中，主人不再会在奴仆面前脱衣服，也不会和他们睡

在同一个房间。

35 . 朱利安•康沃尔生动地描绘了巫魔会，将其中的性元素与唤起阶级

反抗的主题相结合。他描绘了 1549年诺福克起义期间农民建立的反

叛营地。这个营地在贵族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贵族显然把它看成

了名副其实的巫魔会。康沃尔写道：

叛军的行为在各方面都被歪曲了。据称，该营地成为该

县所有放荡不羁者的朝圣地……叛军成群结队地寻找物资和

金钱。他们弄来了 3 0 0 0头小公牛和20 0 0 0只羊，更不用说

猪、鸡、鹿、天鹅和数千蒲式耳(b u s h e l,译者注：1 蒲式耳约

36.37升)的玉米，据说在几天内就把它们吃光了。平时饮食

稀少而单调的人在丰富的肉食中大快朵颐，而且不计后果地浪

费。这些肉的味道更甜，因为它们来自那些引起诸多民怨的畜

生。(Cornwall 1977: 147)

这 些 “野兽”是备受珍视的产毛羊，正如托马斯•莫尔在他的

《乌托邦》中所说的那样，它们确实在“吃人”，因为耕地和公田被

圈起来变成了牧场，目的是饲养它们。

36 . Thorndike 1923-58v: 69; Holmes 1974: 85-86; Monter 1969: 57-58.

库尔特•塞利格曼写道，从 14世纪中期到16世纪，炼金术被普遍接

受，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君主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新教国

家，炼金术成为嘲笑的对象。炼金术土被描绘成一个烟雾师，他承诺

将金属变成黄金，却表演失败了(Seligman 1948 ： 126ff.)。他经常

被描绘成在书房里工作，周围是奇怪的花瓶和仪器，对周围的一切视

而不见，而在街对面，他的妻子和孩子正在敲穷人家的房屋。本•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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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Ben Jonson ) 对炼金术士的讽刺性画像反映了这种新的态度。

占星术也被运用到了 17世纪。詹姆斯一世在他的《恶魔学》

{Demonology, 1597) 中坚持认为占星术是合法的，尤其是当它

仅用于研究季节和天气预报的时候。A. L .罗 斯 (A. L. Rowse ) 的

《莎士比亚时代的性与社会》(Sex and Society in Shakespeare s Age,

1974 ) 中详细描述了 16世纪末英格兰占卜师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了

解到，在同一猎巫高峰的时期，一个男性魔法师可以继续进行他的

工作，尽管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并承担一些风险。

37.关于西印度群岛，安东尼•巴克写道，在奴隶主建立的对黑人不利

的形象中，没有哪个方面比对贪得无厌的性欲的指控有更广泛或更

深刻的根源。传教士报告说，黑人拒绝一夫一妻制并且性欲过强，

他们还讲述了黑人与猿猴性交的故事(第121 — 123页)。非洲人对

音乐的喜爱也被用来诋毁他们，因为它证明了他们直觉的、非理性

的本性(同上：115)。

3 g .在中世纪，当一个孩子接管家庭财产时，他/她会自动承担起对年

迈父母的照顾。而在 16世纪，父母开始被抛弃，人们优先考虑对自

己的孩子进行投资(Macfarlane 1970： 205 )□

39 .詹姆斯一世在1604年通过的法规对所有“使用鬼怪和魔法”的人判

处死刑，无论他们是否造成了任何伤害。这条法规后来成为美国殖

民地迫害女巫的依据。

40 . 艾伦和哈布斯在《逃出亚特兰大：炼金术转换中的女性命运》( “Out-

running Atlanta: Feminine Destiny in Alchemic Transmutations" )

中写道：

炼金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意义表明，人们痴迷于扭转

甚至是阻止女性对生物创造过程的霸权。这种期望的掌控也被

描绘在这样的意象中：宙斯从他的头生下雅典娜……或者亚

当从他的胸部生下夏娃。炼金术士体现了控制自然界的原始努

力，他所追求的是母性的魔力…… 因此，对 于 “对艺术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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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一个人在女人的身体和自然母亲的身体之外出生是否可

能”，伟大的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Allen

and Hubbs 1980： 213)

41.关于女纵火犯的形象，见艾伯特 ♦博伊 梅 (Albert B o im e )的 《艺

{Art and the French Commune, 1995： 109— 111;

196— 199 ) , 以及鲁珀特•克里斯蒂安森(Rupert Christiansen ) 的

《巴黎巴比伦：巴黎公社的故事》(尸“法Babylon: The Story o f the

Paris Commune, 1994： 352 — 353 )。

一个女巫骑着山羊穿过天空，引起一场火雨。来自弗朗切斯科•马里亚 •瓜佐

《巫术手册》( 1610) 中的木刻版画



1 4 9 7年，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在南美海岸登陆。在他面前，诱人地躺在一张吊床上的是

“美洲”。在她身后，一些食人族正在烤制人体残骸。由扬・范德斯特雷特 (Jan van der

Straet) 设计，西奥多•加勒 ( T h e o d o r e  Galle) 刻 制 ( 1 5 8 9 )



第 5 章

殖民化和基督教化

新世界中的凯列班与女巫

……所以他们说，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毁灭这个世界。

他们说，风会毁坏房屋，砍伐树木，火会烧毁它们，但我

们会吞噬一切。我们会吞噬大地，我们会改变河流的方向，

我们从不安静，从不休息，而总是跑来跑去，寻找金银，

从不满足，然后我们用它来赌博，发动战争，互相残杀；

抢劫，发誓，从不说真话，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料。最后

他们诅咒大海，因为它让这样邪恶无情的孩子来到世上。

—— 吉罗拉莫•本佐尼，《新世界的历史》，1565年

……被酷刑和痛苦所征服，（妇女）不得不承认，她们

确实崇拜华卡斯……她们哀叹道：“现在我们女人……是基

督徒；如果我们女人崇拜山，如果我们逃到山上和普纳高

原，也许就该责怪牧师了，因为对我们来说这里没有公正

可言。”

—— 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新纪事与良政》，

16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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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所介绍的身体和猎巫的历史建立在了一个假设之上。“凯

列班与女巫”，这两个《暴风雨》中的人物概括了这个假设，他

们象征着美洲印第安人对殖民化的抵抗。। 我假设，在向资本主

义过渡的过程中，新大陆人口遭受的奴役与欧洲人民（特别是

妇女）所遭受的奴役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我

们都看到整个社区离开他们的土地，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困化，

“基督教化”运动被发起以破坏人们的自主权和共同体关系。我

们还有一种持续的互相作用（cross-fertilization）, 即在旧世界

发展起来的镇压形式被输送到新世界，然后又被重新运回欧洲。

两者的差异不应被低估。到了 18世纪，由于黄金、白银和

其他资源从美洲流入欧洲，一种国际分工已经形成。该分工通

过不同的阶级关系和规训体系划分了新的全球无产阶级，标志

着工人阶级内部经常性冲突的历史的开端。但是，欧洲和美洲

人口所遭受的相似待遇足以证明存在一个支配资本主义发展的

单一逻辑，以及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暴行的结构性特点。一个

突出的例子是猎巫的做法被扩展到美洲殖民地。

在过去，历史学家认为通过巫术指控迫害妇女和男子的现

象仅限于欧洲。唯一被承认的例外是塞勒姆女巫审判，它仍然

是关于新世界猎巫的学术研究重点。然而，现在人们认识到，

指控魔鬼崇拜在殖民美洲原住民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特别提到两个文本，它们构成了我在本章

讨论的基础。第一个是艾琳•西尔弗布拉特的《月亮、太阳和女

巫》（1987 ）, 关于印加社会和秘鲁殖民时期猎巫和重新定义性

别关系的研究。（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部用英语重构安第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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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作女巫迫害的历史著作。另一个是卢西亚诺•帕里内托的

《女巫与权力》。这是一系列记录美洲猎巫对欧洲女巫审判的影

响的文章，但作者坚持认为对女巫的迫害是不分性别的，因而

有所瑕疵。

这两部作品都表明，在新世界，猎巫也是当局用来灌输恐

怖、摧毁集体抵抗，使整个社区保持沉默并使其成员相互对抗

的一种蓄意策略。这也是一种圈地策略，根据不同的环境，可

以是圈地、圈身体或圈社会关系(enclosure of land, bodies or

social relations ) □ 最重要的是，在欧洲，猎巫是一种将人非人

化的手段，其本身是一种典型的镇压形式，并使奴役和种族灭

绝合理化了。

猎巫并没有摧毁被殖民者的抵抗。主要是由于妇女的斗争，

美洲印第安人与土地、当地宗教及自然的联系在迫害之后仍然

存在。它们是 500多年来反殖民和反资本主义的抵抗的源泉。

在地球上的原住民资源和生存方式正在受到新的攻击的时刻，

这点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征服者是如

何努力征服那些被他们殖民的人的，以及是什么让后者能够颠

覆这一计划，并在他们的社会和物质世界被破坏的情况下创造

一个新的历史现实。

食人族的诞生

当哥伦布航行到“印度”的时候，欧洲的猎巫运动还没有成

为一种大规模现象。然而，利用魔鬼崇拜作为打击政敌和诋毁整

个民族(如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武器，在精英阶层中已经很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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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了。不仅如此，正如西摩•菲利普斯所写，在中世纪的欧洲

已经形成了一个“迫害型社会" ( persecuting society) , 为军国

主义和基督教的不容异说所滋养，它 把 “他者”主要视为侵略

的对象 (Phillips 1994)。因此，不足为奇的是，“食人族” “异教

徒”“野蛮人” “畸形种族”和魔鬼崇拜者成为欧洲人“进入新的

扩张时代”的 “民族志模型”(同上：6 2 )。这为传教士和征服

者解释他们遇到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性习俗提供了滤镜。2其

他的文化标记也促成了 “印第安人”形象的发明。其中最污名

化以及也许是投射了西班牙人劳动需求的形象是“赤身裸体”

和 “鸡奸”。这使美洲印第安人被定性为生活在动物状态下的

人(因此可被变成役畜)，尽管一些报告也强调他们倾向于分享

(作为其兽性的标志)，“用他们的一切来换取价值不大的东西”

(Hulme 1994： 198 ) 0

将美洲原住民定义为食人族、魔鬼崇拜者和鸡奸者印证了

下列说法是虚构的，即征服美洲是出于传教的使命，而非不加

掩饰地追求金银财宝。这种说法在 1508年帮助西班牙王室获

得了教皇的祝福和对美洲教会的完全权威。在世人以及可能在

殖民者自己眼中，它 还 消 除 了 对 他 们 对 “印第安人”，实施的

暴行的任何制裁，从而成为他们杀人的许可证，而不论受害

者会做什么。事实上，在新世界，“鞭子、绞刑架和枷锁、监

禁 、酷刑、强奸和偶尔的杀戮成为执行劳动规训的标准武器”

(Cockcroft 1990： 1 9 )。

然而，在第一阶段，被殖民者作为魔鬼崇拜者的形象可以

与更积极的甚至是田园诗般的形象并存。殖 民 者 将 “印第安人”

描绘成无辜、慷慨的人，过 着 “没有劳作和暴政”的生活，让

人想起神话中的"黄金时代”或人间天堂 (Brandon 198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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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ale 1991： 100— 101 )。

这种描述可能是一种文学上的刻板印象，或者如罗伯托•雷

塔马尔等人所言，是 “野蛮人”形象的修辞对应物，表明欧洲

人无法将他们遇到的人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3但这种乐观的观

点也和征服美洲时期(从 1520年到 1540年)西班牙人仍然相

信原住民会很容易被改变和征服一致(Cervantes 1994 ) o 这是

一个大规模洗礼的时期，当时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说服“印第安

人”变更名字，放弃他们的神和性习俗，特别是一夫多妻制和

同性恋。有乳房的妇女被迫遮盖自己，穿着腰布的男人不得不

穿上长裤 (Cockcroft 1983 ： 21 ) 0 但在这个时候，与魔鬼的斗

争主要包括焚烧当地的“神明”，尽管在 1536年(宗教裁判所

被引入南美洲) 和 1543年之间，墨西哥中部的许多政治和宗教

领袖被方济各会神父胡安•德苏玛拉加(Juan de Zumarraga ) 送

上审判台并被烧死。

然而，随着征服美洲的进行，殖民者并没有留出任何适应

调节的空间。当人们把自己的权力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时，不

诋毁他们到认同消失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早先有关于

温柔的泰诺人的颂歌，但一台意识形态机器发动了起来，它与军

事机器相辅相成，将被殖民者描绘成“肮脏的”和从事各种可憎

行为的恶魔。而以前被归为仅仅是缺乏宗教教育的罪行一鸡

奸、食人、乱伦、异装—— 现在被视为“印第安人”受恶魔统

治的标志。于是，他们可以被合理地剥夺土地和财产(Williams

1986： 136— 137)O 关于这种形象的转变，费尔南多•塞万提斯

在 《新世界中的魔鬼》( The Devil in The N e w  World, 1994 ) 中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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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30年之前，很难预测这些观点中的哪一个会成为

主导。然而，到了 16世纪中叶，对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一

种)消极的恶魔观念取得了胜利，它的影响就像浓雾一样笼

罩着官方和非官方关于此问题的每一个声明上。( 1994： 8)

根据同时代“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录—— 如德戈马拉的

( De Gomara 1556 ) 和阿科斯塔的 ( Acosta 1590 ) ----- 可以推

测，这种观点的改变是由于欧洲人遇到了像阿兹特克和印加这

样的帝国，它们的镇压机制包括献祭活人(Martinez et al 1976 )。

耶稣会会士约瑟夫•德阿科斯塔 (Joseph de Acosta) 于 1590年

在塞维利亚出版了《印第安自然与道德史》(& s/。打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 ) ,其中有一些描述让我们生动地感受到西班

牙人对大规模牺牲的排斥，特别是阿兹特克人的牺牲，涉及成

千上万的年轻人(战争俘虏或购买的儿童和奴隶)。4 然而，当

我们阅读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Bartoleme De Las Casas )

关于毁灭印度群岛的记载或其他任何关于征服的记载时，我们

不禁要问，为什么西班牙人会对这种实践感到震惊，他们自己

不也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而毫无顾忌地犯下难以言表的暴行吗？

据科特兹说，1521年，他们屠杀了 10万人，只是为了征服特诺

奇蒂特兰 (Cockcroft 1983： 19 )。

同样，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食人仪式在征服美洲的记录中占

有重要地位，然而这与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医疗实践一定没有太

大区别。在 16、17世纪甚至 18世纪，饮用人血(尤其是暴毙

者的血)和木乃伊水(通过将人肉浸泡在各种烈酒中获得)是

许多欧洲国家治疗癫痫和其他疾病的常见方法。此外，这种

“涉及人肉、血液、心脏、头骨、骨髓和其他身体部位的食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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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不限于社会的边缘群体，最体面的圈子里也在进行着这些

活动”(Gordon-Grube 1988： 406 — 407)。, 因此，西班牙人在

16世纪 5 0年代后对原住民的恐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冲击。

它必须被看作内在于殖民化逻辑的反应，不可避免地对殖民者

想奴役的人进行非人化并为之感到害怕。

西班牙人轻松地将征服美洲后席卷该地区的流行病所造成

的高死亡率合理化，将其解释为上帝对印第安人卑劣行为的惩

罚，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策略是多么成功。6此外，1550年

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和西班牙

法学家胡安•吉内斯•德塞普尔维达(Juan Gines de Sepulveda)

就 “印第安人”是否应被视为人类进行了辩论。如果没有将印

第安人视为动物和魔鬼的意识形态运动，这是不可想象的。7

16世纪 5 0年代后开始在欧洲流传的描绘新世界生活的插图

完成了将印第安人降格的任务。插图中有大量的裸体和食人宴

会，让人想起女巫的巫魔会，她们以人头和肢体为主菜。这类文

学作品的一个晚期例子是约翰•路德维希•戈特弗里德(Johann

Ludwig Gottfried ) 编撰的《安提普德的生活》(加 Livre des An­

tipodes, 1630 ) 0 其中展示了许多可怕的画面：妇女和儿童用人的内

脏塞满自己，或者食人族围着烤架，一边看着烤制的人体残骸一边

大吃特吃。先前，法国方济各会会员安德烈•特维(Andrd Thevet)

也为生产将美洲印第安人作为畜生存在的文化做出贡献。他在

《法国南极洲的奇特之处》(Zes Singularitez de la France Antarc-

t iq u e ,巴黎，1557 ) 中描绘的插图以人类的四肢、烹饪和宴会为

核心主题；还有《真实的历史》(质〃泌aW ge M s /o r ia ,马尔

堡，1557 ) 一书作者汉斯•施塔登 (Hans Staden ) 描述了他在

巴西食人印第安人中做俘虏的情况( Parinetto 1998： 428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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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美洲之后的欧洲出现了大量带有食人者用人体残骸填饱肚子的恐怖画面

的旅行日志。德意志人 J. G .阿尔登堡 (J. G. Aldenburg) 所描述的(巴西)巴

伊亚的食人宴会

剥削、抵抗和妖魔化

反印第安人的宣传和反神明崇拜 ( anti-idolatry ) 的运动伴

随着殖民化的进程。其中的一个转折点是西班牙王室在16世
纪 5 0年代决定向美洲殖民地引进一种更为严厉的剥削制度。这

一决定由征服美洲后引入的“掠夺型经济" ( plunder economy )
的危机引发。财富的积累持续依赖对“印第安人”剩余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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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亚的食人者以人类遗骸为食。这幅图展示了美洲印第安人群体烘烤和进

食人类遗骸的情景，它使传教士开启的降格美洲原住民的工作变得完整

掠夺，而不是对他们劳动的直接剥削(Spalding 1984； Steve J.

Stern 1982 ) o 直到 16世纪 5 0年代，尽管有大屠杀和与赐封制

度相关的剥削，西班牙人并没有完全破坏他们在殖民地区发现

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相反，他们依靠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建立

的进贡制度来积累财富。根据这一制度，指定的酋长［墨西哥

的卡锡奎兹 (c a c iq u e z ) ,秘鲁的酷拉卡斯 ( kuracas ) ］ 向他们

提供与当地经济存续相适应的商品和劳动配额。西班牙人征收

的贡品比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对被征服者的要求要高得多；但

这仍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到 16世纪 50年代，他们发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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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作坊 (o b ra jes ,为国际市场生产商品的制造车间)与新发现的

银矿和汞矿(如传说中的波托西矿)很难获得足够的劳动力。8

从原住民身上榨取更多工作的需要主要源自国内，即西班

牙王室实际上是在美洲的金银上漂浮，购买西班牙国内不再生

产的食品和商品。此外，掠夺来的财富为王室扩张欧洲领土提

供了资金。战争非常依赖来自新世界的大量金银，以至于到了

16世纪 5 0年代，王室准备削弱受托管人(encomenderos ) 的权

力，以便将印第安人的大部分劳动力用于开采白银，然后运往

西班牙。9 但对殖民化的抵抗正在增加(Spalding 1984： 134 —

135； Stern 1982 ) o 1 0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墨西哥和秘鲁都

向土著文化宣战，为强化严酷的殖民统治铺平道路。

在墨西哥，这一转变发生在1562年。在迭戈•德兰达省长

的倡议下，一场反神明崇拜的运动在尤卡坦半岛展开。在这一

过程中，4 500多人被围捕，并被指控从事人祭活动而遭到残酷

的折磨。然后他们受到精心策划的公开惩罚，这最终摧毁了他

们的身体和土气(Clendinnen 1987： 71— 92 ) □ 他们受到的惩

罚非常残酷(被鞭打得血流成河，在矿井中被奴役多年)，以至

于许多人死去或丧失工作能力；其他人逃离家园或自杀，因此

工作结束了，地区经济也中断了。然而，德兰达发动的迫害是

新殖民经济的基础，因为它向当地居民表明，西班牙人是要留

下来的，旧神的统治已经结束(同上：190)。

在秘鲁，对魔法的第一次大规模打击发生在16世纪 6 0年

代，与塔基 •乌克伊 (Taki O n q o y )运动的兴起相吻合。”这

是一场本土的千禧年运动，宣扬反对与欧洲人合作，主张地方

神华卡斯的泛安第斯地区联盟，结束殖民化。塔基乌克教徒

( Takionqos ) 把遭受的失败和死亡率的上升归咎于人们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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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神灵，鼓励人们拒绝基督教以及从西班牙人那里取得的名

字、食物和衣服。他们还敦促人们拒绝西班牙人强加给他们的贡

品和劳动提款票（labor drafts）, 并 “停止穿（戴）来自西班牙的

衬衫、帽子、凉鞋或任何其他衣服”（Stern 1982： 5 3）。如果做

到这一点—— 他们承诺—— 复兴的华卡斯神将扭转世界，并通

过向西班牙人的城市散播疾病和发动洪水来摧毁他们，海平面

的上升会抹去他们存在的任何记忆（Stern 1982： 52 — 6 4 ）„

塔基乌克教徒呼吁泛安第斯地区以华卡神的名义统一，他

们所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该运动标志着一种新的身份意识的

开始，并能克服与传统的阿尤利斯（a y u llu s ,家庭单位）组织

相关的分裂。用斯特恩的话说，这标志着安第斯山脉的人们第

一次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民族，当 作 “印第安人”（Stern 1982：

5 9 ）O 事实上，这场运动传播得很广，“北到利马，东到库斯科，

南到当代玻利维亚的拉巴斯”（Spalding 1984： 246 ）0 1567年

在利马召开的教会会议对此做出了回应。会议规定牧师应“消

除印第安人难以计数的迷信、典礼和邪恶的仪式”。他们还要杜

绝酗酒，逮捕巫医，最重要的是发现并摧毁与华卡斯崇拜有关

的神龛和符咒。这些建议在1570年基多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重

申，会议再次谴责说“这里有著名的巫医，他们……守护着华

卡斯并与魔鬼进行精神交流" （Hemming 1970： 397 ）o

华卡斯是祖先精神所化身的山脉、泉水、石头和动物。因

此，它们受到集体的照顾、喂养和崇拜。每个人都认为它们与

土地，与作为经济再生产核心的农业实践有着重要联系。在南

美洲的一些地区，妇女显然还在与它们交流，以确保作物的健

康生长（Descola 1994： 191— 214）。" 摧毁它们或禁止对它们

的崇拜，就是对社区，对社区的历史根源，对人们与土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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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他们与自然的强烈精神联系的攻击。西班牙人明白这一

点。在 16世纪 5 0年代，他们开始有计划地摧毁任何类似于崇

拜对象的东西。克劳德•鲍德兹 (Claude Baudez ) 和悉尼•毕加

索 (Sydney Picasso ) 所写的关于方济各会对尤卡坦的玛雅人进

行的反神明崇拜运动，也适用于墨西哥和秘鲁的其他地区。

“神明被摧毁，庙宇被烧毁，那些庆祝本土仪式和进行祭祀

的人被处以死刑；诸如宴会、歌曲和舞蹈等庆典活动，以及被怀

疑受到魔鬼启发的艺术和智力活动(绘画、雕塑、观察星星、象

形文字)都被禁止，参加这些活动的人遭到无情的追杀。”(Bau­

dez and Picasso 1992： 21 )

这一过程与西班牙王室要求的改革同步进行，后者增加了

对原住民劳工的剥削，以确保更好地让金银流入其国库。首先，

当地酋长必须为矿场和劳役作坊提供的劳动力配额大大增加了。

新规则的执行由王室的当地代表 ( corregidore ) 监督，他有权

在有人不遵守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逮捕和其他形式的惩罚。此外

还实施了一项搬迁计划[瑞达西诺(reducciones ) ] , 将大部分

农村人口迁移到指定的村庄，以便将其置于更直接的控制之下。

破坏华卡斯和迫害与之相关的祖先宗教对这两方面都有帮助，

因为瑞达西诺从对当地崇拜场所的妖魔化中获得了力量。

然而，很快就可以看出，在基督教化的掩护下，人们继续

崇拜他们的神，就像他们在离开家园后继续回到他们的米尔帕

斯 (milpas, “田地”)一样。因此，对当地神灵的攻击非但没

有减少，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并在 1619年至 1660年

期间达到高潮。这一时期殖民者在摧毁神像的同时还进行了

真正的猎巫行动，这次特别针对妇女。卡伦•斯波尔丁描述了

1660年由牧师审判官唐胡安•萨米恩托在瓦罗奇里地区的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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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妇女被迫在劳役作坊工

作，制造车间为国际市场生产。

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

绘制的场景

摊 派 (repartimiento ) 中进行的一次猎巫行动。首先是宣读反对

神明崇拜的法令，并宣讲反对这种罪恶的布道。随后是由匿名

线人秘密告发，接着是审问嫌疑人，使用酷刑逼供，然后是判

刑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酷刑包括公开鞭打、流放和其他各

种形式的羞辱。

被判刑的人被带到公共广场……他们被放在骡子和驴

子身上，脖子上挂着大约6 英寸®长的木制十字架。他们被

命令从那天起就带着这些羞辱的标记。在他们的头上，宗

教当局给戴上了中世纪的科罗萨(coroza), 一种用纸板制

① 6 英寸等于15.24厘米。——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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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圆锥形头罩，在欧洲天主教那里是臭名和耻辱的标志。

在这些兜帽下，头发被剪去—— 这是安第斯人的一种羞辱

标志。那些被判处接受鞭刑的人，背上都是裸露的。绳索

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在镇上的街道缓缓行进，前面有

一个传布公告的宣读他们的罪行……在经历这种场面之后，

这些人被带回来，有些人的背部被村里的刽子手挥舞着九

尾鞭抽打了 2 0 下、4 0 下或 100下，血流不止。（Spalding

1984： 256）

斯波尔丁的结论是：

反神明崇拜运动是示范性的仪式，是针对观众和参与

者的说教性戏剧作品，很像中世纪欧洲的公开绞刑。（同

上：265 ）

他们的目的是恐吓民众，创 造 “死亡空间”（space of death） *

让潜在的反叛者因恐惧而瘫痪，从此宁愿接受任何事情也不愿

面对那些被公开殴打和侮辱的折磨。在这一点上，西班牙人某

种程度上是成功的。面对酷刑、匿名告发和公开羞辱，许多联盟

和友谊破裂了；人们对神灵效力的信心减弱了，崇拜变成了个人

的秘密行为，而不是像美洲被征服前一样的集体行为。

斯波尔丁认为，我们可以从指控的性质如何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改变中，推断出社会结构受这些恐怖活动影响的程度。在

16世纪 5 0年代，人们可以公开承认他们和他们的社区对传统宗

教的依恋。而到了 17世纪 5 0年代，他们被指控的罪行围绕着

“巫术”。这是一种现在被当作秘密行为的实践，而且它们越来



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绘制的场景，表现了安第斯妇女和祖先宗教信

徒的磨难。场景 1: 一次反神明崇拜运动中的公开羞辱。场景 2：妇 女 “作为

征服的战利品”。场景 3 ：被视为魔鬼的华卡斯通过梦境说话。场景 4：塔基

乌克伊运动的一名成员与一名喝醉的印第安人在一起，他被表现为魔鬼的华

卡斯抓住了 [摘自史蒂夫•斯特恩 (Steve] Stern ),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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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像欧洲对女巫的指控。例如在 1660年发起的运动中，在瓦罗

奇里地区，“当局发现的罪行……涉及治疗、寻找丢失的物品，

以及其他可被统称为乡村‘巫术'的活动”。然而，这次运动也

显示出，尽管受到迫害，在社区眼中“祖先和华卡斯对他们的

生存仍然至关重要"(Spalding 1984： 261 )。

美洲的妇女和女巫

“在 1660年瓦罗奇里地区的调查中，大部分被定罪的人”都

是妇女 (3 2人中有 2 8人 ) (Spalding 198： 258 ) , 这并不是一

个巧合。正如妇女是塔基乌克伊运动中的主力一样，妇女最为

强烈地捍卫旧的生存模式，反对新的权力结构，这可能是因为

她们也是受其负面影响最大的。

妇女在前哥伦布社会中拥有很高的地位，这体现在她们的

宗教中存在许多重要的女性神灵。1517年，埃尔南德斯•德

科尔多瓦到达尤卡垣半岛海岸外的一个岛屿，将其命名为女人

岛 ( Isla M ujeres), “因为他们参观的寺庙里有许多女性神明”

( Baudez and Picasso 1992： 17 ) o 征服前的美洲妇女有自己的

组织，有社会认可的活动领域。虽然不能与男人平等，M但在对

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方面，她们被认为是对男人的补充。

除了作为农民、家务劳动者和织工，女性负责生产日常生

活中和仪式上穿的五颜六色的布。她们还是陶工、草药师、治

疗 师 ( curanderas ) 和女祭司 ( sacerdotisas ) , 为家庭神灵服务。

在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地区，她们与普拉奎-马盖伊 ( pulque­

maguey ) 的生产有关。这种神圣的物质被认为是由神明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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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马亚韦尔 (M ayahuel)有关。马亚韦尔是一位大地母神，

是 “农民宗教的中心"(Taylor 1979： 31— 3 2 )。

但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因为他们带来了

厌恶女性的信仰，并以有利于男性的方式重组了经济和政治权

力。妇女还受到了传统酋长的伤害，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他

们开始接管公共土地，并剥夺社区女性成员对土地与水的使用

权。因此，在殖民主义经济中，妇女沦为用人［为受托管人、

牧师、皇室官员 ( corregidores ) 工作］或在劳役作坊做织工。

妇女还被迫跟随丈夫在矿井中做米塔的工作—— 人们认为这种

命运比死亡更可怕一因为在 1528年，当局规定夫妻不能分

开，所以妇女和儿童从那时起，除了为男工准备食物外，还可

能被强迫做矿工。

另一个使妇女地位下降的原因是，西班牙的新立法宣布一

夫多妻制为非法。因此，一夜之间，男人不得不与他们的妻子

分开，或者将她们重新划分为女仆(Mayer 1981 ) , 而她们生下

的孩子被贴上5 种不同类型的私生子标签(Nash 1980： 143 ) o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一夫多妻制的婚姻被解散，但随着西

班牙人到来，没有一个原住民妇女可以避免被强奸或侵占，因

此，许多男人不再结婚，而是开始转头寻找公娼 (Hemming

1970 ) o 在欧洲人的幻想中，美洲本身就是一个躺着的裸体女

人，诱惑着接近的白人陌生人。有时，是 “印第安”男人自己

把他们的女性亲属交给牧师或受托管人，以换取一些经济奖励

或公共职位。

基于以下所有这些原因，妇女成了殖民统治的主要敌人。

她们拒绝做弥撒，拒绝给孩子洗礼，也拒绝与殖民当局和牧师

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在安第斯山脉，一些人自杀并杀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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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儿子，这可能是为了避免他们去采矿，也可能是厌恶男性

亲属对她们的虐待(Silverblatt 1987 )。其他人则组织了她们的

社区。她们在许多被殖民机构收编的当地酋长叛变之前，成为

牧师、领袖和华卡斯的监护人，承担了她们以前从未行使过的

职能。这解释了为什么妇女是塔基乌克伊运动的骨干。在秘鲁，

她们还举行忏悔会，为人们与天主教神父见面做准备，建议他

们告诉神父哪些事情是安全的，哪些事情是不应该透露的。在

征服美洲之前，妇女只负责献给女性神灵的仪式，而在征服之

后，她们在献给男性神灵的崇拜中成为助手或主祭一这在征

服之前是被禁止的(Stern 1982 ) o 她们还通过撤回到普纳高原

来对抗殖民主义势力。在那里她们可以实践古老的宗教。正如

艾琳•西尔弗布拉特所写：

土著男子为了逃避米塔和进贡制的压迫，往往放弃了

自己的社区，在合并的庄园里当亚卡纳斯(yaconas, 半农

奴)，而妇女则逃到了普纳高原。那里外人无法进入，而

且离她们当地社区的搬迁地非常遥远。一旦到了普纳高原，

妇女就拒绝接受压迫她们的力量和象征，不服从西班牙行

政人员、神职人员以及她们自己的社区官员。她们还强烈

反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强化了她们受到的

压迫。她们拒绝做弥撒，参加天主教怦悔，或学习天主教

教义。更重要的是，妇女不只是拒绝天主教；她们回归了

自己的本地宗教，并尽其所能地恢复了她们的宗教所表达

的社会关系的品质。( 1987： 197)

因此，通过将妇女作为女巫进行迫害，西班牙人既针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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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宗教的实践者，也针对了反殖民主义叛乱的煽动者，同时还

试图重新定义“原住民妇女可以参与的活动领域”(Silverblatt

1987： 160 ) o 正如西尔弗布拉特所指出的，巫术的概念对安

第斯社会是陌生的。在秘鲁也是如此，就像每一个前工业社

会一样，许多妇女是“医学知识专家”，熟悉草药和植物的特

性。她们也是占卜者，但基督教的魔鬼概念对她们来说是未知

的。然而到了 17世纪，在酷刑、严重的迫害和“强迫文化同化”

( forced acculturation ) 的影响下，被捕的安第斯妇女 大多

数又老又穷—— 都自诉犯了与欧洲女巫审判中的妇女同样的罪

行：与魔鬼的契约和交配，开草药处方，使用药膏，在空中飞

行，制作蜡像 (Silverblatt 1987： 174 )。她们也供认敬奉石头、

山脉和泉水以及喂养华卡斯。最糟糕的是，她们承认施法蛊惑

了当局或其他有权力的人，导致他们死亡(同上：187— 188 )。

就像在欧洲一样，酷刑和恐怖被用来迫使被告供出其他人，

从而扩大迫害的范围。但猎巫的一大目标即把女巫与社会其他

成员隔离开来，并没有实现。安第斯女巫并没有变成弃儿。恰

恰相反，“人们把她们作为革命同志(comadres ) , 积极寻求她

们。非正式的村庄聚会中需要她们在场，因为在被殖民者的意识

中，巫术、对古老传统的维护以及有意识的政治抵抗越来越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同上)。事实上，古老的宗教得以保存下来主

要归功于妇女的抵抗。与宗教相关的实践，其意义也发生了变

化。崇拜活动被赶到地下，牺牲了其在征服前的集体性质，但

人们与山脉以及华卡斯其他地点的联系并没有被破坏。

我们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里的妇

女，尤其是女祭司，在保护她们的社区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这个地区，根据安东尼奥•加西亚•德莱昂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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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乌托邦》(Res/s/e^cia y Utopia ) 所写，从殖民者的征服活动

伊始，妇女就“指挥或共同商议了所有伟大的反殖民主义起义”

( de Leon 1985, Vol. I ： 31 ) o 在瓦哈卡，妇女在人民起义中的

存在一直持续到18世纪，当时每4 个案例中就有一个是妇女领

导了对当局的攻击，“而且明显更具侵略性、侮辱性和反叛性”

(Taylor 1979： 116 ) o 在恰帕斯，她们也是维护旧有宗教和开展

反殖民化斗争的关键人物。因此，当 1524年西班牙人发动战争

征服反叛的恰帕内科人时，是一位女祭司率领军队与他们作战。

妇女还参与了神明崇拜者和反抗者的地下网络，神职人员偶尔

会发现它们。例如，1584年，主教佩德罗•德费里亚在访问恰

帕斯时被告知，当地印第安酋长中的一些人仍在奉行旧的邪教，

他们得到了妇女的建议，与她们一起进行肮脏的活动，如(类

似巫魔会的)仪式。其间他们混在一起，变成了男神和女神，

妇女负责求雨并把财富送给那些所要的人(de Leon 1985, Vol.

I: 7 6 ) O

基于这一记录，凯列班而非他的母亲西考拉克斯•~-女

巫—— 成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者抵抗殖民化的象征，就有讽刺意

味了。因为凯列班只能通过用他从主人那里学来的语言下诅咒

来反抗他的主人，从而在反抗中依赖他“主人的工具”。他还可

能被欺骗，相信他的解放可以通过强奸或者靠一些移民到新世

界的机会主义白人无产者的计谋来实现。他把他们当作神来崇

拜。相反，西考拉克斯，一 个 “强大到叫月亮都听她的话，支

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的

女巫，可能会教她的儿子欣赏本土的力量—— 土地、水、树木、

“自然的宝藏”—— 以及那些经过几个世纪的苦难至今仍在滋养

解放斗争的共同纽带。它们作为一种希望，已经萦绕在凯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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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中：

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

使人听了愉快，不会伤害人。

有时成千的叮叮咚咚的乐器在我耳边鸣响。

有时在我酣睡醒来的时候，听见了那种歌声，

又使我沉沉睡去；那时在梦中便好像云端里开了门，

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当我醒来之后，

我简直哭了起来，希望重新做一遍这样的梦。

（《暴风雨》，第三幕）

欧洲女巫和“南美印第安人" （Indios ）

新世界的猎巫是否对欧洲的事件产生了影响，还是说这两

次迫害只是学习了欧洲统治阶级自中世纪以来通过迫害异端分

子而形成的镇压策略？

我提出这些问题时，考虑到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帕

里内托提出的论点，他认为新世界的猎巫对欧洲的巫术意识形

态的阐述以及欧洲猎巫的时间线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言之，帕里内托的论点是，正是在美洲经验的影响下，

欧洲的猎巫活动在 16世纪下半叶成为一种大规模现象。因为在

美洲，当局和教士确认了他们对魔鬼崇拜的观点，开始相信有

整个女巫群体的存在。这种信念随后被他们应用于国内的基督

教化运动。因此，欧洲国家从被传教士描述为“魔鬼之地”的

新世界引进了灭绝这样一种政治策略，这大概是 1 6世纪最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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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对胡格诺派的屠杀和大规模猎杀女巫的灵感来源（Parinetto

1998： 417 — 435 ）。15

在帕里内托看来，这两场迫害之间存在重要联系的证据是

欧洲的恶魔学家对来自印第安地区的报告的利用。帕里内托

把重点放在了让・博丹身上，但他也提到了弗朗切斯科•马里

亚•瓜佐。同时，他指出审判官皮埃尔•朗克尔的案例产生了

"回旋效应" （boomerang effect ）。在 （巴斯克）拉布德地区为

期几个月的迫害中，朗克尔把那里所有的人口都谴责为女巫。

最后，帕里内托引用了一系列主题作为其论点的证据，这些主

题在 16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巫术剧目中变得非常突出：食人、将

儿童献给魔鬼、提及药膏和药物，以及将同性恋（鸡奸）与妖

术相提并论 ——  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以新世界为基础的。

如何看待这一理论，以及如何在什么是可解释的和什么是

推测性的之间划清界限？这是未来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一个问

题。在此，我只谈几点看法。

帕里内托的论点很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消除了欧洲中心

主义 （这种中心主义一直是猎巫研究的特点），并有可能回答欧

洲女巫被迫害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但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扩大了

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特征的认识，并使我们意识到在16

世纪时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它全方位参与了世界无

产阶级的形成一从实践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并在阐述

其统治模式时不断地利用在国际上收集的知识。

至于它的主张，我们可以观察到，征服美洲之前的欧洲历

史足以证明欧洲人不必跨越大洋就能找到消灭挡在他们面前的

人的意愿。我们也有可能在不求助于新世界影响假设的情况下

解释欧洲猎巫的时间线，因为在 16世纪 6 0年代和 17世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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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间的几十年里，整个西欧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普遍的贫困

化和社会混乱。

更具暗示性的是，在从美洲猎巫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欧洲的

猎巫行为时两者在主题和图像上的对应关系。给自己涂圣油的

主题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对阿兹特克人或印加人的祭司献

祭活人的描述，让人想起在那些恶魔学中描述的女巫在巫魔会

的准备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在阿科斯塔发现的以下段落中，它

将美洲人的实践解读为歪曲了基督教的习惯—— 通过涂抹圣油

让牧师就圣职：

墨西哥的神明祭司以如下方式为自己涂油。他们从脚

到头，包括头发都涂上油脂……他们涂抹的物质是普通的

茶，因为自古以来，茶一直是他们献给神灵的祭品，于是

备受崇拜……这是他们普通的油脂……除了他们去祭祀的

时候……或去存放神像的山洞时，他们用不同的油脂给自

己壮胆……这种油脂是由有毒物质制成的……青蛙、蝶

螺、毒蛇……用这种油脂他们可以变成魔法师（brujos） 并

与魔鬼对话。（A c o s ta ,第 262 — 2 6 3页）

欧洲的女巫为了获得飞向巫魔会的力量，可能在身上涂抹

了同样的毒药（根据指控者的说法）。但我们不能假设这个主题

是在新世界产生的，因为 15世纪的审判和恶魔学记载了妇女用

蟾除的血或儿童的骨头制作药膏。16相反，有可能来自美洲的报

告确实使这些指控重新焕发了活力，增加了新的细节，赋予了

它们更多的权威性。

同样的考虑也可以用来解释巫魔会的图片和16世纪后期开



弗朗切斯科•马里亚•瓜佐，《巫术手册》（米兰，1608）。瓜佐是受美洲报告

影响最深的恶魔学家之一。画像中的女巫围绕着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尸体或从

绞刑架上取下来的尸体，这让人联想到食人族的宴会

食人者在准备他们的食物。汉斯•施塔登的《真实的历史》（马尔堡，1557）



巫魔会的准备工

作。1 6世纪的德

意志版画

准备食人族的食

物。汉斯♦施塔登

的 《真实的历史》

（马尔堡，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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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欧洲出现的各种表现食人族的作品之间的图标对应关系。

它还可以解释许多其他的“巧合”，例如欧洲和美洲的女巫都被

指控将儿童献给魔鬼（见第 3 2 4 - 3 2 5 页的插图）。

猎杀女巫与全球化

美洲的猎巫运动一波接一波，一直持续到 17世纪末。这

时人口持续减少，殖民主义权力结构的政治和经济安全性得到

加强，从而结束了这种迫害。因此，在见证了 16世纪和 17世

纪众多反神明崇拜运动的同一地区，到了 18世纪，宗教裁判

所放弃了影响民众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任何尝试，显然是估计它

们不再能对殖民统治构成威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家长式的观

点，即将神明崇拜和魔法实践视为无知者的缺点，不 值 得 “理

性的人" （la gente de razon, Behar 1987 ） 考虑。从那时起，对

魔鬼崇拜的关注将转移到巴西、加勒比海和北美发展中的奴隶

种植园。在那里（从菲利普国王战争开始），英格兰殖民者为

自己对美洲本土印第安人的屠杀辩护，把他们称为魔鬼的奴仆

（Williams and Williams Adelman 1978： 143 ）o

地方当局也以这个理由解释塞勒姆审判，理由是新英格兰

人在魔鬼的土地上定居。正如科顿•马瑟多年后在回忆塞勒姆事

件时写道：

我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让我觉得这场莫名其妙

的战争（无形世界的灵魂对塞勒姆人发动的战争）可能起

源于印第安人，他们的首领是我们的一些俘虏所熟知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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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术士（sorcerer） 和地狱般的巫师（conjurer）, 以及与恶

魔对话的人。（同上：145）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塞勒姆审判是由一个西印度奴

隶即提图巴的占卜引发的。她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之一。而在

英语地区，最后一个被处决的女巫是一个黑人奴隶萨拉•巴西

特 （Sarah Bassett）, 她 于 1730年在百慕大被杀（Daly 1978：

179 ）o 事实上，到了 18世纪，女巫已经变成了奥比巫术的非洲

实践者。种植园主害怕这种仪式，并将其妖魔化为煽动叛乱的

行为。

猎巫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废除从资产阶级的所有剧目中消

失。相反，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化和基督教化的全球扩张，确保

了这种迫害将被植入殖民社会的体内，并及时由被征服的社区

以自己的名义和针对自己的成员执行。

例如，在 19世纪 4 0年代，印度西部发生了一波烧死女巫

的事件。在这一时期，被当作女巫烧死的妇女比按照习俗殉夫

自焚 （practice of sa ti） 的妇女还要多（Skaria 1997： 110 ）o 这

些杀戮发生的背景是，殖民当局对生活在森林中的社区（在这

些社区中，妇女拥有权力的程度远远高于居住在平原的种姓社

会 ）的攻击以及殖民者对女性权力的贬低，导致对女性神的崇

拜下降，从而引起了社会危机（同上：139— 140）。

猎巫在非洲也很流行，在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曾经卷入

奴隶贸易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南非），猎巫作为一种重要的

分裂手段至今仍在继续。在那里，猎巫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

起所带来的妇女地位下降，以及近年来因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强

化而加剧的资源争夺战。人们拼死竞争着那些正在消失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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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0世纪 9 0年代在北德兰土瓦省，数十名妇女被猎杀，大

部分是老人和穷人，仅在 1994年前 4 个月就有 7 0人被烧死。

肯尼亚、尼日利亚、喀麦隆在2 0世纪 8 0年代和9 0年代也有猎

巫的报道。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了结

构调整政策，导致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并在人民中间造成了

空前的贫困化。”

2 0世纪 8 0年代前，尼日利亚的无辜女孩们承认杀害了几十

个人。而在其他非洲国家，人们向政府请愿，乞求政府更有力

地控诉女巫。同时在南非和巴西，老年妇女被邻居和亲戚以巫

术的罪名杀害。同时，一种新的巫术信仰正在发展。这类似于

迈克尔•陶西格在玻利维亚的记录，穷人怀疑新贵通过非法的超

自然手段获得财富，并指责他们想把受害者变成僵尸，以便为

其工作 ( Geschiere and Nyamnjoh 1998： 73 — 74 ) o

目前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发生的猎巫事件在欧洲和美国很少

被报道。这就像 16世纪和 17世纪的猎巫事件一样，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历史学家对其兴趣不大。即使有报道，它们的意义

也通常被忽略，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现象属于一个遥远的时

代，与 “我们”无关。

但是，如果我们把过去的教训应用到现在，我们就会意识

到，2 0世纪 80年代和 9 0年代在世界许多地方重新出现的猎巫

现象是“原始积累”过程的明显标志。这意味着土地和其他公

共资源的私有化、大规模贫困化、掠夺以及在曾经团结的社区

中播下分裂的种子再次被提上世界议程。“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

展下去”------个塞内加尔村庄的长者对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说

道，他们对未来感到担忧，“我们的孩子会吃掉彼此”。事实上，

这就是猎巫的结果，无论是自上而下作为给抵抗掠夺的行为定



女巫的非洲化反映在“女纵火犯”的漫画中。请注意她非同寻常的耳环、帽

子和非洲人的特征。这表明女公社成员和“野性的”非洲妇女之间的亲缘关

系，后者向奴隶们灌输了造反的勇气。法国资产阶级的想象中便萦绕着这样

的政治野兽(political savagery )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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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手段，还是自下而上作为占据日益减少的资源的手段，就

如今天非洲的一些地方似乎发生的那样。

在一些国家，这一过程仍然需要调动女巫、幽灵和魔鬼。

但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正如阿

瑟 ・米勒在他对塞勒姆审判的解释中已经看到的，只要我们把对

女巫的迫害从其玄学的外衣中剥离出来，我们就会在其中发现

非常接近当下社会的现象。

注 释

1 . 事实上，西考拉克斯女巫并没有像凯列班那样进入拉丁美洲的革命

想象中；她仍然是不可见的，就像长期以来妇女反对殖民化的斗争

的样子。至于凯列班，他所代表的东西在古巴作家罗伯托•费尔南

德斯•雷塔马尔 ( Roberto Fernandez Retamar ) ( 1989： 5—21 ) 的

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我们的象征不是精灵爱丽儿……而是凯列班。这是我们

这些凯列班所居住的这些岛屿上的混血儿居民特别清楚看到的

东西。普洛斯彼罗入侵了这些岛屿，杀死了我们的祖先，奴

役了凯列班，并教他语言，让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凯列班除

了用同样的语言一今天他没有其他语言—— 来诅咒他，还

能做什么呢……？从图帕克•阿马鲁……图桑•洛韦尔图尔、

西蒙•玻利瓦尔……何塞•马蒂……菲德尔•卡斯特罗……

切•格瓦拉……弗朗茨•法农 ——  如果不是凯列班的历史和文

化，那么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是什么？(第 1 4页)

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参见玛格丽特•保罗•约瑟夫 (Marga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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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Joseph ）, 她在《流亡的凯歹!］班》（CH彷a〃 加 1992 ） 中

写道：“普洛斯彼罗和凯列班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殖民主义的有力隐

喻。这种解释的一个分支是凯列班的抽象状态，他是历史的受害者，

因为知道自己完全无能为力而感到沮丧。在拉丁美洲，这个名字以

一种更积极的方式被采用，因为凯列班似乎代表了正在努力反抗精

英压迫的群众J  （ 1992： 2 ）

2 .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在他的《印第安通史》（H说。* a

General de Las Indias, 1551 ）中报告了关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情

况，他能非常肯定地宣布，“他们在这个岛上的主要神是魔鬼”，而

且魔鬼生活在女人中间（deGomara： 4 9）。同样，阿科斯塔在《印

第安自然与道德史》（ 1590 ） 第五册中讨论了墨西哥和秘鲁居民的

宗教和习俗，专门介绍了他们对魔鬼的多种崇拜形式，包括献祭

活人。

3. “加勒比人/食人族的形象，”雷塔马尔写道，”与另一个形象形成对

比，即哥伦布笔下出现的美洲人：大安的列斯群岛的阿鲁阿科（Aru-

aco）—— 主要是我们的泰诺人—— 他描述的是和平、温顺，甚至胆

小、懦弱。对美洲原住民的两种看法都将在欧洲大肆流传……泰诺

人将被转化为乌托邦世界的天堂居民……另一方面，加勒比人将成

为食人族 —— 位于文明边缘的兽性的食人者，必须与之对立，直至

其死亡。但是，这两种设想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乍看之下那么大。”每

一幅图像都对应着殖民主义的干预—— 假定其有权控制加勒比地区

原住民的生活—— 雷塔马尔认为这种干预一直持续到现在。雷塔马

尔指出，这两种形象之间亲缘关系的证明是，温和的泰诺人和凶残

的加勒比人都被灭绝了（同上：6 — 7 ）o

4 . 在阿科斯塔对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宗教习俗的描述中，活人献祭占

据了很大的位置。他描述了在秘鲁的一些庆典活动中甚至有三四百

个两岁到四岁的儿童被献祭一用他的话说，“惨无人道的景象

（duro e inhumano spectaculo ）M o 其中，他还描述了 7 0名在墨西哥

战斗中被俘的西班牙士兵的牺牲，和德戈马拉一样，他非常肯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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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些杀戮是魔鬼的杰作（第 250页之后）。

5 . 在新英格兰，医生们使用“用人的尸体”制成的药方。其中最受欢

迎 的 是 “木乃伊”，它被普遍推荐为治疗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是

用干燥或防腐的尸体残骸配制的药方。至于饮用人血，戈登-格鲁

伯 写 （Gordon-Gruber ） 道：“出售被砍头的罪犯的血是刽子手的特

权。血液仍然是热的，提供给癫痫病人或其他在行刑地点成群结队

等待的顾客，他 们 ’手里拿着杯子‘。" （1988： 407）

6 . 沃尔特• L .威廉姆斯写道：

西班牙人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印第安人会因疾病而消瘦，而

是认为这表明上帝消灭异教徒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奥维多总

结说：“上帝允许他们被消灭并非没有原因。而且我毫不怀疑，

由于他们犯下的罪过，上帝很快就会消灭他们。”在给国王的谴

责玛雅人接受同性恋行为的信中，他进一步说：“我希望提到这

一点，以便更强烈地宣布上帝惩罚印第安人的罪过，以及他们

没有得到上帝怜悯的原因。" （Williams 1986： 138）

7 . 塞普尔维达支持奴役印第安人的理论基础是亚里土多德的“自然奴

隶”学 说 （Hanke 1970： 16ff. ）0

8 . 该矿是在1545年发现的，比拉斯•卡萨斯和塞普尔维达之间的辩论

早了 5 年。

9 . 到 16世纪 50年代，西班牙王室的存亡非常依赖美洲金银（需要它

来支付打仗的雇佣兵），以至于王室扣押了随私人船只而来的金银

货物。这些船通常运回那些参加过征服美洲行动、现在正准备在西

班牙退休的人的存款。因此，数年来，侨民和王室之间爆发了冲突，

导致新的立法限制了前者的权力积累。

10 .恩里克•迈 尔 （Enrique Mayer ） 的 《向王室进贡》（4  Tribute to the

Household, 1982） 对这种抵抗进行了有力的描述，该书描述了著

名的拜访活动（visitas）, 这些活动是受托管人用来向各村庄确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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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欠他们和王室的贡金的。在安第斯山脉的山村里，在它到达

前几个小时人们发现了骑兵的队伍，许多年轻人因此逃离村庄，孩

子们被重新安排在不同的家里，资源被藏起来。

11 . “塔基•乌克伊”这个名字描述了运动中使参与者着迷的舞蹈狂喜。

12 . 菲利普•迪斯科拉写道，在生活在亚马孙河上游的阿丘雅人（Achuar ）

中，“高效园艺作业的必要条件取决于与花园的守护神农魁（Nunkui）

的直接、和谐和持续的交流”（第 192页）。这是每个妇女都会做的，

方式是对她花园里的植物和草药唱“发自内心的”秘密歌曲和念神

奇咒语，敦促它们生长（同上：198）。一个女人和保护她的花园的

神灵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以至于当她死后，“她的花园也跟着死

了，因为除了她的未婚女儿之外，没有其他女人敢踏入这种自己并

未开启的关系”。至于男人，他 们 “因此完全没能力在需要时取代

他们的妻子……当一个男人不再有任何女人（母亲、妻子、姐妹或

女儿）来耕种他的花园和准备他的食物时，他别无选择，只能自杀”

（Descola 1994： 175 ）□

13.迈克尔•陶西格在《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1991 ） 中论述了恐

怖在美洲建立殖民霸权中发挥的作用：

无论我们就霸权是如何迅速实现的得出何种结论，忽视恐

怖的作用都是不明智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要通过恐怖来思考，

恐怖除了是一种生理状态外，也是一种社会状态，它的特殊性

使它能够成为殖民霸权的优秀调解人：印度人、非洲人和白人

在死亡空间里诞生了 一个新世界。（第 5 页）（黑体为我所加）

然而，陶西格补充说，死亡空间也是一个“转化的空间”（space

of transformation ）, 因 为 “通过接近死亡的经验，很可能会有对生

命更生动的感觉；通过恐惧，不仅会有自我意识的增长，而且会有

自我的分裂，然后失去那个服从权威的自我”（同上：7 ）。

14.关于征服前的墨西哥和秘鲁的妇女地位，分别见琼•纳 什 （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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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艾琳 •西尔弗布拉特（1987）和玛丽亚•罗斯特沃斯基

（Maria Rostworowski, 2001 ）o 纳什讨论了在阿兹特克人统治下妇

女权力的下降，它与她们从“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到阶级结构

的帝国”的转变相对应。她指出，到 15世纪，随着阿兹特克演变成

一个战争驱动的帝国，严格的性别分工出现了；同时，妇女（被击

败的敌人）成 为 “胜利者分享的战利品”（Nash 1978： 356, 358 ）。

同时，女性神灵被男性神灵，尤其是嗜血的威齐洛波契特里（Huitzi-

lopochtli） 取代，尽管她们继续受到普通人的崇拜。然而，“阿兹特

克社会中的女性仍有许多专长，她们是独立的陶器和纺织品的手工

业者，也是女祭司、医生和商人。西班牙的发展政策（相反），由

牧师和王室行政人员执行，将家庭生产转移到男性经营的手工业商

店和磨坊”（同上）。

15.帕里内托写道，“圣巴托洛缪之夜”之后，在法国新教徒的意识和文

学中，美洲印第安“野蛮人”的灭绝与胡格诺派之间的联系非常明

显，这间接影响了蒙田关于食人族的文章，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

响了让・博丹，使他将欧洲女巫与吃人并从事鸡奸活动的印第安人

联系起来。帕里内托引用法国的资料，认为（野蛮人和胡格诺派之

间的）这种关联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达到了高潮。当时西班牙人

在美洲进行的大屠杀（包括 1565年在佛罗里达屠杀数千名被指控为

路德派的法国殖民者）成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广泛使用的

政治武器" （Parinetto 1998： 429 — 430 ）。

16.我特别指的是15世纪 4 0年代宗教裁判所在多菲内地区进行的审判，

其间一些穷人（农民或牧羊人）被指控烹煮儿童，用儿童的身体制

作魔法粉（Russell 1972： 217 — 218）; 以及对于斯瓦比亚多米尼

加人约瑟夫•奈德（Joseph Naider ） 的作品《蚁巢》（F orm ica rtus ,

1435 ）, 我们在其中看到，女 巫 “煮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煮熟，吃

他们的肉，喝锅里剩的汤……她们用固体物质制作神奇的药膏或软

膏，这是谋杀儿童的第三个原因”（同上：240）。罗素指出：“这种

药膏或软膏是15世纪及以后的巫术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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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 于 “如何将对(非洲)巫术的重新关注明确概念化为与现代变化有

关”, 见 1998年 12月的《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 ),

这一期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特别参见 Diane Ciekawy and Peter

Geschiere's "Containing Witchcraft: Conflicting Scenarios in Post­

colonial AfricaM (ibid: l-14 )o 也见 Adam Ashforth, Witchcraft, Vi­

olence and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 ( Chicago ：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5 ) 和艾利森•伯 格 ( Allison Berg ) 制作与导演的纪录片

《流亡的女巫》( Witches in Exile ) ( California Newsreel, 2005 ) o

IX de Tierra

X
d
e
Terra

o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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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猎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妇女屠杀。在 15 — 18世纪长

达 300年的时间里，有数十万“女巫”被处死，其中的受害者

主要是农妇和奴隶。每个平民女子都可能被指控为女巫。她们

是村里有一技之长的助产土、调香师、奶妈、江湖医生。她们

可能帮助别人或者自己堕胎、避孕。她们或者面容姣好，让一

些男人爱而不得，或者只是恰好有一个阳痿的丈夫，又或者只

是掌握一些生活技能的独居老者。宗教法庭指控她们把婴儿献

祭给了魔鬼，统治者深信她们魅惑男性、降低了生育率，奴隶

主认为她们使用传统仪式煽动叛乱，男性村民则害怕这些女人

骑到自己头上。这是女性受难的300年，也是欧洲社会从封建

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300年。

关于猎巫的历史，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体现了中世纪愚昧的

宗教迫害和厌女症。可为何这场针对下层妇女的暴力恰好发生

在资本主义的初期？猎巫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有什么联系？在

《凯列班与女巫》一书中，费代里奇开创性地将猎巫放置在资本

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理解。统治者发动的猎巫彻底改变了性别关

系和分工，妇女的身体也在封建社会危机、农民抗争和资本主

义的原始积累中不断再造。

14世纪前，男性和女性都从属于封建领主，男性农奴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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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亲属的权力十分有限。此时，男女农奴的性别分工也并不

明显，所有的工作都是维持家庭生计。农奴斗争让一些农民获

得了土地和自主权，但妇女被排除在土地所有权之外。她们带

头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成为那时城市移民的主力。城市中的妇

女可以独立生活，从事各种手工劳动。欧洲农奴的反抗运动通

常以异端宗教运动的形式开展，而独立女性常常是这些抗争中

的主力。女性在异端运动中有着更平等的地位，有权管理各项

宗教事宜和自由流动。这些异端教义倡导男女平等，批判社会

等级制度和经济剥削，谴责腐朽的教会。同时，她们还拒绝结

婚、生育，不想将孩子带到人世受苦受难。这些实践令统治者

恐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异端妖魔化并发起血腥屠杀。这些反

抗者在莎士比亚笔下便是凯列班的原型，象征着无产者用身体

抵抗着剥削和压迫。

性与身体于是成了统治者镇压反抗者的靶子。国家纷纷立

法强调婚姻的神圣性，严惩各种婚外性行为。同时，男性强奸

下层妇女却是无罪的。国家有意制造了性别对立来转移阶级矛

盾，拉拢年轻叛逆的男工，给他们性爱自由。在国家的支持下,

有一半男性曾在城镇中公开轮奸无产妇女。他们以娼妓、女佣

或洗衣女工为目标，认为这些女性被富人包养了，而强奸不过

是夺回自己女人的手段。强奸的合法化分裂了无产阶级的团结,

并在社会中产生了浓烈的厌女氛围，人们开始对暴力侵害妇女

的行为麻木不仁。

在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猎巫除了转移阶级矛盾,

还将妇女禁锢在再生产劳动中，从而推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

别分工。费代里奇继承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理论

的批评，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的经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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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忽略了女性的遭遇。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依靠圈地运动和暴

力创造了失去土地的工人阶级。农民没有土地养活自己，而流

浪和乞讨成了犯罪，他们便只能投身到雇佣劳动之中。但这场

社会变革不但将人的身体变为工作机器，也将妇女变成劳动力

再生产的工具。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要克服的首要危机便是人口崩溃。14世

纪的黑死病大流行杀死了 30%— 40%的欧洲人口；欧洲殖民者

带到美洲的屠戮和瘟疫灭绝了 95%的原住民。世界市场萧条与

普遍失业在17世纪到达顶峰，国家这时开始催生。人口管控的

公共政策开始严惩任何阻碍人口增长的行为，严格管理生育并

剥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16世纪和 17世 纪 “大猎巫”的主题

便是指控女巫把孩子献给了魔鬼。女巫们会杀婴，因为她们懂

得避孕、堕胎，还会施法令男子阳痿、女子不育。当权者怀疑

产婆们会杀婴，于是严密监视她们，甚至将女性赶出产房。整

个社区都被发动起来监控妇女，防止妻子们偷偷杀婴、通奸。

女性的子宫由男人和国家牢牢控制，只能为资本积累生产源源

不断的劳动力。

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女性被驱逐出雇佣劳动的领域。

男工们请愿，禁止妇女进入工人队伍同男人竞争。在外打工的

妇女被描绘成荡妇和女巫。女性只能是母亲、妻子、女儿、寡

妇。同时，男人可以免费获得妇女的身体、劳动，以及她们孩

子的身体和劳动。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契约，无产阶级妇女成

了男性工人最基本的再生产资料，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使用

的公共物品。任何拒绝做生育机器和免费保姆的女人都可能被

当成女巫审判并处死。这便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男主外、女主

内”模式，而欧洲妇女在300年的屠杀中被迫接受了这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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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围猎的300年里，女性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但她们

的反抗总是被历史学家忽视。正如在拉丁美洲的革命中，凯列

班是反抗殖民者的象征，而非他的母亲一一西考拉克斯女巫。

面对物价上涨、食不果腹的困境，妇女组织和领导了种种“反

圈地”起义。而国家组织起“焚烧女巫”的运动，通过散播巫

术恐惧来镇压妇女的反抗精神。大多数被指控的女巫是贫穷的

农妇和奴隶。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女巫指控最多的时期。独

自生活的寡妇，乞讨或偷窃的贫穷妇女，接受公共援助的妇人，

都可能被怀疑是施展妖法的女巫。到了 18世纪的殖民地，女巫

就是非洲巫术实践者。种植园主畏惧这种仪式，便将其妖魔化

为蛊惑人心、煽动叛乱。由此可见，社会统治者一直生活在对

底层人反抗的恐惧中。而猎巫实际上延续了统治者早前对异端

分子的迫害，他们是在打着宗教正统的幌子惩罚特定形式的社

会颠覆行为。

猎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3 个世纪，但资本与父权仍在合谋

对妇女实施种种暴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猎杀女巫在非洲

大陆重现。资本原始积累正在这些地方侵蚀着无产者的生活：

公共土地被私有化，人们在暴力掠夺中陷入更深的贫困。于是，

人们崇尚女德，勒令妇女回家，歌颂贤妻良母，将外出工作的

女性视为荡妇。宗教法庭便是驯化这些不服从者的刑场。如果

说原始积累将男性变成工资的奴隶，那么猎巫将女性变成男性

工人的奴隶。女人的无偿家务劳动、性与生殖权力都被转化为

一种国家所控制的经济资源。

回顾猎巫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女巫不过是努力生存的普

通人。她们的智慧、独立、勇敢、反叛都被当权者视为洪水猛

兽。于是，努力生活便成了一项罪行。长期以来，我们很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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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权威书写的历史中看见她们。她们的形象只存在于恶魔学

家的布道和罪犯档案的记录里。费代里奇尝试在宗教和法庭档

案里追寻这些被遮蔽的声音，还原她们在死亡绝境中试图改变

命运的身影。费代里奇开创的历史叙事不光挖掘了这些被遗忘

的故事，也帮我们找到了一个理解世界变迁、理解妇女境况的

视角。由此，我们得以在这些穿越百年的故事里看见彼此。如

费代里奇所言，新时期的猎巫一直在重现。资本的时代总会将

不容于统治秩序的女性作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而我们许多习

以为常的社会变革，都凝结了普通人以生命为代价的实践。而

女性被世人遗忘的受难是这段历史的主题，她们的不屈抵抗也

在开创新的历史。

龚壬普

2022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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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女性思潮的活跃和复兴，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

被引进，主题涵盖身体、婚姻、生育、家务、职场、老年生活

以及社会大圈子的厌女氛围等。这些著作就如一颗颗石子，在

本不平静的池中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涟漪效应。和这些书相比,

《凯列班与女巫》的目光尤为深厚，角度更为特别，它聚焦于一

段被遗忘或刻意忽视的历史：女巫以及对她们的围猎。从这一看

似边缘的现象中作者抽丝剥茧，向我们展示出资本主义早期阶段

对女性生育权力以及劳动机会的打压是如何一步步展开并在猎巫

运动中达到高潮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女性意识愈发增强，我们关

注妇女群体的地位和命运，关心具体的每一位女性的遭遇，但

现实告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妇女得到尊重和保障?

《凯列班与女巫》的回答是：让我们从不忘记历史开始。

因为编校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各种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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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如何解释欧洲

近 代 初 期 数 十 万 “女巫”被处痣?为什么资

本主义的兴起与针对妇女的战争同时发生？

全 S 分为五个部分：15世纪前农民和工人的

日常斗争；土地私有化和扩张的人口政策带

来的影响；机械身体观的兴起；欧洲

大规模猎水：猎水策略在美洲的重演与与坦

外女的反击

通 过 回 顾 这 段 3 0 0年 的历史 .我 今 里

明 ：猎水运动是资本主义附于计会小市魏 &

理化的过程体 现 .它为现代社会组织的 四彳 ;’

核心原则即劳动能力和自我所行权提供JWR
要 支 撑 换 看 之 . 对女性生育和身体的控% ；

（以攻击女名为代去）是资本主义牛现原爆 滁

积累的关键步骤 \

一部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妇女身体史

以女性视角对话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

莎士比亚布，黑风雨》中……描绘了由本地造反者、女巫之

手凯列班以及远洋的欧洲无产者特林妈罗和斯丹法诺策划的

•场阴谋，暗示「被压迫者之间大联盟的可能性.并戏剧性

地对啤了解洛斯彼罗用I贸法抚平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的做法……

这个阴谋以耻辱的方式结束.欧洲无产杵被证明不过是小贼

和酒嵬.凯列班则向他的殖民地主人乞求宽恕……如果凯列

班的阴谋是由女性发动的.结果会不同吗?如果煽动者不是

凯列班.而是他的母亲西考拉克斯.那位涉土比亚隐藏在背

樊中的强大的阿尔及利亚女巫.呢?如果不痛特林鸠罗和斯丹

法诺.而是在征服美洲的同一时期烧死于欧洲火刑柱1:的女

巫姐妹.乂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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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娅 • 费 代 里 奇（1942— ）.意大利

学 者 、教 师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活

动家 .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荣休教授

除本书外，费代里奇还著有《零点革命 :家

务 、再生产与女权主义斗争》 （2 0 1 2 ）、

对 女 性 的 恐 惧 ：女 巫 、猎 巫 和 妇 女 》

（2018 ）. 《超越身体边界》 （2020）等

费代里奇还是国际女权联合会的联合创始

人和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组织者

龚堵.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获香港

社会学会最佳博 I :论文奖.研究方向是性别

与劳动议题,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

酷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参与学术书籍的编

纂 .共 同 编 著 出 版 了 《与弱 势 者 同 行 :性 /

别与社会工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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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全《资本论》缺失的女性视角

被遮蔽的

资本主义

原始积累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夏 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严 飞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蓝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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